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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卷收载列宁１９０９年６月至１９１０年１０月期间的著作，是列

宁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所写的几卷著作

（第１６—１９卷）中的最后一卷。

自１９０７年六三政变以来，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急剧转变和严重危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内的斗争日趋激烈。孟什维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取消派。取消派认

为，在反动时期，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是不需要的，社会民主党活动

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合法机会上。他们放弃革命，宣

布不必争取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离

开社会民主党，完全转到各种合法组织中去进行活动，力图使这些

组织脱离党、同党对立。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召

回派。召回派主张从国家杜马（议会）中召回工人代表，号召党拒绝

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和工作方式。他们在革命处于低潮、国内不存

在直接的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要立即采取冒险的革命行动，而不愿

对广大的工人群众进行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内，取消主义代表了半自由主义倾向，召回主义代表了半

无政府主义倾向。取消派和召回派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中

的两个极端，但它们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取消派直接建议取消

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而召回派则在暗中威胁党的存在，导致党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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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关系被割断，使党变成宗派组织。无论是取消派还是召回派，

都散布不相信劳动人民会起来革命和工人阶级能够取得胜利的思

想，都对党起着瓦解作用。列宁认为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所造成的

党内危机是无法避免的，只有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消除，因为这种

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国由农奴制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这

一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特殊阶段的产物。列宁也一再说明，这种

危机是由革命时期加入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性引起

的，取消派和召回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个彼此对立而又相

互补充、并且同样具有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代表。为了保存

和巩固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扩大党对群众的影响，使群众作好准

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列宁坚持不懈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

反对取消派，又反对召回派，反对它们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

略的歪曲。可以看出，列宁阐述这个阶段的党内斗争问题的文献占

了本卷的大部分篇幅。

本卷在开头刊载了列宁的一组有关《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

议的文献。《无产者报》是由列宁编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机

关报。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１—３０日（公历）在列宁主持下召开的这次扩

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有地方组织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

中央的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召回派、最

后通牒派的派别活动进行的。会议的这一主要内容体现在列宁为

会议所写的公报、他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和发言、他为会议草拟的

多项决议中。会议不仅谴责了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而且采取

组织措施，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划清界限。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在揭露召回主义的实

质时，把它和取消主义作了比较，称后者为“右的取消主义”，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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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左的取消主义”。列宁同以亚·波格丹诺夫、格·阿列克辛斯

基、安·索柯洛夫、阿·卢那察尔斯基、马·利亚多夫等为代表的

召回派进行的斗争从１９０８年春就开始了。列宁指出，在召回派看

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机会，千方百计进行秘密活动——这

就是他们的一切。召回派不了解合法机会对社会民主党、对党的利

益有什么意义。列宁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于社会民主党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情。但社会民主党并不把这一点看作独立存在的目的，

而是处处把它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在斯托雷

平反动体制下，不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结合起来，

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列宁在为阐述

扩大编辑部会议的精神而写的《取消取消主义》一文中继续把召回

主义和取消主义联系起来加以批判。列宁说，不坚决取消取消主

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不能前进，而取消主义不仅包括孟什维克

的公开的取消主义，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即召回主义以及最

后通牒主义、造神说等。

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以及会议《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

主义》的决议专门对最后通牒主义进行了揭露。列宁经常把最后通

牒派和召回派作为一个派别提到。列宁认为：要在最后通牒主义和

召回主义之间划出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它们

紧紧地系在一起了；它们在政治上毫无区别，只不过最后通牒主义

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造成的混乱和涣散就更大。第一、二、

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都由孟什维克占多数组成，党团

在其活动中犯了严重错误。它企图使自己独立于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中央委员会，它拒绝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自行其是。布尔什维克

批评并纠正党团的错误，尽力改进党团的工作。而最后通牒派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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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用革命精神教育党团，做细致的工作使其克服错误；它主张向

党团提出要绝对服从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最后通牒，否则即把社会

民主党的代表从杜马中召回。列宁指出，最后通牒主义是不要党对

杜马党团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拒绝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议

会活动的经验。最后通牒派把他们的做法同布尔什维克过去对布

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对当

时进行的抵制的真正含义和性质的歪曲。列宁说，最后通牒派和召

回派企图根据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曾对代表机关进行抵制的个别事

实得出结论说，抵制路线是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特点，甚至在反革

命得势时期也是如此，这表明，它们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另一

面，因为后者鼓吹，凡是代表机关统统都要参加，不管革命处在什

么发展阶段，不管有无革命高潮。在本卷中，揭露最后通牒主义以

及召回主义的文献散见于前前后后，其中，《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

克》一文是专谈最后通牒派的问题的。

列宁在批判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对待国家杜马的不

同错误态度时，阐述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在资产阶级议会中

进行斗争的问题。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中《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

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指出，革命社会

民主党人利用议会不同于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之处在于：社会

民主党人不是象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议员那样把议会活动推崇为一

种主要的、基本的、独立存在的活动，而是尽力使自己的工作服从

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活动根本不是想

替反革命专政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

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决心和各方面的组织性；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当时还要通过议会斗争积极干预所有劳工法的问题。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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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在扩大编辑部会议之后所写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

别》、《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等文献指

出，在反动势力加强的条件下，在社会民主党同群众的联系被破

坏、党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掌握议会的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

务。列宁说，这是由于培养群众意识的任务（而不是直接行动的任

务）日益被提上了日程，是由于利用旧政权所创造的宣传鼓动的方

法（而不是群众对这个旧政权本身的直接冲击）日益被提上了日

程。

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也对造神派进行了抨击。造神派是产生

于布尔什维克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宗教和哲学流派，它同召回

派和最后通牒派紧密相连，其代表人物为卢那察尔斯基、弗·巴扎

罗夫等人。列宁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

书（见本版第１８卷）曾从思想上给这个流派以系统的批判。在本卷

中，列宁在论述党内斗争时也多次对这个流派进行批判。本卷中的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等文指出，在反动时期，俄国资

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制造宗教，用新的方法

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造神派靠几个资产阶级出版社的帮助，在俄

国的合法书刊上大肆宣扬造神说，在客观上起了与资产阶级相呼

应的作用。

扩大编辑部会议《关于在国外基地创办的党校》这一决议是就

卡普里党校的问题而作的。这所所谓党校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

造神派的领袖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于

１９０９年春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创建的。这些人以从工人中培养社

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为名义，把这所

党校办成了自己的派别组织中心。列宁说明这所党校是反对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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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维克的。列宁说，党校所追求的不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

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标，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

思想政治目标，布尔什维克派对这所学校不能负任何责任。载入本

卷的《可耻的失败》一文专门介绍了该校非法创办的经过。

无产阶级的文学家阿·高尔基一度接近造神派，并参加了卡

普里党校的教学工作。本卷所载《资产阶级报界关于高尔基被开除

的无稽之谈》一文专为高尔基被开除一事辟谣。列宁说，高尔基通

过自己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建立了非常

牢固的联系，因此只能以鄙视回敬这些报纸。在《政论家札记》中，

列宁揭露波格丹诺夫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小集团的利益对高尔基加

以利用的行为。列宁说明：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

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因他加入自己的这一派别

而引以自豪。列宁进而指出，高尔基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

的，波格丹诺夫等人企图利用高尔基来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撑

腰，他们利用的是高尔基对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一个负

数。

本卷中的《论“前进”集团（大纲）》、《政论家札记》、《论“前进派

分子”的派别组织》等文都评述了“前进”集团。前进集团是召回派、

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在卡普里党校解散后于１９０９年１２月由波格

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倡议建立的。该派曾在国外出版同名刊物。

“前进”集团在政治上否认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必要

性，否认建立新型的秘密党组织（它以合法组织网作外围，并且必

定要利用一切合法机会）的必要性；它宣布召回主义“合理”，为召

回主义打掩护。“前进”集团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的思想，

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制造和旧文化完全对立的“自己的”文化，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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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造“自己的”哲学。列宁指出，“前进”集团的所有关于“无产阶

级的文化”的词句，所掩饰的正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说，当

时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问

题已经提出来了，而“前进”集团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家核心就是马

赫主义者，在他们看来，非马赫主义的哲学就是“非无产阶级的”哲

学。

本卷从一开头的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起就

阐述布尔什维克如何与以格·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护党

派结成联盟的问题。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反取消主义派。普

列汉诺夫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退出了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为了同取消派作斗争又于１９０９年重新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

志》。他虽然仍持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却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

组织，并为此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在《取消取消主义》、《被揭穿

了的取消派》、《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取消派的手法

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党在国外的统一》、《党的统一的障碍

之一》等一系列文献中，列宁说明：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正

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分化出来；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是要理解

这种形势，千方百计地处处尽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

分开，同后者接近。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宣布了护党路线，反对取

消派的分裂主义，这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胜利。列宁提出同

孟什维克护党派达成协议的基础是：保卫党和党性，反对取消主

义，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妥协，决不掩饰策略分歧和其他分歧。

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中指出列·托洛茨基在当时的党内斗争

中表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神。托洛茨基自称无派别，实际上是

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他的调和主义愈是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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猾、愈是巧妙、愈是动听地用所谓护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

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调和派空喊“统一”，把注意力主

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列宁在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揭露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使

用的手法说，他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

的思想里剽窃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

本卷的许多文献都论证了在党内斗争中保持和巩固独立的布

尔什维克组织的必要性。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

《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知》等文献中，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和

孟什维主义的产生有其很深的根源，采取只消灭两种倾向中的一

种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两个派别实际

接近的基础，不在于呼吁统一和呼吁消灭派别等等，而在于这两个

派别的内在发展。列宁说：党是自愿的联盟，只有当实行统一的人

们愿意并且能够抱有一点诚意来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统一才

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当统一是企图混淆和模糊对这条路线的认识

的时候，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就会带来危害。列宁又说，党内斗争无

论怎样严重，有时又是那样困难，而且总是使人不快，但是，谁要是

看不见在党内斗争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的觉悟工人所形成的党的

基本核心的团结过程，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论统一》、《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还有上述《政论家札

记》、《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知》

等文献，都评述了１９１０年１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即著名的“统一”全会。这是一次充满激烈斗争的会

议。各个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调和派在会上占多

数。在会上列宁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孟什维克呼声派同

Ⅷ 列 宁 全 集 第 十九 卷



布尔什维克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得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支持，他们竭

力袒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而调和派实际站在他们一边。在这次

会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被选进党的中央机关，托洛茨基的

《真理报》为全会所支持，“前进”集团被承认为党的出版集团；布尔

什维克的中央被解散，《无产者报》停刊，而呼声派（取消派）和前进

派则只是口头上答应解散他们的派别和停办其派别机关报。

载入本卷的《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一文评述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

斗争进行歪曲的现象。文中提到，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

报《前进报》在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哥本哈根开幕那一天发

表了托洛茨基歪曲介绍俄国党内情况的匿名文章，为此，列宁及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提出了抗议。

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杂志也发表托洛茨基的文章和

马尔托夫的文章，歪曲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和分歧

的实质，列宁又写《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这一长文予以驳斥，

但《新时代》杂志的领导人卡·考茨基等拒绝刊登列宁的文章。马

尔托夫、托洛茨基的文章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

争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场“为影响政治上不成

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的分歧的根子是在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之中。布尔什维克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革命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的

口号，认为只有这种专政才能够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保证生产

力的最迅速发展，而孟什维克却认为这两个阶级的专政“会与经济

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也批

驳了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关于俄国无产阶级落后和不成熟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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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列宁说明，马尔托夫、托洛茨基歪曲俄国的党内斗争，从而也歪

曲了俄国革命的历史。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以及《为什么而斗争？》、《论俄国

罢工统计》、《革命的教训》等文对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

进行了总结。长文《论俄国罢工统计》指出，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三

年中，俄国罢工人数的最低数超过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任何一个时期曾达到过的最高数；尽管这并不说明俄国工人比

西方工人更开展、更强大，但这说明，人类迄今尚不清楚，工业无产

阶级在这一领域中能够发挥出何等巨大的力量，而这样巨大的力

量却第一次在一个正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落后的国家里显示出来

了。列宁说明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是相互依存的。在运动初期和

在吸引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主要的作用，而

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革命的教

训》一文总结了革命的三点主要教训：一、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

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二、仅仅摧毁或限制沙皇

政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消灭，不如此，沙皇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

三、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各不相

同的，并且它们所争取的自由也是各不相同的。

在《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俄

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等文章中，列宁揭露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彻

底背叛民主事业，倒向专制制度的行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反动时

期同沙皇政府结成了密切联盟，俄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

宪民主党所标榜的“民主主义”彻底破产。１９０９年，立宪民主党的

著名思想家们出版了《路标》文集，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指出

这一文集反映了现代立宪民主主义的无可置疑的本质，是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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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变活动的百科全书。《路标》攻击代表俄国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

实际上是攻击群众的民主运动。它在斥责“知识分子”思想时，既提

到民粹主义思想，也提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二者的“拜民主义”都被

批驳。列宁说，当时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和仇恨的，与其说是

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运

动，也就是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方面——通过诉诸群众

来保卫民主。

列宁在《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和《对芬兰的进攻》两文中指

出，受到芬兰人民支持的俄国革命曾迫使沙皇放松对芬兰的控制，

使芬兰扩大了民主权利，而当沙皇镇压了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革

命后，又重新向芬兰人民发动了进攻。列宁指出：芬兰不自由，俄国

就不可能自由；芬兰无产阶级的斗争必将用新的团结的纽带把芬

兰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联结起来；芬兰工人只有通过联合俄

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才能免除沙皇的进犯。

载入本卷的列宁《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关于荷兰社会民主

工党分裂问题的发言》和《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一文都涉

及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斗争。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指责

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制造分裂，它拒绝荷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

党加入国际的请求。列宁指出，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显然支持

机会主义者，它所进行的要恢复荷兰党的统一的调停完全失败了。

列宁是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成员。列

宁所拟《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

决议草案》和他所写《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

题的讨论》载入了本卷。这两篇文献涉及国际合作社运动的重大问

题。在这两篇文献中，列宁说明了工人合作社的性质及其在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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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的合作社通过减少中间

剥削、通过影响供货人那里的劳动条件和改善职员的生活状况等

使工人阶级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列宁认为工人合作社在

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具有愈来愈大的作用，它可以训

练工人群众独立管理事务和组织消费，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社会主

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列宁同时也指出，只要还没有对掌握

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阶级实行剥夺，合作社所争得的一些改善

就极为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合作社是纯粹商业性的机构，并

且要承受竞争的压力，因此有蜕变为资产阶级股份公司的趋势；它

不是同资本直接作斗争的组织，有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它是解

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有一些社会党人夸大合作社的作用，把合作社

标榜为“社会改革”的“必要”因素。他们对无产阶级合作社和小业

主合作社（农业的）不加区别，鼓吹合作社中立，大谈其合作社对社

会党承担义务的危害。列宁认为这些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者唱一个调子。

载入本卷的《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列宁的一篇长文的

某些部分。列宁根据１９０７年德国的农业统计资料来研究德国农业

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在长文的残存部分中对德国农民的状况作了

分析。以图式表示，德国当时的农户呈“金字塔”状，底层是几乎占

农户总数五分之三的无产者农户，顶端是占农户总数二十分之一

的资本主义农户。只是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农户所占有的土地却超

过全部土地和耕地的一半，占有五分之一的从事农业的工人和一

半以上的雇佣工人。德国当时的无产者农户体现了农奴制的社会

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的血缘关系，是农奴制在资

本主义下的直接残余。大批的无产者农户占有数量微乎其微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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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靠这些土地维持不了生活，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后备

军的一部分。他们使资本主义无须增加任何开支而随时可以得到

大批廉价劳动力。介于资本主义农户和无产者农户之间的是小农

户，即小农。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小农如果不巩固和扩大自己的

农场，就无法生存下去；在资本主义国家，小农成为真正的资本家

的情况是很少的。小农由于耕作技术十分落后，使用着简陋的、只

适于小规模经营的农具，只能靠拼命干活以勉强维持生活。而资本

主义必然用使广大小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提高农业技术和推动农

业向前发展。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１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１７篇。在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中，有１４件为新文献。《附录》所

载全为新文献。

 前  言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
１

（１９０９年６—７月）

１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

（７月３日〔１６日〕）

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所

通过的几项决议的全文。参加会议的有：《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４

人，在彼得堡，莫斯科区域（俄国中部）和乌拉尔的地方组织中工作

的布尔什维克代表３人，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５人。

会上展开的辩论无疑对全党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次辩论，布

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近来坚持执行的、但是最近受到一部分自

命为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不少攻击的政治路线，就变得十分明确并

且相当完整了。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位同志代表反对派参加，双方

都作了必要的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无产者报》编辑部将尽一切力量整理并出版

一份尽可能完整的会议记录。在这个公报中，我们只想谈几个问

题，因为这几个问题如经某种解释可能引起误会，而且已经在国外

同志中间引起误会。其实，这些详尽而又十分明确的会议决议本身

１



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会议记录将为透彻了解这些决议提供充分

的材料。发表这个公报的目的，主要是指出这些决定和决议对于布

尔什维克派别内部的意义。

我们就从《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这个决议谈起。

对于这个决议中直接反对召回主义的那一部分，反对派的代

表在会上其实并未表示重大异议。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认为：既然

召回主义形成一定的派别，那么它就愈来愈背离社会民主党；召回

主义的某些代表，尤其是公认的召回派领袖斯坦·同志，甚至还沾

染了“某种无政府主义气味”。会议一
·
致认为，必须同召回主义这一

派别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通牒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出席会议的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自称是最后通牒派。他们两

人在决议付诸表决时，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说他们是最后通牒

派，决议提出要同最后通牒主义划清界限，这就是说，他们要同自

己划清界限，对此他们不能同意。后来，在反对派反对的情况下又

通过了几项决议，于是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们认

为会议的决议是不合法的，会议通过这些决议，就等于宣布布尔什

维克派分裂，他们将不服从也不执行这些决议。这件事情，我们下

面还要详细谈到，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反对派代表之一马克西莫夫

同志正式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分裂出去了。在这里，我们想从

另一方面来谈谈这件事。

很遗憾，评价最后通牒主义，也同评价那个叫作召回主义的彻

底最后通牒主义一样，我们只能根据口头传闻，而无法取得书面材

料。无论是最后通牒主义还是召回主义，至今都没有表现为一个稍

微完整一点的“纲领”。因此，观察最后通牒主义只好根据它的唯一

具体的表现，这就是它要求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发出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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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必须有严格的党性，服从党的中央机关的

一切指示，否则就必须放弃代表资格。但是，事实上还不能断言，对

最后通牒主义的这种说明是完全确切的。不能这样断言的原因如

下：参加会议的两个最后通牒派之一，马拉同志声称，这种说明与

他的情况不符。马拉同志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改

进显著，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他只是

认为，党应当用一切办法对杜马党团施加压力，包括向它发出上述

最后通牒。

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当然可以在一个派别内共处。这样的最

后通牒派会随着杜马党团活动的改进而完全克服自己的最后通牒

主义。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工作，帮助杜马党

团，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巧

妙地利用杜马活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恰恰相反，它正是意味

着要求党这样做。既然杜马党团活动有了显著的改进趋势，那就应

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工作。这样，最后通牒主义也就

会渐渐失去它客观存在的意义。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

克是谈不上分裂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和《布尔什维

克在党内的任务》这两个决议所说的划清界限，对他们也未必适

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只不过是对某一实际问题的提法和解决

方法持略有不同的意见而已；这里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原则分

歧。

决议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党内思想派别必须与之划清界限

的最后通牒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最后通牒主义（目前它无

疑是存在的）不要党及其中央机关进行改进杜马党团活动的长期

工作，也不要党巧妙地利用第三届杜马提供的丰富宣传材料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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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这种最后通牒主义不要党进行积极

的、创造性的工作，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的

唯一手段就是最后通牒，要党把最后通牒当作达摩克利斯剑２，悬

挂在杜马党团的头顶上，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最后通牒来代替

西欧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顽强的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真正根据革

命的精神利用议会活动的全部经验。要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和

召回主义之间划一条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他

们紧紧地系在一起了。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别布尔什

维主义，必须同这两者划清界限。

但是，对这种“划界限”，我们是如何理解的，而会议又是怎么

说的呢？反对派的某些代表硬说，会议宣布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分

裂，这是否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呢？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会议的决

议声明，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正在萌生同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明确

的策略相对立的派别。代表布尔什维主义的是我们党内的布尔什

维克派。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

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会有尖锐的矛盾。在德国党内，有

考茨基的鲜明的革命派，还有伯恩施坦的极端修正主义派。派别则

不同。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

从某个方面影响党，以便在党内尽可能一丝不差地贯彻自己的原

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致。任何想要弄清布尔

什维克派内部冲突问题的真相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对党的统一

和对派别的统一的要求的这一差别。会议并没有宣布派别的分裂。

如果地方工作者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

工人从各个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组织

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者，千万不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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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这种办法。召回主义在工人群众中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召

回派企图独立自决，蛮干到底，这样他们就注定会走向工团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稍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既

自绝于派别，也自绝于党。如果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大批工人（可

能很多）都算成这一类人，那是很荒唐的。产生这种召回主义的主

要原因是不了解杜马党团的活动。同这样的召回主义斗争的最好

办法就是：一方面，广泛地全面地向工人介绍党团活动，另一方面，

向工人提出接触党团和影响党团的方法。例如，在彼得堡，只要杜

马代表同志同彼得堡的工人举行一些座谈会，就可以大大削弱那

里的召回主义情绪。因此，必须尽力避免同召回派在组织上分裂。

只要对召回主义和同它一脉相承的工团主义进行稍微坚决彻底的

思想斗争，很快就会使各种关于组织上分裂的议论完全落空，在最

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使召回派的个人和团体脱离布尔什维克派，

脱离党而已。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马克西莫

夫同志的最后通牒主义，同会议再一次表明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

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各项基本的原则性的决议通过以后，他声明

说，他认为这些决议是不合法的，尽管这些决议是十票赞成两票反

对通过的，而有些决议则是十票赞成一票反对（马克西莫夫）、一票

弃权通过的（例如，《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整个决议）。

当时，会议就通过一项决议，声明会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

治活动不负任何责任。问题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同志既然坚决反对

会上绝大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原则性的决议，他就应该知道，他和与

会的其他人之间已经失去了思想上的一致，而思想上的一致是党

内派别存在的起码条件。但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并不就此止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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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声明说，他不仅不打算执行这些决议，而且也不服从这些决

议。因此，会议也不能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政治活动负任何责任，

会议还声明（见圣彼得堡代表米·托·等人的声明）：“这里的问题

不是派别的分裂，而是马克西莫夫同志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分裂出去了。”①

我们认为，还必须使同志们特别注意会议的下列决议：《布尔

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和《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

动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应正确理解为什么提出关于布尔什维

克的“党的路线”的问题以及对待一般合法机会，特别是对待杜马

讲坛的态度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

项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同两种取消主义，即右的

取消主义和左的取消主义进行斗争。右的取消派说：不需要秘密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

全放在合法机会上。左的取消派则走向另一极端，在他们看来，党

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机会，千方百计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

他们的一切。这两派不相上下，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

因为在目前历史所造成的情况下，不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

划地适当结合起来，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

可能的。大家知道，右的取消派在孟什维克派当中特别猖狂，在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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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就是企图建立一个新派别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新中心。



得
５
当中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但是，近来在孟什维克中有一种回到

党的原则上来的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不能不受到欢迎，正如会议决

议所说的，“该派别的少数人”６（孟什维克中的）“在彻底看清了取

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

己的活劝重新寻找党的基础”①。

目前反对右的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为数不多，对这部分人布

尔什维克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应当竭力接

近这一部分护党派，接近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有党的原则的

人。这决不是说要一笔勾销我们同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分歧。对

于孟什维克背离革命社会民主党路线的行为，我们现在和将来都

要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显然，这决不是说把布尔什维克派融化在党

内。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党的阵地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这方面

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党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

派，应当照旧存在。但是，有一点应当牢牢记住：会议决议谈到的

“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责任，现在主要落在甚至完全

落在布尔什维克派的肩上。目前，党的全部工作或者几乎全部工作

（特别是在各地）都是布尔什维克担负的。他们这些坚定彻底的党

的原则的保卫者，现在担负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吸引一切

对党的建设有用的人参加党的建设工作。在目前这个困难时期，如

果我们不向其他派别中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即反对取

消主义的护党派伸出手来，那真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立场，会上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来自地方组织的布尔什

７１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

① 决议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７“编辑部的分裂”是指普列汉诺夫同志退
出该报编辑部，从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声明看来，他退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编辑部是迫不得已的，完全是这个编辑部的取消主义倾向造成的。



维克代表在内，都认为是正确的。反对派却摇摆不定，不明确表示

赞成我们或者反对我们的立场。尽管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却因为

会议采取了这条路线而责备会议“背叛布尔什维主义”，责备会议

转到孟什维主义的立场，等等。我们对此只回答了一点：请你尽快

在报刊上把这些话向全党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派公开，这样我们就

能够再一次揭穿你的“革命性”的真正含义和你“维护”布尔什维主

义的行为的真正性质。

我们建议同志们注意会议《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一

决议。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合法机会”的问题同各种色彩的取消

主义的密切联系。现在，反对左的取消主义，同反对右的取消主义

一样，也是必要的。议会迷同召回主义一样，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

党所深恶痛绝的，在议会迷看来，整个党的组织工作应该归结为使

工人围绕着“合法机会”，特别是围绕着杜马活动集合起来，召回主

义则不了解合法机会对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会议的各项决

议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决

议中，没有一处说合法机会和利用合法机会是独立存在的目的。而

是处处把它们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

现在特别值得注意。决议本身对这一点已经作了一些实际的指示。

但是，这仅仅是指示而已。一般说来，现在应该谈的主要不是“合法

机会”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占什么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

现有的“合法机会”对党最有利的问题。党在多年的地下工作中积

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利用合法机会方

面，就不能这样说了。这方面，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做得还不够，

今后必须比过去更重视、更主动、更努力。我们应当学习利用合法

机会，并且要象过去和现在我们学习进行秘密活动的方法那样，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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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地学习。会议正是号召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益的人，都

要这样顽强地进行工作，为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机会。

我们对党的秘密工作的态度依然不变，当然也不应该变。保存

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只有巩固了党，

我们才能利用那些合法机会为党谋利益。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正在

工业中心形成的工人团体，党的工作的总的领导应该转到（而且正

在逐渐转到）这些工人团体手中。我们在各方面的活动中应当全力

以赴，促使这些团体造就真正党的原则性强的社会民主党的骨干。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实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１９０９年７月３日（１６日）

《无产者报》第４６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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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讨论《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

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

代表会议的鼓动》决议时的讲话

（６月８日〔２１日〕）

（１）

一方面，声称没有原则分歧，拒绝公开发表意见，而另一方

面，又在谈论布尔什维克派内的原则分歧。这不是两面派行为吗？

唐恩在全党代表会议上说过：谁不知道列宁因为搞孟什维主义受

到指责？我回答他说：请读一读《无产者报》，根据它去作判断吧，

不要搜集谣言了。那时马克西莫夫默不作声。没有什么比不进行

公开斗争更糟糕的了。我说原则上的统一被破坏了，你们说的是

另一回事，可同时又把列宁称为马尔托夫……为什么这次会议从

党的观点来看是不合法的呢？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是在代表大

会上选出的，他们谈论的是怎样更好地贯彻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这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们宣传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

表明你们对党已经完全绝望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始终

维护党性，现在我们继续执行的也只有这条路线，可是你们却在

基层鼓吹分裂。在孟什维克中也有维护党性的派别。我们坚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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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捍卫党。

（２）

马克西莫夫说未曾进行过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宣传。利亚多

夫、斯坦尼斯拉夫、弗谢沃洛德的发言已经够清楚了。从１９０８年

５月起，利亚多夫和斯坦尼斯拉夫就在俄国进行了宣传。我们这儿

有斯坦尼斯拉夫写的决议案，他要的是什么，决议案中说得相当

清楚。８这是对派别的侮辱。孟什维克中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

即普列汉诺夫派，布尔什维克中也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孟什

维克和我们中间都有瓦连廷诺夫—马克西莫夫之类的取消派。鉴

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发表了声明，我重申：我的话是对马克西莫夫

所说的“列宁—普列汉诺夫派别的轮廓已经清楚了”的回答。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３—１４页

１１２ 讨论决议时的讲话



３

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

最后通牒主义问题时的讲话

（６月９日〔２２日〕）

我想谈谈“中心的思想”。关于科特卡代表会议９马克西莫夫

弄错了；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波兰人赞成抵制，我的一票又是决定

性的，我曾声明过，那时我宁愿和布尔什维克投一样的票。这是我

在对待波兰人问题上提出的条件。那时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反对

抵制，而派别却赞成抵制，但并没有分裂，因为不存在希望分裂的

集团。一年以后，派别站到了我们这边。有些“布尔什维克”，不敢

抨击召回派，害怕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在代表会议上我是和“孟

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回派的。这就是你们对中心的想法。

马克西莫夫所讲的分裂事件是可笑的。在马克西莫夫写的东

西里丝毫没有提到中心，但米哈的信现在已被证实了。这封信说，

列宁正在执行一条右派崩得路线。文件中就有这样的话。米哈所

写的，正是马克西莫夫现在所讲的。这就是中心的思想。而这封信

是我们的高加索朋友给我们送来的，是他们把委托书给了右倾分

子伊里奇。这是米哈于１９０８年７月在集团的参与下玩弄的手腕。

马克西莫夫说我们将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开会。当然，我们将这样

做，就象在中央机关报１０内和唐恩、马尔托夫一起开会一样。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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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代表会议
１１
上态度老实，这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结果。我们多次

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阿克雪里罗得读完了关于军事作战任务的

那一条后说：“和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不难共事”。我们不让召回派

进入我们曾和唐恩一起呆过的杜马委员会。是的！我们将和普列

汉诺夫一起开会，就象和唐恩、马尔托夫一起开会一样。关于这一

点，请你们在报刊上公布吧。

我和马拉在中央委员会一起开会。您，马拉，是通神的召回派

成员。我讲的不是关于善良的意图，而是政治路线。同志们，请你

们想一想有关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议论。当普列汉诺夫谈他在对待

工会方面的错误１２时，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把他从我们这一

边推开。当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我们

用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１３吸引他，还是你们为了进行波格丹

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而推开少数“孟什维

克”护党派和“孟什维克”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串通普列

汉诺夫反对卢那察尔斯基，但是我们要指出，是谁在和谁调情。当

普列汉诺夫把波特列索夫赶走的时候，我准备向普列汉诺夫伸过

手去。这不是新的中心，而是新的、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主义。有

人在向我们重提罗莎·卢森堡的旧事。１４但在这里重提日事，是不

伦不类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应该这么干。

“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应该成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

主义。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５—１６页

３１３ 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问题时的讲话



４

讨论关于卡普里党校问题时的讲话

（６月１０日〔２３日〕）

我感到奇怪，这怎么还没有使我们厌烦。马克西莫夫同志激

动得没有道理，因为每一次闹分裂必然有过头的指责，而且人们

总是把分裂事件和人格问题搅在一起。我记得１９０１年同克里切夫

斯基、１９０５年同马尔托夫、１９０７年同普列汉诺夫的争执，他们都

向我进攻，大喊大叫人格问题。问题不在于人格，而在于在斗争

过程中有人瓦解本派而另立新派。例如利亚多夫就是如此。他还

不是一个坏同志，但他在瓦解我们的派别并在建立自己的派别。我

想，马克西莫夫是在瓦解那些他认为是孟什维克的人。这是他的

完全合法的权利，可是他却对我们说邀请列宁去党校。关于监督

的问题也是可笑的。这样行不通。显然，党校是新的中心，新的

派别。马拉说他不放弃自己的职务１５。马拉同志，您受到派别狂热

的影响了，而这种狂热是由“通神的”召回派的政治斗争所决定

的。

什么是派别？这是政党内思想一致的人结成的联盟。在杜马

里，政党是杜马内思想一致的人结成的联盟。作为一个杜马代表，

例如霍米亚科夫，并不会由于转入另一个政党而不再担任杜马主

席。派别对政党的关系也是如此。党委派你担任的职务，只有党

才能撤销。我们现在吵架，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结成思想一致的人

的联盟。谁也不想抢你的党内职务，没有必要和这扯在一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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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是派别的分裂，并不是党的分裂。党内职务并不属于我们

这次会议处理的范围。关于人格，在这里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此

我已习以为常，因为我已第四次挨骂了。应该承认客观存在：两

个中心，两个派别还有党校都是事实。当我们散伙时，一切都将

更加清楚。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７—１８页

５１４ 讨论关于卡普里党校问题时的讲话



５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

在党内的任务问题时的讲话

（６月１１日〔２４日〕）

我认为，用不着一百次一千次地向马克西莫夫同志指出问题

的实质，就是说，用不着反复向他说：他在同我们闹分裂，在建

立一个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克派或者通神的召回派。这一切《无

产者报》已经谈过，发表过，反复解释过，着重指出过。我现在

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请你把你在这间屋子里说的一切刊印出

来，——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停止这场进行了三天多

的不体面的争吵，才好进行思想斗争。请把下面这些话都印出来

吧：我们是“新布尔什维克”，“是新《火星报》１６所说的”“新无产

者报派”（实际上是孟什维克），我们“倒退了两步”，我们“在破

坏俄国革命最珍贵的遗产——布尔什维主义”，请你把我从你的发

言中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刊印出来，这样，我们就好让大家一次

又一次地看出，你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克。请你把你下

面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我又引用你的话—— “如果当了普

列汉诺夫的俘虏，就会在新的高潮中毁灭政治生命”，我们“将在

长期反动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请你把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好再

一次就布尔什维主义同“通神的召回主义”的区别作出对党有益

的说明。既然你拒绝这样做（从１９０８年８月起，我们就在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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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上正式建议你出一本小册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却对我

们的公开挑战置之不理），拒绝公开斗争，继续在内部争吵，那我

们就不得不设法把你从我们的派别内（不是从党内，而是从派别

内）直接划出去，使你公开发表意见，以便进行对党大有教益的

思想斗争。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９—２０页

７１５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时的讲话



６

讨论关于派别统一问题时的讲话

（６月１２日〔２５日〕）

我不打算回答马克西莫夫，大家都会得出结论：这是我们最

后一次和他一起开会。这最后一次就不要相互责骂了，这是不体

面的。马拉说人家建议他自行退出。当马拉声明他认为与其和召

回派一起工作，还不如和反召回派一起工作时，大家对这个声明

喝采：好！谁也没有指责他在卡普里组织了分裂中心，关于造神

说他发表了十分明确的意见。他确实错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除

了思想一致的人已经形成的各个中心，没有再作过其他的划分。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１页

８１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



７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

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一次讲话

（６月１２日〔２５日〕）

维什涅夫斯基的报告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好报告。

至于不派代表参加全党代表会议，看来维什涅夫斯基弄错了。

波列塔耶夫说过，如果唐恩发电报的话，代表们是会来的。唐恩

拒绝了。代表会议因那位代表缺席１７损失很大。

关于内行人１８，你们说不能驱逐他们。和他们斗争的方法就是

要走公开性的道路。应该更多地报道他们的情况。对他们分类加

以评述。

关于《无产者报》编辑部在党团中的秘书问题。秘书不称职，

他写的东西很浮泛；斯切克洛夫不是所需要的那种人物，需要的

是一个埋头于平凡工作的人。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报道情况，否则

所有的协助小组就用不着了。

建立巴黎协助小组１９是件很微妙的事。我们将支持普列汉诺

夫的路线，其他的孟什维克对此十分神经过敏。要接近唐恩型的

孟什维克是困难的。怎样组成这个小组呢？孟什维克会塞进去很

多人。除了吵架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为了避免吵架，可

否建立一个直属中央机关报的相应的小组？

党团没有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内行人就将一事无成。在这件事

９１７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一次讲话



上我们应该让两三个人取得合法地位。预定是瓦季姆，也可能有

加米涅夫。

关于地方组织参加杜马党团的活动问题。必须广泛使用传单

展开宣传。关于杜马活动的传单应当提供一个样子。没有地方组

织的影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杜马的利用就既不会是革命的，

也不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必须有以杜马演说为内容的传单。这

种东西会吸引地方组织参加这一工作并给以推动。杜马代表们的

会议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同召回派

争论上了。也必须有传单介绍杜马中党派的组合情况，有传单介

绍整个杜马的工作。杜马党团不仅应该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指导，

而且还应该由地方组织指导。必须有传单对杜马中的某些演说的

意义进行评述。例如，关于对外政策的问题。只有我们的杜马代

表发表了演说。这件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需要有摘要发表

演说的传单。地方组织除了印发传单，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参加

活动的其他形式。局面混乱到了极点，应该尽力展开印发传单的

活动。国外报纸的评论不及时。议会演说往往不能尽意，传单则

能畅所欲言。

由地方组织派遣代表有时是难以实现的。

说到报纸，唯一的条件是要保证我们拥有大多数，但我并不

相信能够办成这样的报纸２０。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２—２３页

０２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



８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

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２１

（６月１２—１３日〔２５—２６日〕）

我们的辩论就要结束了，我认为，不必专门就这些辩论作出

决议，因为作决议应该慎重。关键在于把问题互相解释清楚。为

了回答弗拉索夫关于利用合法机会的问题，我现在把决议草案读

一下：

“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布尔什维克派为了真正实现——就是

根据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和方针来实现——目前已经为全体

布尔什维克所公认的目标，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利用一切合法

的和半合法的工人阶级组织，特别是利用杜马讲坛，就一定要明确

提出培养有经验的、精通自己业务的、能够在自己的特殊的合法岗

位（工会、俱乐部、杜马委员会等等）上牢牢站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这一任务，并且要千方百计地完成这个任务。”

弗拉索夫说，这是领袖们的事情。这话不对。问题是：我们布

尔什维克派普遍认为不需要这种专家。我们人力不足，因此必须使

用和分配他们担任合法的职务，委托他们以派别的名义担任这些

职务。既然我们说要建立党的支部，那就应当设法把它建立起来。

我草拟了一个关于用传单进行鼓动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中央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

１２８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  



的问题，特决定：应该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重视使用传单（除了地方

的和省的机关刊物以外）向群众宣传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工作

情况并且指导这一工作。这些传单的内容可以是：指出应在杜马讲

坛上阐明的问题，总结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和党派的组合

情况，刊登有关这些问题的宣传演说提纲，分析社会民主党在杜马

中发表的一些特别重要演说的政治意义，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

演说中说得不透彻不确切的地方，最后，也可以摘录这些演说中对

宣传和鼓动工作有重要意义的实际结论，等等。”

对在非正式会议２２上谈到的关于对待杜马活动的态度问题的

几点意见，我也拟了一个决议草案：

“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同改良主义者（或者更广泛

一点说：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的区别可以用下列几点（不能说很

全面）来表明。

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所谓外部关系来看，革命社会民主

党人利用杜马与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必须反

对在任何资产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反动时期的俄国）都会自然产

生的意图，即反对议员和经常聚集在议员周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把议会活动推崇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独立存在的活动。尤其

是必须尽力使党团确实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

利益的职能之一，并且使党团同党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是向党闹独

立，而是贯彻党的观点，贯彻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机关的指示。

从党团活动的内容来看，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活动

的目的与其他一切政党活动的目的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政党所追

求的不是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对农奴主和资

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

２２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



群众的阶级觉悟、明确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

并增强他们在各方面的组织性。党团活动的每个步骤都应该服从

这个根本目的。因此，应当更加重视在杜马讲坛上坚持社会主义革

命的任务。应当尽力更经常地在杜马讲坛上发表演说，宣传社会主

义的，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目标。其次，在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极为重要的是要使杜马党团坚持经

常同攻击‘解放运动’的反革命潮流作斗争，同斥责革命、诋毁革命

以及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等等的各种思潮（公开的反动派、自由派，

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潮）作斗争。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应当

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阶级的

旗帜。

其次，必须指出，当前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极其重要的任务是

积极干预所有劳工法的问题。党团应该利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

丰富的议会斗争经验，同时要特别防范机会主义分子歪曲这方面

活动的作用。党团不应该降低自己的反映我党最低纲领的口号和

要求，而应当拟订并提出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法案（以及对政府和其

他党派的法案的修正案），以便向群众揭露社会改良主义的虚伪性

和欺骗性，吸引群众参加独立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

有这种斗争才能使工人取得真正的成果或者把那些在当前制度的

基础上提出的不彻底的和骗人的‘改良’，变为前进的工人运动在

通向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上的据点。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整个社会民主党对于党内的改良主义

这种机会主义者所表现出的动摇的最新产物也应当采取这种立

场。

最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与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

３２８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  



的区别还应当在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和社会民主党必须全面地向

群众说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不仅要攻击政府和公开

的反动派，而且要揭露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农民民主

派的动摇。”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４—２７页

４２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



９

对《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

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的决议的补充２３

（６月１３日和１５日〔２６日和２８日〕之间）

对于利用合法机会这一点（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

应当比过去更加重视、更加主动和更加努力。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８页

５２９ 对《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的决议的补充



１０

讨论关于党的刊物问题时的发言

（６月１５日〔２８日〕）

取消《无产者报》当然是办不到的。需要办一份通俗的机关报，

但是这个问题取决于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例如取决于经费。不能

象弗拉索夫那样断然禁止帮助合法刊物。我想，出版一份不大的杂

志，即使在篇幅上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出版的《远方》杂志２４差不多，

也是有益的。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９页

６２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



１１

讨论关于在中央机关报上

发表哲学文章问题时的发言

（６月１５日〔２８日〕）

哲学方面的辩论将怎样发展下去是无法预料的，因此不能象

马拉同志那样提出问题２５。所以中央机关报在这方面的任何禁令

应该一律取消。马拉同志说在合法的文集里必须刊登哲学文章，对

此我表示欢迎。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３０页

７２１１ 讨论关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哲学文章问题时的发言



１２

关于拨款给杜马党团报纸的建议２６

（６月１６日〔２９日〕）

鉴于梅什科夫斯基同志声明的重要性，我建议从给合法出版

物的１５００卢布中拨１０００卢布作为杜马报纸的经费。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３１页

８２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



１３

讨论关于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

问题时的发言和建议

（６月１７日〔３０日〕）

（１）

我同意梅什科夫斯基的意见。全党投票涉及所有的党员，而这

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好是协商，但是这不必在章程中作规定。我认

为，应该只采纳定期协商的意见。２７

（２）

应该写上：一般说来，由布尔什维克中央俄国国内的成员组成

一个委员会，其数量不以三人为限。２８

（３）

在全会闭会期间，如《无产者报》编辑和总务委员会成员出缺，

执行委员会可以指定人代替。２９

９２１３ 讨论关于改组布什维克中央问题时的发言和建议



（４）

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书记处由全会任命二人组成。

载于１９３４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３２页

０３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



１４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

（７月３日〔１６日〕）

１．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我们党内的革命派提出的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

的口号，在当时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带动了工人阶级中一切最积

极和最革命的阶层。

随后，广大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为艰难的反革命得势

时期所代替；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针对这种新的政治局势采取自己

的革命策略，因此，利用公开的杜马讲坛来帮助社会民主党进行鼓

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可是，一部分参加过直接革命斗争的工人在局势急转直下时，

未能立即转而采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反革命得势的新情况下所

应采取的策略，却依然简单地重复公开的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口

号，这些口号在当时固然是革命的，但是现在一味重复，就会阻碍

无产阶级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团结起来。

另一方面，由于发生这种艰难的转变，革命斗争处于低潮，甚

至一部分工人也情绪低落、不知所措，工人组织遭到破坏，没有足

够的力量来抵挡腐蚀性的影响，在这样的时期，工人阶级中就有一

部分人对整个政治斗争漠不关心，对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尤其

１３１４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



冷淡。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就能在无产阶

级的这些人当中暂时得逞。

第三届杜马公开嘲笑工人的困境，它的所作所为使得这部分

工人的召回主义情绪变本加厉，这些工人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

不够，还不能够弄懂，正是第三届杜马的这种活动使社会民主党人

有可能根据革命的精神来利用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机关向广大人

民群众说明专制制度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真正性质，说明革命斗

争的必要性。

这部分工人之所以会有召回主义情绪，除上述原因外，还由于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过去，特别是在第一年的活动中犯了极端

严重的错误。

鉴于这种召回主义情绪在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和革命

的教育方面起着消极作用，布尔什维克派认为：

（一）对于这些阶层的工人，必须进行长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教

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坚持不懈地说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在

政治上徒劳无益，说明在反革命得势时期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

的真正意义和杜马讲坛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

（二）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整个杜马工作，必须使杜马

党团同先进工人建立密切联系，全面帮助杜马党团，全党有组织地

对它进行监督，并且采用公开说明它的错误的办法来对它施加压

力，党必须切实对杜马党团这一党的机构的活动进行领导，布尔什

维克必须贯彻最近一次全党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因为只有使工

人重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有组织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

杜马活动，才能真正纠正我们杜马党团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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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党内右派，由于它把杜马党团引上反党道路，从而使

党团脱离工人先锋队，必须坚持不断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揭穿这

种危害党的策略。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许多人加入了我们的党，并不

纯粹是由于拥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们

党在为争取民主进行光辉而有力的斗争，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政

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但是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

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

这些对无产阶级观点还不够了解的分子，在我们布尔什维克

派里也有。这些分子在艰苦的情况下，愈来愈暴露出缺乏社会民主

党人的坚韧精神，最近一年来，由于他们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

略原则的抵触情绪愈来愈强烈，一直在建立一种企图形成召回主

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理论的派别，其实，这一派别只不过是把一些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的错误观念

奉为原则，使之更加悖谬。

为了把召回主义情绪变成一整套召回主义政策所作的这些尝

试，导致出现这样一种理论，它实际上一方面反映对政治漠不关心

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反映无政府主义的迷惘。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

主义的理论尽管充满革命的词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望

国家杜马本身能够满足人民这种或那种迫切的要求而产生的立宪

幻想的另一面，这种理论实质上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来偷换无

产阶级的思想。

所谓最后通牒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派别，它在原则上反对利用

第三届杜马讲坛，或者企图用各种实际的理由来为自己不履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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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义务进行辩护，它不是对杜马党团进行长期的教育，和纠正党团

的错误，而是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力图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党

团）给社会民主党工作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公开的召回主义带来

的危害。从政治上看，最后通牒主义现在同召回主义毫无区别，不

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它造成的混乱和所

起的涣散作用就更大。最后通牒派企图把自己同我们这个派别在

革命某一时期实行过的抵制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这只不过是在歪

曲我们党的大多数人十分正确地运用过的对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

国家杜马的抵制的真正含义和性质。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企图根

据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曾对代表机关进行抵制的个别事实，得出结

论说，抵制路线是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特点，甚至在反革命得势时

期也是如此，这表明，它们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另一面，因为孟

什维克鼓吹，凡是代表机关统统都要参加，不管革命处在什么发展

阶段，不管有无革命高潮。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迄今为止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根

据所作的一切尝试，不可避免地要使他们否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

原理。他们提出的策略不可避免地同运用于俄国当前条件下的国

际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策略彻底决裂，而产生无政府主义倾向。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鼓动已经很明显地开始给工人运动和

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带来危害。这种鼓动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危害党

的统一，因为这种鼓动已经造成了一些怪现象：例如，召回派同社

会革命党人３０（在圣彼得堡）联合起来拒绝帮助我们党的杜马代

表，并且同某些明显的工团主义分子一起向工人发表公开演说。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声明：布尔什维主义作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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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共同之处，布尔什维克派必须同这些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道

路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斗争。

２．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反革命获得了大胜利，这种客观形势

向整个党的活动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不管反动派如何猖獗，在无

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浪潮十分低落的情况下，要把在无产阶级斗争

最高潮的时期建立的党组织保存下来，即要把自觉地坚持正统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联合一切“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以实行革

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策略的组织保存下来。

这两年的保卫党和党的原则的斗争十分清楚地表明，一方面

党同那些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条件下混入党内来的分子划

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团结起来了。一方

面，可以明显看出，社会民主党过去的那些同路人离开了党，完全

转到各种合法组织（合作社、工会、教育团体、杜马党团所属委员

会）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了，在那里，他们不但不执行党的政策，反

而同党斗争，力图使这些组织脱离党，同党对立。这些人——党内

公开的取消派——把合法活动奉为偶像，把工人运动暂时受压和

分散所造成的狭隘活动形式当成原则，他们现在毫不掩饰地在理

论上和策略上站到修正主义立场上去了。为我们杜马党团出主意

的知识分子谋士们把机会主义路线强加于我们党团的前后经过，

取消派同护党派在合法的工人组织里、在四个代表大会（国民大学

代表大会３１、合作社代表大会
３２
、妇女代表大会

３３
、工厂医生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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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３４
）的工人代表团里的全部斗争，现在十分清楚地表明并证明，

组织上的取消主义（反对党的机关）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反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原理的原则斗争，是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的。

另一方面，在这反革命大胜利的时期，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党

内左派不仅在理论上承认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适当结合的

策略，而且实际上也实行了这个策略。这些工作包括党为杜马党团

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党在无产阶级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中所做的

一切工作。当前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提出的，作为对党的主要的工

作形式补充的，正是这些工作形式，即秘密的党影响比较广泛的群

众的形式。事实上，党实际正是在这些工作形式上同取消主义进行

交锋，狠狠地打击取消主义。过去和现在党内各派社会民主党人实

际上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接近起来的①。最后，正是在这里，在关于

党在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策略和组织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派公

开同那些假革命的、不坚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划清界限，因

为他们打着所谓“召回主义”的旗帜来反对党的新的活动形式。

目前，《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规定布尔什维克的基本任务

时，应当指出：

（１）布尔什维克派仍然应当是保卫党性和党的革命社会民主

主义路线的先进战士，它在今后保卫党和党性的斗争中的任务是

全面地、有效地支持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目前党内力

量重新组合的时期，只有全党的中央机关才能成为党的路线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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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有力量的代表者，而只有通过党的路线才能把一切真正保护

党的和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分子团结起来；

（２）在党内孟什维克的营垒中，在该派别的正式机关报《社会

民主党人呼声报》完全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俘虏的情况下，该派

别的少数人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

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党的基础（如圣彼

得堡“维堡区”孟什维克的信３５，莫斯科孟什维克的分裂，《社会民

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分裂，崩得内部的相应分化等等）；

（３）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仍然是党的团结一致的先锋

队，它不仅必须继续同取消主义和各种修正主义作斗争，而且必须

同其他派别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护党派的分子接近，这是为保存

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的共同目标所要求的。

３．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

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

  鉴于：——恢复党的统一以来，布尔什维克派一贯通过那些引

起全党争论的问题，一贯通过在全党范围内为争取按布尔什维克

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斗争（在党的支部和全党代表

大会上提出平行的纲领和进行争论）来划分和团结拥护布尔什维

克的政治路线的人；

——只有这种办法才能保证团结真正思想一致的同志，把所

有实质上同布尔什维克派观点接近的分子吸引到布尔什维克派方

面来；

——为了实现我们的基本目的，为了影响党，使革命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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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路线在党内取得彻底胜利，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划分布尔什

维克，才是唯一正确和唯一合适的办法；

——另一种办法，即召开布尔什维克单独的代表会议和代表

大会的办法，必然会使党发生自上而下的分裂，会使带头造成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这种彻底分裂的派别遭到致命打击；

鉴于这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决定：

（１）提醒全体思想一致的同志，不要鼓动专门召开布尔什维克

代表大会，这种鼓动客观上会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的社会民主派

在党内取得的阵地遭到沉重打击。

（２）下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预定在例行党代表会议期间

举行，而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思想一致的同志的会议，将是整

个派别的最高会议。

（３）由于面临许多使党和布尔什维克派不安的重要问题，特委

托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坚持尽快召开全党代表会议（在两

三个月内），然后坚持尽快召开党代表大会。

４．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研究了关于某地党校的问题以后，

认为党校的发起人（包括《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成员之一马克西

莫夫同志）从创办这个党校开始就撇开《无产者报》编辑部，同时还

进行反对编辑部的鼓动。这些发起人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已经非

常清楚地表明：他们以办这个党校为名，在建立一个脱离布尔什维

克的派别的新的中心。这个党校的发起人背着共同的中央机关，同

俄国的许多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设立了独立的会计处，筹集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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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甚至不向《无产者报》编辑部和全党的中央报告，就建立了自己

的代办处。

扩大编辑部认为，由于目前缺少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如果办

好一所真正的党校，哪怕是办在国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地

方组织从工人中培养合格的党的工作者，并且认为，扩大编辑部本

身也必须在我们组织的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在这方面帮助

地方组织，但是，扩大编辑部根据某地党校的发起人的整个做法，

断定这些发起人所追求的不是整个派别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所

追求的不是作为党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标，而

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标。鉴于我们派别内部在关于

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造神说宣传的态度以及整个布尔什维

克在党内的任务等等问题上所发生的意见分歧，鉴于某地党校的

发起人和组织者都是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的代表人

物这一情况，《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认为，这个新中心的思想政治

面貌就昭然若揭了。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对

这个党校不能负任何责任。

５．关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分裂出去的问题

鉴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十个成员为一方同马克西莫夫

同志为另一方之间在有关议程的全部问题上，显然缺乏原则上和

策略上的一致，其次，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近来的行动，仍然是在

破坏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上的统一，最后，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对是

否服从和执行《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决定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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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此，《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今后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

治活动概不负责。

载于１９０９年７月３日（１６日）

《无产者报》第４６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３３—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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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消 取 消 主 义
（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１日〔２４日〕）

读者在这一号《无产者报》的特别附刊中，可以看到关于布尔

什维克会议的报道和会议通过的决议全文①。在这篇文章中，我们

打算从我们派别的角度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角度来谈一谈

如何估计这次会议的意义和会上发生的一小部分布尔什维克分裂

出去的问题。

大约从１９０７年六三政变３６起到现在为止的最近两年，是俄国

革命史上以及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中发生急剧

转变和严重危机的时期。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国

代表会议，对目前的政治形势、革命运动的状况及其前途、工人阶

级政党当前的任务等问题作了总结。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党的

可靠的财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拼命想批评这些决议，只不过特

别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对在这些决议中剖

析过的问题根本提不出任何有道理的、完整的和有系统的东西。

但是，党的代表会议给予我们的还不止这一点。这次代表会议

在党的生活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它指出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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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这两派中都产生了新的思想派别。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不管是在

革命到来以前，还是在革命期间，整个党的历史中充满了这些派别

的斗争。因此，新的思想派别是党内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

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仔细思考，理解和领会这种现象，以便能

自觉地对待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这些新的思想派别的出现，简单说来，就是在党的两个处于两

极的派别中都出现了取消主义，都出现了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孟

什维克中的取消主义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以前就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

了，但是当时同它进行斗争的差不多都是其他的派别（布尔什维

克、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一部分崩得分子）。孟什

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反取消主义派，作为一个派别当时刚开始

形成，还没有比较一致的和公开的行动。而在布尔什维克里面，两

部分人面目分明并且公开行动了：一部分是占绝大多数的正统布

尔什维克，他们坚决反对召回主义，并且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代表

会议的全部决议中，另一部分是占少数的“召回派”，他们作为一个

单独的集团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不止一次地得到摇摆于他们和

正统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最后通牒派”的支持。召回派（还有最后通

牒派，因为他们正在滚向召回派）是变相的孟什维克，是新型的取

消派，关于这一点，在《无产者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和说明过

了（着重参看第３９、４２、４４号①）。总之，在孟什维克方面，取消派占

绝大多数，而护党派分子对他们的抗议和斗争刚刚开始；在布尔什

维克方面，少数召回派公开活动，正统派则占完全的优势，这就是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全表会议上所表明的党内状况。

２４ 取 消 取消 主义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７卷第２６６—２８２、３４０—３４３、３６７—３７９页。——编者
注



什么是取消主义？为什么会产生取消主义？为什么召回派（和

造神派，关于他们，我们下面再来谈谈）也是取消派，是变相的孟什

维克？一句话，我们党内出现新的思想派别有什么社会意义，有什

么社会作用呢？

狭义的取消主义，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从思想上来说就是否

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在我

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种否认采取的形式当然各种

各样，其自觉、激烈、彻底的程度各有不同。可以拿切列万宁和波特

列索夫来作例子。前者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所作的估计，使

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整个编辑部还在内部（也就是普列汉诺

夫和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发生分裂以前，

就不得不同切列万宁脱离了关系，虽然这件事该报编辑部做得极

不体面：这就是它在《前进报》上向德国人宣布同这位彻底的取消

派脱离关系３７，而不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向俄国读者发表

自己的声明！波特列索夫在《２０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３８中写过

一篇文章，非常成功地取消了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

权的思想，以致普列汉诺夫退出了取消派的编辑委员会。

在组织上，取消主义就是否认秘密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因而

要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退出党，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

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和有工人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等

等。近两年来，俄国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历史上这样的孟什维克取消

主义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曾经指出过（刊登在《无产者报》第

４２号上，后来《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这

本小册子作了转载），担任中央委员的孟什维克企图直接破坏党中

央委员会，使这个机构不起作用，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取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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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参加最近这次党代表会议的“高加索代表团”
３９
完全是由

侨居国外的人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确认（１９０８年初）《社会民主

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是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同目前在俄国活动

的一切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这可以说是在俄国的孟什维克秘密组

织几乎完全瓦解的标志。

所有这些取消主义的表现，孟什维克都没有加以总结。一方面

是他们有意隐瞒这些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自己也糊里糊涂，不清

楚某些事实的意义，被一些琐碎小事、意外事件和人身攻击弄得不

知所措，不会概括也不懂得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发生危机、瓦解和

崩溃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

为取消派，便是做取消派的俘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

地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德语称为Ｍｉｔｌａｕｆｅｒ）参加无产阶级

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发生崩溃

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彻底推行机会主义。瓦解一发生，大批

孟什维克知识分子和孟什维克著作家实际上就投向了自由派。知

识分子脱党而去，所以孟什维克的组织垮得最厉害。那些真心同情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孟

什维克（而这样的孟什维克总是有的，他们为自己在革命中的机会

主义辩解，理由是他们希望能估计到一切形势的变动和一切复杂

的历史道路的曲折），“又一次成了少数”，成了孟什维克派中的少

数，他们没有决心同取消派进行斗争，没有力量卓有成效地进行这

场斗争。可是，机会主义同路人愈来愈走向自由主义，以致普列汉

诺夫无法容忍波特列索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无法容忍切列

万宁，莫斯科的孟什维克工人无法容忍孟什维克知识分子，等等。

４４ 取 消 取消 主义



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分化出来，既

然他们走向党，那就势必走向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理解

这种形势，千方百计地处处尽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

分开，同后者接近，不过这不是要抹杀原则分歧，而是为了使真正

统一的工人政党团结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不应该妨碍共同的工

作、共同的冲击、共同的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是不是仅仅孟什维克派

才有呢？不是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３９号①上已经指出，这种同

路人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彻底的召回派的整个论证方法，他们论

证“新的”策略的尝试的整个性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群众性的工

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都不能避免或多或少要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

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

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总是同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接触，总是不断从这些阶层中补充兵员。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

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异己分子，制服他们，而

不是被他们制服，善于及时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异己分子，而且认识

到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们明确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的两派在这方面的区别正是在于：孟什维克成了取消派

（即“同路人”）的俘虏（在孟什维克自己的队伍中，俄国国内的莫斯

科孟什维克拥护者以及国外同波特列索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分道扬镳的普列汉诺夫，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布尔什维克当

中，主张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取消派分子一开始就是极少数，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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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不能为害，随后也就被抛开了。

召回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也必然导致取消主义，只是

形式略有不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当然，这里谈的不是个人，也

不是个别集团，而是这个派别的客观趋势，因为这个派别不再仅仅

是反映一种情绪，而是企图形成一个特殊派别。布尔什维克在革命

前就十分明确地声明过，第一，他们并不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建立

一个特殊派别，而是想把整个国际的、革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我国革命的新情况；第二，即使在斗

争以后，在现有的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以后，历史迫使我

们沿着“专制立宪”的道路缓步而行，布尔什维克也能在最艰难、最

缓慢、最平淡的日常工作中尽到自己的职责。任何一个细心一点的

读者都能在１９０５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献中找到这些声明。

这些声明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整个布尔什维克派作出的保证，

是自觉选择的道路。为了履行对无产阶级的保证，必须对在自由时

期（甚至出现了一种“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社会民主党

的人，对主要是被口号的坚决性、革命性和“引人注目”所吸引的

人，对缺乏坚毅精神，只能在革命节日，不能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

持斗争的人，不断进行锤炼和教育。其中一部分人已经逐渐习惯了

无产阶级的工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另一部分人只是死记

了几个口号，却没有领会，他们一味重复陈词滥调，而不善于根据

变化了的情况运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旧原则。那些想抵制第

三届杜马的人的演变鲜明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两部分人的命运。

１９０７年６月，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占多

数。但是，《无产者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反对抵制的路线。生活检

验了这条路线，一年之后，“召回派”在从前的“抵制主义”的堡垒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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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中变成了少数（１９０８年夏是１４票对１８

票）。又过一年，布尔什维克派在全面和反复地讲清了召回主义的

错误以后（最近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①的意义就在于此），终于

彻底取消了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彻底取消

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取消主义。

但愿人们不要因此责备我们制造“新的分裂”。在关于我们的

会议的报道中，我们详尽地说明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态度。我们

用尽了一切可能和一切办法去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我们花了

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派别，即

作为党内思想一致者的团体，在基本问题上如果不一致，是不能进

行工作的。从派别分裂出去并不等于从党分裂出去。从我们派别

分裂出去的人丝毫没有丧失在党内工作的可能性。或者他们仍旧

是“野的”，即处于派别之外，那党的整个工作情况会把他们卷进

来；或者他们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派别（如果他们想坚持和发展自己

的具有特殊色彩的观点和策略，那是他们的权利），全党很快就会

清楚地看到这些趋势的实际表现，对于这些趋势的思想意义，我们

在上面已经尽力作了估价。

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党。要领导，就要知道路，就不要再动摇，

不要再花费时间去说服动摇分子，去同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派别

内的斗争。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同当前形势

要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的工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革命时

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学会尽量向运动提出一切能推动人们

前进的口号，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扩大这一斗争的规模。现

７４取 消 取消 主义

① 见本卷第１—４０页。——编者注



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

说，学会缓慢地（在新的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非这样做不可）、不断地

和顽强地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谁感到这

种工作枯燥乏味，谁不懂得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的拐弯处也

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民主党策略的革命原则，谁就是徒具马克思

主义者的虚名。

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但是，取消主义不

只是包括孟什维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策略。

它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还包括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因为它们反对党执行反映时局特点的当前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利

用杜马讲坛并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半合法组织和合法组织建

成据点。它包括造神说和为根本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造神说倾

向所作的辩护。它还包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在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任务是推翻那个不依靠党的多数的孟什维克中央

委员会（不仅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甚至崩得分子当时也没有支持

清一色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而现在，任务是耐心教育护党派

分子，团结他们，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

什维克在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已经同反党分子进行

了不调和的斗争，为党扫清基地。布尔什维克现在应该建设成党，

把派别建设成党，利用经过派别斗争所取得的阵地来建设党。

这就是我们派别根据当前政治局势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的总的情况提出的任务。最近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议又一次特

别详细地重申并阐发了这些任务。为了进行新的斗争，队伍已经整

顿好了。对变化了的情况已经考虑到了。道路已经选定了。沿着

这条道路前进，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很快就会成为任何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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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也不能动摇的力量，成为我国下一次革命运动中参加斗争的

各阶级人民的领导力量①。

载于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１日（２４日）

《无产者报》第４６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４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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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

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１日〔２４日〕）

半个世纪以前，俄国就牢牢地博得了国际宪兵的声誉。我国专

制政府在上个世纪做了不少事情来支持欧洲的一切反动派，甚至

直接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只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

匈牙利４１和多次镇压波兰这些事件，就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

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从４０年代起一再向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

主派指出，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中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从１９世纪的后３０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渐渐

发生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的打击下愈不稳固，

它充当欧洲自由的敌人就愈力不从心。但是到这时欧洲各国资产

阶级政府中的国际反动势力已经完全形成，这些政府看到了无产

阶级的起义，意识到劳动同资本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

的，它们为了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准备对任何居于王位的冒险家和

强盗表示欢迎。因此，当２０世纪初沙皇政府遭到对日战争和１９０５

年革命的极其沉重的打击的时候，国际资产阶级就跑来帮助它，用

数十亿贷款支持它，竭尽全力扑灭革命烈火，恢复俄国的“秩序”。

你帮我，我帮你。在欧洲各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打击民主派的

时候，沙皇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帮助过这些政府。现在，对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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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来说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欧洲资产阶级，则帮助沙皇政府打击革

命。

盟国都在庆祝胜利。血腥的尼古拉到欧洲向君主们和法兰西

共和国的总统致贺去了４２。君主们和总统欢欣若狂，准备欢迎这个

俄国黑帮反革命势力的领袖。但是，这些黑帮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

高贵骑士所以能取得胜利，并不是由于他们消灭了自己的敌人，而

是由于他们敌人的力量四分五裂，由于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

同时成熟。工人阶级的联合起来的敌人取得了胜利，付出的代价是

推迟决战日期，是扩大和加深源泉，这个源泉不断地（虽然可能比

我们所希望的要缓慢一些）增加无产者的人数，加强他们的团结，

在斗争中锻炼他们，使他们习惯于同联合起来的敌人作战。这个源

泉就是资本主义，它曾经唤醒了罗曼诺夫王朝贵族的宗法制的“世

袭领地”，现在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唤醒亚洲的国家。

盟国都在庆祝胜利。但是，血腥的尼古拉和欧洲各国资产阶级

政府的领袖们的每次庆祝活动，都有革命工人群众的呼声，象回声

一样伴随着。尼古拉和威廉、爱德华以及法利埃，在密密层层的士

兵或一长列军舰的保护下握手致意，大声欢呼：我们把革命镇压下

去了。而革命通过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之口，象回声一样回

答说：我们要把你们一起打倒。

血腥的尼古拉离俄出访，临行前，黑帮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

表为他送行，向他宣布了俄国全体觉悟工人的共和信念，提醒他君

主制必然要崩溃４３。尼古拉抵达瑞典。他受到宫廷的祝贺，受到士

兵和密探的欢迎。为了迎接他的到来，瑞典工人群众的领袖社会民

主党人布兰亭发表讲话，抗议刽子手的访问使瑞典蒙受耻辱。尼古

拉前往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国王和宫廷显贵、大臣和警官都在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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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欢迎他。工人群众也在准备迎接他：英国将举行群众抗议集会；

法国将举行表达人民愤怒的示威游行；意大利将在他到达的不祥

日子举行总罢工。所有这三个国家的社会党议员——英国的索恩、

法国的饶勒斯、意大利的莫尔加利都已经响应了社会党国际局４４

的号召，向全世界宣布，工人阶级憎恨和鄙视暴徒尼古拉、绞刑手

尼古拉，憎恨和鄙视正在镇压波斯人民并且正在向法国派遣大批

俄国间谍和奸细的尼古拉。

所有这些国家的“正派的”资产阶级报纸暴跳如雷，不知该对

社会党人的行动怎么漫骂，不知还应替打断社会党人讲话的大臣

们和议长们怎么帮腔。但是暴跳如雷无济于事，因为在真正立宪的

国家里，封不住无产阶级议员的嘴，也禁不了群众集会，因为俄国

沙皇既不敢在伦敦，也不敢在巴黎和罗马露面，这一点无论对国内

和国外都是瞒不住的。

国际反动派的领袖们趁俄国和波斯的革命被镇压之际举行的

隆重庆祝活动，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一致英勇抗议之

下被破坏了。

从彼得堡到巴黎，从斯德哥尔摩到罗马，社会党人到处都在以

革命和革命口号的名义对沙皇专制制度表示抗议，这种抗议把我

们的俄国自由派向沙皇政府卑躬屈节的那副可耻的奴才相衬托得

分外清楚。以黑帮杜马主席为首的几个杜马代表，其中包括温和的

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４５，现在正在英国访问。他们引以为荣的是他

们代表了杜马的多数，代表了杜马中真正的中派——他们中没有

极右派和极左派。他们装成“立宪”俄国的代表，他们吹捧“革新后

的”制度和“赐给人民”以杜马的敬爱的君主。他们活象克雷洛夫寓

言中的青蛙４６，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装成是击败据说希望废

２５ 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除俄国“宪制”的黑帮反动派的胜利者。“立宪民主”（别开玩笑了！）

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在市长举行的早宴上致词时宣称：“在俄国

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

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圣彼得堡通讯社俄历６月１９日电）

十月党机关报《莫斯科呼声报》４７在６月２１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

了一个赫列斯塔科夫４８式的标题，叫作《欧洲和革新后的俄国》，社

论热烈欢迎立宪民主党人首领的讲话并且指出，他的“温和立宪主

义”的言论“可能标志着立宪民主党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放

弃为反对而反对这种不妥当的策略”。

警方办的《俄国报》４９于６月２３日也就米留可夫的讲话发表了

一篇社论，社论在转述了陛下的反对派这句“名”言以后说：“米留

可夫先生在英国为俄国反对派承担了某种义务，如果他能履行这

一义务，他就会对祖国作出贡献，他过去的不少罪过因此就可以得

到宽恕。”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你们混出头了：整个“路标”派５０，

特别是司徒卢威得到了黑帮暴徒的“大主教”安东尼·沃伦斯基的

赞许；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则得到了卖身求荣的警方小报的赞许。你

们算混出头了！

有一点我们要指出，就是我们从１９０６年起就揭露了立宪民主

党人实质上就是十月党人，因为当时杜马的有名无实的“胜利”冲

昏了许许多多自私而幼稚和无私而幼稚的人们的头脑。

我们还要指出，我们在２０多个月以前，在《无产者报》第１９—

２０号（１９０７年１１月）上评第三届杜马的选举结果时，就揭露了现

在暴露得尤其明显的沙皇政府在第三届杜马玩弄花招的实质。

１９０７年１１月，我们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５１的决议都

指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能有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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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多数，这两个多数都是反革命的。当时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的决议（《无产者报》第１９号）和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第２０号）

都指出：“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玩弄

两面的政治把戏。”①

对形势的这种评述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实，从而暴露出那些

准备一而再，再而三宣布社会民主党人会“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

人目光多么短浅。

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斗，并不是把十月党人当作原则上

的对手，而是当作竞争者。要“争取”选民的时候，我们就宣布自己

是“人民自由”党。要证明自己的“正派”的时候，我们就在第三届杜

马中把马克拉柯夫之流捧出来，我们通过米留可夫向欧洲宣布，我

们是“陛下的反对派”。黑帮沙皇政府的忠实奴仆斯托雷平所需要

的也就是这一点。让黑帮沙皇匪徒在事实上主宰全国一切，让他们

而且只让他们去决定一切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十月

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是为了玩弄花招，为了在欧洲“有面子”，

为了更容易借债，为了“纠正”黑帮的偏激，为了用国务会议５２修改

过的……“改革”来欺骗傻瓜。

陛下了解自己的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派也了解自己的

斯托雷平和自己的尼古拉。我们的自由派和我们的大臣们不费什

么劲就都学会了欧洲议会那套并不深奥的虚伪和欺骗的学问。两

者都卓有成效地学来了欧洲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手法。

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不断加强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

４５ 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１２５、１６６页。——编者注



阶级的团结，它要同我们的自由派和我们的大臣们进行坚持不懈

的革命战争。

载于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１日（２４日）

《无产者报》第４６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５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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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产者报》编辑部发表

马·利亚多夫的信加的按语５３

（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１日〔２４日〕）

我们很乐意发表利亚多夫同志的公开信，仅向他提出以下几

点意见：

利亚多夫同志，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思潮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维护这个传统，

就是要不让布尔什维主义变得面目全非。而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

挣扎，正好使布尔什维主义变得面目全非，这一点我们在一系列文

章中已经详尽地证明了，而且现在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派所正式肯

定。

至于利亚多夫同志诉诸“革命伦理”，那我们尽可以放心地听

其自便，利亚多夫同志及其志同道合者早就应当向全党公开说明

自己的“原则立场”了，不然，人们还一直对他们的话信以为真，以

为他们除了召回主义和造神说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最后，我们相信，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队伍里工作多年的利亚

多夫同志，不会长久地留在造神派－召回派或简称“通神的召回

派”这一新派别里，而是会回到布尔什维克派中来的。

载于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１日（２４日）

《无产者报》第４６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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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揭穿了的取消派

（１９０９年９月５月〔１８日〕）

一年来我们党不得不同社会民主党内的所谓取消派打交道，

读者当然是知道的。取消派是一些最胆大妄为的机会主义者，他们

宣扬在目前的俄国不需要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不需要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读者也知道，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同这个取消派作斗争，而

且至少可以说斗争进行得相当彻底，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党的全国代表

会议５４不顾孟什维克和部分崩得分子（有一部分崩得分子是反对

取消主义的）的反对，最坚决最彻底地谴责了取消主义。

然而孟什维克派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不仅

不承认自己是取消派的报纸，反而总是摆出一副非常“高傲的”面

孔，否认自己同取消主义的一切联系。事实摆在面前，但是《社会民

主党人呼声报》却大模大样地不顾事实。最近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９期（１９０９年８月）之所以特别有价值，是

因为在这本刊物里一位孟什维主义的领袖彻底揭穿了取消主

义。５５《日志》的意义还不限于这一点，但是首先应该谈谈问题的这

个方面。

《无产者报》第４５号刊载了维堡区（圣彼得堡的）孟什维克的

一封抗议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信。《呼声报》第１４号（１９０９年５月）

转载了这封信，并且加了编辑部的评语：“《无产者报》编辑部装模

７５



作样，它好象从维堡区人同志们的信中看到了摆脱《社会民主党人

呼声报》而迈出的一步……”

普列汉诺夫的《日志》出版了。《日志》的编者指出了的观点同

编辑部的观点完全相同）所包含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普列

汉诺夫在这里引用了维堡区人来信的话，他说：“这封信向我们表

明，那些以进行‘新’工作为借口而离开我们党的人有时是怎样影

响广大工人组织的。”（《日志》第１０页）这正是《呼声报》经常提出

的“借口”！普列汉诺夫接着说：“这种影响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

影响；从实质来看，这是同社会民主党完全敌对的一种影响。”（第

１１页）

这样，普列汉诺夫是在引用维堡区人的来信来反对《社会民主

党人呼声报》第１５号的。我们要请问读者，实际上是谁“装模作

样”？是《无产者报》“装模作样”，指责《呼声报》是取消派的报纸呢？

还是《呼声报》装模作样，否认自己同取消派的一切联系？

《呼声报》编辑部的写作态度不老实被揭穿了，被这个编辑部

昨天的一位成员普列汉诺夫揭穿了。

不过问题还远不止于此。

我们在《呼声报》第１５号（１９０９年６月）署名费·唐恩的文章

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真理报》５６的非派别声誉使它“不致被人荒谬

地、显然也是不负责任地指责为取消派的报纸”（第１２页）。说得够

厉害的。在听到指责《呼声报》是取消派的报纸的时候，很难在自己

脸上表示出比这更高傲、更体面的愤怒神情了。

普列汉诺夫的《日志》出版了。《日志》的编者指出了《呼声报》

第１５号上一篇文章所包含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并且对赞

同这种思想的孟什维克说：“既然确实犯有极严重的取消主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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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那么遭受这种指责又何必感到委屈呢？”（第５页）“不仅可以而

且应当指责西·同志〈普列汉诺夫所分析的《呼声报》第１５号上那

篇文章的作者〉是取消派，因为他在自己的信中所叙述和捍卫的计

划，确实就是取消我们党的计划。”（《日志》第６页）而这位西·同

志在自己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他拥护“高加索代表团”，也就是

拥护《呼声报》编辑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代表团的三个代表中有

两个是该报的编辑。

普列汉诺夫接着说：

“在这里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拥护取消主义，或者是反对取消主义。第

三条出路是没有的。当然我这样说是指那些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而是追求我们

共同事业的利益的同志。对于那些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对于那些只考虑自己

在革命中飞黄腾达的人（的确有这样的飞黄腾达！），对于他们当然存在着第

三条出路。这号人，不论大人物或小人物，在目前可能会甚至一定会在取消派

和反取消主义派之间见风使舵：他们在目前的条件下一定会竭力回避正面回

答要不要同取消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他们一定会提出‘一些隐晦曲折的说法

和空洞的假设’来避开作这样的回答，因为还不知道究竟哪一派（是取消派还

是反取消主义派？）会占上风，而这些英明的外交家总想分享胜利果实，也就

是希望不管怎样都要站在胜利者那一边。我再说一遍：对于这些人是有第三

条出路的。但是，如果我说他们不是正直的人，只不过是些‘玩偶小人’，想必

西·同志会同意的。这种人不值得一谈，他们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座

右铭是：‘有何吩咐？’。”（《日志》第７—８）

这就是……对严峻的事实所作的所谓明显的暗示。第五幕也

就是最后一幕，第一场。出场人物是《呼声报》全体编辑，只缺一位。

某某编辑带着特别高贵的神情对观众说：“说我们是取消派，这种

指责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场。人物同上，加上“他”，一位刚刚顺利退出《呼声报》编

辑部的编辑５７（假装没有看到其他编辑，冲着一位拥护编辑部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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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人西·说）：“或者是拥护取消主义，或者是反对取消主义。只有

在革命中追求飞黄腾达的人才有第三条出路，而这些人总是见风

使舵，回避正面回答问题，观望谁会占上风。我说他们不是正直的

人，而是一些玩偶小人５８，想必西·同志是会同意的。这种人不值

得一谈，他们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座右铭是‘有何吩

咐？’５９。”

“西·同志”即象征孟什维克集体的西·同志是真的同意普列

汉诺夫的话呢，还是他宁愿照旧把某些玩偶小人和天生的机会主

义者当作领导者，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就

敢于指出：如果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按普列汉诺夫的评语是

“坚定的取消派分子”，见《日志》第１９页）和以“有何吩咐？”为座右

铭的“玩偶小人”，把自己的观点向孟什维克工人和盘托出，那么在

１００个孟什维克工人中间，拥护波特列索夫和拥护“有何吩咐？”的

人加在一起也不会到１０个。这一点是可以担保的。普列汉诺夫发

表的意见，就足以使孟什维克工人离开波特列索夫和“有何吩咐？”

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竭力使孟什维克工人，特别是那些难于接

受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人充分了解普列汉诺夫的《日志》第９期的内

容。我们的任务是，竭力使孟什维克工人现在认真地弄清普列汉诺

夫同波特列索夫和“有何吩咐？”的人之间的分歧的思想基础。

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９期上对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提供的

材料，也极有价值，但远远不够充分。普列汉诺夫在欢迎布尔什维

克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这是普列汉诺夫对我们的召回派、最后通

牒派和造神派的称呼）划清界限时高呼：“‘彻底划清界限’万岁！”

接着说：“我们孟什维克应该同取消派划清界限。”（《日志》第１８

页）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自己内部已经彻底划清了界限，当然会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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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意地赞同这种要在孟什维克派别内部彻底划清界限的要求。我

们将急切地等待孟什维克彻底划清界限的行动。我们要看一看，他

们是在什么地方彻底划清界限的。我们要看一看，这是不是真正的

彻底划清界限。

普列汉诺夫说孟什维克内部由于取消主义而引起的分裂是组

织问题上的分裂。但是，他所提供的材料表明，事情远不限于组织

问题。普列汉诺夫目前划的两条界线，没有一条称得上是主要的。

第一条界线把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断然划分开来，第二条界

线却没有断然把他同“派别外交家”、玩偶小人和天生的机会主义

者划分开来。普列汉诺夫讲到波特列索夫的时候，说波特列索夫早

在１９０７年秋天“就是作为坚定的取消派分子发表意见的”。不过这

还不够。普列汉诺夫除了提到波特列索夫就组织问题所作的这个

口头声明外，还提到了孟什维克的一部著名的集体著作《２０世纪

初俄国的社会运动》，并且说，他普列汉诺夫退出了这部文集的编

辑部，因为他不能同意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甚至在按照普列汉诺夫

的要求并且通过唐恩和马尔托夫加以修改和加工之后）。“我肯定，

波特列索夫的文章是修改不好的。”（第２０页）他在《日志》上写道：

“我已经看到，波特列索夫在曼海姆发表的取消主义思想在他头脑

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他完全丧失了用革命者的眼光来观察现在和

过去的社会生活的能力。”（第１９—２０页）“我和波特列索夫不是同

志……我和波特列索夫走的不是一条路。”（第２０页）

这里所说的已经根本不是当前的组织问题，这些问题波特列

索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谈到，也不可能谈到。这里说的是被一部

孟什维克马尔托夫、马斯洛夫和波特列索夫集体编辑出版的孟什

维克的集体“著作”“所取消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方面和策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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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思想。

要在这里真正彻底划清界限，光同波特列索夫决裂和对“有何

吩咐？”的英雄们作“明显的”暗示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把情况揭

示出来，“波特列索夫”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以

及如何“丧失了用革命者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的能力”。普列汉

诺夫说：取消主义把人们引入“最可耻的机会主义泥潭”（第１２

页）。“他们（取消派）的新酒已成了酸汤，只能用来制造小资产阶级

的醋。”（第１２页）取消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倾向侵入无产阶级队伍

大开方便之门”（第１４页）。“我曾经不止一次向有影响的孟什维克

同志证明，他们有时表示愿意同那些或多或少带有机会主义色彩

的先生携手合作是犯了大错。”（第１５页）“取消主义径直走向机会

主义和敌视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难以拔脚的泥潭。”

（第１６页）请把普列汉诺夫所有这些评论同认为波特列索夫是坚

定的取消派分子的意见对照一下吧。十分清楚，波特列索夫被普列

汉诺夫描绘成（更确切地说，现在被普列汉诺夫认为是）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机会主义者。十分清楚，因为孟什维克派是以该派全部最

有影响的著作家（普列汉诺夫除外）为代表加入了这个波特列索夫

派（加入了《社会运动》）的，所以普列汉诺夫现在认为孟什维克派

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因为作为一个派别的孟什维克派纵

容和包庇波特列索夫，所以普列汉诺夫现在认为孟什维克派是小

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

结论很清楚：如果普列汉诺夫将仍旧是单枪匹马，如果他不能

把一大批或者哪怕是相当一部分孟什维克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

果他不能向全体孟什维克工人揭露这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一

切根源和表现，那么我们对孟什维主义的估计就被这位理论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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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而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在策略上使孟什维克派走得最远的孟什维

克证实了。

普列汉诺夫宣扬的“革命的孟什维主义”能不能同产生波特列

索夫和产生取消主义的各种思想作斗争，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普列汉诺夫谈到布尔什维克彻底划清界限时，把布尔什维克

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比作果戈理笔下拾各种破烂、各

种小绳子（包括经验批判主义和造神说）的奥西普６０。普列汉诺夫

开玩笑说：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奥西普已经开始“在自己周围扩充

地盘”，驱逐反马克思主义者，抛掉“小绳子”和其他破烂了。

普列汉诺夫的玩笑所涉及的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无关紧要

的问题，而是基本的和最严肃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哪一个派

别对破烂、“小绳子”更为有利，也就是哪一个派别对无产阶级队伍

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影响更为有利。一切“微妙的”派别争论，一

切由各种决议、口号等引起的长期错综复杂的斗争，——所有这些

“派别活动”（现在它常常受到那些空喊反对“派别活动”的人的指

责，这是对非原则性的大力鼓励）都是围绕着俄国社会民主党这样

一个基本的和最严肃的问题进行的：它内部的哪一个派别最容易

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影响（在俄国也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

样，这种影响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

免的）。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或多或少

并非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而是半无产阶级半小资产阶级的分子

参加进来，问题在于哪一个派别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少，摆脱他们的

影响比较快，同他们作斗争比较有成效。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无

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奥西普”如何对待自由主义的或无政府

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小绳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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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说，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狭

隘、比较粗浅的马克思主义”。那显然是说，孟什维克所理解的马克

思主义是“比较广泛、比较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了。请看一看革命的

成绩，看一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６年（１９０３—１９０９年）的成绩吧，

这是怎样的６年啊！布尔什维克的“奥西普”已经“彻底划清界限”，

把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小绳子”“扔出门外”，现在这些“小绳

子”正在哭诉，说他们“被驱逐了”，“被清洗了”。

孟什维克的“奥西普”已经是单枪匹马，既退出了孟什维克的

正式编辑部，也退出了孟什维克最重要的著作的编辑部集体，单枪

匹马反对既统治着这个编辑部也统治着那个编辑部的“小资产阶

级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孟什维克的“奥西普”被孟什维克的“小

绳子”缠得糊里糊涂。不是他把“小绳子”拾起来，而是“小绳子”把

他套住了。不是他制服了“小绳子”，而是“小绳子”制服了他。

读者们，请你们说吧，你们宁愿当布尔什维克的“奥西普”呢，

还是宁愿当孟什维克的“奥西普”？读者们，请你们说吧，在工人运

动史上同无产阶级的组织结合得更紧的、并且更有效地制服小资

产阶级“小绳子”的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和粗浅的”吗？

载于１９０９年９月５日（１８日）

《无产者报》第４７—４８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５９—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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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莫斯科郊区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６１

（１９０９年９月５日〔１８日〕）

关于臭名远扬的“党校”的这一决议，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对那

些满心欢喜自己有机会到国外学习的工人没有任何非难。这些工

人无论同我们还是同中央委员会都“有过联系”（在刚刚收到的一

封信中，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也说，有一个学员已经寄给

它一份报告），我们也向他们说明了这个所谓党校的作用。顺便提

一下，下面就是从我们收到的这个党校的胶印《报告书》中摘下来

的几句话。“根据现有的学员人数（９位同志）和讲课人人数（６位同

志），现已决定开课。”在这６位讲课人中，全党闻名的有马克西莫

夫、卢那察尔斯基、利亚多夫、阿列克辛斯基。阿列克辛斯基同志

“指出”（在党校开学时）：“党校选定那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有许多

讲课人。”阿列克辛斯基同志说得太谦虚了，“那里”有的不是“许

多”讲课人，而是新派别组织的所有的讲课人（有些人甚至说：是所

有的发起人，既有组织者，又有鼓动家和活动家）。最后：“阿列克辛

斯基同志开始讲授关于组织问题的实践课。”我们估计，在这些“实

践”课上，会对马克西莫夫在《报告书》中所暗示的关于《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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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企图独吞整个派别财产的意义详加说明……

载于１９０９年９月５日（１８日）

《无产者报》第４７—４８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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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彼得堡的选举
６２

（短 评）

（１９０９年９月５日〔８日〕）

圣彼得堡的选举定于９月２１日举行。工人的政党是在特别困

难的条件下进行这次选举的。而这次选举的意义非常大，全体社会

民主党人都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入这次即将到来的——部分已经开

始进行的——选举运动。

选举是在反动势力十分猖狂和沙皇政府匪帮反革命气焰极端

嚣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更加需要社会民主党提出候选人来同

这种反动势力相抗衡，因为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从第三届黑帮杜

马的讲坛上大声讲话，宣布自己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信念，重提光

荣的革命斗争的口号，在十月党－黑帮反革命英雄们的面前，在自

由派（立宪民主党）思想家和反革命的辩护士的面前高举共和的旗

帜。

选举是在完全排除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人

被排除在选民之外，成批选民被发动了１９０７年六三政变的气焰嚣

张的贵族匪帮砍掉了，——因此，对这些一般很难赞同社会民主党

的思想的听众，党就更加需要发表演说，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

争取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斗争结合起

来。不管社会民主党最近时期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规模怎样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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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种工作受到怎样的限制，这个工作还是一直不断地在进行。

数以百计的工人团体和工人小组继承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继续它

的事业，培养新的无产阶级战士。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将通过自

己的代表、自己的鼓动员和自己的初选人对小资产阶级选民群众

发表演说，向他们讲解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和小集团忘记了

的那些真正的民主主义任务。

选举是在社会民主党和所有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被完全剥夺

了合法权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人大会根本不能召开，工人报刊完

全被禁止，立宪民主党完全垄断了（靠警察措施）“反对党”的地位。

立宪民主党在黑帮杜马中通过一系列罕见的奴颜婢膝的行为来出

卖自己的节操，帮助专制制度在欧洲捞钱来建造监狱和绞架，帮助

专制制度在欧洲资本家面前演出专制立宪的闹剧。因此，就更加需

要打破并且需要坚决打破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在林立的绞架保护下

的和由于自由派在沙皇制度面前没完没了的摇尾乞怜才“挣得的”

垄断地位。必须在全神贯注着候选人命运和选举结果的广大群众

面前打破它的这种垄断地位。如果对于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客，

从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到德国的“自由思想党人”６３或法国的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激进派”６４来说，最重要的是直接的胜利，最重要的

是争得代表席位，那么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在群众

中进行宣传鼓动，最重要的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号召为争取完

全的民主进行坚持不懈的忘我斗争。这种宣传决不能只用根据贵

族老爷们制定的六三法令特别选定的代表的人数来衡量。

请看一看我们的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吧，请看它多么厚颜无耻

地利用它那靠米留可夫的卑躬屈膝挣得的，并且得到斯托雷平保

护的垄断地位。《言语报》６５８月１日的社论中写道：“圣彼得堡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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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如果候选人库特列尔这位最有威

信的第二届杜马代表之一能够当选，那么选举的胜利必将更为辉

煌。”当然罗！有什么能比击败被黑帮政变“排除了”的“左派”的胜

利“更为辉煌”呢？有什么能比击败在秘密报刊上和秘密工人组织

中宣传自己历来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更为辉煌呢？有什

么能比把自己的民主主义自由自在地装在斯托雷平宪法框框里的

“民主派”的胜利更为辉煌呢？在小市民的心目中，在庸人的心目

中，在胆小怕事的俄国人的心目中，有什么能比前大臣库特列尔先

生“更有威信”呢？对“人民自由”党来说，杜马代表的威信是要用他

在罗曼诺夫、斯托雷平之流的心目中的威信来衡量的。

《言语报》大模大样地接着说道：“看来，这次在进步的候选人

之间选票也不会无益地分散。瓦·瓦·沃多沃佐夫这位‘左派联

盟’的代表之一发表的正是这样的意见。”

这一小段话反映出了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本质，就象

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分散选票是“无益的”（立宪民主党

人已经不提目前的黑帮危险了，因为自由派关于黑帮危险的愚蠢

的无稽之谈已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驳得体无完肤，并且被事变

所驳倒），先生们，为什么是“无益的”呢？因为这样就选不上，这就

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但是，反对十月党的

亲爱的勇士们，你们应当知道，这正是十月党人的理由。这个理由

就是服从六三法令。但是十月党人心悦诚服地服从六三法令是受

到过你们指责的！你们的实质就在于：在选举之前，在选民面前，在

群众面前，你们揭露十月党人不善于贯彻原则路线，揭露他们所谓

“无益的”话是机会主义，而在选举时，在长官面前，在沙皇和斯托

雷平面前，你们实行的正是十月党人的政策。投票反对预算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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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因此我们要投票赞成预算。捍卫革命和自由的理想是“无益

的”，因此我们要辱骂这种理想，要出版《路标》文集，诋毁革命，雇

用更多的伊兹哥耶夫之流、加利奇之流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叛徒以

表明我们脱离革命。反对外国资本支持专制制度是“无益的”，因此

我们要帮助专制政府签订借款协定，派米留可夫去充当血腥的尼

古拉銮驾的扈从。

如果说选举中进行思想斗争是“无益的”这句话真实地表达了

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想”实质，那么后面一句话则完全是选举中玩

弄欺骗的典型。《言语报》利用“陛下的反对派”的垄断地位，首先是

诬蔑了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反

对过分散选票（而且，下面一点很重要，他们在著名的左派联盟中

领着劳动派６６分子走，千方百计力争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

其次，它也诬蔑了劳动派分子沃多沃佐夫。

８月１日这天的报上除社论外，还登了一篇短评，在短评中硬

说沃多沃佐夫说了下面这些话：似乎选民已经表示拥护立宪民主

党人，而劳动派分子不得不或者投立宪民主党的票，或者弃权。“人

民自由”党的机关报只是在８月６日才在报纸上一个极不醒目的

地方（在《别墅生活》后面）登载了沃多沃佐夫先生的信，在信中沃

多沃佐夫声明说，硬加在他身上的这些话，他“从来没有讲过”。而

《言语报》丝毫也没有因此感到不好意思，它同沃多沃佐夫辩论了

起来。事情已经做了，读者已经受骗了，斯托雷平先生们准许的报

刊垄断权已经应用了，其他一切就无所谓了。最后，在８月９日的

报上又出现了短短的一条关于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索柯洛夫的消息

和许多劳动派分子打算投他的票的消息。原来，８月１日社论中关

于左派的那些话完全是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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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所面临的困难任务，不但没有把他们吓

倒，反而使他们的力量倍增。不仅所有的党组织，每一个工人小组，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同情者小组（不管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即使这

样的小组只有两三个人，即使它脱离了实际的政治工作（只有斯托

雷平立宪时代的俄国公民才能这样脱离政治），——而且所有的人

都能够并且应当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一批人要起草和散

发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言；另一批人要帮助散发社会民主党在杜

马中的演说；第三批人要组织对选民的访问，向他们宣传社会民主

主义思想和讲解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任务；第四批人要在

选民会议上或一些非正式会议上讲话；第五批人要从立宪民主党

的书刊和言论中摘出一些精华，用它们来打消任何一个比较正直

的民主主义者想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的念头；第六批人要……我

们不必在国外的报纸上列举各种进行鼓动的方式和方法了，在当

地，在彼得堡，是会找到丰富得多的、生动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鼓动

方式和方法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代表，由于自己的地位，能

够为圣彼得堡的选举运动作出特别有价值的贡献；社会民主党代

表在这方面应当起特别有益、特别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行政当局的

严令禁止，无论是警察的狡猾手段，无论是没收社会民主党的书

刊，也无论是逮捕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都不能阻止工人的政党履

行自己的义务，充分而又全面地利用选举运动在群众中宣传俄国

民主革命的先进战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完整无缺的纲领。

附言：在我们的短评付印之后，我们在８月１３日的《言语报》

上读到下面这条非常重要的消息：“劳动派分子于８月１１日就国

家杜马的选举问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一致决定支持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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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的候选人索柯洛夫，并且决定这一支持不以任何政治义务为

条件。”不用说，在其他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也是不会接受支持的。

载于１９０９年９月５日（１８日）

《无产者报》第４７—４８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６８—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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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拥护召回主义和
造神说的派别

（１９０９年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特地印发了一份传单，标

题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被撤职的成员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

的报告书》。这些被撤职的成员向公众哭诉编辑部怎样委屈了他

们，怎样撤了他们的职。

为了向工人阶级的政党说明，这些由于被撤职而诉苦的究竟

是些什么人，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这份传单的基本内容。从《无产

者报》第４６号及其附刊中，读者可以知道，《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认为马克西莫夫同志是我们党内的一个新派别的组织者之

一，这个派别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此会议“对马克西

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概不负责”。从会议的决议中可以看出，

我们同从布尔什维克中间分裂出去的新派别（更确切些说，我们同

分裂出去的马克西莫夫及其伙伴）的主要分歧点，首先是召回主义

和最后通牒主义；其次是造神说。三个详细的决议阐述了布尔什维

克派对这两个派别的看法。

这些因被撤职而诉苦的人又是怎样回答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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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从召回主义谈起。这些被撤职的人总结了几年来进行议

会活动即杜马活动的经验，认为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以及

参加第二届杜马是正确的，他们接着说：

“……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又发生了变化。这样

党就不可能进行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的选举运动，不可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议

会代表席位……”

这第一句话是独立的推论，不是从布尔什维克过去的出版物

中抄来的，而这一句话就把召回派在政治上极端轻率的本性说清

楚了。最可爱的先生们，你们不妨想一想，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

的情况下，党能够“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地”建立你们在这篇文章

的同一页和同一栏中所说的那种战斗队的“指导员小组和指导员

学校”吗？最可爱的先生们，请你们想一想，在这样的学校中，党能

够获得“自己应有的代表席位”吗？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你们

若是善于动动脑筋，或者多少能够从政治上来进行推断，那你们就

会发觉，你们的见解是极其荒谬的。你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只

抓住一块“引人注目的”招牌，这样你们就成了党内的伊万努什

卡６７。你们所以又空谈什么建立“指导员学校”和“加强〈！〉军队中

的宣传”（同上），是因为你们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营垒中的一切

政治上的纨袴少年一样，认为这种活动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活

动，但是对于真正（而不是口头）运用这些活动形式的条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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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不会思考思考。你们把布尔什维克的片言只语和口号死记硬

背，但是根本不懂得它们的意思。“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

下”，党要进行任何工作都很困难，但是不管困难有多大，获得党

所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毕竟是可能的。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时期的经验即在非常法６８施行时期的经验

就证实了这一点。马克西莫夫之流否认这种可能性就只能表明他

们在政治上无知到了极点。又要建议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

情况下”建立“指导员学校”和“加强军队中的宣传”，又要否认

党有可能获得自己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这明明是自相矛盾，这

种说法应当收入供中学低年级学生用的逻辑谬误汇编。无论是建

立指导员学校，还是加强军队中的宣传，首先必须破坏旧的法律，

摧毁旧的法律，而议会活动则根本不要求，至少是极少要求借助

新的社会力量来摧毁旧的法律。亲爱的先生们，请你们想一下吧，

在什么时候摧毁旧的法律更容易些呢？是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

的时期呢，还是在运动高涨的时期？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请

你们想一想你们在为你们心爱的召回派辩护时所说的一派胡言，

你们就会感到难为情。

其次，什么样的活动才要求群众发挥更大的干劲并对直接的

政治生活发生更大的影响呢？是根据旧政权制定的法律所进行的

议会活动呢，还是那种马上就可以直接破坏这个政权物质力量的

工具的军事宣传？亲爱的先生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就会看到，在

这一方面议会活动就排在后面了。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

此得出的结论是：群众的直接运动愈强大，群众的干劲愈大，换

句话说，人民的革命冲击愈“加强和上升”，而不是“反动势力”

愈“加强和上升”，——那么无论是军队中的宣传，还是战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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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众运动有真正联系的战斗行动，而不是狂妄的战斗队的冒险

主义行径）就会愈有可能进行，愈不可避免，愈有成效。被不公

平地撤职的人们呀，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主义才能在革命高潮

“加强和上升”发展的时期特别有力地推动军队中的战斗活动和宣

传；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主义从１９０７年起就同战斗主义实行决

裂，到１９０９年就彻底同它决裂了，而战斗主义“在反动势力加强和

上升的情况下”成了而且是不可避免地成了冒险主义。

我们那些把布尔什维克的片言只语背得烂熟的英雄们把问题

搞颠倒了，这就是：把斗争的高级形式，这种没有群众的直接冲击

世界上无论何时何地都未能成功的形式，在反动势力加强的时期

作为“可行的”形式提到首要地位；而把斗争的低级形式，这种不要

求通过群众斗争来直接破坏法律，而主要是利用法律来进行宣传

鼓动以培养群众的斗争意识的形式，宣布为“不可行的”形式！！

布尔什维主义认为，群众的直接斗争甚至会使军队（就是居民

中最顽固、最不活跃、最少受到宣传的一部分人）投入运动，并且会

使战斗行动变成起义的实际开端，这是运动的高级形式，而没有群

众直接运动的议会活动则是运动的低级形式。召回派及其“被撤职

的”应声虫们听到过，还背熟了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看法。召回派及

其应声虫们，如马克西莫夫，听到过、还背熟了布尔什维克的这种

看法，可是不解其意，因此丑态百出。召回派分子和马克西莫夫同

志以为，所谓高级的东西，也就是“引人注目的东西”，那就让我喊

得“更引人注目些吧”，也许这样会显得比任何人都更革命些，至于

要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那都是鬼话！

请再往下听听马克西莫夫的推论吧（我们从前面中断了的地

方继续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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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的机械力量正在破坏已经建立的杜马党团同群众的联系，

严重地妨碍了党对杜马党团的影响，这就使得这样一个代表机关不能为党进

行相当广泛、相当深入的组织宣传工作。在党的本身被削弱的情况下，杜马党

团甚至可能有蜕化和背离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道路的危险……”

这些话听起来不是非常悦耳吗？当谈到法律许可的斗争的低

级形式时，便用“反动派的机械力量”、“不能进行相当广泛的工

作”、“蜕化的危险”等等说法来吓唬我们。可是当谈到摧毁旧的法

律的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时，“反动派的机械力量”便无影无踪了，

在军队中根本“不能”进行“相当广泛的”工作的说法也听不见了，

指导员小组和指导员学校据说也根本不会有什么“蜕化的危险”

了！

《无产者报》编辑部为什么一定要把向群众散布这种思想的政

治活动家们撤职，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你们要牢牢记住：当确实存在反动

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条件时，当这个反动派的机械力量确实在破坏

杜马党团同群众的联系，妨碍进行相当广泛的工作，并且削弱党的

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掌握议会的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

务；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要知道这并不是因为议会斗争形式

高于其他斗争形式；不是的，这恰恰是因为它低于其他斗争形式，

例如低于那种甚至会使军队都投入群众运动、会引起群众性的罢

工、起义等等的斗争形式。掌握这种斗争的低级形式为什么能成为

党的特殊的（即使当前时期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任务呢？因为，反动

派的机械力量愈强大，党同群众的联系愈被削弱，培养群众意识的

任务（而不是直接行动的任务）就愈需要提上日程，利用旧政权所

创造的宣传鼓动的方法（而不是群众对这个旧政权本身的直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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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就愈需要提上日程。

二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

稍加考虑，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

历史略有了解，那么，在特殊历史关头一种低级斗争形式转化为特

殊斗争工具，这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件简单的事情

无政府主义者从来就是绝对无法理解的。现在我们的召回派及其

被撤职的应声虫们企图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方法搬到俄国社会民

主党里来，他们（如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进行议会活动”这个理论把《无产者报》控制住了。

为了说明马克西莫夫之流的这种叫喊多么糊涂，多么缺乏社

会民主主义的气味，我们还得从最起码的道理谈起。被不公平地撤

职的人们呀，请你们想一想，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人政党相比，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用

议会活动，把资产阶级－容克的（大致等于俄语中的“十月党－黑

帮的”）议会活动转化为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的工

具。这是不是说，议会活动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高级斗争形式

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的。这是不是说，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

义者认为是的，因此他们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共戴天，德国社会民

主党人就是他们最中意的攻击靶子。在俄国也是这样，当我们的社

会革命党人向无政府主义者讨好而吹嘘自己的“革命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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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总是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样那样的失误，确实存在

的也好，似是而非的也好，都搬出来，并由此作出反对社会民主党

的结论。

现在我们再往下谈。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的错误何在呢？错

误在于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根本不对，因此他们就不善于

估计各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特点，不善于看到

这些特点在某个时期有时会使这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有

时会使另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不

仅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不仅不使一切都服从

于议会活动，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中，正是德国社会民主

党最出色地运用了议会以外的斗争工具，如社会主义报刊、工会、

经常性的人民集会、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等，等等。

问题的实质何在呢？问题的实质在于：许多历史条件的总和使

议会活动成了德国某个时期特殊的斗争工具，与其他斗争工具相

比，这个斗争工具不是主要的、不是高级的、不是强大的、不是十分

重要的斗争工具，而只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最有自己的特点的特殊

的斗争工具。因此是否有利用议会活动的本领，就成了能不能出色

地组织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前面已列举了它的各个方面）的征

兆（不是条件，而是征兆）。

现在我们不谈德国，来谈俄国。谁要是想把这两个国家的条件

完全等同看待，谁就要犯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但是请按照一个马克

思主义者所应该的那样来提出问题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

政策和策略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象在革命以前那样

来保持和巩固秘密的党。我们必须象在１８９７一１９０３年间那样毫

不懈怠地帮助群众作好准备，去迎接新的革命转机。我们必须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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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社会民主党那样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发

展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时局的特

点正是旧的专制制度企图（不能实现的企图）借助十月党－黑帮杜

马来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因此利用这届杜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

传播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特殊策略任

务。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个特殊任务特别高级，能开辟广阔的前

景，也不在于它的意义和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那些任

务不相上下或者相接近。不是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这是当前时期策

略的特点，它既不同于过去时期，也不同于将来时期（因为这个将

来时期也许给我们带来的是比利用第三届杜马的任务更复杂、更

高级、更有意思的特殊任务）。不完成当前时期的这个特殊任务，不

把黑帮－十月党人杜马转变成为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的工具，就

不能掌握时局，就不能完成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一切任务。

例如，布尔什维克要估计革命经验，召回派的空谈家们也跟着

高谈阔论。但是他们却不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不了解估计

革命经验就包括从杜马内部来坚持革命理想、革命任务和革命方

法。不能从杜马内部即通过可以进入而且已经进入这届杜马的我

们党的工人来坚持这些理想、任务和方法，也就是不善于在政治上

估计革命经验时迈开第一步（因为这里谈的当然不是写在书本和

文章里的理论上的经验估计）。但是我们的任务无论如何绝不是只

限于迈开这第一步。比第一步重要得多的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也

就是把群众所估计到的经验转变成为新的历史行动的思想。但是

如果这些召回派的空谈家们谈的是关于“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

他们就应当了解（如果他们善于象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思考和推论

的话），所谓“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恰恰就是把最基本最起码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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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上日程的时期。“两次革命之间”是形容动荡不定的局势，是说

旧政权已经深信不可能单靠旧的工具来维持统治而尝试在旧秩序

的总的范围内使用新的工具。这是充满内在矛盾的实现不了的尝

试，它把专制制度又引向而且必然引向崩溃，要使我们再次经历

１９０５年的光荣时期，再一次进行１９０５年的光荣搏斗。但是专制制

度走向崩溃不是按１８９７—１９０３年的那种方式，它引导人民走向革

命不是按１９０５年以前的那种方式。对这里所说的“不是按那种方

式”的意思要善于理解，要善于改变自己的策略，除了革命社会民

主党的一切基本的、总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任务以外，还要加上

一个不很大的、然而是当前这个新时期的特殊的任务，这就是革命

社会民主党利用黑帮杜马的任务。

如同一切新任务一样，这个任务看起来似乎要比其他任务更

困难些，因为它要求人们不只是简单地重复背熟了的口号（召回派

和马克西莫夫除了重复口号，没有别的本事），而是要求人们有某

种首创精神，头脑灵活，有创见，能够独立研究独特的历史任务。事

实上，只有那些不善于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人们才会感到这个

任务特别困难，其实这个任务同目前一切特殊任务一样，要比别的

任务更容易一些，因为正是在目前条件下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时期，认真办好“指导员学校和指导员

小组”，也就是要求它们真正同群众运动保持联系，真正服从于群

众运动，这个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这个任务提得很愚

蠢，提出这个任务的人，只是从一本写得很好的小册子中抄录了这

一项任务的提法，但是这本小册子所谈的是另一个时期的条件。而

要使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演讲、发言和政策都服从于

群众性的政党和群众的利益，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则是可能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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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如果认为重复背得烂熟的东西是“容易

的”事情的话），但是可以办到的。现在不管我们怎样发挥党的全部

力量，我们还是不能完成由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在

目前这个“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建立“指导员学校”的任务，因为

这个任务要在完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完成。相反，我们现在全

力以赴，就一定可以完成（而且我们已经开始完成）革命社会民主

党利用第三届杜马的任务，由于被撤职而感到委屈的、不走运的召

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呀，我们完成这个任务不是为了抬高议会活动

的地位，不是为了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而是为

了在完成适应于目前这个“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的“两次革命之

间的”任务之后，进而完成适应于今后更高即更革命的时期的更高

的革命任务。

三

从召回主义的实际历史来看，马克西莫夫之流愚蠢地叫喊什

么布尔什维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是特别可笑的。

之所以可笑，就在于大喊大叫夸大了议会活动的意义的，恰恰是那

些过去和现在总是在自己对待议会活动的问题上建立特殊派别的

人！最可爱的马克西莫夫之流呀，你们是怎样称呼自己的呢？你们

称呼自己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抵制派”。马克西莫夫直到

现在还很欣赏自己是第三届杜马的抵制者，他把仅有的几篇就党

内问题发表的文章一律加上这样的署名：“１９０７年七月代表会议

上抵制派的报告人”。古时候有一位作家常常这样署名：“四等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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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骑士”。而马克西莫夫的署名是：“抵制派的报告人”——他也是

一个骑士呀！

在１９０７年６月的政治形势下，马克西莫夫坚持抵制，这个错

误还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１９０９年７月，马克西莫夫发表了那么

个宣言，仍然欣赏自己对第三届杜马所采取的“抵制主义”，这就非

常愚蠢了。抵制主义也罢，召回主义也罢，最后通牒主义也罢，这些

说法本身就已经表明了，由于对待议会活动的问题而且仅仅是由

于这个问题就已经建立了派别。在这个问题上突出并继续突出（在

党从原则上解决了问题两年之后！）自己，这是极端狭隘的标志。正

是这种人，即“抵制派”（１９０９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恰恰证明

他们不是按照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来思考问题，是他们把议会活动

抬高到特殊的地位上，他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模一样，靠某种妙方

来建立派别，即抵制某个杜马，或者从某个杜马中召回自己的代

表，或者向某个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这样做也就成了一个面目

全非的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派的形成，是由于他们对俄国革

命的看法一致，布尔什维克已经一千次地着重指出（简直象对一些

政治上的纨袴少年预先提出警告），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或

战斗主义混为一谈，就是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进行荒谬的歪

曲并使之庸俗化。例如，我们认为当前专制制度试图在建立资产阶

级君主制度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而杜马在全国性代表机关中起反

革命阶级组织的作用，基于我们对时局的这种看法，必然产生社会

民主党人必须参加第三届杜马这种看法。无政府主义者在关于一

般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问题中过分强调议会问题，企图靠一些反

对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的叫喊（虽然对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的批评同

对资产阶级刊物和资产阶级工团主义等等的批评在原则上是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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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建立派别，这就暴露了自己是变相的议会迷，我们的召回派、

最后通牒派、抵制派在对待杜马的问题上，在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

团的偏向进行斗争（不是同那些顺路跑到社会民主党里来的资产

阶级著作家们的偏向等进行斗争）的方式问题上也单独形成一个

派别，这就同样完全暴露出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这种变相的议会迷在一位得到马克西莫夫掩护的莫斯科召回

派的领袖的一句有名的论断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说：召

回党团本身就是突出说明，革命并没有被葬送６９！而马克西莫夫则

不假思索大言不惭地当众宣称：“召回派从来没有（是呀，自然是从

来没有！）发表过反议会制度的意见。”

马克西莫夫之流这样替召回派打掩护是新派别最突出的特点

之一，对于这个特点我们应当特别详细地谈一谈，因为不了解情况

的公众特别容易落入这些因被撤职而大叫冤屈的人的圈套。第一，

这种掩护表现在，马克西莫夫之流拍着自己的胸脯不停地表白说：

我们不是召回派，我们根本不同意召回派的意见！第二，马克西莫

夫之流责备布尔什维克夸大了同召回派的斗争，这恰好是工人事

业派同工人思想派的关系的历史（１８９７—１９０１年）的重演７０。当时

工人事业派拍着自己的胸脯叫喊说：我们不是“经济派”，我们不同

意《工人思想报》的观点，我们同它有争论（这和马克西莫夫同召回

派的“争论”一模一样！），完全是可恶的火星派使我们蒙受了不白

之冤，他们诽谤我们，并且“煽起了”“经济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

足。因此在一些工人思想派分子中，即在一些公开和诚实的“经济

派分子”中，有不少人就老老实实误入歧途，他们不怕维护自己的

见解，对于这样的人还是不能不尊敬的；而《工人事业》杂志在国外

的一伙人却大搞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消痕灭迹、玩捉迷藏、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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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等勾当。现在彻底的和公开的召回派（如在党内大家所熟知的

弗谢沃·和斯坦尼·）同马克西莫夫国外一伙人的关系恰好也是

这样。

这伙人叫喊道：我们不是召回派。但是，如果叫他们当中的任

何人就当前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说几句话，你们就会听到那全是

些召回派的论调，只不过被狡猾的说明、补充、缄默、缓和、混乱等

许许多多手法略为淡化罢了（我们在马克西莫夫的言论中所看到

的情况也是如此）。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这种狡猾手腕不但

不能使你们摆脱人们的指责，说你们犯了召回主义的轻率错误，反

而十倍地加重了你们的罪过，因为隐蔽的思想混乱更会百倍地腐

蚀无产阶级，百倍地危害党。①

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道：我们不是召回派。但是，马克西莫夫

从１９０８年６月脱离《无产者报》编辑部核心以后，就在编委会内组

织了一个正式的反对派，要求给予这个反对派以辩论的自由，结果

如愿以偿了，要求在与发行报纸有关的本组织的最重要的执行机

关中给予这个反对派特别代表权，结果也如愿以偿了。不言而喻，

从那时起，一年多以来，所有的召回派分子都经常出没于这个反对

派的行列之间，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俄国代办处，为进行联络共同

建立了一所国外党校（关于这个党校下面再谈），如此等等。

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道，我们不是召回派。但是，在１９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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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这个反对派中比较诚实的召回派分子

当着全党的面结成了一个单独的集团即单独的思想派别，并且以

这个派别的资格获得了推举自己的发言人的权利（代表会议曾决

定：鉴于时间短促，只有单独的思想派别或单独的组织才能单独推

举发言人），于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就成了召回派的发言人（由于纯

粹偶然的原因！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

马克西莫夫的国外集团一贯用掩盖召回主义的方法来欺骗

党。１９０８年５月，召回主义在公开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莫斯科市代

表会议以１８票对１４票否决了它（１９０７年７月在这个区几乎所有

社会民主党人无例外地都是抵制派，不过他们和马克西莫夫不同，

到１９０８年６月他们就了解到，坚持“抵制”第三届杜马是不可容忍

的蠢事）。在此以后，马克西莫夫同志在国外便组织了一个与《无产

者报》相对立的正式反对派，并在布尔什维克的定期机关刊物上展

开了一场过去从未进行过的辩论。而当１９０８年秋季选举出席全国

代表会议的代表，整个彼得堡组织分成了召回派和非召回派（工人

们的说法）的时候；当彼得堡所有的区和分区不是就布尔什维克和

孟什维克的纲领而是就召回派和非召回派的纲领进行辩论的时

候，召回派的纲领竟然隐藏起来，不公之于众。这个纲领没有通知

《无产者报》，也没有刊印出来。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全国代表会议上，

也没有向党报告。只是在代表会议以后，由于编辑部的坚决要求，

我们才得到这个纲领，并在《无产者报》第４４号上刊印出来（《彼得

堡召回派的决议》）。

莫斯科区域一位众所周知的召回派领袖“校订了”一篇刊登在

《工人旗帜报》７１第５号上的一个工人召回派分子写的文章。但是

这位领袖自己的纲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我们很清楚，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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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９年春季，在中部工业区区域代表会议筹备期间，这位召回派

领袖的纲领就在一些人中传阅并且扩散开来。根据一些布尔什维

克所谈的情况，我们了解到，这个纲领中违反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

谬论要比彼得堡的纲领多得多。但是纲领的原文我们仍然没有得

到，大概也象马克西莫夫代表召回派在代表会议上发言一样，是由

于完全偶然的原因吧。

对于利用合法机会的问题，马克西莫夫之流也用一种“圆滑

的”词句加以掩饰，说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很想知道，

现在马克西莫夫派的实际领袖利亚多夫同志和斯坦尼斯拉夫同志

是否也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３个月以前他们早就在当

时自己掌握的中部工业区区域局（就是批准建立臭名昭彰的“党

校”的那个区域局；现在该区域局的构成有变动）通过了一项反

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工厂医生代表大会的决议。大家知道，这是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居多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所有最有名的

召回派分子和最后通牒派分子都鼓动不要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声

称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马克西莫夫则

进行消痕灭迹，说什么“不言而喻”。“不言而喻”的倒是：更为

露骨的召回派分子和最后通牒派分子都公开破坏俄国的实际工

作，而马克西莫夫之流则很羡慕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荣

誉，他们掩盖问题的本质，说什么没有任何分歧，没有任何人反

对利用合法机会。

国外党的机关报和国外联络小组等的恢复，必然会使旧的徇

私舞弊行为再度发生，对这种行为是必须毫不留情地进行斗争的。

“经济派”当年在俄国国内鼓吹反对政治斗争，在国外则有《工人

事业》杂志作掩护，现在这种情景又在全部重演。资产阶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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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ｃｒｅｄｏ，即信条
７２
）当年在俄国被普罗柯波维奇

之流宣扬过，然而与作者们的意愿相违，竟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人在报刊上公布出来，现在这种情景又在全部重演。马克西莫夫

之流在各方面都与召回派完全携手并肩前进，协同一致，他们写

文章拍着自己的胸脯硬说整个召回主义都是《无产者报》故意煽

动起来的，这种捉迷藏游戏，这样利用秘密工作的困难来反对党

的公开性，这种狡猾手腕，败坏党比什么都厉害。

我们不是故意刁难人的人，也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干革命

工作的人。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从字面上去划分召回主义、

最后通牒主义、“抵制主义”（抵制第三届杜马）三者的区别。对

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的实际内容。既然有

人披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外衣在俄国的秘密小组内宣扬一些与布尔

什维主义和一般社会民主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那么不让我

们在全党面前充分揭露这些观点和充分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就

是同无产阶级为敌。

四

在造神说的问题上这些人也作了自我表现。《无产者报》扩大

编辑部就这个问题通过并公布了两项决议：一项谈的是问题本身，

另一项是专门谈马克西莫夫的抗议的。请问：这位马克西莫夫现

在在自己的《报告书》中究竟说的是什么呢？他写这个《报告

书》为的是消痕灭迹，这和一位外交家说什么人有舌头是为了隐

瞒自己的思想７３是一路货色。现在流传着一些说马克西莫夫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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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结成了“所谓造神主义的”派别的“不可靠的消息”，仅此而已。

“不可靠的消息”，是您说的吗？啊，最亲爱的，不对，正因

为您明明知道，《无产者报》掌握的关于造神说的“消息”是完全

可靠的，你才在这里消痕灭迹。你明明知道，正如已经公布的决

议所述，这些“消息”首先涉及的是你们一伙著作家所写的一些

文学作品。我们的决议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些作品，只是没有补

充说明（在决议中也不可能补充说明），近一年半以来，布尔什维

克的一些领导人对您的战友们的“造神说”极为不满，正是由于

这一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原因以外），那些面目全非的布尔

什维克的新派别便支吾搪塞、施展伎俩、吹毛求疵、愤愤不平、造

谣中伤，使我们根本无法进行工作。在最突出的造谣中伤事件中

有一件马克西莫夫是特别清楚的，这就是那篇正式送交《无产者

报》编辑部的反对登载《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无产者报》第

４２号）的书面抗议。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呀，也许这也是“不可

靠的消息”吧？也许这也是“所谓抗议”吧？

不，要知道消痕灭迹的政策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奏效的，而在

我们党内你们的这种政策永远也不会奏效。在所有关注俄国书刊

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人所熟悉的问题上，是用不着捉迷藏，

用不着装腔作势地去保守秘密的。有一伙著作家，他们靠几个资

产阶级出版社的帮助在我国合法的书刊上经常大肆宣扬造神说。

这伙人当中就有马克西莫夫。这种宣扬恰恰是在最近一年半以来

经常化起来的，在这个期间，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

要复活宗教，唤起对宗教的需求，制造宗教，向人民灌输宗教或

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因此宣扬造神说就具有了社会

性和政治性。在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报刊因最热心的孟什维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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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宪民主党而对他们吻了又吻，在反革命得势时期，资产阶级

报刊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决不是开玩笑！）甚至“也是布尔什维

克”中间的造神派也同样是正在吻了又吻。当布尔什维主义的正

式机关报在编辑部文章中声明，布尔什维主义和这种宣扬走的不

是一条路时（这个声明是在布尔什维克无数次试图通过书信和个

别交谈来制止这种可耻的宣扬遭到失败以后发表的），马克西莫夫

同志便向《无产者报》编辑部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抗议。他，马克

西莫夫是由伦敦代表大会７４选出来的，因此他“所得到的权利”就

被敢于公然与宣扬造神说的可耻行为决裂的人破坏了。“难道我们

的派别在受造神派著作家的奴役！”这句话是编辑部里闹得最凶的

时候马拉同志脱口说出的。是的，不错，就是这位马拉同志，他

未免太谦虚，太慈善，太忍让，太好心肠了，以至于到现在还不

能拿定主意：是跟布尔什维克走呢，还是跟通神的召回派走。

被不公平地撤职的马克西莫夫呀，或许这一切也是“不可靠

的消息”吧？难道现在不存在一伙造神派著作家吗？难道您没有

为这些著作家作过任何辩护吗？难道您对《走的不是一条路》一

文没有提出过抗议吗？是这样吗？

关于涉及造神派的“不可靠的消息”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在自

己的《报告书》中谈新派别开办的国外党校时所说的。马克西莫

夫同志极力强调这个“开办在国外的第一所〈黑体是马克西莫夫

用的〉党校”，极力在这个问题上牵着公众的鼻子走，因此我们不

得不比较详细地谈谈这所臭名远扬的“党校”。

马克西莫夫同志诉苦说：

“编辑部（《无产者报》）根本没有打算协助这所党校，甚至也根本没有打

算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编辑部散布一些来路不明的关于党校的不真实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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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根本不找党校的组织者核实一下这些消息。这就是编辑部对整个这件

事的态度。”

是的，是的。“甚至也根本没有打算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

……”马克西莫夫在这句话中所玩弄的狡猾手腕已经把他自己揭

穿了。

读者不妨回想一下第一届杜马时期的叶罗金旅馆吧。退职的

地方官（或者说诸如此类的一个官僚骑士）叶罗金在彼得堡为外地

农民代表开设了一个旅馆，以此支持“政府的意向”。没有经验的乡

下人，一到首都就被叶罗金的走狗们截住，带到叶罗金的旅馆，不

言而喻，那里是一所学校，在那里“左派”的邪说遭到驳斥，劳动派

分子等遭到诬蔑，新的杜马代表们也学到了“真正俄罗斯的”治国

之道。幸而国家杜马的所在地是彼得堡，叶罗金也只好把他的旅馆

开设在彼得堡，而由于彼得堡是一个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当广

泛而自由的中心，所以叶罗金的代表们自然很快就离开了叶罗金

的旅馆而搬到了劳动派的所在地或独立代表们的所在地。结果叶

罗金耍的花招只是使他自己和政府都丢脸。

现在请读者设想一下，一个同样的叶罗金旅馆不是开设在某

个国外的彼得堡，而是开设在某个国外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７５。

如果你们这么想，你们一定会同意下面的看法：召回派和造神派的

叶罗金们利用自己熟悉欧洲之便而做得比真正俄罗斯的叶罗金更

加狡猾。一些自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人单独筹集了一笔经费（这与我

们知道的全体布尔什维克的唯一的一笔经费无关，这后一笔经费

是用来支付出版和发行《无产者报》方面的费用的），建立了自己的

代办处，把“自己的”几个鼓动家调集到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把护

党派社会民主党工人运送到那里，然后宣布这个（瞒着党开设在察

廖沃科克沙伊斯克的）叶罗金旅馆是“在国外的第一所党校”（所以

１９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



叫党校，因为这个旅馆是瞒着党开设的）。

由于被撤职的马克西莫夫同志特别热心地提出了他被撤职是

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后面再谈），我们得赶快预先说明

一下，在召回派－造神派的叶罗金们的行动方式中根本没有什么

“非法的东西”。绝对没有。这方面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党内的

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合法的。志同道合的人筹集经费

举办一项共同的宣传鼓动事业是合法的。他们愿意在目前选择“党

校”而比如说不是报纸作为这项事业的形式，这也是合法的。他们

把这个学校看作正式的党校也是合法的，因为这个党校总还是由

一些党员举办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总还是由一个党的组织在政治

上和思想上对这项事业负责。这里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都会

是很好的，如果……如果不耍狡猾手腕，如果不搞两面派，如果不

欺骗自己的党的话。

既然你们公开强调学校是党办的，只谈这个学校形式上合法

的问题，而不说出党校发起人和举办人的名字，也就是说，你们闭

口不谈我们党内新派别的机构即党校的思想政治倾向，难道这不

是欺骗党吗？在《无产者报》编辑部有两个关于这所党校的“文件”

（编辑部同马克西莫夫的联系一年多以来正是靠“文件”和外交照

会进行的）。第一个文件上根本没有人署名，绝对没有任何人署名，

这个文件纯粹是谈教育的好处和叫作党校的这种机构的启蒙作用

的。第二个文件上的署名是假的。现在，马克西莫夫同志发表文章

向公众称赞“在国外的第一所党校”，却仍旧闭口不谈党校是什么

派别的。

这种玩弄狡猾手腕的政策危害着党。我们一定要揭露这种“政

策”。党校的发起人和举办人实际上是“叶尔”（我们这样来称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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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都知道的莫斯科召回派的领袖，他曾作过关于党校的专题演讲，

参加过党校的组织工作，并被几个工人小组选为讲课人）、马克西

莫夫、卢那察尔斯基、利亚多夫、阿列克辛斯基等同志以及其他一

些人。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这些同志中谁起什么作用，在党

校的各个正式机构，如党校“理事会”、党校“执行委员会”、党校讲

师委员会等机构中，他们这几个人是怎样安插的。我们不知道，哪

些“非派别的”同志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补充到这伙人当中去。所有

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可以断言：决定这个学校即新的派别中心的真

正思想政治倾向的
·
正
·
是上面提到名字的那些人；而马克西莫夫玩

弄狡猾手腕的政策，向党隐瞒了这种情况。党内出现一个新的派别

中心，这并不是坏事（我们决不是那种靠反对派别活动的廉价叫喊

来捞取政治资本的人），相反，既然党内存在一个单独的派别，这个

派别又获得了单独表现的机会，这倒是好事。而党受欺骗，工人们

受欺骗（不言而喻，工人们总是象对任何教育机构一样同情任何学

校的），这才是坏事。

马克西莫夫同志向公众诉苦说，《无产者报》编辑部“甚至”

（“甚至”！）不愿意“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难道这不是搞两面派

吗？不妨想想：马克西莫夫同志１９０８年６月离开了《无产者报》小

型编辑部，从那时起，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内部斗争有上千种形式，

几乎没有间断过；阿列克辛斯基在国外，“叶尔”之流既在国外又在

国内，他们都追随马克西莫夫，用千百种调子重复着召回派－造神

派反对《无产者报》的一切蠢话。马克西莫夫对《走的不是一条路》

一文提出书面的正式抗议；所有的人都在说布尔什维克必然要分

裂，即使是根据道听途说知道一些党内情况的人也在这样说（例

如，出席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唐恩在一次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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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大声宣称：“谁不知道，现在布尔什维克谴责列宁背叛了布

尔什维主义”！），而马克西莫夫同志则扮演成天真的、天真无邪的

毛孩子的角色，向最可尊敬的公众发问：为什么《无产者报》编辑部

“甚至”不愿意在造神派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掌握对党校的监督

权呢？要我们“监督”党校！要《无产者报》的拥护者以“督学”身分

旁听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课！！干什么

要玩弄这种卑鄙可耻的骗人把戏呢？这是干什么呢？干什么要分

发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党校的”“教学大纲”和“报告书”来蒙蔽公

众，而不直截了当地承认新派别中心的思想领导者和鼓动者呢！

这是干什么呢？让我们暂且把党校问题作个结束，再来回答这

个问题。彼得堡可以容纳下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它可以迁到（至

少它的大部分可以迁到）彼得堡，但是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却容纳

不下彼得堡，彼得堡也不能迁到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新党校的学

员当中稍微有点干劲，稍微能够独立思考的，都能找到一条从狭小

的新派别通往广阔的党的道路，从召回派和造神派的“科学”通往

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的道路。谁甘心受叶罗

金的开导，那对他也无可奈何。《无产者报》编辑部准备给予而且一

定给予所有工人一切帮助，不管他们的观点怎样，只要他们愿意从

国外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迁到（或者去一趟）国外的彼得堡，并

且愿意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对于“在国外的第一所党校”的

发起人和举办人的虚伪政策，我们要向全党彻底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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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干什么马克西莫夫要玩弄这些两面派手段，——我们提出了

这个问题，在结束关于党校问题的讨论之前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严格讲来，在这里应该加以阐明的不是“干什么？”的问题，而

是“为什么？”的问题。如果认为是新派别的全体成员为了一定的目

的而有意识地玩弄这种两面派政策，那是不对的。情况并非如此。

问题是这样：在这个派别本身，在它发表言论和进行活动的条件

中，就存在着产生两面派政策的原因（这些原因是很多召回派分子

和造神派分子都没有认识到的）。

常言道，虚伪是邪恶送给美德的礼品。但是这句名言是就个人

品德方面而言的。对于思想政治派别应当说：虚伪是一种烟幕，那

些由成分复杂、偶然凑合在一起、不敢直言不讳的分子组成的内部

性质不纯的集团，总是施放这种烟幕。

新派别的成分决定它要施放这种烟幕。通神的召回派司令部

的成员有：未被承认的哲学家、遭到嘲笑的造神派、由于无政府主

义的胡说八道和信口开河的空谈革命而被揭穿的召回派、糊里糊

涂的最后通牒派，最后还有那些战斗队员们（幸而在布尔什维克派

中为数不多），他们认为，从事不显眼的、平凡的、缺乏光彩而“引人

注目的”外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虽然符合“两次革命之

间”时期的条件和任务，却有损于他们的尊严，他们在１９０９年对马

克西莫夫关于指导员学校和指导员小组……的“引人注目的”词句

感到很满意。目前唯一能够使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紧密地团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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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东西，就是他们对《无产者报》的刻骨仇恨，而《无产者报》遭到

他们的仇恨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分子要《无产者报》反映他

们的观点，哪怕是间接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或者对他们稍加保护和

掩饰，他们这方面的每个尝试，从来都不会不遭到最坚决的反击。

“死了这条心吧”——每一号《无产者报》，它的每一次编辑会

议，它每一次就党内生活的任何一个迫切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都这

样告诉这些分子。

造神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由于我国革命和我国反革命

发展的客观情况）成了著作界的迫切问题，而社会民主党如何利用

第三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讲坛成了政治工作方面的迫切问题，就

是在这个时候，这些分子便团结起来了，自然而然又不可避免的爆

发发生了。

和任何一次爆发一样，这次爆发是突然发生的，这不是说这些

倾向以前没有流露，也不是说这些倾向过去没有一点表现，而是说

形形色色的倾向包括与政治相距很远很远的倾向，几乎突然间在

政治上结合起来了。因此广大公众一开始总是最易于接受对这种

新的分裂所作的庸俗解释，比如认为分裂是由某个领导者的某些

不良品质以及国外的影响和小组习气的影响等等造成的。毫无疑

问，由于客观条件，国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切中央革命组织的作战

根据地，因而在分裂的形式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毫无疑问，那种

只有半个身子加入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小组的特点也对这种形式

有影响。我们所说的庸俗解释，指的不是估计那些只能说明分裂的

形式、缘由和“外部历史”的情况，而是不愿意或不能够理解分歧的

思想政治基础、原因和根源。

新派别不理解这些基础，这也就是它照旧施放烟幕、消痕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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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否认同召回主义有割不断的联系等等的根源。新派别由于不理

解这些基础，就利用对分裂的庸俗解释和利用庸俗的同情来进行

投机。

事实上，马克西莫夫之流现在向公众哭诉，说他们“被赶走”、

“被撤职”了，这不正是利用庸俗的同情来进行投机吗？看在基督的

份上，请你们向无辜被赶走的人，向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施舍一点

同情吧……用这种手法准保可以指望得到庸俗的同情，这已为下

面这件奇异的事实证明了：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这个反对任何造

神说、反对任何“新”哲学、反对任何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等等

的人，也被马克西莫夫的诉苦所感动而看在基督的份上作了施舍，

并且一再骂布尔什维克是“冷酷无情的人”（见普列汉诺夫的１９０９

年８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既然马克西莫夫甚至向普列汉诺夫

都央求到了同情的施舍，读者自然也就不难设想，那些社会民主党

内和社会民主党周围的庸人们，由于善良的、忠厚的、谦虚的召回

派和造神派“被赶走”和“被撤职”，为马克西莫夫将流下多少同情

的眼泪。

关于“被赶走”和“被撤职”的问题，马克西莫夫同志从形式方

面和问题的实质方面都作了分析。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分析。

被撤职的人们向我们说：从形式方面来看，撤马克西莫夫的职

是“非法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种撤职的决定”，因为马克西莫

夫“是由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即党代表大会上的布尔什维克部分

选举出来的”。公众读到马克西莫夫和尼古拉耶夫的传单，看到的

是严厉的责难（“非法撤职”），却看不到对责难所作的确切说明，也

得不到判断问题的材料。而这正是每逢国外发生分裂时某一方面

惯用的手法：抹杀和掩盖原则上的分歧，回避思想上的争论，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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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思想上的朋友，对于公众不能确切弄清楚也无权详细弄清楚

的组织上的冲突则大肆喧嚷。１８９９年，工人事业派就是这样干的，

他们叫喊道，没有任何“经济主义”，倒是普列汉诺夫窃据了印刷

所。１９０３年，孟什维克也是这样干的，他们叫喊道，他们根本没有

转向工人事业派，倒是列宁把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

奇和其他等人“赶走了”或“撤了职”。现在那些利用国外瞎起哄和

乱造谣的爱好者来进行投机的人又在这样干。他们说，既没有召回

主义，也没有造神说，只是“编辑部的多数”把马克西莫夫“非法撤

了职”，这个多数打算把“整个派别的财产”“完全留给自己支

配”，——先生们，请进我们的小铺子里来吧，听我们讲讲这非常有

趣味的事情……

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这种手法过时了！使用这

种手法的政治家们不能不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的“被撤职的人”之所以要谈论什么“非法性”，是因为他

们认为《无产者报》编辑部无权决定布尔什维克派的命运和它的分

裂的问题。先生们，好得很。如果说《无产者报》编辑部和伦敦代表

大会选举出来的１５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无权

代表布尔什维克派，那你们就完全可以大声宣布这一点，并且可以

掀起一个运动，推翻或改选这个无用的代表机关。你们也确实掀起

了这样一个运动，直到你们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你们这才认

为还是抱怨和哭诉更好一些。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

既然你们提出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问题，那你们

为什么不向公众讲一讲，“叶尔”同志在几个月以前就向莫斯科委

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不信任《无产者报》和关于召开布尔什维克代

表会议选举布尔什维克新的思想中心的决议草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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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为什么你们闭口不谈这件事呢？

为什么你们闭口不谈“叶尔”的决议遭到了全体一致的反对

呢？

为什么你们闭口不谈１９０８年秋季，在整个彼得堡组织内，包

括基层组织，就布尔什维克中的两个派别——召回派和反召回主

义派的纲领展开了斗争，而且召回派遭到了失败呢？

马克西莫夫和尼古拉耶夫所以要在公众面前哭哭啼啼，是因

为他们在俄国不止一次地遭到失败。无论是“叶尔”或是彼得堡的

召回派，都有权既不等待任何代表会议的召开也不向全党公布自

己的纲领，就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包括它的基层组织。

但是，《无产者报》编辑部从１９０８年６月起就已公开和召回主

义宣战，其间，经过一年的斗争，一年的辩论，一年的摩擦和冲突等

等，如今，在邀集了没有参加任何一次国外冲突的３个俄国区域代

表和扩大编辑部的几个俄国国内成员之后，这个编辑部要说明真

情实况，要声明马克西莫夫已经从编辑部分裂出去，声明布尔什维

主义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毫无共同之处，它连这点

权利都没有吗？

先生们，别再搞两面派了！你们在自以为自己的力量特别强的

地方斗争，结果你们仍然失败了。你们违背布尔什维克正式中央的

决定，也不等待任何特别代表会议的召开，就向群众灌输召回主

义。现在你们却因为在扩大编辑部里，在有区域代表参加的会议上

成了少得可笑的少数而哭诉和抱怨！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国外分子玩弄十足是工人事业派式的手

法：不存在实现彻底民主制的条件，偏要玩弄“民主制”；利用“国

外”所煽起的各种不满来进行投机，同时却从这个国外（通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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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来进行召回主义－造神说的宣传；先在布尔什维克中制造分

裂，再为分裂痛哭流涕，在“党校”的掩护下建立自己的派别，同时

却为《无产者报》的“分裂”政策假惺惺地流眼泪。

算了吧，这种乏味的纠纷已经闹够了！派别就是党内志同道

合的人的自由联盟，经过一年多的国内外的斗争，我们完全有权

利而且也有义务作出明确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我们已作出来了。

你们也完全有权利来反对这个结论，提出自己的纲领，为自己的

纲领争取多数。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如果你们不同召回派实行公

开的联盟，不提出自己的一般纲领，而继续捉迷藏并利用廉价的

国外“民主主义”来投机，那么对你们的回答就只能是你们自己

找的蔑视。

你们是在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你们宣称，《无产者报》

整整一年来“一直”执行着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你们在俄国国

内的拥护者也不止一次地试图在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

决议中贯彻这种观点）；另一方面，你们又为分裂痛哭流涕，并且

拒绝承认“撤职”。一方面，你们确实同召回派和造神派在各方面

携手并肩前进；另一方面，你们又宣布同他们脱离关系，假装成

调和派，希望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造神派和解。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你们可以为自己争取多数。你们可以

在一部分不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中获得一些什么胜利。但是任何调

和我们都不接受。你们建立自己的派别吧，更确切些说，你们照

你们已经开始做的那样，继续建立自己的派别吧，但是你们不要

欺骗党，不要欺骗布尔什维克。现在世界上任何代表会议，任何

代表大会都不能使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调

和。我们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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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每一个觉悟工人都必须坚决作出最后抉择。

六

新派别掩饰自己的思想渊源，害怕拿出自己的真正纲领，它

竭力抄袭过去闹分裂时用过的词句，借以弥补自己思想的贫乏。马

克西莫夫和尼古拉耶夫模仿过去反对新《火星报》的斗争，叫喊

什么《新无产者报》，“新无产者报路线”。

这种手法能糊弄一下政治上的毛孩子。

但是先生们，即使重复旧的词句你们也没有这个本领。“反对

新《火星报》”这个口号的“要害”在于：孟什维克夺取了《火星

报》，自己就应该实行新的路线，而代表大会（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赞同的却正是旧《火星报》７６的路线。“要

害”在于孟什维克不得不在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通过托洛茨基之口宣布

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直到现在波

特列索夫之流还在竭力从自己身上抹掉他们受旧《火星报》领导

的那个时期的“痕迹”。

现在，《无产者报》已出到了第４７号。它的第１号正好是在

３年前，即在１９０６年８月间出版的。就在１９０６年８月２１日出版

的第１号上刊载了一篇题为《论抵制》的编辑部文章，在这篇文

章中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现在恰恰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应该不再成为抵制派的时候了。”①从那时起，在任何一号《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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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没有一句话是赞成“抵制主义”（在１９０６年以后）、召回主

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而不是驳斥这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的。

而现在那些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却摆出一副架子，企图把自己

同那些起初进行了旧《火星报》的三年运动、召开了第二次党代

表大会来巩固它的路线、后来又指出了新《火星报》的转变的人

们作比较！

“通俗工人报纸《前进报》前任编辑”——马克西莫夫同志现

在用这样的署名是希望读者能够想起“鹅曾经救过罗马”７７。我们

对马克西莫夫这种做法的回答是：你对待《前进报》７８路线的态度

和波特列索夫对待旧《火星报》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波特列索

夫曾经是旧《火星报》的编辑，但是并不是他领导旧《火星报》，

而是旧《火星报》领导他。他刚想要改变路线的时候，旧火星派

便不理他了。现在甚至波特列索夫本人也在拼命洗刷“幼年的罪

孽”７９，后悔当年不该参加旧《火星报》的编辑工作。

不是马克西莫夫领导《前进报》，而是《前进报》领导马克西

莫夫。证据是：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前进报》没有讲过一句赞成

的话，而且也不可能讲。过去马克西莫夫让《前进报》来领导他，

他做得很明智，很好。而现在马克西莫夫却在臆想出（或者说帮

助召回派臆想出，反正一样）这样一条路线必然陷入泥潭，就象

使波特列索夫陷入泥潭一样。

马克西莫夫同志，请你记住：应当把思想政治派别这个整体，

而不是把某些人背得烂熟却不解其意的“词句”和“口号”拿来

作为比较的基础。布尔什维主义在１９００—１９０３年这三年间领导了

旧《火星报》，并作为一个完整的派别同孟什维主义进行了斗争。

孟什维克还没有把波特列索夫（只波特列索夫一个人吗？）抛给普

罗柯波维奇之前，他们老早就同他们的新联盟，即同反火星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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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事业派鬼混在一起了。布尔什维主义本着同“抵制主义”等

等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领导了旧《无产者报》（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年），它

作为一个完整的派别，同现在这些臆想出“召回主义”、“最后通

牒主义”、“造神说”等等的人们进行了斗争。孟什维克想按照马

尔丁诺夫和“经济派”的精神来纠正旧《火星报》，他们这样做碰

得头破血流。现在你们想按照“叶尔”、召回派和造神派的精神来

纠正旧《无产者报》，你们这样做也会碰得头破血流。

可是“转向普列汉诺夫”是怎么回事呢？马克西莫夫扬扬得

意地这样说。建立“新的核心派别”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位

“也是布尔什维克”认为“否认”所谓“要实现‘核心’的思想”

就是耍“外交手腕”！

对马克西莫夫这种反对“外交手腕”和反对“同普列汉诺夫

联合”的叫喊，只好一笑置之。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

也是始终如一的：他们记得很牢，普列汉诺夫在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间

曾经执行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他们认为，只要老是把这一点

说了又说，即使不去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最大的

“革命性”。

事实上，《无产者报》的“外交家们”从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就

始终公开执行并贯彻的是反对不伦不类地夸大派别活动这种具有

党性的政策，即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目

前马克西莫夫的叫喊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从伦敦代表大会以来，

总是有个别布尔什维克（如阿列克辛斯基）唠叨什么布尔什维主

义路线被“调和主义”路线、“波兰—拉脱维亚”路线等等取代了。

对这些只能证明是思想不开化的蠢话，布尔什维克是不大介意的。

另一方面，有马克西莫夫参加的那一伙著作家，即向来就是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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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身子靠近社会民主党的那一伙著作家，长期以来一直把普列

汉诺夫看作是反对他们的造神派等倾向的主要敌人。对于这伙人

来说，没有什么比普列汉诺夫更可怕的了。这伙人希望把自己的

思想灌输给工人政党，再没有什么比“同普列汉诺夫联合”更能

破坏他们的这个希望了。

这里有两种人：一种人只会搞些顽固的派别活动，不懂得布

尔什维克派在建党方面的任务，还有一种人是造神派和包庇造神

说的人中的著作家小组，这两种人现在在反对“同普列汉诺夫联

合”，反对《无产者报》执行“调和主义”路线、“波兰—拉脱维

亚”路线等等的“纲领”下团结起来了。

现在普列汉诺夫的《日志》第９期出版了，我们就可以不必

再特别详细地向读者阐明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的这个“纲领”的

全部不伦不类之处。普列汉诺夫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

取消主义和该报编辑们的外交手腕，并宣布他和波特列索夫“走

的不是一条路”，因为后者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了。现在任何一个社

会民主党人都清楚，孟什维克工人是会拥护普列汉诺夫而反对波

特列索夫的。任何人都清楚，在孟什维克中发生的分裂证实了布

尔什维克的路线。任何人都清楚，普列汉诺夫宣布了护党的路线，

反对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这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胜利，布

尔什维主义目前在党内已取得了主导地位。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获得了这个巨大的胜利，是由于它不顾那

些“左派”纨袴少年和造神派著作家们的叫喊而执行了自己的护

党的政策。只有这些人才害怕同普列汉诺夫接近，因为普列汉诺

夫揭露了波特列索夫之流，并且把他们赶出了工人政党。“反对同

普列汉诺夫联合”，即反对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以便同取消主义

４０１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



作斗争，反对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接近（这对叶罗金式一伙著

作家不利），反对党为执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和策略而进

一步做争取工作——这个“纲领”只有在造神派小组或死背词句

的英雄们的一潭死水中才能奏效。

我们布尔什维克能够指出在这种争取工作中取得的伟大成

就。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经常为俄

国人写文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加入了我们党，他们在思想上被

我们争取过来了，尽管在分裂初期（１９０３年）他们完全同情孟什

维克。他们所以被争取过来，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没有容忍对马克

思主义的“批评”，布尔什维克所捍卫的不是自己的，绝不是自己

的派别的理论的字句，而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总的精神和

思想。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将继续作战，更无

情地反对咬文嚼字的胡说八道，反对肆无忌惮地玩弄背得烂熟的

词句，反对造神派著作家小组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两个取消派派别已经完全暴露无

遗了，一个是波特列索夫派，一个是马克西莫夫派。波特列索夫

不得不害怕社会民主党，因为今后要在社会民主党内实行他的路

线是没有指望的。马克西莫夫也不得不害怕社会民主党，因为现

在要在社会民主党内实行他的路线，也是没有指望的。波特列索

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都会不择手段地支持并掩护特殊的著

作家小组所作的种种独特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波特列索夫

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都会象抓住最后一线希望那样死死抓住

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因为波特列索夫有时候在一伙最最顽固的

孟什维克中还可以获得胜利，马克西莫夫有时候还可以被一些最

最顽固的布尔什维克戴上桂冠，但是，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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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夫也好，不管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还是在真正的社会民主

工党内，都永远不能站稳脚跟。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

好，都代表社会民主党内两个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补充并且同样具

有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七

我们说明了新派别司令部的情况。它的队伍是从哪里征集来

的呢？是从革命时期加入过工人政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中

征集来的。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人员，

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在程度、界

限和色彩上存在着千差万别。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

（如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

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

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旧社会给无产阶级留下的所有小资产阶级出身

的人得到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

无产阶级去再改造这种出身的人，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影响他们，而

不是让他们来影响无产阶级。很多“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是

在狂热的、节日般的日子里、在革命口号引人注目的日子里、在

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连纯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被这一胜利冲昏

了头脑的日子里第一次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他们开始认真地学

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精神，他

们将永远是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人，除了熟

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引人注目的”口号，对“抵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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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主义”等等发表几句议论而外，则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本事

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如果这样的人企图把自己的

“理论”、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于工人政党，那

么，同他们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届杜马抵制派的命运以活生生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两

种人的区别。

大多数真正醉心于马上就直接同六三英雄们进行斗争的布尔

什维克，曾经倾向于抵制第三届杜马，但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

的局势。他们不是重复背得烂熟的词句，而是细心观察新的历史

情况，反复思考为什么现实生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们工作靠

的是头脑，而不是舌头，他们进行了严肃认真不屈不挠的无产阶

级的工作，他们很快就理解，“召回主义”是极其愚蠢和极其贫乏

的。另外一些人则抓住片言只语，用一些自己不懂的话来编制

“自己的路线”，空喊什么“抵制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

义”，并用这种空喊来代替当前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工作，他们还从布尔什维克中搜罗形形色色思想不成熟的人来建

立新的派别。可爱的人们呀，请便吧！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

到的一切来教你们学会马克思主义，学会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我

们现在要向右的取消派和左的取消派宣战，同他们作最坚决最无

情的斗争，因为他们正在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用政策上和策略

上的市侩方法腐蚀工人政党。

载于１９０９年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无产者报》第４７—４８号合刊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７４—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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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党性和非党性
（１９０９年９月１４日〔２７日〕）

毫无疑问，在当前进行的杜马的选举中，关于党的和非党的、

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候选人的问题，即使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至

少也是重要的问题之一。选民和关心选举的广大群众，首先和主

要应当弄清楚的是，为什么要进行选举，杜马代表面临的任务是

什么，彼得堡代表在第三届杜马中的策略应该是什么。而只有在

整个选举运动有党参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把这一切真正彻底确

切地弄清楚。

对那些希望在选举中捍卫真正最最广大的居民群众的利益的

人来说，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而居民群众

根据各个阶级的真正利益更明确地组合是同这一觉悟的提高分不

开的。一切非党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总是表明，候选人也

好，支持他的集团或政党也好，选举他的群众也好，他们的政治

觉悟都是模糊的和不高的。

一切乱七八糟的政党参加选举是为了满足有产者居民中这些

或那些小团体的利益，对它们来说，提高群众的觉悟永远是第二

位的，而群众的明确的阶级组合，在它们看来，几乎总是不合心

意和危险的事情。但是，对那些不愿意捍卫资产阶级政党的人来

说，明确的政治觉悟和明确的阶级组合则是高于一切的。这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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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排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不同政党的暂时合作，但是，任何非

党性表现，任何削弱或模糊党性的做法，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而正因为我们维护党性是有原则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

是为了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是为了最最明确地进行

阶级组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并密切注意使党

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见诸行动。

绰号叫“不必要的”候选人的非党候选人库兹明－卡拉瓦耶

夫说，严格地讲，在彼得堡选举中党的候选人是没有的。这种说

法十分荒谬，根本不值一驳。不容置疑，库特列尔和尼·德·索

柯洛夫是党的候选人。提出这两个候选人的两个政党都没有完全

公开的党的生活，这种情况有点把库兹明－卡拉瓦耶夫搞糊涂了。

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增加了党参加选举的困难，而没有消除党参加

选举的必要性。向这种困难低头，向这种困难屈服，那就完全等

于向斯托雷平先生低头，满足他从“反对派”（所谓的“反对派”）

口里听到承认他的“宪制”的愿望。

对参加彼得堡选举的群众来说，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进行考查，

看看哪些党向这些困难屈服，哪些党把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口号

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哪些党为了“适应”反动制度，企图把自己

在杜马中的活动、自己的报刊、自己的组织削减压缩到反动制度

所允许的范围以内，哪些党为了适应反动制度，只是改变某些活

动形式，而决不删改自己在杜马中的口号，决不把自己的报刊、组

织等等压缩到反动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以内。根据各个政党的历史，

根据它们在杜马中和杜马外活动的事实进行的全面考查，这就是

选举运动的主要内容。群众应在民主派更困难的新的情况下再一

次看清自称为民主党的那些政党的面目。群众将一次又一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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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这次提出尼·德·索柯洛夫的这个民主派的区

别，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对伟大的国际解

放运动的任务的态度、他们维护俄国解放运动的理想和方法的能

力的区别。群众经过这次选举运动将变得更有党的观念，将更明

确地认清各个不同的阶级的利益、任务、口号、观点和行动方

法，——这就是尼·德·索柯洛夫所代表的政治派别认为最有价

值的不朽的成果，这个派别是能通过最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全面

工作来取得这个成果的。

载于１９０９年９月１４日（２７日）

《新的一日报》第９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０９—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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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
（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日〔１６日〕）

当这一号《无产者报》到达俄国的时候，圣彼得堡的选举运

动也该结束了。因此，现在完全可以同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以

及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谈谈同最后通牒派的斗争，这个斗争

在圣彼得堡选举时期激烈到几乎导致彻底分裂的地步，这个斗争

对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来说意义巨大。

首先应当明确这个斗争的四个阶段，然后我们再详细谈谈斗

争的意义和我们与部分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某些分歧。这四

个阶段是：（１）在国外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最

后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对待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态度，并正

式肯定马克西莫夫同志已经分裂出去（《无产者报》第４６号及其

附刊①）。（２）曾得到马拉同志和多莫夫同志有条件的部分支持的

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在一份也是在国外特地刊印

和散发的标题为《〈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被撤职的成员给布尔

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书》的传单上，叙述了他们认为《无产者

报》的路线是“孟什维主义的”路线的看法等等，并且为自己的

最后通牒主义进行辩护。《无产者报》第４７—４８号合刊的特别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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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对这份传单作了分析①。（３）圣彼得堡选举运动刚刚开始的时

候，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就选举问题通过了最后通

牒派的决议。下面将引述这项决议的原文。（４）这项决议的通过，

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护党分子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暴。这场风暴可

以说既是从上面，也是从下面掀起的，所谓“从上面”，是说中央

委员会的代表和《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成员们群情激愤，纷纷

提出抗议；所谓“从下面”，是说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工作

人员举行了区际非正式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原文附

后），表示支持《无产者报》编辑部，但是对这个编辑部和召回派

－最后通牒派所采取的“分裂主义步骤”却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后

来，圣彼得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撤销了最后

通牒派的决议，并且通过了一项符合《无产者报》路线的新决议。这

项决议的全文刊登在这一号《无产者报》的新闻栏里。

事件的基本过程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党内臭名远扬的“最后

通牒主义”的作用在实践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全体俄国社会民

主党人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所争论的问题了。其次，我们的一部分

彼得堡同志对我们的所谓“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指责，这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以便把这个重要问题向全体布尔什维克彻底

讲清楚。现在彻底“讲清楚”，总比在实际工作中每走一步都要发生

争执和“误解”强些。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召开之

后，对分裂问题我们立即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在关于这个会议的

《公报》中（《无产者报》第４６号附刊②）一开头就谈到，最后通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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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个派别是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的，它动

摇于召回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公报》中提到，我们有个国外

的最后通牒派分子“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改进显

著，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

接着《公报》的原话是：“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当然可以在一个

派别内共处…… 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克是谈不上分

裂的。”甚至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可笑的。

再下面，《公报》的第２页上又说：

“如果地方工作者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

绪的工人从各个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

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者，千万

不要采取这种办法。”

看来说的再明白不过了。马克西莫夫同志拒绝服从会议决议，

他分裂出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仅没有宣布过同动摇的、不坚定

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分子分裂，而且还坚决防止这种分裂的发

生。

现在请看斗争的第二阶段。马克西莫夫同志一伙在国外印发

了一份传单，一方面责备我们搞分裂，一方面又宣布，新《无产者

报》（好象它背叛了旧《无产者报》、旧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是孟什

维主义路线、“杜马主义”路线等等。既然认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却

又抱怨本派（即党内志同道合者的联盟）不该分裂，这岂不可笑吗？

马克西莫夫同志一伙还为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辩护，他们在这份

传单上写道，“这样〈即在目前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党就

不可能进行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的选举运动，不可能得到自己应

有的议会代表席位”；“那么，关于参加假议会机关有益的问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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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怀疑和争论的了”；又说，《无产者报》“实质上”是“转向孟什维

克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的观点”。除了这些话外，他

们还转弯抹角地为召回主义辩护（说“召回派从来〈！！！〉没有发表

过笼统反对议会活动的意见”），转弯抹角地表示和召回主义没有

关系（说他们不是召回派；党目前不应当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

团；“党应当”“决定整个这种做法即参加第三届杜马最终是否对党

有利的问题”，好象党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似的！）。

马克西莫夫一伙这种转弯抹角的手法过去和现在都骗了很多

人，有人说，他们根本不是拒绝执行党的决议，他们只不过小心翼

翼地为自己对策略作出的稍微不同的评价进行辩护，他们究竟会

给党甚至给派带来什么危害呢？

这种对马克西莫夫一伙的说教的看法，在那些不动脑筋的公

众中散播很广，他们听信空话，而不去考虑这些转弯抹角的、小心

翼翼的、外交式的词令在党内当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具体的政治内

容。现在这些公众已经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教训。

马克西莫夫一伙的传单是１９０９年７月３日（１６日）印发的。８

月，圣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三票（最后通牒派）对两票就即

将开展的（现在已经结束的）彼得堡选举运动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关于选举问题，执行委员会决定：对国家杜马和我们党的杜马党团不用

特别重视，但是选举工作仍应根据全党共同的决定来开展，不过也不用投入

现有的全部力量，只需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吸引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并成立一

个选举委员会，由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领导。”

读者可把这项决议同马克西莫夫在国外印发的传单对比一

下。把这两个文件加以对比，是使公众认清马克西莫夫国外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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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作用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这项决议和马克西莫夫的传

单一模一样，表示要服从党，而且也和马克西莫夫一模一样，在原

则上为最后通牒主义辩护。我们决不是想说，彼得堡的最后通牒派

是直接受马克西莫夫的传单指导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任何

材料，而且这一点也无关紧要。但是我们断言，这两个文件的政治

立场的思想基础无疑是一致的。我们断言，这项决议特别明显地揭

示了那种“小心翼翼的”、“外交式的”、玩弄手腕的、转弯抹角的（任

你怎样形容）最后通牒主义是怎样在实际中得到运用的，这种运用

是任何一个熟悉党的工作的人都知道的，因为类似的例子有上百

个，它们不那么“引人注目”，未写进正式文件，涉及的问题社会民

主党人出于保密考虑是不能向公众透露的。当然，彼得堡的决议在

文字技巧方面比不上马克西莫夫的传单高明，因为在地方组织中

实际运用马克西莫夫的观点的从来（或１０００回中有９９９回）不会

是马克西莫夫本人，而是他的不大“高明的”拥护者。但是党所关心

的不是谁消痕灭迹的手法“更高明”，而是党的工作的实际内容，这

些或那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实际方针。

试问任何一个公正的人，《无产者报》的拥护者和诸如此类的

决议作者能够在一个派别里，即在党内志同道合者的联盟里共事

吗？既然地方委员会的最高机关通过了这样的决议，那么还能认真

来谈贯彻党关于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的决定吗？

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实际上是要阻挠业已开始的选举运动，这

个决议实际上是破坏选举运动，这一点，所有的人（除了这项决议

的作者，除了对马克西莫夫消痕灭迹的手法的“高明”赞叹不已的

最后通牒派）都马上就明白了。关于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对这个

决议的反应，我们已经谈了并且在下面还要谈。至于我们，当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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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立即写了一篇题为《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的工贼》的文章
８０

（把最后通牒派叫作工贼，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把社会民主党的选举

运动公然出卖给立宪民主党的立场），我们在文章中说明了社会民

主党人作出这种决议是十分可耻的，并请求那个通过这种决议的

执行委员会（如果该执行委员会希望代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

观点的话）立刻把“圣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这个报头从《无产者

报》上去掉，因为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不想口是心非，我们的

报纸不是这一类……也是布尔什维克的人的机关报，过去不是，将

来也不是。

当我们接到彼得堡寄来的信，获悉臭名远扬的决议已经撤销

了的时候，这篇文章已经付排，而且甚至拼好版了。这一号报纸不

得不推迟出版（第４７—４８号合刊因此就晚出了几天）。好在现在来

谈最后通牒派的决议，已不是谈正在进行的选举运动，而是概述一

下已经过去的事情……如能做到“往事如烟”，那倒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们来看看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非正式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原文，这次会议是在臭名远扬的决议通过以后召开的。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工作人员区际非正式联席会议讨论了《无产者报》

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各项决议，表示完全支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

务》、《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和《关于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决

议中所表述的政治路线。

但是，会议断然不同意编辑部在上述决议中采取的同最后通牒派同志斗

争的方法，认为这些方法妨碍完成《无产者报》编辑部所规定的重建党的主要

任务。

会议同样反对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同志所采取的分裂主义步骤。”

这个决议通过之后，彼得堡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撤销了

最后通牒派的决议，通过了一项新决议（见新闻栏）。这个新决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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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说：“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利用即将到来的选举运动非常重要非常

必要，因此决定积极参加这一运动。”

在答复那些不同意我们的所谓分裂政策的同志之前，我们先

摘录一段他们中的一位同志的来信：８１

“……但是会议（区际非正式联席会议）的参加者２３是工人，他们对于

怎样估计时局以及采取相应的策略步骤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另一方面，

他们对《无产者报》编辑部提出的同反对我们的策略的最后通牒派作斗争的

方法也是一致反对的。会议不同意《无产者报》的决议中所说的必须和这些同

志划清派别界限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党本身生存的措施…… 我们不

允许分裂，——我相信我这样说是正确地表达了会议的意见和情绪的。同志

们！你们在国外为自己勾画出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可怕的最后通牒派魔

鬼。彼得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的偶然性，使最后通牒派成了

多数，结果就通过了一项文理不通的荒谬决议，这项决议已经使最后通牒派

在道义上遭到了严重打击而很难再抬头了……在通过这项决议的彼得堡委

员会的会议上，有三个区的代表没有出席；现在又得知，第四个区的一位代表

是没有表决权的。这样，就是说四个区都没有代表，而使最后通牒派获得多数

的那一票又是‘加了说明的’。可见，就在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人数不足的情

况下，最后通牒派也没有获得多数…… 对于彼得堡委员会关于选举问题的

决议，区际联席会议决定在彼得堡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就设法加以修改，因

为那时候我们将占多数（现在看来正是这样），将另外通过一项决议。最后通

牒派也为自己的决议感到羞愧，同意加以修改。所有的人，看来连决议的作者

也在内，都一致认为该决议是完全荒谬的，可是，我要强调指出，它并没有犯

罪。曾经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的最后通牒派同志们，都宣布不同意决议作者的

看法，都说他确实是遵循‘既保持清白，又得到金钱’这条谚语行事的……”

这样，我们这位同志是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在国外勾画了一个

可怕的最后通牒派魔鬼，说我们由于同最后通牒派进行分裂性斗

争而妨碍了（或者毁掉了）重建党的事业。

对这种“责备”的最好答复，就是彼得堡发生的事件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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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才这样详细地叙述了这段经过。事实本身是最说明问题

的。

我们肯定马克西莫夫同志已经从本派分裂出去，因为他拒绝

服从扩大编辑部的决议，并且在臭名远扬的“党校”的幌子下建

立了一个国外新组织的思想和组织中心。尽管我们的某些同志为

此责备我们，但是他们自己在彼得堡却不能不采取最紧急措施

（专门召开有影响的工人的非正式会议并修改已经通过的决议！）

设法撤销“完全错误的”、反映马克西莫夫观点的决议！！

不对，同志们。尽管你们责备我们搞分裂和“画魔鬼”，然而

你们一次又一次向我们证明了确实必须肯定马克西莫夫已经从本

派分裂出去，你们无非是证明：如果我们在彼得堡选举前夕没有

同马克西莫夫划清界限，那我们就要大大败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声

誉，就要使党的事业遭到致命的打击。责备我们搞分裂的同志们，

你们的行动驳倒了你们的言论。

你们“仅仅不同意”我们同最后通牒派斗争的方法。而我们

则完全同意你们同最后通牒派斗争的方法，我们对于你们的斗争

方法和你们的胜利都完全和绝对地表示欢迎，可是我们坚决相信

你们的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将“我们的”方法实际运用于党内的

一定场合。

我们的“坏”方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号召同马克西莫夫

一伙划清界限。你们的好方法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你们承认纯粹

贯彻马克西莫夫观点的决议是“完全荒谬的”，就是你们专门召开

会议，声讨这项决议，结果你们使决议的作者对决议也感到羞愧，

结果你们就撤销了这个决议，并且不是用最后通牒派的决议而是

用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代替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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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你们的“声讨”正是我们的声讨的继续，而不是对

我们的声讨的否定。

你们一定会说：可是我们并没有认为任何人分裂出去呀！好

得很。那么，要“否定”我们的坏的方法，就请你们试一试把在

彼得堡做过的事情拿到国外再做一下，试一试能不能使马克西莫

夫和他的拥护者（即使是在有名的叶罗金式的“学校”所在地）承

认马克西莫夫的传单（《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书》）的整个

思想内容“是完全荒谬的”，能不能叫马克西莫夫和他的伙伴们为

这份传单“感到羞愧”，叫这个臭名远扬的“党校”印发一份思想

内容完全相反的传单。①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些，你们就是真正否定

了我们的斗争方法，我们甘愿承认“你们的”方法更好一些。

在彼得堡，摆着一项实际的、刻不容缓的全党共同的工作，这

就是选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马上就要求最后通牒

派必须守规矩，而且要求很强烈，使他们马上就服贴了。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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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且说他“不认为尖锐批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公正的”，更不用说
“最后通牒主义”了！）、列宁的信（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５卷《致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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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己人”以外，“我们不能提供”任何人旅费……



党的观念占了优势，无产阶级群众的接近起了好作用；大家马上

就明白了，靠最后通牒派的决议办事是不行的，马上就向最后通

牒派提出了最后通牒，彼得堡的最后通牒派（应当说他们很体

面）接到布尔什维克的最后通牒以后就表示服从党，服从布尔什

维克，而不是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至少在选举时是这样，至

于选举以后他们是否停止斗争，我们还不知道）。

马克西莫夫一伙不仅在思想上是最后通牒派，他们还力图使

最后通牒主义成为一整条路线。他们正在建立一整套最后通牒主

义政策（我们且不谈他们同造神派的交情，看来彼得堡的最后通

牒派在这方面是没有责任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派别，

他们已经开始有步骤地进攻布尔什维主义了。当然，这些召回派

的鼓舞者一定会失败（而且现在已在不断失败），但是为了尽快治

好我们这派和我们的党的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病症，这方面

需要采取更坚决的措施；而我们对公开的和隐蔽的召回派斗争得

愈坚决，我们就能愈快治好党的这个病症。

彼得堡人说，最后通牒派得到“多数是偶然的”。同志们，你们

大错特错了。你们目前在全部现象中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小小的一

部分，就说它是“偶然的”，可是它和整体有什么联系你们还没有搞

清楚。请回忆一下事实吧。１９０８年春天，召回主义在中央区开始露

脸，在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还凑集了（３２票中的）１４票。１９０８年夏

天和秋天，在莫斯科掀起召回主义运动，《工人旗帜报》展开讨论，

驳斥了召回主义。从１９０８年８月起，在《无产者报》上也开始讨论。

１９０８年秋天，召回派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形成单独的“流派”。

１９０９年春天，在莫斯科掀起召回派运动（见《无产者报》第４７—４８

号合刊的《莫斯科郊区组织代表会议》一文》。１９０９年夏天，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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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最后通牒派的决议。

面对这些事实，再说最后通牒派得到多数是“偶然的”，简直就

太天真了。只要反动势力还象现在这样强大，只要社会民主党组织

的成员还象现在这样弱，某些地区的组织成员发生极大的动摇就

是不可避免的。今天布尔什维克宣布甲地的最后通牒派得到多数

是“偶然的”，明天最后通牒派就会宣布乙地的布尔什维克得到多

数是“偶然的”。很多人爱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攻击，我们可不是这样

的人。必须理解，这些相互攻击和对骂是深刻的思想分歧的产物。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帮助社会民主党人不再进行无效而

有失体面的相互攻击（要么为了“偶然的”多数，要么为了组织方面

这样那样的矛盾，要么为了经费，要么为了各种人事关系等等），而

去弄清发生分歧的思想上的原因。我们非常清楚，最后通牒派同布

尔什维克的斗争在许多城市里已经波及到各方面的工作，使我们

在合法的工会、社团、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中的活动也发生分歧和

混乱。我们掌握了好些叙述这种分歧和混乱的“战地”来信。可惜

由于保密的需要，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发表的最多也不过是其中的

１１０，甚至是１１００。我们敢十分肯定地说，在圣彼得堡选举中同

最后通牒派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而是总的病症的无数次发作中的

一次。

所以我们要向全体布尔什维克同志，向一切珍视革命的社会

民主党的事业的工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企图掩盖

这种病症更错误更有害的了。必须毫不含糊地揭发我们同召回派、

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分歧的原因、性质和意义。必须把布尔什维

克派同新派别区别开来，划清这两个派别的界限，前者是布尔什维

克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希望引导党沿着尽人皆知的《无产者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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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前进；后者必不可免地使他们的拥护者今天会“偶然地”在莫斯

科和彼得堡的召回主义纲领上发表一些无政府主义论调，明天会

“偶然地”在马克西莫夫的传单上宣传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后天又会“偶然地”在彼得堡作出“错误的”决议。必须弄清这种病

症，同心协力地去治疗它。在那些能够用彼得堡同志的方法即立刻

而有效地求助于先进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觉悟来进行治疗的

地方，这种治疗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那里从来没有人鼓吹过分裂

和提出非划清界限不可。但是在那些由于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形成

了相当固定的中心和小组，宣传新派别的思想的地方，就必须划清

界限。在那里，同新派别划清界限就是使党的队伍中的工作达到实

际一致的保证，因为，在最后通牒派的旗帜下不可能进行这种工

作，这一点是彼得堡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刚刚肯定了的。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日（１６日）

《无产者报》第４９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１２—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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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选举》一文的按语
８２

（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日〔１６日〕）

反对肆意歪曲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思想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新

的一日报》８３上竟然出现一种不从原则上同劳动派分子和人民社

会党人划清界限的不正确的论调，这时，三个布尔什维克著作家曾

试图纠正这种抹杀纲领性分歧的主张，并试图把报纸上和选举会

上的鼓动引导到较彻底的阶级道路上去，即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这

种尝试没有奏效，据我们所知，过错不在布尔什维克。有个布尔什

维克也曾试图驳斥《新的一日报》上约尔丹斯基针对社会民主党对

合法性和秩序的看法所发表的议论，但也同样没有奏效。约尔丹斯

基同许多机会主义者一样，把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

性”的土壤上养得“两颊红润”的那句有名的话①庸俗化了。恩格斯

本人曾坚决反对引伸解释他的这个看法（见登载在《新时代》杂志

上的恩格斯的信件８４），因为，他的这个看法指的是德国发展的一

定的时期（即在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时期）。约尔丹斯基却认为

在六三“合法性”的条件下这么说也是适宜的。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日（１６日）

《无产者报》第４９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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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
８５

（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１１月３日〕）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认为，目前巩固我们党和党的统一的唯一

方法，就是使实际工人运动中某些强大的和有影响的派别接近起

来（这种接近已经表现出来了），而不是用苦苦哀求的办法来谈论

消灭这些派别；而且这种接近应当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

组织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和发展，这个组织政策就是既同“左的”也

同“右的”，特别是同右的取消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已被粉碎的

“左的”取消主义的危险性比较小。

载于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列宁全集》

俄文第２、３版第１４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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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
关于荷兰社会民主工党

分裂问题的发言８６

（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２５日〔１１月７日〕）

辛格尔也好，阿德勒也好，都是从一系列事实出发的，我在这

里想再对这些事实更为准确地作一说明。第一，分裂是既成事实，

对此必须重视。第二，按照阿德勒本人的声明，社会民主党是社会

主义的政党。第三，该党有不容争辩的权利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社

会民主党自己甚至不要求在国际局作决定的时候有参加的权利；

否则是可以给该党发言权的，对某些俄国政党就是这么处理的。第

四，阿德勒同志提议，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荷兰支部中分配两党出

席国际代表大会的人数，同时社会民主党仍有权向国际局上诉。在

这次会议上应当就上述四个问题作出一致的决定。这里我只指出，

特鲁尔斯特拉所提到的罗兰－霍尔斯特同志已表示赞成接纳社会

民主党。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莱比锡

人民报》（德文）第２６４号附刊４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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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
（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１３日〕）

冬宫的黑帮强盗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十月党人骗子手们开始向

芬兰发动新的进攻。废除芬兰人借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免受俄国专

制君主蹂躏的宪法，使芬兰同低国其他地区处于同样无权的非常

状态，——这就是这次进攻的目的。这次进攻是以沙皇不通过芬兰

议会而颁布关于兵役问题的命令并从俄国官吏中任命一批新的参

议员这两件事作为开端的。强盗和骗子手们企图用各种论据来证

明他们向处在百万大军的威胁下的芬兰提出的那些要求是合理的

和正当的。对这些论据进行分析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实质不在

于这些论据，而在于所追求的目的。沙皇政府及其帮凶们想通过对

民主自由的芬兰的进攻把１９０５年人民的胜利果实消灭得一干二

净。因此，这些天哥萨克团队和炮兵营加紧占据芬兰的一些中心城

市，这是关系到全俄国人民的事件。

受到芬兰人支持的俄国革命，曾经迫使沙皇松开了他若干年

来紧紧扼住芬兰人民喉咙的魔爪。当时，想把自己的专制制度扩展

到芬兰去的沙皇（虽然他的祖先和他本人都曾对芬兰的宪法宣过

誓），不仅被迫承认刽子手博勃里科夫分子８７被从芬兰土地上赶走

这一事实，被迫同意废除他自己颁布的一切非法命令，而且被迫同

意在芬兰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制。现在，沙皇在镇压了俄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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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后，又干起了老一套，不过所不同的是，现在他感到支持他的

不仅有他所雇用的暗探和贪官污吏这些老班底，而且还有以克鲁

平斯基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为首的、在第三届杜马中共同以俄国

人民的名义行事的有产者这班狐群狗党。

现在情况对于强盗的这种勾当十分有利。俄国革命运动大大

削弱了，因此，戴王冠的恶棍全神贯注的已经不是革命运动，而是

他看中的猎物。曾经一再致函沙皇，要求他不再侵扰芬兰的西欧资

产阶级，现在对于强盗们的行为将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加阻

止。这是因为那些曾经呼吁欧洲谴责沙皇对芬兰的政策的人们刚

刚向他们担保，说沙皇的意愿是诚挚的，是“符合宪制”的。那些自

命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俄国人民的代表”的立宪民主党的

领袖，郑重其事地向欧洲资产阶级保证说，他们以及和他们一起的

俄国人民，是支持沙皇的。俄国的自由派想尽一切办法要欧洲对双

头凶鹰向芬兰的新进攻持不介入态度，就象对双头凶鹰向自由波

斯的讨伐持不介入态度一样。

自由的波斯用自己的力量抗击了沙皇政府。芬兰人民首先是

芬兰无产阶级也正在准备给博勃里科夫的徒子徒孙们以坚决的回

击。

芬兰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必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

争。他们知道：向俄国专制政府献媚的西欧资产阶级是不会出面干

涉的；俄国的有产者阶层一部分被斯托雷平的政策所收买，一部分

被立宪民主党的谎言所迷惑，是不会象在１９０５年以前那样给予芬

兰以道义上的支持的；同时，俄国政府在俄国国内打击了革命队伍

之后，它的专横暴虐更是变本加厉了。

但是芬兰无产阶级也知道：政治斗争并不取决于一次战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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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它要求作出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必将是

顺应历史发展力量的人。芬兰的自由一定会获得胜利，因为芬兰不

自由，俄国就不可能自由，而俄国自由事业不胜利，俄国的经济就

不可能发展。

芬兰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光荣经验也知道如何为争取自由而

进行长期顽强的革命斗争，以便在情况允许给无耻的敌人以决定

性打击以前，消耗、瓦解这个敌人，揭露他的罪恶。

同时芬兰无产阶级也知道，它一开始进行新的斗争，就会得到

整个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支持。不管当前的条件如何困难，俄

国无产阶级都决心履行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全部义务。

芬兰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同第三届杜

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共同讨论反对暴力者的斗争计划。我们的

代表将象去年一样在高高的杜马讲坛上大声疾呼，痛斥沙皇政府，

并撕下沙皇政府在杜马中的那些伪善的同盟者的假面具。所有社

会民主党组织和全体工人都应当全力以赴，一致响应我们代表在

塔夫利达宫里发出的呼声，使俄国和芬兰的自由的敌人们看到，整

个俄国无产阶级是同芬兰人民站在一起的。各地同志们的责任是

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来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对芬兰问题的态度。党

将找到足够的方法，例如，对俄国和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发出呼

吁，采用各种更有效的抗议方式，来打破现在的这种可耻的沉默，

因为俄国的反革命正是利用这种可耻的沉默来蹂躏芬兰人民。

芬兰的斗争是为了全俄国的自由的事业。不管新的斗争会使

英勇无畏的芬兰无产阶级经受多大的痛苦，这个斗争必将用新的

团结的纽带把芬兰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联结起来，使他们得

到锻炼，将来能够完成他们在１９０５年１０月的日子里所开创的、并

８２１ 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



且在喀琅施塔得和斯维亚堡的那些光辉的日子里
８８
试图继续进行

的事业。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１３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９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２７—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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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耻 的 失 败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读者还记得某地“党”校的一段短暂的但是颇有教益的历史

吧。下面谈的就是这段历史。布尔什维克派经过一年的内部斗争

之后，毅然决然地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这三个“新”

流派决裂了。布尔什维克会议在一项专门决议中宣布某地党校是

这些流派的拥护者结成的新派别的中心①。靠着这三条鲸鱼支撑

的新派别组织的国外领袖们，已经在组织上从布尔什维克派分裂

出去了。可是，新派别的英雄们尽管在政治上非常勇敢，立场非常

坚定，却不敢在自己的机关报上或其他方面公开地出头露面，而选

择了一条纯粹是欺骗党、欺骗布尔什维克派的道路：他们在国外办

了一所他们叫作“党”校的学校，但是这个学校的真正思想面貌，他

们却周密地加以掩盖。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这个冒牌的党校

收罗到１３个工人，然后由马克西莫夫、阿列克辛斯基、利亚多夫和

卢那察尔斯基这些人开始给他们“讲课”。这一伙人不仅一直把这

所“党校”就是新派别的中心这一事实对外保密，并且还竭力强调

这所“党校”同任何派别都没有联系，说它是一个全党共同的事业。

马克西莫夫、阿列克辛斯基、利亚多夫这伙人当上了“无派别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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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啦！……①

然而现在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在来到冒牌党校的工人中，将近

一半人已经开始起来造那些“坏牧师”的反了。下面我们刊登了这

所臭名远扬的“学校”的学员的两封来信，以及来自莫斯科的一些

报道，它们彻底揭露了马克西莫夫、阿列克辛斯基、利亚多夫之流

的冒险行为。这些信件和报道的内容就很能说明问题。这里一切

都好：既有“真正的战斗”，又有“每天都在进行最激烈的辩论”，还

有教员阿列克辛斯基向工人学员伸舌头，等等。在党校的自吹自擂

的报告书中，这一切也许都成了宣传鼓动的“实践课”，成了“讲授

社会世界观”的课程等等。不过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对这一

出可怜而可耻的滑稽剧信以为真了！

新派别的领袖们两个月来对工人们絮絮叨叨，大讲召回主义

和造神说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优越。后来他们却按捺不住了，公开

把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纲领”硬塞给工人。而那些最先进、

最有独立见解的工人当然是不买帐的。工人同志们在他们的来信

中写道：我们不愿意替这个召回派和造神派的新的思想中心当幌

子；学校既没有受到“下面的”监督，也没有受到“上面的”监督。这

就准保使玩捉迷藏和蛊惑人心的“民主主义”的政策在工人党员中

非遭到破产不可。马克西莫夫之流曾经对工人们说，地方组织本身

会来管理某地学校的。可是现在这套把戏却被那些过去相信这一

伙人的工人揭穿了。

１３１可耻 的 失败

① 这里顺便请托洛茨基看看下面刊登的工人来信，然后请他决定一下，现在是不
是该他履行自己的诺言到某地“党校”任教（如果“党校”的一个报告书正确地
传达了他这个诺言的话）的时候了。看来现在正是他一手拿着和平的棕榈枝，
一手拿着“无派别的”橄榄油上“战场”的时候了。



通神的召回派先生们，最后对你们有个请求。这就是当你们在

神灵保佑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制定——我们相信你们会制定出

的——自己的纲领时，请你们不要象过去那么干，把它瞒着我们。

迟早我们都会弄到它并且会把它在党的报刊上公布出来的。不过，

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再丢脸了。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产者报》第５０号的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３１—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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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这一号《无产者报》上登载了一封来信，这是指出社会民主党

人中存在严重的思想混乱的大批来信中的一封。关于“德国式轨

道”（也就是说我国要走１８４８年以后德国的发展道路）的论调特别

值得注意。不弄清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工人政党就不能制定正确

的策略，而为了分析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所产生的错误观点的根源，

我们既要看看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也要看看波兰

报刊上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８９

一

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中的策略基础是这样一个

原理：只有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次革命才算是获得完全

的胜利。怎样从经济上来论证这个观点呢？我们一向（起初是在

１９０５年的《两种策略》①中，后来又在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间的报纸

和文集的许多文章中）都是这样来论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发展是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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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全决定了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发展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所谓“普鲁士的”形式（保存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在当

前的历史条件下培植殷实农民，即资产阶级农民，等等），另一种形

式是所谓“美国的”形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废除地主土地占有

制，通过当前历史局势的急剧转变来培植农场主，即自由的资产阶

级农民）。无产阶级应当为实现第二条道路而斗争，因为这条道路

可以保证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生产力，而这样

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革命联盟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胜

利。

伦敦代表大会就民粹派政党或劳动派政党问题，以及就社会

民主党人对待这些政党的态度问题所通过的决议９０，正是贯彻了

这个观点。大家知道，孟什维克正是对我们就这里专门讨论的问题

所通过的这个决议最为反感。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立场所作的经济

上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这可以从孟什维克一位最有权威的俄国

土地问题著作家马斯洛夫同志的下面一段话中看出来。马斯洛夫

在他１９０８年出版的《土地问题》（序言的日期是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１５

日）第２卷中写道：“只要〈黑体是马斯洛夫用的〉农村中的纯粹资

本主义关系还没有形成，只要粮食租佃〈马斯洛夫用这个不恰当的

术语来代替盘剥式农奴制租佃这一术语是没有道理的〉还存在，那

么用对民主派最有利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不会消

失。在世界历史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西欧

（除了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中的一些个别地方之外）占统治地位的

类型，它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的产物；另一种类型是

在瑞士、北美合众国以及在英国殖民地和其他一些殖民地中形成

的土地关系。我们所引用的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状况的材料没有为

４３１ 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



我们提供足够的论据来断定，在我国将确立哪种类型的土地关系，

而‘科学的良心’又不允许我们作出主观主义的武断结论……”

（第４５７页）

这话讲得对。而这也就是完全承认从经济上对布尔什维克的

策略所作的论证。问题不在于“革命狂热”（如路标派和切列万宁

之流所认为的那样），而在于为俄国资本主义的“美国式的”发展

道路提供可能性的客观经济条件。马斯洛夫在叙述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

的农民运动的历史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基本前提。他在上述著

作中写道：“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是一个十足的空想，因

为按照他们的愿望来解决下面这个问题：或者是将来在政治上作

出让步的情况下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获得胜利〈马斯洛夫的意思是，

对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作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民主派的

利益获得胜利，——这种解决办法对任何一个广大的社会阶级都

没有好处”（第４５６页）。

这话讲得也很对。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革命中无产阶级

支持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是一种“空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民

主派的”即民主革命的力量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由此

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资产阶

级作出让步的土地占有者”指引的道路；另一条是工人和农民想

要指引而且也能够指引的道路（参看马斯洛夫的书第４４６页上的

一句话：“即使全部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使用，那时……也

会发生农民经济资本化的过程，不过那是一个痛苦比较少的过程

……”）。

我们看到，当马斯洛夫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作推论的时

候，他的说法就和布尔什维克一样。而下面一个例子说明，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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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骂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他的说法就和自由派相差无几了。不用

说，这个例子在马尔托夫、马斯洛夫和波特列索夫所编辑的《２０

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这部取消主义的书中就有；在该书的

《总结》部分（第１卷）有马斯洛夫的一篇文章：《１９世纪国民经

济的发展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第６６１页）：

“……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把资产阶级看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微不足道

的反动阶级。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不仅估计不足，而且对这个阶级

的历史作用也没有从历史的前景上加以考察，他们忽视了中小资产阶级会参

加革命运动，忽视了大资产阶级在运动初期也会同情革命运动，而预先断定

资产阶级将来也是反动的，如此等等。”（“如此等等”——原文就是这样写

的！）“由此就作出关于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必然性的结论，而这个

专政是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的。”

整个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路标派言论。这完全是布伦坦诺式、

桑巴特式或司徒卢威式的“马克思主义”９１。作者在这段话中的立

场正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自由派

之所以为自由派，就是因为他们心目中除了对资产阶级作出“让

步”的土地占有者所指引的这条道路之外，就没有资产阶级发展

的另外的道路了。民主派之所以为民主派，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

另一条道路，并且为实现这条道路而斗争，这条道路就是“人

民”即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指引的道路；但是，他们看

不到即使这条道路也带有资产阶级性。马斯洛夫在这部取消主义

的书的《总结》中，把有关资产阶级发展的两条道路的一切都忘

记了。他忘记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在俄国，相当于在用革命方法

消灭了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从农民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

的力量，忘记了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受“土地占有者”盘剥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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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软弱性，忘记了布尔什维克从未讲过“专政”的“必

然性”，而只是讲过专政对于美国式的道路取得胜利是必要的，忘

记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专政”的结论不是根据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而是根据为资产阶级提供两种发展可能性的客观经济条件而得出

的。从理论方面来看，上面这段话可以说是乱成一团（连马斯洛

夫自己在《土地问题》第２卷中也放弃了这种混乱的说法）；从政

治实践方面来看，这段话是自由主义论调，是从思想上为极端的

取消主义辩护。

现在请看一下，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上的立场的动摇如何导

致政治结论的动摇。下面是从马尔托夫的《向何处去？》（《社会

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３号）一文中摘引的一段话：“在现代俄国，

目前谁也不能够确定，在新的政治危机发生时，是否会形成有利

于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客观条件；我们只能指出那些使这种革

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具体条件。只要历史没有象１８７１年的德国那样

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就不应当拒绝下面这一任务：用革命

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民主共和国、没收

地主土地、完全的自决自由），以迎接不可避免的政治危机的到来。

但是它恰恰应当迎接这个危机的到来，而不应当坐待危机的到来，

因为这种危机能彻底解决按照‘德国方式’或‘法国方式’来完

成革命这个问题。”

说得对。这些话说得好，恰恰是转述了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党代表

会议的决议。这个提法同马斯洛夫在《土地问题》第２卷中所讲

的话，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完全一致。这个提法和下述有名的感

叹—— “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代表会议上居然决定向已经

被击败过一次的地方硬闯”９２——所表明的立场则截然不同。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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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革命阶层，即只能同农民一道，而不是同

满足于“土地占有者的让步”的自由派一道“用革命的办法解决

土地问题”。同农民一道去没收地主土地，这种说法同实行无产阶

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论点，除了字面上有差别之外，没有任何不同。

但是，在《呼声报》第１３号上曾经同我们党的立场很接近的马尔

托夫，却不能彻底坚持这个立场，他无论在《社会运动》这本取消主

义的书中，或者在同一天的《呼声报》（第１３号）上，都不断倒向波

特列索夫和切列万宁一边。比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竟把当前任务

确定为“争取公开的工人运动的斗争：其中包括争取本身〈社会民

主党〉的公开存在的斗争”。这样讲就是向取消派让步，因为我们要

巩固能够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一切公开活动机会的社会民主党，

取消派则要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和公开的（在斯托雷平的统

治下）范围内。我们争取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斯托雷平的专制制度，

为了进行这一斗争，要利用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争取这一目

标的运动的无产阶级基础。取消派则争取使工人运动……在斯托

雷平统治下获得公开的存在。马尔托夫说我们应当为建立共和国

和没收土地而斗争，这话的意思是排斥取消主义的；可是他说要为

党的公开存在而斗争，这话的意思就不排斥取消主义了。马斯洛夫

在政治上的动摇同他在经济上所表现出的动摇是一样的。①

这种动摇性在马尔丁诺夫论述土地问题的文章（第１０—１１号

合刊）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尔丁诺夫企图用尖刻的言词同

《无产者报》论战，但是由于他不会提问题，结果前言不搭后语，理

屈词穷，窘态百出。他说，《无产者报》的结论和特卡乔夫的结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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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要么现在或是稍微再过一些时候，要么就永远不！”
９３
亲爱的

马尔丁诺夫同志，无论是马斯洛夫或者是马尔托夫，也都会得出这

样的“结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

为这里谈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象特卡乔夫所说的那样），而是完

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两种方法之一。马尔丁诺夫同志，请您考虑一

下，马克思主义者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支持没收大地产的措

施，还是说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还”（“现在或是稍微再过一些时

候”，或者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这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没有最终

“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才必须这样做呢？再举一个例子。１９０６年

１１月９日法令９４“在农村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和真正的内讧，有时候

甚至达到了动刀子斗殴的地步”，——马尔丁诺夫讲得对。他的结

论是：“由于这种内讧，根本不可能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农民会有比

较齐心协力的、强有力的革命行动，会爆发农民起义。”亲爱的马尔

丁诺夫同志，把起义即国内战争同“内讧”对立起来是可笑的，而关

于不久的将来的问题，这里根本不谈，因为这里谈的不是实际的指

示问题，而是整个农业发展的路线问题。再举一个例子。“退出村

社的情况正在急剧发展”。情况是这样。可是你的结论怎样呢？……

“显然，地主的改革会取得成效，要不了几年，正是在俄国那些不久

以前土地运动还进行得极其激烈的广大地区，村社将被破坏，劳动

派思想的老巢也将随之覆灭。这样一来，《无产者报》的两种发展前

景之一，即‘美好的’前景就破灭了。”

亲爱的马尔丁诺夫同志，要知道问题不在于村社，因为１９０５

年的农民协会９５和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的劳动派分子并没有要求把土

地交给村社，而是要求把它交给个人或自由协作社。破坏村社的，

既有斯托雷平对旧的土地占有制实行的地主改革，也有农民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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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即没收地主土地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与《无产者报》的“美好

的”前景相联系的不是村社，也不是象这样的劳动派团体，而是“美

国式的”发展，即培植自由的农场的可能性。因此，马尔丁诺夫同志

一方面说，美好的前景正在破灭，一方面又说，“剥夺大土地占有者

的口号是不会过时的”，这就是信口开河。如果能确立“普鲁士式

的”发展，那么这个口号就要成为过时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马克

思主义者就要说：为了实现痛苦较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已经

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我们只要为消灭资本主义本身而斗争了。如

果这个口号不会过时，那就是说，还会有可以把“列车”转到美国式

的“轨道”上去的客观条件。这时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意变成司

徒卢威分子，他们就会在小资产者的那种反映出他们主观主义观

点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美丽辞藻中，看到群众为争取更好的资

本主义发展条件而进行的客观的现实斗争。

综上所述，关于策略的争论如果不以对经济条件进行的明确

分析为依据，那就是空话。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斗争提出了俄国农业

按普鲁士类型还是按美国类型演进的问题，它表明了这个问题具

有现实性。斯托雷平在普鲁士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不敢正

视这个痛苦的真理是可笑的。我们应当善于挺过这新的一步所造

成的独特的历史阶段。但是斯托雷平目前只是把旧的状态弄得更

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化，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看不到这一

点，那就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有罪的。斯托雷平“寄希望于强

者”９６，要求有“２０年的和平和安宁”，由地主来“改革”（应读作：“掠

夺”）俄国。无产阶级则应当寄希望于民主派，但是，不夸大它的力

量，不只是单纯地“指望”它，而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宣传工作、鼓动

工作、组织工作，发动民主派的一切力量——首先和主要是发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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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号召他们同先进阶级结成联盟，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

的专政”，以便取得民主主义的完全胜利，保证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使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最自由的发展。无产阶级如果拒绝履行自

己的这个民主主义的义务，就必然会导致动摇，客观上就只会帮助

工人运动外部的反革命自由派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取消派。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无产者报》第５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３４—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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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的手法和
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目前我们党所经历的危机是小资

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性引起的，他们在革命时期加入了工人阶级的

运动，现在则在党的一翼形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在另一翼形成了

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因此在这两翼进行斗争，是捍卫革命的社会

民主党的正确策略和建设党的必要任务。布尔什维克派也确实在

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个斗争，从而锻炼和团结了一切真正忠于党的、

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

党在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上曾经坚决地谴责了取消主义，

在同一次会议上也坚决地跟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划清了界

限。现在要胜利地进行这场保卫党的斗争，就应该清楚地了解目前

社会民主党内进行这一斗争所处的形势。《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第１６—１７号合刊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新出版的一份近似报纸

的传单（由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执笔，题目是：《致

全体同志》，共８页）之所以最值得大家注意，是因为它们清楚地描

绘了这个形势。无论是《呼声报》或者是马克西莫夫之流，都在掩护

取消派。右的和左的取消派玩弄同样的手法是一目了然的，这也证

明两者的立场同样都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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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报》的一位社论撰稿人武断地说，取消主义是一个“存心

弄得很含糊和蓄意弄得不明确的字眼”。马克西莫夫则武断地说，

《无产者报》把它同最后通牒派的实际分歧夸大成原则分歧。可怜

的《呼声报》！过去它可以把“蓄意捏造”这个罪名完全加到布尔什

维克头上，即加到“派别的对手”头上。而现在，它只好责难普列汉

诺夫和崩得，说他们蓄意捏造了（见《崩得评论》第３期，关于崩得

中的取消主义）。是普列汉诺夫和崩得分子“蓄意”闪烁其词呢，还

是《呼声报》“蓄意”闪烁其词？哪一种情形更属实呢？

《呼声报》硬说：我们不是取消派，我们只是对党员资格作了另

一种解释；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党章第１条是布尔什维主义

的９７，但是这并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正是现在，在普列汉诺夫责难

我们是取消派以后，我们要把第１条搬出来，要说明一下，我们只

不过希望扩大党的概念，这就成了被大肆渲染的我们的全部取消

主义。要知道，党不只是各个党组织的总和（这是我们自己在斯德

哥尔摩会议上对布尔什维克的让步），而且还包括在党的监督和领

导下一切在党的组织以外进行工作的人！

决没有取消主义，只有过去的那些关于第１条的争论，——多

么漂亮的遁辞，多么天才的捏造！亲爱的呼声派，糟糕的只是你们

这么说恰好证实了普列汉诺夫对你们的责难是正确的，因为事实

上，任何一个护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任何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

一看就明白，你们端出关于第１条的旧破烂来正是为了保护取消

主义（＝用“不定形的”合法组织来代替党组织。见１９０８年十二月

代表会议的决议）。事实上，你们这样做恰恰为取消派敞开大门，尽

管你们在口头上竭力保证。你们是“想”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敞

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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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马克西莫夫也硬说，他并不是捍卫召回主义，他只是（只

是！）认为参加杜马的问题“争论很大”。第１条有争论，参加杜马有

争论，怎么说是“蓄意”捏造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呢？

《呼声报》硬说：我们不是取消派，我们只是认为普列汉诺夫

“顺利地回避了如果支部的构成恰恰妨碍了支部的改造时将怎么

办的问题”。事实上，普列汉诺夫没有回避，而是公开地、直截了当

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号召坚持党性，谴责分裂行为和取消主义，

对布尔什维克撤掉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职表了态。支部是党的

秘密组织形式，在党的这个组织中，照例是布尔什维克占优势，召

回派妨碍了这个组织的改造（便于参加杜马、参加合法团体等等的

改造）。护党派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撤召回派的职，只能象普列

汉诺夫表态那样表态。《呼声报》则闪烁其词，实际上支持取消派，

在国外的秘密出版物上重复自由派散布的流言蜚语，说布尔什维

克组织是阴谋组织，说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不

愿意参加各种代表大会等等（因为支部参加新的合法“机会”，也就

是按参加的要求来进行改造，也就是实际地学习如何改造）。说支

部的“构成”妨碍支部的改造，这事实上就是宣扬分裂，为取消派的

反党分裂行为辩护，而这个党正是以现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所有

的支部的总和。

我们不是取消派，不是合法派，我们只是想通过“党的”（这是

招牌！）“秘密的”（然而是受到库斯柯娃女士赞许的！）出版物肯定

地说，支部（以及支部的总和——党）的构成妨碍党的改造。我们不

是召回派，不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工作的破坏者，我们只是肯定地说

（１９０９年），参加杜马的问题“争论非常之大”，“杜马主义”使我们

的党什么都看不清。这两种取消派中，哪一种对党的危害更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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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社会运动》文集编辑部，他声称，波特列索

夫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了。波特列索夫写信问马尔托夫：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使我难堪？马尔托夫回信说：我也不知道。于是两位编辑

便“寻找”（《呼声报》的说法！）普列汉诺夫不满的原因。他们写信问

第三位编辑马斯洛夫，但是看来马斯洛夫也不知道普列汉诺夫为

什么要退出。他们同普列汉诺夫多年在一块工作，他们曾试图按照

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来修改波特列索夫的文章，可是当他们在报刊

上受到公开指责时，他们竟忽然感到不理解，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要

指责波特列索夫，于是他们便“寻找”起原因来！在这个不幸的事件

发生以前，他们都是相当高明、相当老练的著作家，而现在他们又

都变成了小孩子，“不知道”切列万宁的文章、波特列索夫本人以及

整个《社会运动》文集散发出什么样的背离革命的气味。罗兰－霍

尔斯特指出切列万宁身上有这种气味，大概这也是蓄意的吧！然而

和波特列索夫一起仍旧本着那种精神从事写作的切列万宁就在那

里作了一点小小的说明……这同取消主义有什么相干呢？９８立宪

民主党人＝作了附带说明的路标派。切列万宁、波特列索夫和《社

会运动》文集＝作了附带说明的背离革命的一伙人。是呀，是呀，

“取消主义”是一个存心弄得多么含混和蓄意弄得多么不明确的字

眼啊！

“造神说”同样也是一个存心弄得很含混和蓄意弄得不明确的

字眼，——马克西莫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也叫喊起来。既然只要作一

点小小的说明，就可以为切列万宁打掩护，那卢那察尔斯基什么地

方不如切列万宁和波特列索夫呢？于是卢那察尔斯基和马克西莫

夫也编出了一点小小的说明。卢那察尔斯基的那篇文章中主要的

一节的标题是：《为什么我要拒绝这个术语？》。我们就把那些不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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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术语换掉，既不提什么宗教，也不提什么造神说……可以多谈

谈“文化”……那时候，你再去分辨一下，我们用新的、真正新的、真

正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形式所奉献给你们的是什么。党是这样吹

毛求疵，这样不能容忍（卢那察尔斯基有一节论“不容忍”），我们就

把这个“术语”换掉好了，因为他们不是反对思想，而是反对“术语”

……

那么你们，亲爱的呼声派，是不是打算在《呼声报》第１８—１９

号上声明拒绝……比如说拒绝取消主义这个术语呢？那么你们，

《社会运动》文集的编辑们，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文集第３—１０卷中

作一番说明，说“别人不了解你们”，说你们没有反对任何“领导权

思想”，说你们一点没有取消主义气味……根本没有！……你们不

赞成这样做吗？

彼得堡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早就破坏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全

部工作，他们在杜马选举前夕（１９０９年９月间）通过了一项实际上

是破坏选举的决议。工人们为了维护党而起来造反，迫使左的取消

派撤销了这项荒谬的决议。马克西莫夫现在却闪烁其词：说什么决

议“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同志们“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个决议”。马克

西莫夫写道：“很明显，最后通牒主义本身同这个错误毫不相干。”

马克西莫夫同志，明显的不是这个，明显的是你在为危害党的左的

取消主义打掩护。圣彼得堡维堡区的孟什维克也起来反对取消主

义（想必这也完全是他们蓄意的吧？）。《呼声报》起初赞许他们（在

《无产者报》之后）。现在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格一格在《呼声报》第

１６—１７号合刊上竟破口大骂维堡区人，而且是用最难听的话来

骂，——你们能够设想吗？在孟什维克的机关刊物上，他居然骂孟

什维克是布尔什维克！《呼声报》的编辑部则变得特别特别谦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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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特别清白无辜，它象马克西莫夫那样表明与自己无关：“我们不

负责任”（《呼声报》第１６—１７号合刊的附刊第２页第２栏），“这是

事实问题……”

……说《呼声报》掩护取消派，帮助取消派；这样的“奇闻”（马

尔托夫在《前进报》上的说法）是蓄意已久的诽谤者的捏造！说那些

在秘密机关刊物上嘲笑中央委员会的杜马工作的人给取消派帮了

忙，说他们诬蔑杜马工作是“从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侨居国外时

起”（同上）才开展起来的（而要反驳这些诬蔑，也就是讲清楚秘密

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杜马工作的真相，又是不可能的……），难道这

还不是诽谤吗？

马克西莫夫硬说，党有没有可能领导杜马党团是争论非常之

大的问题（经过两年的实践之后）。《呼声报》硬说，党的这种领导是

一句空话（“从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侨居国外时起”）。无论马克

西莫夫或呼声派都拍着自己的胸脯担保说，只有诽谤者造谣说右

的和左的取消派干的是反党工作。

无论马克西莫夫或者呼声派，都说同取消主义的全部斗争是

由某些人和某些集团有“把人撵走”的癖好所引起的。马克西莫夫

使用的就是这个字眼。《呼声报》愤怒地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彻底划

清界限的号召说成是“外科手术”，“先剃后刮再放血”的方法，“梭

巴开维支－列宁”的手法９９，“打手”普·（普·＝孟什维克普列汉

诺夫分子，他不怕公开地讲出切列万宁之流、拉林之流和波特列索

夫之流搞取消主义的真相）的手法。《无产者报》在玩弄外交手腕，

迎合普列汉诺夫（马克西莫夫语），《无产者报》在向普列汉诺夫献

媚（《呼声报》的说法是：向普列汉诺夫“献殷勤”的《无产者报》“小

品文作者”）。大家看得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分子和呼声派对新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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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和新的组合所作的解释完全一样。

让玩偶小人去作这样的解释吧，我们来谈谈本题。

取消主义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它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

革命情绪、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中的涣散和瓦解是分不开的。自由

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千方百计地想瓦解、破坏和搞垮革命的社

会民主党，为那些欢迎他们的合法的工人团体奠定基础。就在这样

的时候，取消派却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来反对昨天的革命的最重要

的遗产和明天的革命的最重要的堡垒。呼声派（党只要求他们同取

消派进行老老实实的、面对面的、毫不留情的斗争，此外别无他求）

闪烁其词，为取消派效劳。孟什维主义被反革命历史逼得走投无

路：要么同取消主义开战，要么成为它的帮凶。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即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事实上也在助长取消主义。如果继续

“争论”杜马工作和合法工作，如果企图保持旧的组织而又不使它

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和已经改变了的情况，这事实上就等于推行对

革命怠工和破坏秘密组织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面临在两翼进行斗争的任务，这是一项“中心”任

务（马克西莫夫不了解这项任务的实质，他在这里只看到缺乏诚意

和玩弄外交手腕）。不对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进行系统的、坚定

的、逐步的改造，使之能适应当前的困难处境，使之能通过所有合

法机会中的“据点”来进行长期的工作，就不能够保存和巩固社会

民主党的秘密组织。

客观条件给党规定了这项任务。谁来执行这项任务呢？就是

这些客观条件又规定了党的各派别的和各部分中的护党派分子要

接近起来，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同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圣彼得堡维堡

区人那样的孟什维克以及同国外的普列汉诺夫分子那样的孟什维

８４１ 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



克应接近起来。布尔什维克自己已公开宣布了这种接近是必要的。

我们号召凡是能够公开反对取消主义、公开支持普列汉诺夫的孟

什维克，当然首先是和主要是工人孟什维克，都来作这种努力。如

果能够同普列汉诺夫分子达成协议，这种接近是会迅速而广泛地

实现的。但协议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保卫党和党性，反对取

消主义，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妥协，在符合党的路线这个范围内决

不掩饰策略分歧和其他分歧。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各地工人

布尔什维克，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达成这样的协议。

如果普列汉诺夫分子的力量太小，或者组织程度太差，或者根

本不愿意达成协议，我们就要通过更为漫长的道路来实现这一目

的，但我们无论如何要实现这一目的，而且一定能实现这一目的。

到那时，布尔什维克派就会立即在实际工作方面成为党的唯一建

设者（因为普列汉诺夫只是写文章帮助党）。我们将全力以赴来推

进这一建设，我们将毫不留情地对待呼声派和马克西莫夫分子的

各种卑鄙的诡计和花招，对这两种人的反党行为，我们将在党的每

一步实际工作中向无产阶级进行揭露并加以痛斥。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给俄国整个的资产阶级革命打上了自己

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印记。自由派、取消派和

取消派的帮凶们无论怎样费尽心机，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先进的

工人们将撇开不愿意或不能够帮助他们的人而同愿意帮助他们的

人一道，来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且一定能建成这样的党。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无产者报》第５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４２—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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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

切列万宁１００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切列万宁同志是孟什维克中取消派思想的典型和样板。这在

他那部名著《……无产阶级》中表现得最充分。这本书中的取消主

义极其严重，甚至该书德文版序言的作者荷兰的著名女作家，马克

思主义者罗兰－霍尔斯特，对于切列万宁歪曲马克思主义、用修正

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也禁不住要提出抗议。于是《社会

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便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个同切列万宁

脱离关系的声明，说一些最有名的孟什维克都不同意他的观点。

《无产者报》指出，这个脱离关系的声明是在玩弄诡计，因为《呼声

报》并没有加以转载，俄国的报刊对于切列万宁的“错误”也没有相

应地加以系统的说明①。难道资产阶级的大臣们，从斯托雷平到白

里安，对于野心勃勃的同谋者和热心过头的同道者，哪一个不是如

此行事，对他们提出保留、提出修正、声明脱离关系，而在这一切的

掩护下继续实行旧的路线呢？

在第１６—１７号合刊的《呼声报》上公布了切列万宁给编辑部

的一封信和编者按，说《无产者报》犯有“诽谤罪”。他们说我们对公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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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隐瞒了”一件事，这就是切列万宁本人在他的《当前的形势和未

来的展望》（１９０８年莫斯科版）一书中“已经纠正了错误”。

我们一定要反复地向读者指出，呼声派玩弄的是一些什么样

的手法，他们谴责《无产者报》“诽谤”他们是取消派意味着什么。

我们只从上面提到的切列万宁新出版的那本书中引几段话来

看看。第１７３页：“一般说来，我决不放弃我在《革命中的无产阶

级》这本书中所作的分析。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无疑犯了一系列

错误，就算革命在过去有可能胜利〈黑体是切列万宁用的〉，这些错

误也不能不给它造成困难。但是现在已经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

种胜利在当时是不是真有可能？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是

不是革命失败的唯一原因？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自然地提示了问

题的答案。革命的失败异常惨重，反动势力的统治异常牢固（至少

在今后几年中），要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说成是无产阶级犯了某

些错误，那是根本说不通的。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

某些更深刻的原因。”

这就是《呼声报》所说的切列万宁“纠正了错误”！切列万宁不

是放弃自己的“分析”，而是加深了分析，最后得出了一系列新的高

论（如用统计办法确定“革命力量”为全体居民的１ ４，即２１．５％—

２８％；这个高论我们将另作研究！）。切列万宁在提出了革命无产阶

级犯了错误这个看法后又补充说：当时革命并未拥有超过居民

的１ ４这种“可能拥有的”力量（第１９７页，黑体是切列万宁用

的），——而呼声派竟把这说成是“纠正”错误，并叫喊说《无产者

报》进行了诽谤。

第１７６页：“我们知道，孟什维克始终坚持孟什维主义的立场，

并没有在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变成布尔什维克，虽然他们参加了彼

１５１《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



得堡十一月罢工，参加了强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参加了抵制第一

届杜马的运动。”（结论是：即使无产阶级的策略改进了，最后还是

会失败。）

第１３８页：“革命的和反政府的〈你们听！〉党派在暴风雨般的

１９０５年为了实现用激进手段改革土地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远景，可

能做得过头了。”

已经足够了，是吧？《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竟把老调重弹而且

愈走愈远的取消主义和叛徒行为叫作纠正错误。明天，《当前的形

势》一书的德文译本就要出版了——呼声派将再向德国人发表一

个脱离关系的声明——切列万宁将再公布一项“说明”——取消主

义的说教将要变本加厉——《呼声报》将装腔作势地对诽谤它是取

消派的人表示愤慨。这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

马斯洛夫、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根本不能理解，绝对不能理

解，在波特列索夫写的东西中，是什么“精神”使（终于使！）甚至曾

经对立宪民主党人过分迁就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也大发雷

霆了。亲爱的呼声派，你们就是不理解吗？读了切列万宁那本“已

经纠正了错误的”书的几段话之后，你们仍然不理解吗？呆头呆脑

有时候真是大有好处！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无产者报》第５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５０—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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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报界关于

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１０１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已经有好几天了，许多资产阶级报纸，如法国的《闪电报》、《激

进报》，德国的《柏林日报》１０２，俄国的《俄国晨报》、《言语报》、《俄罗

斯言论报》、《新时报》１０３，都在津津有味地品评一条最耸人听闻的

新闻：高尔基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前进报》已经对这种胡说发表

辟谣文章。《无产者报》编辑部也给几家报纸送去了辟谣声明，但是

资产阶级报纸置之不理，继续渲染这个谣言。

这个谣言的来源是很明显的：有个蹩脚记者，听到了一点关于

召回主义和造神说引起意见分歧的风声（这个问题在党内，特别是

在《无产者报》上公开讨论已经快一年了），就无耻地瞎编一些支离

破碎的消息，并且拿杜撰的“访问记”等等“捞了一笔大钱”。

发动谣言攻势的目的也是同样明显的。资产阶级政党想要高

尔基脱离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报纸拼命想扩大社会民主党内的

分歧，拼命丑化这种分歧。

资产阶级报纸是白费气力的。高尔基同志通过自己的伟大的

艺术作品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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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能以鄙视回敬这些报纸。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无产者报》第５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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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

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１０４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末〔１２月初〕）

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内的真正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任务中，自然是占首要地位的，但是我们

不应当因此就看不到一种更严重的祸患，实质上这种祸患既产生

了召回主义，又产生了取消主义，而且就整个情况看来，它还会产

生出不少新的策略上的谬误。这种祸患就是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

它不仅已经完全控制了自由派，而且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党内袭

来。

现在就从说明这种思想混乱的大量事实中举一个例子。有一

位曾经在党内做过长时期工作的同志，一位旧火星派分子和老布

尔什维克，他很久以来——差不多从１９０６年初以来——由于监禁

和流放一直没有参加过运动。不久以前，他又重新开始工作了，当

他接触到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时，他义愤填膺地加以痛斥，认

为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是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肆意歪

曲。这位同志在了解了敖德萨和彼得堡的工作情况后，得出如下的

结论或者说是自己观察后得出的“不成熟的看法”：“……我觉得，

最艰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剩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肃清瓦解和涣散

时期的余毒。”而这种余毒却实在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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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封信中还写道：“在整个彼得堡的工作中，使人感到缺

乏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没有纪律，没有秩序，各个部分之间没有

联系，在工作中缺乏统一安排和计划。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各自为

政。秘密组织中的召回主义倾向很厉害，甚至把一些反对召回派的

人也拉过去了……”（显然这是指那些违背《无产者报》一再重申的

坚决主张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布尔什维克不同召回派一刀两断，也

不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而是企图同他们和解，徒然拖延必然的

结局的到来，实际上却丝毫也不能使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放弃他

们的荒谬策略）“……在这种条件下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突出的现

象，这种现象在敖德萨也完全自发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对革命消

极怠工。凡是召回主义精神占上风的地方，都出现了特别引人注目

的秘密组织无所事事的现象。搞一两个宣传员小组，反对利用合法

机会，——这就是全部工作。这种工作多半带有破坏的性质，这在

我从敖德萨寄给你们的大批材料中就可以看出……”（在……①一

文中引用了这些材料）“……至于谈到合法机会，那么在利用合法

机会方面也缺乏坚定不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在反动势力的

黑暗统治下，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趾高气扬，‘敢于’反对社

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他们知道这样做现在是没有危险的。于是你

们可以看到，他们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对它的纲领和策略广为修

正，伯恩施坦的修正与之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说，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不懂得马克思，它对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作的分析

不正确，俄国从来没有过农奴制，而只有农奴制－商业制度，在资

产阶级和领地贵族之间，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利益上的矛盾，它们

６５１ 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

① 手稿上，这里留了一个空白地方准备写文章的题目。——俄文版编者注



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盟，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臆造的这两个阶级，只

是一个资产阶级（这是俄国独有的特点），专制制度就是这个阶级

的组织。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臆造的，根据这种臆造提出了

‘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个口号（？？——这两个问号是该信的作

者打的），而这个口号过去是空想，现在仍然是空想。应当把它连同

民主共和国一起扔掉，因为俄国的火车已经开上了德国式轨道

……”

显然，这只是对滚滚而来的思想混乱这股浊流中的一个小小

支流所作的速写。这股思想混乱的洪流产生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

有时竟然把极右和极“左”的荒谬倾向的前提离奇地混合在一起，

甚至揉合在一起。这些前提的前一半（在资产阶级和农奴主土地占

有制之间没有矛盾等等）真是毫无道理，荒谬透顶，简直很难信以

为真。不值得……①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２５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５４—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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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
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

（１９０９年秋）

二
①

在说明书的这一部分即第二部分里，我们要谈的问题是：社

会民主党提交第三届杜马的八小时工作制法案属于哪一种类型，

用哪些理由说明这个法案的基本特点。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原有的那个草案初稿已交到我们分委员

会，它可以作为基础，但必须进行若干修改。

社会民主党人向第三届杜马提交的法案的主要目的，应该是

就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进行宣传和鼓动。对第三届杜马实行

的“改革”抱任何希望，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有可能完全歪曲社

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的性质，使它变成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

社会改良派的策略。不待说，这样歪曲社会民主党对杜马的策略，

势必直接违背和完全违背我们全党共同遵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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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１９０７年１１月和１９０８

年１２月两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要使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的法案符合自己的任务，就必

须具备下列条件：

（１）法案必须极其明确地陈述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明文规

定的、或根据这个纲领必然得出的具体要求；

（２）法案决不应当过多地涉及法律的细则；法案应当阐明所

拟定的法令的主要根据是什么，而不是提出附有详尽细则的法规；

（３）法案不应当完全孤立地陈述社会改革和民主改革各个方

面的问题，尽管从狭隘法律观点、行政观点或“纯粹议会”观点

来看这样做是必要的；相反，法案的目的是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宣

传和鼓动，所以应当尽可能使工人阶级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工厂改

革（以至社会改革）同民主政治改革必须联系起来，认识到如果

没有民主政治改革，斯托雷平专制制度的任何“改革”都必然变

成“祖巴托夫式的”不象样的东西１０５，都必然成为一纸空文。不言

而喻，要把经济改革同政治联系起来，并不是要把彻底民主制的

一切要求全部写进法案，而是要根据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提出民主

主义的和纯粹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设施；同时必须在法案的说明

书中强调指出，如果没有根本的政治改革，这些设施就不可能实

现；

（４）鉴于在目前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进行合法的宣传

和鼓动极为困难，拟订法案时必须考虑到，一份法案和一份法案说

明书一旦到了群众手里（通过非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转载，或印发载

有法案条文的传单或用其他方法），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

说，使普通工人、不开展的工人能够读完，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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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整个法案必须贯穿无产阶级对企业主、

对国家这个为企业主服务的机关不信任的精神；换句话说，阶级斗

争的精神必须渗透全部法案，必须体现在各项具体的决定中；

最后，（５）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即在没有社会民主党报刊和

不能举行社会民主党集会的条件下，法案应当十分具体地说明社

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改革要求，不能只是一般地宣布一下原则；一定

要使普通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法案感到兴

趣，被改革的具体情景所吸引，然后才从这种个别的情景进而领会

作为整体的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

根据这些基本前提来看，应当说八小时工作制法案初稿的起

草人所选择的法案类型，较之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人提交他们各自

的议会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案更适合俄国情况。例如，１８９４年５

月２２日茹尔·盖得提交法国众议院的八小时工作制法案有两条，

第１条是：禁止一昼夜工作超过８小时，禁止一周工作超过６天；

第２条是：允许几班制工作，但一周工作总时数不得超过４８小

时①。１８９０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法案共１４行字，提议立即实行十

小时工作制，从１８９４年１月１日起实行九小时工作制，从１８９８年

１月１日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１９００—１９０２年的帝国国会常会

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更加简短的提案，主张立即把工

作日限为一昼夜１０小时，然后在特别规定的期限内限为一昼夜８

小时②。

当然，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这种法案无论如何要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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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反动政府或资产阶级政府通得过而采取的“迁就”办法合理十

倍。但是，如果说在法国和德国有新闻和集会自由的情况下，法

案只宣布原则就够了，那么在我们俄国目前情况下，法案本身就

必须再加上具体的鼓动材料。

因此，我们认为草案初稿起草人所采用的那种类型是比较适

当的，但是对这个草案必须作若干修改，因为我们认为，起草人

有几处犯了极其严重的、极其危险的错误，即毫无必要地降低了

我们党的最低纲领的要求（例如，规定每周的休息时间为３６小时，

而不是４２小时，没有提到开夜班必须征得工人组织的同意）。在

某些地方，起草人似乎想使法案“通得过”而采取迁就的办法，例

如，提出由大臣批准关于例外情况的申请（并把问题提交立法机

关），而丝毫没有提到工人的行业组织在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中

的作用。

我们分委员会拟订的法案在上述方面对草案初稿作了若干修

改。对草案初稿的下列几处修改，我们在这里作一些特别说明。

关于法案对哪些企业适用的问题，这个适用范围必须扩大，工

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各部门、各种机关（包括官方机关，如邮局

等）和家庭劳动都应适用。社会民主党人在提交杜马的法案说明

书中应该特别强调必须扩大法案适用范围，消除工厂、商业部门、

服务部门、运输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中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任何界限

和区别（在这个问题上的）。

由于我们的最低纲领要求“对一切雇佣工人”实行八小时工

作制，就可能产生关于农业的问题。但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

党目前就倡议在农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未必适当。最好是在说

明书中附上一句，党有权进一步提出有关农业的法案、有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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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役的法案等等。

其次，法案中凡出现按法律可作例外处理时，我们均要求每

一处例外都必须征得工会的同意。这是必要的，这样做可以清楚

地向工人们表明：没有工人组织的主动关心，真正缩短工作日是

办不到的。

下面应当谈谈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草案初稿的起

草人对这一点只字未提，只是象茹·盖得的法案那样仅仅提出实

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相反，我们的草案规定逐步实行八小时工

作制（即在法律生效３个月后立即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以后逐年减

少１小时），和帕尔乌斯的法案①、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

的法案属于同一类型。当然，这两个法案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但是

由于俄国工业技术极为落后，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太差，

由于大批工人群众（手工业者等等）还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大规模

的争取缩短工作日的运动，由于所有这些条件，最好就由法案本身

来回答不可避免的反对意见，指出说变就变不行，这样变工人的工

资势必降低等等。②规定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德国人规定的期

限长达８年；帕尔乌斯是４年；我们主张２年），立即就回答了这种

反对意见，因为一昼夜工作超过１０小时从经济上看是绝对不合理

的，从卫生和文明的角度看是不能允许的。而在一年里，把工作日

缩短１小时，那么在这一年里技术落后的企业完全有可能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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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乌斯《商业危机与工会。附：八小时标准工作制法案》１９０１年慕尼黑版。



实行改革，工人改行新的制度，劳动生产率也不会有显著的差别。

规定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决不是为了使草案“迁就”资本家

或政府的尺度（这一点根本谈不到，假如有这种想法，当然我们就

宁愿完全不提逐步实行的问题），而是为了明确地向大家表明：即

使在一个最落后的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从技术、文明和经济各

方面来看都是行得通的。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法案中的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重要反

对意见，可能是说这样一来似乎就否定了（哪怕是间接地）１９０５年

决定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革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认为

这种反对意见很重要，因为在这方面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稍加否定

就是公然的叛变行为，或者至少是对那些由于这种否定而臭名远

扬的叛徒和反革命自由派的支持。

因此我们认为，不管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法案写不写逐步

实行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既在提交杜马的说明书中，也在社

会民主党代表的杜马演说中十分明确地表示，绝对没有稍加否定

的意思，要绝对肯定地表示，我们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行动原则

上是正确的，是完全合法的和必要的。

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声明或他们的说明书大致应当是这样的：

“社会民主党决不放弃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恰恰相反，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斗争日益尖锐、群众运动的力量和主动性

十分高涨、旧社会与新事物的冲突采取激烈的形式、必须不惜一切

去争取工人阶级斗争（例如同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胜利的时候，

总而言之，在类似１９０５年１１月那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认为立

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现

在把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写进法案，只是想以此表明：甚

３６１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



至在最差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最慢的条件

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要求也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再说一遍：从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和他们关于八小时工作制

法案的说明书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一类声明无论如何是绝对

必要的，至于是否把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写进法案，相比

起来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对法案草稿所作的其他修改，都是涉及个别细节的，

无需特别加以说明。

载于１９２４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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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６日）列宁作

《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报告的海报

（按原版缩小）



论 《路 标》
１０６

（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１３日〔２６日〕）

立宪民主党的最有影响的政论家所撰写的著名《路标》文集，

是时代的真正标志，短短的时间内一版再版，所有反动报刊无不为

之喝彩叫好。不管立宪民主党报纸怎样对《路标》中某些太露骨的

地方进行“更正”，不管某些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对《路标》表示唾弃

（有的人是由于完全无力影响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有的人是故

意欺骗群众，不让他们了解这个政策的真正意义），然而《路标》反

映了现代立宪民主主义的无可置疑的本质，这却仍然是一个无可

置疑的事实。立宪民主党就是《路标》党。

一向最重视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工人民主派，应

当对《路标》表示欢迎，因为在这个文集中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

们出色地揭示了立宪民主党政治倾向的实质。《路标》是别尔嘉耶

夫、布尔加柯夫、格尔申宗、基斯嘉科夫斯基、司徒卢威、弗兰克和

伊兹哥耶夫等先生撰写的。仅仅这些著名的杜马代表、著名的叛

徒、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大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路标》的作者

们以整个社会流派的真正思想领袖的身分，提纲挈领地草拟了一

部关于哲学、宗教、政治、政论以及对整个解放运动和俄国民主派

的全部历史的评价等问题的百科全书。作者们把《路标》叫作

“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论文集”，他们用这个副标题缩小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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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的真正主题，因为他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指整个

俄国民主派和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鼓舞者和代表者。

《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主义和整个俄国自由主义同俄国解放运动

及其一切基本任务和一切根本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道路上的最醒

目的路标。

一

自由派叛变活动的百科全书包含三个主题：（１）反对俄国

（和国际）民主派整个世界观的思想基础；（２）宣布同近年来的解

放运动决裂，并对它大肆诬蔑；（３）公开宣布自己对十月党人资

产阶级、对旧政权、对整个旧俄国怀有“奴仆”感情（和宣布实

行相应的“奴仆”政策）。

《路标》的作者首先谈的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哲学基础。

对唯物主义的坚决斗争象一根红线贯穿全书，唯物主义被宣布为

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第４页；引自

《路标》第１版，下同）。实证论受到批判，是因为“我们”（即被

《路标》批判了的俄国“知识分子”）曾经把它“同唯物主义的形

而上学混为一谈”，或者是因为我们“纯粹用唯物主义”（第１５

页）对它作解释，而“任何一个神秘主义者，任何一个信教者，都

不会否认科学的实证论和科学”（第１１页）。请不要开玩笑了！

“敌视唯心主义倾向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第６页），这就是《路

标》攻击“知识分子”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尤尔凯维奇与车尔

尼雪夫斯基相比，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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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出发，《路标》拼命攻击“知识分子”的无神论，同时

又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地力图恢复宗教的世界观，这是十分自然

的。《路标》把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倒之后，又把政论家别林斯

基批倒了，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

夫斯基，都是“知识分子”的领袖（第１３４、５６、３２、１７页及其他各

页）。恰达耶夫、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

不是知识分子”。前面几个人是《路标》与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

那一派别的领袖。后面几个人过去“不厌其烦地反复讲”的也正是

《路标》现在反复地讲的那些东西，不过“当时没有人听他们的，知

识分子也没有重视他们”（见《路标》序言）。

读者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路标》所攻击的并不是“知识分

子”，这种说法只是故意混淆视听。它全线攻击的是民主派，是民主

派的世界观。不过，那个标榜自己为“立宪民主的”政党的思想领袖

们不便直言不讳，所以他们便从《莫斯科新闻》１０７那里抄来一个字

眼，说什么他们唾弃的不是民主派——（多么不应该的诽谤

呀！）——而只是“知识分子习气”。

《路标》一本正经地说，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热烈而精采地

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情绪”（第５６页）。“别林斯基以后的我国政论历

史，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简直是糟糕透了。”（第８２页）

不错，不错。农奴反对农奴制度的情绪显然是一种“知识分子

的”情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１８６１—１９０５年反对整个俄国生活制

度中农奴制残余的历史，显然是“糟糕透了”。照我们那些聪明而又

有教养的作者们看来，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

也许不取决于农奴的情绪吧？我国的政论历史不取决于农奴制压

迫的残余所激起的人民群众的愤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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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新闻》一向认为，俄国民主派哪怕就从别林斯基开始，

都根本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自身最起码的权利（这种权

利遭到农奴制度的破坏）而斗争的利益，他们只代表“知识分子的

情绪”。

《路标》和《莫斯科新闻》的纲领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在政论方

面都一样。不过在哲学方面，自由派叛徒们敢于说出全部真相，敢

于摊开自己的全部纲领（攻击唯物主义和用唯物主义解释的实证

论；恢复神秘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而在政论方面，他们则躲

躲闪闪，转弯抹角进行诡辩。他们已经同民主派的最基本思想、同

最起码的民主倾向决裂了，可是却装出只是同“知识分子习气”决

裂的样子。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不再保护人民的权利，而是坚决掉

过头来保护反对人民的制度。可是自由派的政客们还希望保持“民

主主义者”的称号。

他们对近年来运动的历史所玩弄的把戏，同他们对别林斯基

给果戈理的信和对俄国政论的历史所玩弄的把戏，是一模一样的。

二

实际上，《路标》所攻击的只是代表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而且

仅仅因为他们真正参加了这个运动。《路标》疯狂地攻击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这“一小股地下派别公开露了面，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

并且一时成了思想权威，甚至成了现实的巨大力量”（第１７６页）。

当“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小股地下派别，还没有获得众多的追随

者，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巨大力量的时候，自由派曾经同情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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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还暗中帮助过他们；这就是说，当民主派还没有使真正的群众

行动起来的时候，自由派是同情民主派的，因为不发动群众，民主

派就只能为自由派的自私目的效劳，只能帮助自由派资产阶级的

上层人物去逐步掌握政权。当民主派把业已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

捍卫自己的利益的群众吸引过来时，自由派就同民主派分道扬镳

了。在反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叫嚣的掩护下，立宪民主党所攻击

的实际上是群众的民主运动。《路标》中明显地揭露这一点的地方

不胜枚举，其中一处就是：他们宣布法国１８世纪末伟大的社会运

动是“相当持久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典范，而且这种革命精神的潜力

充分表现出来了”（第５７页）。

说得真好啊，不是吗？请看，法国１８世纪末的运动不是最深刻

最广泛的群众民主运动的样板，而是“知识分子”革命的样板！世界

上无论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实现民主任务从来都离不开与之相同

类型的运动，因此十分明显，自由派的思想领袖正是在同民主派

决裂。

《路标》骂俄国知识分子，正是骂的一切民主运动必然产生和

表现出来的东西。“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激进主义以骇人听闻的速

度注入人民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① 中去了”（第１４１页），这里就

“不单纯是政治上的错误，不单纯是策略上的失误。这里也有道义

上的错误”。没有痛苦不堪的人民群众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民主运

动的。而民主运动跟普通的“造反”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民主

运动是在一定的激进的政治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所以《路标》的

真实思想是：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想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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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略上是不适宜的，而且在道义上是犯罪的。《路标》的这种思

想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真实思想毫无区别。波别多诺斯采夫只不

过说得比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弗兰克之流说得更坦率些更露

骨些罢了。

《路标》在给可恨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内容比较准确地下定

义时，自然他们所指的是整个“左派”思想，尤其是民粹主义思

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民粹派的罪名是“对农民的爱是虚伪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罪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是虚伪的”（第９页）。无

论前者或后者的“拜民主义”（第５９、５９—６０页），都被批驳得体

无完肤。在可恨的“知识分子”看来，“人民就是上帝，多数人的

幸福就是唯一的目的”（第１５９页）。“无神论的左派联盟的狂热演

说”（第２９页），——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布尔加柯夫在第二届杜

马里记得最清楚的事情，这就是使他恨之入骨的事情。毫无疑问，

布尔加柯夫在这里对立宪民主党人通常的心理比别人表达得更清

楚些，他表达了整个立宪民主党的珍藏心头的想法。

在这个自由派分子看来，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

区别，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这位著作家“耍

手腕”（他很了解这方面的区别），而是现代自由主义本质的合乎

规律的表现。这是因为目前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和仇恨的与

其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工人和农民的

民主运动，也就是说，他们害怕和仇恨的是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共同的方面——通过诉诸群众来保卫民主。当代的一个特点是，

俄国自由派坚决掉过头来反对民主派；他们既不注意民主派内部

的区别，也不注意实现民主之后展现出的进一步的目标、前途和

远景，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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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标》中，“拜民主义”一类字眼简直触目皆是，这是不

足为奇的。因为被人民吓得魂不附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除了大喊

大叫民主派是“拜民主义”以外就无话可说了。退却是不能不用

特别响亮的鼓声来掩护的。事实上也无法公然否认，头两届杜马

正是通过工农代表来表达工农群众的真正利益、要求和看法的。而

且，正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代表① 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一贯背

离民主运动，所以立宪民主党人才
·
对“左派”极端仇视。事实上，

连“四条”１０８也是无法公然加以否认的；而且，在现代俄国只要按

照“四条”进行真正民主的选举，劳动派的代表同工人政党的代

表一定会同时获得压倒的多数，对这一点任何一个比较诚实的政

治活动家都不曾怀疑过。

向后倒退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只好用《莫

斯科新闻》和《新时报》的词典中的一些字眼来掩盖他们同民主

派决裂的事实；这些字眼在全部《路标》文集中俯拾即是。

《路标》从头到尾整卷都是对民主派的反动诬蔑。无怪乎《新

时报》的政论家罗扎诺夫、缅施科夫、亚·斯托雷平等人跑过来

亲吻《路标》，无怪乎安东尼·沃伦斯基读了自由主义领袖们的这

部作品而欢欣若狂。

《路标》写道：“知识分子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的时候，他

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义务的第一条所反映的个人责任的思想，不

仅应当要求知识分子有，而且应当要求人民有。”（第１３９页）民主

主义者所考虑的扩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上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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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负有“义务”的意思。民主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想到，而且也根

本不会想到，在改革前的国家或者在实行六三“宪制”的国家，竟然

去谈人民对统治阶级负有“责任”。除非民主主义者或所谓的民主

主义者完全变成反革命的自由派，才能“想到”这一点。

我们在《路标》中读到：“利己主义，自我肯定，这是一种伟大的

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使西方资产阶级成为实现上帝的人间事业

的强大而不自觉的工具。”（第９５页）这不是别的，而是“Ｅｎ

ｒｉｃｈｉｓｓｅｚ－ｖｏｕｓ！（发财吧！）”
１０９
这句名言或者我们俄国的“我们指

靠有钱的强者”这种口号的转述，不过抹上圣像前的灯油以作点缀

罢了。资产阶级在帮助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时，就宣布这个斗

争是上帝的事业。在它被人民吓倒而掉过头来支持一切中世纪制

度对付人民时，它就把“利己主义”、发财致富、沙文主义的对外政

策等等宣布为上帝的事业，在欧洲过去到处都是这样。在俄国现在

也屡见不鲜。

“１０月１７日法令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应当看成是革命的完

成。”（第１３６页）这就是十月主义的全部货色，即反革命资产阶级

的纲领的全部货色。十月党人一向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公开活动

也以此为依据。立宪民主党人的暗中活动也照此办理（从１０月１７

日起），同时却想装成民主派。彻底、清楚、公开地划清民主派和叛

徒之间的界限，对于争取民主事业的胜利是最有益、最必要的事

情。应当利用《路标》来进行这项必要的工作。叛徒伊兹哥耶夫写

道：“此外，应当有勇气承认，在我们几届国家杜马中，除了三四十

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以外，大多数代表都没有显示出能够

着手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第２０８页）不言而喻，劳动派的庄

稼汉代表或什么工人代表哪里谈得上担负这项重任。要做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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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就必须占多数，而为了实现这个多

数，就必须有第三届杜马……

为了使人民和拜民主义者懂得自己对第三届杜马和第三届杜

马的俄国的主宰者所负的“责任”，必须同安东尼·沃伦斯基一道

向人民宣扬“忏悔”（《路标》第２６页），宣扬“谦恭”（第４９页），宣扬

同“知识分子的高傲”作斗争（第５２页）；宣扬“顺从”（第５５页），宣

扬“古代摩西十诫这种简单粗糙的精神食粮”（第５１页），宣扬同

“钻进俄国巨人般躯体的群魔”作斗争（第６８页）。如果农民选举劳

动派分子，工人选举社会民主党人，那当然正是受了这些恶魔的迷

惑，因为人民按其本性来说，正象卡特柯夫、波别多诺斯采夫早已

发现的那样，其实是“仇恨知识分子”（第８７页；应读作：民主派）

的。

《路标》教导我们，俄国公民因此应该“为这个政权祝福，因为

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狱为我们〈“知识分子”〉挡开人民的狂暴”（第

８８页）。

这段独白好就好在它直言不讳，这段独白也很有益，因为它如

实地揭示了整个立宪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９年整个时期内所实行

的政策的真正本质。这段独白好就好在它扼要而清楚地揭示了《路

标》的整个精神。而《路标》好就好在它暴露了俄国自由派和俄国立

宪民主党人的真正政策的整个精神。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同《路

标》论战，立宪民主党人对《路标》表示唾弃，纯粹是耍两面派，纯粹

是无休止地放空炮。这是因为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作为一个集体，

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过去和现在所实行的正是《路

标》的政策。１９０５年８月和９月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同年末背叛

民主事业，一贯害怕人民和人民运动，在前两届杜马中一贯和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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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对，投票赞成预算，在第三届杜马卡拉乌洛夫发表关于宗教

的演说和别列佐夫斯基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说，伦敦之行，——

所有这些恰恰都是数不清的路标，恰恰都是《路标》从思想上加以

宣扬的那种政策的路标。

当俄国民主派还不了解这种政策的本质，还不了解这种政策

的阶级根源的时候，它是无法前进一步的。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１３日《新的一日报》

第１５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６７—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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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
（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６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伦敦决议①中总结

了革命的基本教训。在这个决议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对各

阶级在革命中的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估计，确定了各个主要政党

的社会基础和工人运动在民主斗争中的总任务。１９０８年党的十二

月代表会议的决议②又进一步阐发了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基本观

点。

现在，在这次代表会议开过一年以后，在伦敦代表大会开过

两年半以后，来看一看俄国自由派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对目前

形势和民主派的任务持什么见解，是大有教益的。在这方面，特

别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前举行的立宪民主党活动家“会议”。“会

议”对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的报告表示赞同，米留可夫先生已

经在《言语报》上发表了这个报告，标题是：《国内和杜马内的政

党》。这个报告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政治文件。从今以后，这个文件

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纲领。此外，这个文件还回答了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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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早就提出并且已经解决了的一些问题，作答案的人是一位最老

练的自由派外交家和政客，同时也是一位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想

当初他还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显

然受过它的影响……

历史学家米留可夫试图完全科学地，也就是唯物主义地提出

问题。党的策略要有“牢固的基础”，就必须“对国内所发生的事情

有一致的了解”。而要了解，就必须看一看各个主要政党或“政治派

别”是怎样竭力在“广大居民中间”“为自己寻求依靠力量”的。

方法是很好的。但是这种方法一开始运用就使我们看到，这位

博学的历史学家变成了一个平庸的自由派诽谤家。请看，立宪民主

党人和比他们右的一切都属于“三个主要的政治派别”，而比立宪

民主党人“左”的一切则是“政治痉挛”。谢谢您的直率，自由派先

生！但是，让我们还是来看看您这位历史学家要向我们说的一切

吧。三个主要的派别，第一个是“笼络人心的君主派”。它的“宗

旨”是：“保护旧的社会生活基础”，“使不受限制的专制制度〈这位

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不知不觉转向保护受限制的专制制度的十

月党人的观点〉同农民在宗法制关系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这种关

系中贵族是两者的当然中间人……”把自由派的语言译成俄文，意

思就是农奴主（“宗法制度”）地主和黑帮沙皇制度的统治。米留可

夫先生正确地指出，这个沙皇制度已经成为“笼络人心的”，它“放

弃了昔日人为的非党或超党的立场，而积极地介入国内组织政党

的过程”。顺便指出，这正是１９０８年社会民主党十二月代表会议决

议中谈到的专制制度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迈出的一步。这正是构

成当前时局独特的特征的新动向，并且也是我们党在目前提出自

己的策略任务时所估计到的新动向。但是米留可夫先生在正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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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个过程的某些特点时，第一，对这个过程的经济基础没有深入

考虑，第二，对农奴主－地主为什么有力量这个问题他害怕作出必

然的结论。他们有力量就在于：在欧俄，据１９０５年的官方统计，

１０００万个贫苦农民总共有７５００万俄亩土地，而３万个大地主（包

括皇族即尼古拉·罗曼诺夫家族的领地在内）却有７０００万俄亩土

地。历史学家先生，如果不彻底消灭这３万个上层农奴主的大地

产，您认为俄国能摆脱“宗法制”关系吗？

第二个派别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米留可夫先生是这样称呼

十月党人的。他写道：“在大资产阶级看来，这个派别可能是因为同

官僚和贵族联系密切而显得太保守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是“一

个消极的任务：共同防御比较激进的社会派别或政治派别”。“６月

３日和１１月９日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寻求依靠力量时试图“至

少能同化农民群众的上层〈即斯托雷平先生所说的“强者”〉。但是

这样的社会基础现在还根本不存在。”“因此在寻找社会基础对这

个派别来说也许是最没有把握的……”

在我国，有人喜欢——遗憾的是，甚至一些想当社会民主党人

的人也是如此——诋毁“革命的幻想”。有人认为反革命的资产阶

级和地主的社会基础（“共同防御”）“很薄弱”，用不着群众最坚决

最无情的革命冲击即群众起义就能把他们彻底打垮，难道还有什

么比这种自由主义的幻想更幼稚的吗？严肃的历史学家又给平庸

的自由派让位了。

第三个派别是立宪民主党。米留可夫先生称它为“民主的立宪

派”，并且解释说，“它的立场的实质就是激进的政治纲领和激进的

社会纲领的结合”。历史学家完全让位给外交家兼政客而不见踪影

了。事实上，立宪民主党的整个政策都是反对群众的激进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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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口头上——特别是在一些有比较能体察群众情绪的地方立

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会议”上——却说自己是激进主义者，是关心

民主，关心群众的。

米留可夫先生（看来特别是由于受“会议”的影响）并没有对群

众产生误解。“近几年来觉悟大大提高了”，“引起普遍不满的因素

并没有消失；它们在数量上甚至还可能有所增加，随着觉悟的提

高，它们的影响也更大了”，这一切他都承认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尽

管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一切，但是自由派还是占了上风：“……

在群众当中，不幸的是，〈在革命中〉只有更大胆的秘密蛊惑宣传才

是可行的，因为这种蛊惑宣传迎合了群众传统的看法和习惯的期

待。这种蛊惑宣传把‘土地’这个群众明白易懂的正当的口号同‘自

由’这个不易弄懂并且解释得不确切的口号，纯粹人为地联在一

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弄懂了这两个口号之间的自然联系，

这也只能造成新的误解，并且产生同样的幻想”，如此等等，包括既

不要革命，也不要反动，而只要“合法的立宪斗争”的“原则”。因此，

对于恢复“１９０５年的旧策略”的问题，“必须斩钉截铁地给以否

定”。

读者看到，历史学家米留可夫打算在广大居民中替各个政党

的策略寻求依靠力量的好意，一考虑到农民和无产阶级就全部烟

消云散了。对于无产阶级，米留可夫先生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他认为“除了依靠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以外，在城市的民主派

中，立宪民主党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有更广泛、更有组织和更有觉悟

的社会基础”。而对于农民，米留可夫先生还没有失去希望。他写

道，“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障碍”，如“蛊惑宣传”等等，“但是，又

搞民主立宪主义，又直接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这种平行〈黑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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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留可夫用的〉活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平行活动！——这是旧自由主义策略的新字眼。平行线是永

远不会相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派懂得，它永远不会同群

众相交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在俄国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代表者

和领袖，其所以“永远不会”，是因为１９０５年以后群众的觉悟提

高了。但是立宪民主党人类型的自由派仍然指望着群众，想把他

们当作自己取得胜利和实行统治的垫脚石。“平行地前进”，把这

句话译成明白易懂的语言，意思就是在政治上剥削群众，用民主

主义的言论来诱惑群众，而在实际上出卖群众。“在立宪问题上有

步骤地支持他们〈十月党人〉”——米留可夫先生报告中的这句话

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的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就是十

月党的帮凶，就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一翼。司徒卢威以及其他路

标派对这一点都是毫不掩饰、直认不讳的，他们要求立宪民主党

人不要再“朝左斜看，不要再去巴结那些鄙视他们的革命者”（这

是著名的叛徒伊兹哥耶夫先生在《莫斯科周刊》１１０上所说的话，见

该刊１９０９年第４６期第１０页）。米留可夫之流不满的，只是路标

派的直率，不加掩饰，只是路标派破坏了他们的外交手腕，妨碍

了他们牵着群众中的落后分子的鼻子走。米留可夫是个实际的政

治家，司徒卢威是个自由派的空谈家，但他们能够在一个党内和

睦相处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事，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

上总是在指靠群众（群众能帮他们火中取栗）和指靠十月党资产

阶级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

米留可夫先生写道：“现政权是不可能让民主派有政治觉悟的

分子同民主主义的群众自由交往的，因此１０月１７日宣言所许下

的主要诺言也不会实现。”在这里，他无意中说出了比他所想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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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深刻的真情。这是因为，第一，如果现政权真的不可能允许

群众同民主派交往（真情无疑就是这样），那么从这里就应当得出

结论：必须实行革命的策略，而不是搞“立宪”斗争；必须领导

人民去推翻这个政权，而不是去对它进行改良。第二，无论是１９０５

年１０—１２月，无论是第一届杜马和第二届杜马，都证明了，不仅

“现政权”，而且俄国的自由派，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都“不可能

允许民主主义的群众”同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同各种色彩的民粹派

“自由交往”。立宪民主党人在１９０５年１０—１２月的自由时期不仅

没有能够领导工人民主派，而且也没有能够领导农民民主派；即

使在哥列梅金分子和斯托雷平分子保护下的杜马时期，民主派对

占首要地位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不服从的。

１９０９年底的立宪民主党的“会议”和米留可夫先生的报告的

政治意义在于：这些有教养的自由派代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

最凶恶的敌人，有力地证明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对时局的估计和

它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的基本论点是：专制制度在转向资产阶

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是目前时局的主要特点。报告中有

价值和正确的地方，不过是在铺陈和重复我们的这个论点。这正

是目前的时局与昨天的和明天的时局的区别之所在。这也是社会

民主党人的特殊策略的基础；这种策略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运

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些或那些口号。

自由派承认大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承认群众的觉悟程度和

不满情绪在增长。既然他们排斥革命，排斥１９０５年，排斥“土地

和自由”的“蛊惑宣传”，既然他们认为十月主义对大资产阶级来

说是太保守了，那他们为什么不坚决地去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呢？这

是因为地方立宪民主党人“会议”特别清楚地向他们表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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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新的、斯托雷平的、资产阶级的政策遭到了失败。君主制

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还根本不存在”，——这就是自由派的最宝

贵的招供。以君主制为主导的、有秩序的资产阶级立宪主义，是

最好的东西，但如果没有新的群众运动，它现在不会出现，将来

也不会出现的，——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会议”所作的总结。我

们憎恨群众运动，憎恨“土地和自由”的“蛊惑宣传”，憎恨“政

治痉挛”，但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我们应当考虑事实，既然群众

运动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应当规定自己的政策能够同群众运

动平行地前进。争取对农民群众和城市（工人除外）群众的领导

权成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们不妨宣传我们的“激进主义”，

以便在人民运动中替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就象我们曾经宣传陛下

的反对派而在伦敦替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一样。

立宪民主党会议无意中有力地证实了我们党的策略的正确

性。现在专制制度正企图以新的方式来挽救自己，而且显然正沿

着这条新的道路重新走向崩溃，我们应当挺过这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应当挺过这个时期，有步骤地、顽强地、耐心地把有更高觉

悟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更加广泛更

加巩固地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在黑帮杜马和君主制都不得不走上

组织政党的道路的时候，利用一切条件和可能开展党的活动。我

们应当利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条件

下培养新的群众为实现我们过去提出的要求而进行更坚决的革命

斗争。革命和反革命实际上都表明了君主制同民主、同人民的统

治、同人民的自由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应当向群众宣传，消

灭君主制，宣传建立共和制是人民胜利的条件，——我们应当把

“打倒君主制”的口号变成家喻户晓的“民间俗语”，就象在１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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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４年社会民主党经过多年的顽强工作而使“打倒专制制度”的

口号成了家喻户晓的“民间俗语”那样。革命和反革命实际上都

显示了地主阶级的全部力量和全部作用，——我们应当向农民群

众宣传彻底消灭这个阶级，彻底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革命和反

革命实际上都显示了自由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我

们应当使农民群众清楚地懂得：让自由派来领导就等于葬送农民

的事业；没有群众的独立的革命斗争，即使立宪民主党搞各种各

样的“改良”，群众必然照旧会受地主的奴役。革命和反革命都向

我们表明了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显示了俄国资产阶

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我们应当教育、团结和组织

数量比１９０５年多两倍的无产阶级群众，而唯有无产阶级，在独立

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并且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携手前进，才

能够为俄国争得自由。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１０年１月

６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７６—１８３页

４８１ 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



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
（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６日〕）

公历１１月７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会

议。在国际局会议召开前按照近几年来形成的惯例先举行了各国

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会议。新闻工作者会议讨论了有关各国社会党

报纸之间建立更经常的联系的一些实际问题。

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议程，除了一些日常的小问题外，有两个

大问题：第一是关于１９１０年在哥本哈根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的问题，第二是关于荷兰党的分裂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会议首先确定公历８月２８日—９月３日为

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关于代表大会地点，曾经提出俄国社会党

人能否自由进入哥本哈根的问题。丹麦社会党人代表克努森回答

说，根据他们的情报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丹麦政府意图的一切

材料来看，警察是不会刁难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的。如果代

表大会前夕情况发生逆转，社会党国际局无疑会设法改变大会地

点。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议程确定如下：（１）合作社运动；（２）组

织对大罢工的国际性声援；（３）失业；（４）裁军和调解国际冲突；

（５）各国劳工法总结和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制定劳工法的问题，特

别是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６）改善各国党同社会党国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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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７）废除死刑。

原先打算把土地问题列入议程。瓦扬和莫尔肯布尔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事先在各国党代表大会上作好比较充

分的准备，那么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就很难进行讨论。希望各国党

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充分酝酿，以便提交１９１３年

的国际代表大会。

社会党国际局通过了声援瑞典工人（他们举行了最近时期规

模最大的一次总罢工）和西班牙工人（他们同本国政府的军事冒

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的决议，以及抗议俄国沙皇政府和西班牙、

罗马尼亚、墨西哥等国政府的暴行和大屠杀的决议，然后就转入

讨论大会议程的下一个大问题——荷兰党的分裂问题。

荷兰社会党内机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很早就

已经开始了。在土地问题上，机会主义者拥护纲领中要求把土地

分给农业工人的条文。马克思主义者则竭力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领

袖特鲁尔斯特拉所坚持的这一条文，而终于在１９０５年把它取消

了。此后，机会主义者迎合部分荷兰工人的宗教情绪，竟主张给

学校内的传教活动发国家补助金。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激烈

的斗争。以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机会主义者把社会民主党的议会

党团同党对立起来，并且抗拒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机会主义者实

行同自由派接近的政策，实行社会党人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当然，

他们是把争取实现自由派过去答应办到而……没有实现的社会改

良作为这样做的“论据”的）。机会主义者动手修改荷兰社会民主

党的旧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并且提出了修改提纲，如放弃

“崩溃论”（伯恩施坦的著名主张），或者要求党员承认纲领就必须

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观点、“但不是”承认他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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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马克思主义者同这条路线的斗争愈来愈激烈。被排挤出党中

央机关报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著名的女作家罗兰－霍尔斯

特以及哥尔特、潘涅库克等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论坛报》１１１。特

鲁尔斯特拉不择手段地对这家报纸施加压力，他指责马克思主义

者是企图把他个人“赶走”，他唆使小市民情绪严重的部分荷兰工

人去反对“好斗的”、喜欢论战和破坏和平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果

在达范特举行的、特鲁尔斯特拉的拥护者占多数的党的紧急代表

大会（１９０９年２月１３—１４日），决定停办《论坛报》而创办一个

附属于机会主义的党中央机关报的“附刊”来代替它！《论坛报》

的编辑们当然对此不能同意（罗兰－霍尔斯特除外，很遗憾，她

采取了无可救药的调和主义立场），于是就被开除出党。

结果造成了分裂。以特鲁尔斯特拉和万科尔（他在斯图加特１１２

就殖民地问题发表了机会主义的演说以后就“出名”了）为首的

原先那个机会主义的党，沿用了“社会民主工党”（Ｓ．Ｄ．Ａ．

Ｐ）的名称。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它的人数少得多）则采用

了“社会民主党”（Ｓ．Ｄ．Ｐ．）的名称。

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曾经试图就恢复荷兰党的统一问题

进行调解，但是这种调解完全失败了，因为它采取了形式主义立

场，并且显然支持机会主义者，而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搞分裂。马

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吸收新党加入国际的请求，也因此遭到社会党

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拒绝。

正是在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７日社会党国际局的这次会议上提出了

关于是否让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国际的问题。显然，尽管国

际局的大多数委员并不是不清楚事情的实质——荷兰党内两派斗

争的实质，然而大家都想避开本质问题的讨论，而仅限于提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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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即按这种或那种方式处理问题、提出冲突的解决办法。

最后，两派提出了两个决议案：辛格尔提出了支持马克思主

义者的决议案，阿德勒提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案。辛格

尔的决议案说：

“社会党国际局决定：应当允许在荷兰成立的名称为新社会民

主党〈名称错了，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出席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因为它符合国际章程所规定的条件。至于它的代表是

否参加国际局和它在代表大会上票数多少的问题，如果荷兰同志

自己不能取得妥善解决的话，则应由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决定。”

从这个决议中可以看出，辛格尔并没有脱离正式的立场，他

一方面把问题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荷兰支部去作最后决定，但同时

也明确地强调国际应当承认荷兰的马克思主义的党。阿德勒不敢

说反对的话，不敢说他不承认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的成员，

不敢说他赞同执行委员会直接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阿德勒

提出的决议案说：“社会民主党的请求交由荷兰支部处理，如果该

支部内部不能取得协议，那就再向国际局上诉。”正式的立场是同

辛格尔的立场相同的，但是从决议案中看得很清楚，这个决议案

是同情机会主义者的，因为关于承认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的成员

的问题它丝毫没有谈到。而决议案的投票结果立刻表明，国际局

的全体成员是完全理解这两个决议案的精神的。赞成辛格尔的有

１１票：法国３票，德国２票，英国１票（社会民主党１１３），阿根廷

２票，保加利亚１票，俄国１票（社会民主党），波兰１票（社会

民主党），美国１票（社会主义工人党１１４）。赞成阿德勒的有１６票：

英国１票（“独立”工党１１５），丹麦２票，比利时２票，奥地利２

票，匈牙利２票，波兰１票（波兰社会党１１６），俄国１票（社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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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党），美国１票（社会党
１１７
），荷兰２票（万科尔和特鲁尔斯特

拉！），瑞典２票。

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莱比锡人民报》（第２５９

号）公正地指出，社会党国际局的这个决定是很令人遗憾的。这

家报纸的结论很有份量：“哥本哈根的无产阶级国际应当修改这个

决定。”该党的另一家报纸《不来梅市民报》（《Ｂｒｅｍｅｒ Ｂｏｒｇ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１日写道：“阿德勒同志充当了五光十色

的国际机会主义的辩护律师。”他的决议被通过，“是因为得到了

机会主义的大杂烩（Ｓａｍｍｅｌｓｕｒｉｕｍ）的支持”。

对于这些公正的话，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能补充说，我

国的社会革命党显然是迫不及待地同波兰社会党一起与机会主义

者为伍了。

社会党国际局常会结束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８日在布鲁塞尔举

行了各国社会党议会委员会（即各国社会党议会党团代表会议）第

四次会议。各国党团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很少（俄国社会民主党杜

马党团根本没有代表参加）。代表们分别就工人的养老保险、各国

立法状况和工人代表的草案等问题交换了情况。其中最好的报告

是莫尔肯布尔根据自己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所作的报

告。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１０年１月

６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８４—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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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前进”集团
１１８

大 纲

（１９０９年１２月底）

我给“前进”集团的同志们讲了许多次话，并且就党的任务

和“前进”集团在党内的地位同他们作了总结性的讨论，现在，我

认为有必要用书面形式来说明自己对争论的问题的看法，以免引

起误会和曲解。

我认为，“前进”集团的纲领从头到尾充斥了同党的决议（１９０８

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不相容、甚至同这些决议相抵触的观

点。

“前进”集团的纲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看

法没有估计到俄国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就是专制

制度在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因此根据

“前进”集团纲领的观点所得出的实际上是召回主义策略的结论。

所以，贯穿“前进”集团整个纲领的，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参

加第三届杜马的绝对必要性的观点，是否认建立新型的秘密党组

织（它以合法组织网作外围，并且必定要利用一切合法机会）的

绝对必要性的观点。

“前进”集团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研究所谓“无产阶级的哲

学”、“无产阶级的文化”等等任务，实际上它是要维护在上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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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散布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著作家集团。

“前进”集团的纲领宣布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这

是替给党带来极大危害的召回主义打掩护和作辩解。

因此，尽管“前进”集团多数同志个人所作的声明都说，他

们将给中央机关报写真实的通讯，将同召回派展开同志式的思想

斗争，将真心诚意地协助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将同破坏合法的工

人组织和活动的一切尝试作斗争，但是这些声明都是不足信的，而

且令人担心，“前进”集团将会在地方工作和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中反对党的路线。

至于我对“前进”集团的地方工作者采取什么态度，那就要

根据这些工作者在俄国怎么行事和怎样实现自己的声明而定了。

列 宁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２５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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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统  一

（１９１０年１月２３日和２月１日

〔２月５日和１４日〕之间）

正是一年前，我们在１９０９年２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号

上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代表会议所做的工作，使党在经过

“瓦解的一年，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路途艰难的一年”之后

“走上大路”（见《走上大路》一文）①。我们在那里指出，我们党

所经历的严重危机显然不仅是组织上的危机，而且也是思想上政

治上的危机。我们认为，党的机体战胜反革命时期的腐蚀作用的

保证，首先在于代表会议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正确地解决了一个

基本课题：工人政党完全肯定了代表会议在不久前的狂飙突进时

期所提出的革命目标和经过群众直接斗争检验的革命的社会民主

党的策略，同时也估计到目前经济和政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估

计到专制制度企图适应当代的资产阶级环境，搞资产阶级君主制，

并且企图公开、广泛、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工商

业资本主义巨头结成联盟来维护沙皇制度和黑帮地主的利益。我

们提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党的组织任务，即秘密的党必须利

用包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合法机构，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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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我们指出，这个组

织任务与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实施非常法时期所完成的任务有相似

之处，同时，我们也指出了“逃避坚持不懈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可

悲倾向”，如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工作，或拒绝直接公开批

评我们杜马党团的路线，否定或贬低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而企图用

不定形的合法组织来取代它，企图削弱我们的革命口号，等等。

在作了一番回顾后，我们就能对不久前举行的我们党的中央

全会１１９的意义作出更正确的评价。读者可以在本报这一号的另一

处看到全会所通过的重要决议的原文①。这些决议的意义在于，它

们是全党为实现实际上的统一、团结党内一切力量而迈出的重大

的一步，是全党在关于党的策略和组织的基本论点方面统一认识

而迈出的重大的一步，因为这些基本论点是确定社会民主党在我

们困难时期的道路的依据。一年前指出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现

在全党都走上了这条道路，党内的一切派别都确信这条道路是正

确的。过去的一年是出现新的派别分裂、新的派别斗争的一年，是

党内瓦解的危险加剧的一年。但是各地的工作条件，社会民主党

组织的困难处境，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迫切任

务，——这一切也推动着各个派别去团结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

反革命势力愈强大、愈嚣张、愈猖狂，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各阶层中可耻背叛和放弃革命的行为愈普遍，党对一切社会民

主党人的吸引力也就愈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０９年下半年，在

所有这些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党内彼此之间分歧很大的人，如孟

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一方，“前进”集团（即脱离正统的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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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为另一方，也都表示要维护党的原

则。前者在１９０９年８月提出了“为争取在党内的影响而斗争”的

口号，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分裂党的路线。后者发表了一个纲领，

这个纲领虽然在开头谈到了“为恢复布尔什维主义的统一而斗

争”，但是最后又对派别活动、“党内有党”、“派别分立互不通

气”严加斥责，坚决要求派别“溶解”在党内，要求派别“合

流”，把派别中心变成“确实仅仅是思想和著作”的中心（《目前

形势和党的任务》小册子第１８页和第１９页）。

党内多数人清楚地指出的道路，现在已经为一切派别一致承

认，当然，不是所有细节都承认，而是在基本方面承认。一年来

的尖锐的派别斗争对于消灭一切派别和任何派别活动，对于党的

统一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关于团结一切力量去完成无产阶级的经

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迫切任务已经作了决定；宣布了停办布尔什

维克派的机关报；一致通过了关于必须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即孟什维克派的机关报的决定。一致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在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决议，即关于党内状况

的决议和关于召开下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个决议可以说是

各派别大联合的纲领，所以应当特别详细地谈谈。

决议的开头写道：“为了阐发１９０８年党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

基本论点……”我们在上面援引了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三个主

要决议（即关于对时局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关于党的

组织政策和关于党对待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的这些基本

论点。毫无疑问，党内对这些决议的每一点、每一条并不是都意

见一致，因此，党的刊物应当敞开大门，以便根据日益复杂的经

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决议进行批评，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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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今后党内的一切派别，正确些说，党内的一切流派，都

应当把进行这种批评、应用和改善的工作，看作是表明自己的态

度和阐明自己的路线的事情。但是批评和纠正党的路线的工作，不

应当妨碍党采取一致的行动；党的行动一分钟也不能中断，不能

动摇，它必须在一切方面都符合上述决议的基本论点。

中央委员会决定的第１条在阐发这些论点时提及社会民主党

的策略的“原则基础”，认为根据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

法，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能“只”适用于“目前的具体环境”——这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如此，而应当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道路，适用

于各种可能的情况，既适用于“大变动”时期，也适用于“较稳定”时

期。现在无产阶级第一次可以有计划地运用这一策略方法并且将

其贯彻始终。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无产阶级的这一行动中，在

目前这一有组织的支部网内，我们党的策略就应当“使无产阶级作

好准备去迎接新的公开的革命斗争”（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作为革命

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完成１９０５年那个时代留下

的、为当前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每一特点所规定的我们的基本事

业），并“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动摇不定

的反革命制度的一切矛盾”（否则我们的革命性就会变成说空话，

变成重复革命词句，而不是应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革

命经验、知识和教训去指导每一个实际行动，去利用沙皇政府、它

的同盟者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每一个矛盾和每一次动摇）。

决议的第２条说明了俄国工人运动面临的转折时期。我们要

团结起来去帮助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新一代，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

的历史任务，革新党的组织，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丝毫不拒绝“革命

的任务和革命的方法”，而是要捍卫它们，为在将来的新的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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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成效地应用这些方法打下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

决议的第３条叙述了促使各地觉悟工人“迫切要求集中社会

民主党内护党的力量和巩固党的统一”的种种原因。其中广泛的反

革命思潮是主要的原因。敌人已经团结起来向我们进攻。沙皇政

府、横行霸道的官吏、无恶不作的地主－农奴主，除了这些原来的

敌人之外，又增加了资产阶级，这个新的敌人根据亲身经验对无产

阶级恨之入骨，因而愈来愈团结一致。革命家惨遭前所未见的残

杀、拷打和折磨。有人对革命百般辱骂诋毁，竭力想从人民的心中

抹掉革命。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从来都不曾让敌人夺

走过任何一次革命（包括任何一次多少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在内）的

主要成果，即群众斗争的经验和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对革命的信

念，——要使自己的状况真正有所改善就必须进行革命的信念。俄

国的工人阶级经过一切考验之后，也一定会表现出他们夺取１９０５

年胜利的那种革命斗争的决心和群众的英勇精神，并且在今后不

止一次地取得胜利。

促使我们团结起来的不仅是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和嚣张的反革

命气焰。促使我们团结起来的还有一点一滴的平凡的日常实际工

作。社会民主党坚持在杜马中不懈地进行工作，不断纠正初期不可

避免的错误，克服怀疑情绪和漠不关心的态度，锻造了全体社会民

主党人所珍惜的工具——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有组织的阶级斗

争。而任何一个有工人参加的合法大会，任何一个合法机构，只要

无产阶级能够打进去，传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公开维护劳动者

的利益和民主要求，都能促使力量团结起来，促进整个运动的发

展。无论政府进行什么样的迫害，无论它的同盟者黑帮分子和资产

阶级施展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不能扼杀多种形式的并且有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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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形式的无产阶级斗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每一

步都在训练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促使他们团结起来，扩大他们的队

伍，激起他们更大的义愤。

社会民主党集团的分散现象和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也在这

方面（维护党的原则）有影响，这种分散现象和手工业方式在最近

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很大的损失。如果不集

中力量，不建立一个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开展实际工作。中央委员

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如建立这样的核心并发挥它的作用，用从

事实际工作的人员来扩充这个核心，使它的工作同各地工作取得

更紧密的联系，等等。在停滞时期必然会提到重要地位的理论工

作，也同样要求我们团结一致地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这

个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动员一切力量与革

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作斗争的时候更应如此。

此外，决议的最后一条谈到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由

于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社会民主运动内部变化急剧，在过去的这一时期

中，这些任务也非常尖锐地被提出来了，并且是通过十分激烈的派

别斗争来完成的。这在各地党组织面临危机和瓦解的情况下并不

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现象。但这只是在当时是必然的现象。

而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决议的一致通过，则清楚地表明了要求前进

的共同愿望，结束对基本论点的争论，承认这些论点是不可争辩

的，并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齐心协力地加紧工作。

决议指出，由于目前的历史环境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

响，必然出现两种偏离正确道路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从本质来看

有如下的特点：“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

图削弱革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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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内部的这些错误显然是同社会民主党外部的资产阶级反

革命潮流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最恨秘密的社会民主党，

因为它用行动表明自己忠于革命的未竟之业，坚决同斯托雷平“合

法性”原则作无情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奴仆们最恨社会

民主党的革命任务和口号。而捍卫革命的任务和口号则是我们当

然的任务。所以，要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就特别需要

我们同一切“贬低”秘密政党的“作用和意义”的行为作斗争。所以，

有必要在较小的问题上，在规模不大的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在合

法范围内维护党的观点，这就特别需要注意不能削弱这些任务和

口号，斗争形式的改变不能取消斗争的内容，不能缓和不调和的斗

争，不能歪曲无产阶级的历史前景和历史目标：领导所有被剥削劳

动者，领导全体人民群众，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

国，走向推翻资本主义本身的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来谈另一种倾向的特点——如果

不学会改变工作方式，使之适应每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那就不

能实际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工作。“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

马中的工作，否定利用合法机会，不懂得这两者的重要性”，这种倾

向实际上是一种使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政策难以实现的倾向。俄国

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并不意味着旧的任

务已经完成，已经可以抛开不管了，不，这意味着，必须考虑这些新

的任务，寻求新的斗争形式，制定相适应的策略和组织形式。

既然党内对这些基本问题，对“克服”（主要通过扩大和深入进

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上述两种倾向的必要性开始取得一致意见，

郑么对于正确规定“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来说，最主要

的东西已经获得了。现在应当有步骤地贯彻已经获得的东西，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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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上下，所有地方工作者都充分了解这些任务，讲透这两种倾向

对一切工作部门的危害性，搞好工作，防止产生这两种摇摆不定的

倾向。为实现已通过的决定而采取的实际措施以及经济斗争和政

治斗争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它们日后将会自然表明在这方面还有

什么要做和应当怎样做。

在这些要求中，有一项要求已是党的生活中的一种惯例（如果

存在这种“惯例”的话）。我们说的就是把各地从事实际工作的全国

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集团的代表召集在一起的党代表会议。尽管

这项工作很平常，但是目前的瓦解状态使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中央

委员会的决议考虑到新的困难（如果不可能召开省的代表会议，各

省的代表可以由各地支部选举产生，而不必由省代表会议选举产

生）和新的任务（吸收合法运动中的党的活动分子参加，给他们以

发言权）。

客观情况要求把那些规模较小、从目前的工作形式来看是秘

密组织的工人支部，作为党组织的基础。但是在目前的困难条件

下，为了学会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进行革命的社会民

主党的工作，就要求它们发挥比过去大得多的首创精神和主动精

神，在它们往往得不到有经验的老同志帮助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这

样做。这些支部之间如果一不建立牢固的联系，二不建立各种各样

的合法机构作为据点，那就不能完成经常影响群众以及同群众互

相影响的任务。因此，必须召开由这些秘密支部代表出席的代表会

议，——无论如何必须首先、立即这样做。因此，必须吸收合法运动

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护党派分子参加，吸收“合法运动中那些愿意同

各地党的中心建立牢固的组织上的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团体的”代

表参加。至于在我们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中谁真正在行动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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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在口头上是护党的，谁真正懂得上述的新的工作条件并懂

得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的任务同这些新的工作条件结合起

来，谁真心愿意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努力，哪些集团真正愿意同党建

立牢固的组织上的联系，——这只能在各地进行的日常秘密工作

的过程中来断定。

我们相信，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力量都会通过这项工作团

结起来，中央和各地的党的工作者将全力以赴筹备代表会议，这次

代表会议必将有助于彻底巩固我们党的统一，必将有助于齐心协

力地进一步为今后的革命斗争建立更广泛、更牢固、更富有适应性

的无产阶级基础。

载于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３日（２６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１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１９２—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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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

（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１２０

（１９１０年３月１１日〔２４日〕）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和阿克雪里罗得、唐

恩、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等同志以《给同志们的信》为题单独印发

的宣言，是他们要在统一的全会刚一闭幕就用来炸毁党的一枚炸

弹，因此我们不得不立即向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发出警告，尽管警告

很简短，很不充分。

我们先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在向我们，向中央机关

报的编辑部开火。它借马尔托夫同志之口责备我们把他的文章登

在《争论专页》１２１上。马尔托夫同志强调说，“我的文章绝对不是就

全会的各项决定进行争论”；《给同志们的信》也一字不差地重复了

这句话。

任何一个愿意读一遍马尔托夫同志题为《在正确的道路上》的

文章的人都会看到，这篇文章是直接就全会的各项决定进行争论

的，它直接反对关于中央机关报的构成的决定，对各派别权利平

等、各派别“中立”的理论详加论证。马尔托夫同志和整个《呼声

报》编辑部说这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不是”要就全会的各项决定“进

行争论”，这种令人发指的谎言简直是对党的决定的嘲弄。

如果谁不明白就全会的决定进行争论同在中央机关报内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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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全会的路线两者之间的区别，那我们就请这些人，特别是孟什

维克，研究一下这一号中央机关报上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一篇大有

教益的文章，同时也研究一下该作者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第１１期上的另一篇同样大有教益的文章。任何一个无意于嘲弄党

的决定和党的统一的孟什维克，都不能否认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

志》上是在就全会的各项决定进行争论，而在《维护地下活动》一文

中是在维护党的路线。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地想要破坏全会的决定，

会不懂得这种区别吗？

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和整个《呼声报》编辑部都说《在正确的道

路上》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就全会的各项决定进行争论，这是令人发

指的谎言。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些更为恶劣的东西。整

篇文章的基础是秘密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一方和已经脱离了

党、但仍想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派为另一方的权利平

等论。整篇文章的基础是工人先锋队的这“两个部分”即“社会民主

党的两个部分”分裂论，它主张这两个部分应当根据“权利平等和

中立”的原则联合起来，因为一个整体中分裂出来的所有部分总是

要按这些原则联合起来的！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用更多的引文来证实我们对于马尔托

夫的观点所作的这个评语。如果确有必要，以后在别的文章中再

谈，因为马尔托夫的“权利平等论”未必有人会下决心去否定。这个

新理论是直接反对全会的各项决定的，不仅如此，它是对于这些决

定的直接嘲弄。一切认真执行全会决定的人，对于这些决定的含义

都是清楚的，这就是应当避免护党派孟什维克和护党派布尔什维

克的分裂，避免这些旧派别的分裂，而根本不是指一切合法派同我

们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分裂”。根本不能把脱离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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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派看成是同党一样或者可以同党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民

主党的一部分”。相反，要号召他们回到党里来，明确地向他们提出

条件：同取消主义（即同最彻底的合法主义）决裂，站到党的立场上

来，接受“党的生活方式”。中央委员会关于代表会议的信是对全会

决议的正式解释，是全党必须接受的。这封信说得非常清楚，合法

派事实上是不是护党的，这应当由秘密组织加以甄别①，这就是

说，这封信正是驳斥“权利平等论”的！

中央委员会的这封信是根据全会的专门决定由格里戈里、英

诺森和马尔托夫等同志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的，这封信经

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后获得批准。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却

鬼迷心窍，掉转枪口，写了一篇文章，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完全相

反的理论，而且别人说这篇文章是供讨论的，他还发牢骚，简直是

在嘲笑党！

不言而喻，这种权利平等论（在《呼声报》的所有其他文章中，

比在马尔托夫的文章中，表现得明显得多，露骨得多）事实上是要

党服从取消派，因为把自己摆到秘密的党的对立面，认为自己可以

同党权利平等的合法派，无非就是取消派。受到警察迫害的秘密的

社会民主党人同脱离了党进行合法活动因而安全有保障的合法派

“权利平等”，事实上就是工人同资本家“权利平等”。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呼声报》嘲弄全会的决定和中央委

员会信件中对决定的解释，这也是非常明白的，因此，马尔托夫的

３０２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

① 见中央机关报第１１号第１１—１２页：“只有各地方组织能够保证仅限于在真正
的〈黑体是《信》中原有的〉护党派中补选代表：我们各地的工作者在甄别这些
合法运动的活动家的时候，不仅要根据他们的言论，而且要根据他们的行动，
竭力做到只吸收那些确实在目前仍然是我们党的组成部分，那些愿意加入我
们党的组织，真正为党工作，巩固党，服从党，为党服务的人”，等等。



文章正好可以说是一篇为取消派指出战胜党的“正确的道路”……

的文章。

护党派孟什维克已经看出了这种危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第１１期就是明证。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刚刚读了全会的决议，还

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的《信》，就特地指出，如果“‘取消派’忽略”决

议所说的关于合法派“愿意同各地党的中心建立牢固的组织上的

联系”这句话，“就可能在这里给自己找到可乘之隙”（第２０页）。

普列汉诺夫对自己的呼声派非常了解，不是很清楚吗？他所指

出的取消派的可乘之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

合刊在几乎所有的文章中，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极力在“开凿”

的。我们不是完全有理由把这张《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叫作取消

派的《呼声报》吗？

呼声派替取消派辩护达到何等地步，这可以从《给同志们的

信》中的下面一段话看出：

“……中央机关报……既应取得旧的地下组织的有生命力的

分子的信任……〈地下党组织无论对中央委员会或对中央机关报

都是完全信任的；这里谈什么“取得”信任是很可笑的〉……也应取

得新的公开组织的信任，因为公开组织是目前社会民主党工作的

主要中心〈原来如此！〉。”就是说，脱离了党的合法派是主要中心。

不是他们应当取得党的信任，做名副其实的党员，回到党里来，回

到党的原则上来，而是以中央机关报为代表的党应当“取得他们的

信任”——很明显，这种信任是要用我们在《呼声报》上所见到的暗

中替取消派辩护、替取消派制造可乘之隙的办法来取得！！

费·唐恩同志的《为合法性而斗争》这篇文章，取消主义精神

贯穿始终，简直达到改良主义地步。唐恩同志竟然说“为合法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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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是“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一面旗帜”等等。他所维护的

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唐恩同志宣

称：“不合法的团结是争取合法性的必要工具。”这是立宪民主党的

说法。对立宪民主党人来说，党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的不合法性

只是“争取合法性的必要工具”。而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合法的团结

则是目前秘密的党的必要工具之一。

“……只有从它〈争取合法性的斗争〉出发，而且只有为了它，

无产阶级才能在目前进行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

这话也必须倒过来说，才能符合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只有从推

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出发，而且只有为了这个斗争，才能在合法组织

中进行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只有为实现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

的革命要求而斗争，只有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策略出发，

社会民主党才有可能真正卓有成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才

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最坚决地捍卫这些合法机会，把它们变成我们

党的工作的据点。

但是，不仅如此。呼声派还直接违反全会的决定，他们不顾中

央委员会的决定，在自己的信中和自己的报纸上为继续出版《呼声

报》进行鼓动。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分析那种为破坏党的决定的行为

辩护的既可笑又可怜的诡辩了。我们最好是只限于——至少在这

篇短文中这么办——引证一下护党派孟什维克的呼声，引证一下

《日志》第１１期。普列汉诺夫同志在第１８页上写道：“鼓动反对停

办《呼声报》”就是“鼓动反对消灭派别组织，也就是要使中央全会

可能取得的最主要成绩化为乌有。”他对这个取消派可乘之隙也预

见到了，直截了当、清清楚楚地说出了任何一个忠诚的社会民主党

人都不会怀疑的事实。对于某一派孟什维克来说，《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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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报》是什么呢？这是他们实际上的派别的（并且是一个不负责

任的）中心。

正是这样。使统一化为乌有——这就是《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

合刊和《呼声报》的四个编辑反对全会决定的宣言所要达到的目

的。在统一的全会闭幕后，他们为取消主义辩护比在全会前更加露

骨和更加放肆。他们在宣言中告诉孟什维克，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呼吁建立真正的统一给各小组的信１２２已通过，但中央委员会国外

局中的孟什维克委员和崩得委员投的是反对票，任何人都懂得这

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在号召我们不服从这封信，号召破坏国外的统

一。谴责呼声派的护党派孟什维克，如果要想坚决维护党的统一，

就应当从谴责转到行动。目前这种统一取决于护党派孟什维克，取

决于他们是否有决心和能力直接同国外的和国内的呼声派－取消

派的“实际中央”作斗争。

这个俄国国内中央，俄国孟什维克中央，在《呼声报》第１９—

２０号合刊上公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普列汉诺夫是“取消

孟什维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分子”。这个俄国孟什维克中央用“各党

支部陷于瘫痪状态这种人所共知的现象”来为孟什维克退出党作

解释（更正确些说，是作辩护）！！孟什维克中央的宣言告诉我们说，

退党的人“被诬蔑为取消派”（《呼声报》第２４页）。

我们要问问任何一个稍微能够主持公道的社会民主党人，特

别要问问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孟什维克

中央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就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这是不是意

味着要使统一事业化为乌有呢？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把所有在这份出名的文件（我们相信它

将象赫罗斯特拉特１２３那样出名）上签名的人通报全党
１２４
：（１）奥古

６０２ 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



斯托夫斯基；（２）安东；（３）瓦季姆；（４）弗·彼得罗娃；（５）格奥尔

吉；（６）格奥尔格；（７）叶夫根·哈—阿兹；（８）克拉莫尔尼科夫；（９）

德·柯尔佐夫；（１０）纳塔·米哈伊洛娃；（１１）罗曼；（１２）罗慕尔；

（１３）索洛蒙诺夫；（１４）切列万宁（当然不能没有他！）；（１５）尤里；

（１６） ．皮—基。

《呼声报》编辑部写道：“这里签名的都是编辑部非常熟悉的、

老的党的工作者；其中有些人在党内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我们要回答说，一切有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要是读了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了解了全会的决定，知

道了下面这件事实，他们就会把这些人钉在耻辱柱上。

这件事实就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１２５最近给中央委员会国外

局（即中央委员会的国外执行机关）发了一封正式信件。现将信中

的一段话照抄如下：

“……
·
我
·
们
·
曾
·
经
·
向
·
米
·
哈
·
伊
·
尔、
·
罗
·
曼
·
和
·
尤
·
里
·
同
·
志”（

·
后
·
面
·
两
·
个
·
人
·
的

·
名
·
字
·
我
·
们
·
在
·
前
·
面
·
用
·
黑
·
体
·
标
·
出）“

·
提
·
出
·
建
·
议，
·
希
·
望
·
他
·
们
·
参
·
加
·
工
·
作，
·
但
·
他

·
们
·
回
·
答
·
说，
·
他
·
们
·
不
·
仅
·
认
·
为
·
全
·
会
·
的
·
决
·
定
·
是
·
有
·
害
·
的，
·
而
·
且
·
认
·
为
·
中
·
央
·
委
·
员

·
会
·
的
·
存
·
在
·
本
·
身
·
也
·
是
·
有
·
害
·
的。
·
根
·
据
·
这
·
个
·
理
·
由，
·
他
·
们
·
甚
·
至
·
拒
·
绝
·
出
·
席
·
一
·
次

·
增
·
补
·
委
·
员
·
的
·
会
·
议……”①

（我们说明一下自己的看法：孟什维克中央的首脑们不仅自己

拒绝支持中央委员会，而且还拒绝参加增补其他的孟什维克、增补

７０２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

① 现在我们把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一个在俄国进行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２６

的一些信件中所有涉及在俄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地方补充如下：
“……我们要求马尔托夫同志和孟什维克中的中央委员立即把他们建议

增补为委员的同志的姓名和地址通知我们（彼得堡的孟什维克拒绝了这个要

求）……”“俄国委员会１２７暂时还不能召开，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增补为
委员，目前只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表示同意，但也是有条件的同意。孟什维克



孟什维克工人委员的会议，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拒绝出席增补委员

的会议就会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就会妨碍它的组成，就会迫使

中央委员会有可能好几个月迟迟不能着手做中央委员会应该做的

工作。）

可见，那些在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的

支持和赞同下，在报刊上说普列汉诺夫把他们“诬蔑为‘取消派’”

的人，正是他们在直接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存在，在扬言中央委员会

的存在是有害的。

那些在秘密刊物（通过《呼声报》）和合法刊物（通过自由派）上

叫嚣“各党支部陷于瘫痪状态这种人所共知的现象”的人，正是他

们自己在破坏对这些支部，甚至象中央委员会这样的支部进行调

整、恢复并使它们运转起来的尝试。

现在应当让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唐

恩、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等同志的宣言中所说的“目前站在斗争

着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前哨的那些公开运动的活动家”指谁。现在应

当让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呼声报》编辑部的下面这段话

是对谁说的：“实际上非使党组织瘫痪不可的官方教条，目前已被

打开一个缺口，我们希望同志们〈米哈伊尔、罗曼、尤里之流〉重视

这个缺口的意义，并且竭力去占领这个缺口为他们〈米哈伊尔、罗

曼、尤里之流〉开辟出来的阵地。”

 （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已经断然拒绝，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有害的。全会

的各项决议在米哈伊尔等人看来同样是有害的。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对目前

合法组织中社会民主党力量的自发组合过程进行干预，就好象硬要把两个月的

胎儿从娘肚子里拖出来一样。请立即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同志我们可以建议他

们接受增补为委员。并且希望能把同志们对米哈伊尔等人的这种行为的看法公

布出来。”

８０２ 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



我们向我们党的所有组织、所有小组呼吁，我们要问问它们，

能够容忍对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嘲弄吗？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

是继续消极观望呢，还是应当同破坏党的存在的派别进行坚决的

斗争？

我们要问问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各派“权利平等

论”、对于合法派和秘密党的权利平等的理论、以及“为争取合法性

而斗争”的理论等等的实际的现实政治意义，他们现在还怀疑吗？

这些理论，这些论断，这些可乘之隙，都是遁词，社会民主党的

敌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之流，这些人的政治上的帮凶１６个赫罗

斯特拉特式的孟什维克和这些人的思想上的领袖领导《取消派呼

声报》的著作家们，他们就是用这些遁词来掩护自己的。

总之，《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和《呼声报》的

四个编辑分裂党的宣言《给同志们的信》是直接鼓动：

·
要
·
派
·
别
·
机
·
关
·
报，
·
反
·
对
·
统
·
一，

·
反
·
对
·
国
·
外
·
的
·
团
·
结
·
一
·
致，

·
维
·
护
·
公
·
开
·
的
·
取
·
消
·
主
·
义，

·
维
·
护
·
公
·
然
·
反
·
对
·
中
·
央
·
委
·
员
·
会
·
本
·
身
·
的
·
存
·
在
·
的
·
分
·
子，

反对党！

反党阴谋已经败露。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的

人，起来保卫党吧！

载于１９１０年３月１２—１４日（２５—

２７日）之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１２号的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０２—２１０页

９０２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



为 什 么 而 斗 争？
（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３日〔４月５日〕）

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十月党人不久前的演说，结合右派立

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和杜马外的言论来看，无疑具有巨大的征兆

性的意义。反革命资本家政党的头子古契柯夫先生抱怨说：“我们

在国内和在杜马中都孤立了。”路标派分子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莫

斯科周刊》上仿佛跟着附和说：“……反动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

否认‘人身不受侵犯’；相反，他们都坚信人身‘可受侵犯’，马尔柯

夫第二和社会民主党人格格奇柯利如出一辙，尽管前者主张整治

少数民族并宣扬施以大暴行，而后者为人身不受侵犯而呼吁进行

‘第二次俄国大革命’。”（１９１０年２月２０日第８期第２５页）

古契柯夫先生在杜马中对沙皇政府声称，“我们在期待”，这说

明了完全屈服于反革命派的资产阶级直到现在还不能认为自己的

利益得到了保障，还不能认为建立了臭名昭著的“革新”制度就有

什么真正牢固可靠的保障。

路标派分子布尔加柯夫附和说：“……我痛苦不堪地思念着令

人心酸的往事，本来这都是一回事〈即反动和革命都是一回事，也

就是——〉……都是靠暴力来实现的极端主义…… 而近来又有

人开始为新的革命发愁，认为现在已经有了经验，似乎新的革命除

了使俄国遭到彻底瓦解外，还会带来别的什么。”（第３２页）

０１２



一个杜马中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首领和一个自由派“人士”中

颇有声望的右翼立宪民主党政论家（《路标》已出了５版），他们两

人都在抱怨，都在哭诉，都认定他们孤立了。他们在反动的极端派

和革命的“极端派”当中，在黑帮英雄和“为新的革命发愁”的英雄

（自由派？）当中，思想上孤立了，因而“在杜马中和在国内都孤立

了”。

“中派”的这种孤立，资产阶级的这种孤立，资产阶级希望改变

旧制度，但又不希望同旧制度作斗争，希望“革新”沙皇制度，但又

害怕推翻沙皇制度，这种现象在俄国革命史上并不新鲜。１９０５年

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给予沙皇制度接连不断的打击，当时感到

自己是“孤立的”，既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

人（当时是“解放派”１２８）１９０５年８月６日以后就开始停步不前，反

对抵制布里根杜马。十月党人１０月１７日以后，完全“停步不前

了”。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立宪民主党人在两届杜马中“孤立了”，无法利

用自己的多数，在沙皇制度和革命之间、在黑帮地主势力和无产阶

级、农民的冲击之间晕头转向，束手无策。尽管立宪民主党人在两

届杜马中占多数，但他们始终是孤立的，受到特列波夫和真正的革

命运动两面夹攻，一次也没有取得胜利，很不光彩地退出了舞台。

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十月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占多数，他们同政府亲密

合作，诚心诚意拥护政府，而现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发号

施令的不是他们，而是黑帮分子。他们不得不承认十月党资产阶级

孤立了。

这就是关于资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的总

结。在这五年（１９０５—１９０９年）间，事变层出不穷，群众斗争即俄国

各个阶级的斗争蓬勃开展，这一经验事实上证明了，立宪民主党和

十月党，我国资产阶级的两翼，实际上是由于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１１２为什 么 而斗 争？



而中立化了，他们成了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晕头转向的、软弱无力

的、束手无策的可怜虫。

资产阶级不断背叛革命，他们长期遭到黑帮沙皇政府和沙皇

地主黑帮的粗暴的咒骂、凌辱和唾弃，这完全是罪有应得。当然，资

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和他们所受到的历史惩罚，并不是某种特殊的

精神特性引起的，而是资本家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矛盾的经济地

位引起的。这个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害怕人民的胜利

甚于害怕保持沙皇制度，害怕没收地主的土地甚于害怕保持农奴

主的政权。资产阶级不属于那些在伟大的革命战斗中一无所失的

人。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这样的人，其次就

是千百万破产的农民。

俄国革命证实了恩格斯从西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史中得出

的结论：为了得到即使只是资产阶级直接需要的东西，革命也必须

远远地超出资产阶级的要求１２９。俄国无产阶级始终引导，也必将引

导我国革命前进，而不顾资本家和自由派的任何阻拦，推动事件的

发展。

在１９０４年的宴会运动中１３０，自由派千方百计地阻拦社会民主

党人，怕他们进行激烈干涉。工人并没有被胆战心惊的自由派的幽

灵吓倒，他们引导运动前进，把运动引向１月９日，引向汹涌澎湃

的全俄罢工浪潮。

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当时“非法的”“解放派”，号召无产阶级

参加布里根杜马。无产阶级并没有被胆战心惊的自由派的幽灵吓

倒，它引导运动前进，把运动引向伟大的十月罢工，引向人民的第

一次胜利。

１０月１７日以后，资产阶级分裂了。十月党人坚决站到反革命

２１２ 为 什么 而斗 争？



一边。立宪民主党人避开人民，投靠了维特。而无产阶级前进了。

无产阶级站在人民的最前列，动员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具有历史

意义的独立活动，真正自由的几个星期就在旧俄国和新俄国之间

划了一道永不磨灭的分界线。无产阶级把运动发展到最高斗争形

式——１９０５年１２月的武装起义。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遭到失

败，但并没有被击溃。无产阶级的起义遭到镇压，但在战斗中无产

阶级团结了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力量，并没有因为退却而灰心丧气，

它向群众指出——在俄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向群众指出——把斗争

进行到底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无产阶级被迫退却，但它并没有丢掉

手中的伟大革命旗帜。当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

主党人背离革命，力图扼杀革命并向特列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保

证他们有决心和有能力扼杀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公开举起这面

革命的旗帜，继续号召参加斗争，并教育、团结和组织一切力量来

进行斗争。

俄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从资本家手中夺得

的许多经济成果、军队中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古里亚和其他地方的

农民委员会以及某些城市中昙花一现的“共和国”，——这一切都

是无产阶级依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依靠农民夺取政权的

开始。

１９０５年的十二月运动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一运动第一次把

“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象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６０年

代初所讲的１３１）变成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同万恶的专制制度斗

争到底并吸引群众参加这一斗争的民族。这一运动之所以伟大，是

因为无产阶级用斗争实践表明了民主主义群众夺取政权是可能

的，在俄国建立共和国是可能的，指出了“怎么办”，指出了群众实

３１２为 什么 而斗 争？



际着手去具体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无产阶级的十二月斗争给人

民留下了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可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照耀后几代

人的工作的灯塔。

现在，疯狂的反动势力乌云滚滚，反革命沙皇黑帮气焰嚣张，

甚至十月党人也频频摇头说，“他们在期待”改革，而且迫不及待，

自由派和民主派也常常“为新的革命发愁”，而路标派分子卑鄙无

耻的言论有增无减（“应当自觉地不要革命”——布尔加柯夫语，同

上，第３２页），在这个时候，工人政党就应该加倍有力地提醒人民：

为什么而斗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由于条件变了，由于当前历史时期

的情况不同了，现在必须采取另外的斗争形式来实现１９０５年提出

的目标和当时的运动很快就要实现的任务。专制制度要按照资产

阶级君主制类型来改造的尝试，专制制度同地主和资产阶级在第

三届杜马中的长期勾结，新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等等，——所有这

一切把俄国引向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同时向工人阶级提出培养

新的无产阶级大军即新的革命大军的长期任务——教育和组织力

量的任务，利用杜马讲坛和利用各种半公开合法活动的机会的任

务。

必须善于贯彻我们的策略路线，必须善于建设我们的组织，既

要估计到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又不缩小、不削弱斗争任务，不

贬低那些即使乍看起来是极平凡、极不显眼、极其琐碎的工作的思

想政治内容。假如我们向社会民主党提出，比如说，为公开的工人

运动而斗争的口号，那就恰恰是缩小斗争任务和阉割斗争的思想

政治内容。

作为一个独立的口号，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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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的口号，因为只有自由派才幻想没有新的革命就可以有

公开的工人运动（他们不仅抱有这种幻想，而且向人民鼓吹骗人的

教义）。只有自由派才用这种次要目的来限制自己的任务，他们象

西欧的自由派一样，指望无产阶级去适应“经过改良的”、经过清理

的、“经过改善的”资产阶级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仅不害怕这种结局，而且相反，它

相信，任何一种名副其实的改革，任何对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组

织基础和运动自由的扩大，都会十倍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扩大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规模。但是，正是为了真正扩大运动的范围，

正是为了达到局部的改善，就应该向无产阶级群众提出不加删削、

不加缩小的斗争口号。局部的改善只能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

物（这是历史上常有的情形）。只有向工人群众提出１９０５年留给我

们这一代的广泛的、宏伟的任务，我们才能够真正扩大运动的基

础，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这一运动，鼓舞他们忘我的革命斗争情

绪，因为这种情绪过去一直引导着被压迫阶级去克敌制胜。

在进行公开行动、公开活动、扩大运动基础、吸引愈来愈多的

无产阶级阶层参加这一运动、利用资本家阵地的一切弱点来向这

个阵地进攻以及争取改善生活的时候，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最小的

机会；同时要将革命斗争精神贯彻到这一切活动中去，要在运动的

每一步和每一个转折关头阐明我们在１９０５年已经面临而我们当

时没有完成的全部任务，——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采取

的政策和策略。

载于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３日（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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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芬 兰 的 进 攻
（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１９１０年３月１７日，斯托雷平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关于颁布有

关芬兰的全国性法令和决定的程序”的草案。这个官腔十足的标题

掩盖了专制制度对芬兰的自由和独立发动的最无耻的进攻。

斯托雷平的法令草案规定，芬兰的一切事务，凡是“非纯属这

个边疆区的内部事务”，一律交给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和尼古拉二

世处理。芬兰议会只能就这些事务发表“最后意见”，而且这些最后

意见对谁都没有约束力，因为芬兰议会对帝国而言已落到了布里

根杜马的地位。

那么，所谓“非纯属”芬兰“内部事务的法令和决定”指什么呢？

我们不全部列举斯托雷平草案中所提出的１７条，我们仅指出，芬

兰同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税关系、芬兰刑法例外条款、铁路事

业、芬兰的货币制度、群众集会条例、芬兰的出版法，等等，均属此

列。

这一类问题一律交给黑帮－十月党人杜马处理！彻底摧毁芬

兰的自由，——这就是专制制度打算依靠根据六三宪制联合起来

的地主代表和商界上层代表来实现的计划。

这个计划当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这里指的都是被这一“宪

制”认为合法的人：５０名极右分子，１００名民族主义分子和“右派十

月党人”，１２５名十月党人，——这就是已经在杜马中集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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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政府报刊长期恶毒宣传而随时可以对芬兰采取任何暴力措

施的一支反动队伍。

现在，压迫一切“少数民族”的专制制度的旧民族主义变本加

厉，首先是由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仇恨人民，因为人民利用俄国无

产阶级十月的短暂胜利在黑帮沙皇身边创造了一部世界上最民主

的宪法，创造了把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一边的芬兰工人群众组织

起来的自由条件。芬兰曾利用俄国革命的机会赢得了几年的自由

和和平发展。俄国的反革命势力现在正迫不急待地趁“家中”完全

沉寂之机来拼命掠夺芬兰的成果。

历史似乎在用芬兰的例子表明，被一切庸人当作偶像膜拜的

名震一时的“和平”进步，不过是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的、昙花一现

的例外，这种例外完全证实了一条常规。而这条常规就是：只有群

众和领导群众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只有胜利的革命，才

能使各族人民的生活发生巩固持久的变化，才能根本摧毁中世纪

制度的统治和半亚细亚式的资本主义。

芬兰过去松了一口气，完全是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广泛地发动

起来了，动摇了俄国的专制制度。现在，芬兰工人只有通过联合俄

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求得出路，免遭黑帮强盗的进犯。

芬兰这个和平的国家是靠俄国的十月罢工而进行了革命、靠

俄国的十二月斗争和两届反政府的杜马而捍卫了自由的，可是即

使这样一个国家，它的资产阶级也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特性。芬兰

的资产阶级攻讦芬兰工人赤卫队，指责他们搞革命主义；它千方百

计不让芬兰的社会主义组织获得充分的自由；它企图讨好沙皇政

府（象１９０７年出卖政治活动家那样），以逃避沙皇政府对它施加的

暴力行为；它指责本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被俄国社会主义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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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感染上了他们的革命性。

现在，甚至芬兰的资产阶级也可以看出，执行让步、讨好、“献

媚”的政策，执行直接或间接出卖社会主义的政策，会得到怎样的

后果。离开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训练并由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的

群众的斗争，芬兰人民就不能找到摆脱自己目前状况的出路；离开

无产阶级革命，就无法反击尼古拉二世。

由于我们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自觉的反革命性的增

强，我国专制制度的旧民族主义政策也加强了。由于资产阶级对无

产阶级这支国际力量仇恨的加深，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也随之而增

长。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变本加厉，是同国际资本竞争的加剧和尖

锐化相辅相成的。沙文主义的出现就是由于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失

败和无力制服特权地主而产生的报复行动。沙文主义从地道的俄

国企业主和商人的贪欲中得到了支持，因为俄国企业主和商人没

能在巴尔干捞一把，所以是很乐于“夺取”芬兰的。因此，地主和大

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的组成，使沙皇政府得到了镇压自由芬兰的

忠实伙伴。

但是，侵犯自由的边疆地区的反革命“战役”的基地扩大了，反

击这些反革命战役的基地也扩大了。如果说，芬兰的敌人不仅仅有

官僚和一小撮权贵，而且还有第三届杜马代表机关中有组织的领

地贵族和最富有的商人，那么芬兰的朋友，就是千百万的群众，他

们开创了１９０５年的运动，推出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革命

派。无论目前政治气氛多么沉寂，这些群众也仍然在照样生活和成

长。要为俄国革命的新的失败报仇的新的复仇者也正在成长起来，

因为芬兰的自由受到的挫折就是俄国革命受到的挫折。

我们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怯弱和没有气节现在也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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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当然反对进攻芬兰。他们

当然不会同十月党人投一样的票，但是，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使“公

众”不再同情唯一给芬兰以自由、使芬兰的自由已经持续四年有余

的直接革命斗争和１０—１２月的“策略”的，难道不正是他们吗？联

合俄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同背弃了这一斗争和这种策略的，

难道不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吗？拼命在俄国的整个文明“社会”里激

发民族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难道不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吗？

社会民主党的决议（１９０８年１２月）说，立宪民主党人鼓吹民

族主义，实际上正是在为沙皇政府效劳！①事实证明，这句话讲得

多么正确！当俄国在巴尔干遭到外交上的失败时立宪民主党人要

采取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立场”，果然不出所料，是一种可怜的、

无原则的、奴颜婢膝的反对派立场，是讨好黑帮分子、刺激黑帮分

子的贪欲、因黑帮沙皇力量还不够强而对他责怪的立场。

“人道的”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你们现在来自食其果吧。你们曾

向沙皇政府指出，它坚持“民族”任务不力，现在沙皇政府向你们表

明，它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迫害很得力。你们的民族主义、新斯拉

夫主义等等，是自私的、有阶级局限性的资产阶级实质加上响亮的

自由主义空话。空话始终是空话，实质却在为专制制度仇视人类的

政策效劳。

自由主义空话过去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这些空话

只能装饰资产阶级狭隘的自私和粗野的暴力；它们只是用虚幻的

花朵来装饰人民的锁链；它们只是麻醉人民的意识，使他们不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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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自己的真正敌人。

但是，沙皇政策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第三届杜马存在的每一个

月，都会愈来愈无情地打破自由主义的幻想，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

自由主义的软弱和腐朽，愈来愈广泛和愈来愈多地播下无产阶级

新的革命的种子。

总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会奋起争取芬兰的自由，争取在俄国

建立民主共和国。

载于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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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为军队担忧
（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杜马中就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分子对沙皇政府破坏根本法

第９６条提出的质询展开的讨论还没有结束。但是，讨论已经把情

况摆得很清楚，各报已经就声名狼藉的斯托雷平“３月３１日声

明”１３２叫嚷得很厉害，所以现在谈一谈六三制度史上这个颇有教益

的事件是完全适宜的。

我们的杜马党团做得完全正确，它对政府破坏根本法第９６条

提出了质询，掌握的分寸是，它好象在“维护”合法性，“维护法律”，

“维护六三合法性”等等。我们说“掌握分寸”，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

此时所面临的为一项复杂的任务，无疑必须处理得当；他们使用的

一个武器无疑两面带刃，如果使用这种武器的人稍微出点差错或

者甚至不够灵活，就会伤害拿武器的人自己。直截了当地说，这个

武器会不知不觉地使社会民主党人离开阶级斗争的立场而滑到自

由主义的立场上去。

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单纯讲“维护”根本法，而对这种“维

护”的特殊性不加说明，那就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他们把维护根

本法以至整个合法性变成“为合法性而斗争”之类的口号，那就会

犯更大的错误，因为这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提法。

幸而我们在杜马中的同志这两种错误都没有犯。质询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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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言人格格奇柯利一开始就专门阐明了社会民主党人维护根本

法的特殊性。格格奇柯利非常得体地从鲍勃凌斯基伯爵的告发谈

起，这位伯爵在贵族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气急败坏地叫嚷必须“从国

家杜马内部清除这帮捣乱分子”１３３，这明明是暗指社会民主党人。

格格奇柯利回答说：“我声明，无论是告发也罢，暴力和威胁也罢，

我们这个在会议厅开会的党团丝毫都不会因此背弃它既定的捍卫

工人阶级利益的任务和目标。”

鲍勃凌斯基请求政府把一贯鼓动反对六三合法性的人赶出杜

马。格格奇柯利则一开始就声明，无论是暴力或威胁都不能使社会

民主党人放弃自己的活动。

格格奇柯利特别着重指出：“同其他人相比，我们当然是不大

关心维护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威信的，如果它还有所谓威信的话

……”“我们是根本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但是每当反动派为了自

己的利益力图削减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的时候，提出抗议的正是

我们……”“虽然我们是根本反对根本法的，但是当有人公然破坏

根本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起来保护根本法”。格格奇柯利在结

束演说时为了同那些迷信合法性的人划清界限，他说：“……我们

提出这种质询，并且离开本题从法律上作一番说明，这样做只不过

是为了再一次揭露政府的虚伪……”（速记记录第１９８８页）

格格奇柯利表达了社会党人一贯的民主共和观点，他说：“我

们的法律只有由人民的直接意志来决定，才符合大众的利益和需

要”，速记记录在这里记下的“右面哗然”这几个字，特别突出地表

明这句话打中了要害。

另一个社会民主党发言人波克罗夫斯基在谈到质询的政治意

义时说得更加明确，他说：“他们〈十月党人〉尽可以直接公开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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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尽可以毫无顾忌地接过右派的‘打倒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

内阁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多数人正在努力争取有一天在俄国

使立宪幻想完全破灭，那时，黑暗的现实照旧原封不动，俄国人民

会从中作出相应的结论。”（引自４月１日《言语报》的报道）

整个问题通过揭露政府和十月党人的虚伪，通过打破立宪幻

想而提出来，这是社会民主党向第三届杜马提出的关于根本法第

９６条被破坏的唯一正确的质询。我们党的鼓动工作，在工人会议

上，在小组里，以及在同不参加任何组织的工人个别交谈中，谈到

杜马的事情时首先必须提出的正是问题的这个方面，必须说明工

人政党的作用就是在资产阶级黑帮杜马中揭穿资产阶级黑帮分子

的骗局。由于在这样的杜马中问题不可能提得十分明确，革命的社

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可能讲得非常透彻，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对

我们的同志在塔夫利达宫讲坛上的发言加以补充，向群众作通俗

的说明，使他们讲的易于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破坏根本法第９６条这一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呢？这一条是第９

章《关于法律》中的一条，其中对例外情况作了规定，即陆海军机关

的条例和命令可以直接呈送沙皇批准，而不经过国家杜马和国务

会议；新的开支要根据国家杜马的决定拨给，——这一条的基本内

容就是这些。

一年前，国家杜马讨论了海军总参谋部的编制问题。关于该机

关编制是否应由杜马批准的问题争论很激烈。右派（黑帮分子）断

言，不应由杜马批准，杜马无权干预这个问题，杜马不得侵犯军队

“最高首领”即沙皇的权利，只有沙皇才有权批准陆海军编制，不用

经过任何杜马。

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则断言，这是杜马的权利。可

３２２他们在为军队担忧



见问题就是：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黑帮分子想把杜马权利说成是

有限的，想把本来已被削减得不象样的杜马权利再削减。黑帮地主

和他们的头子，最有钱最反动的黑帮地主尼古拉·罗曼诺夫把一

个局部性的小问题变成了原则问题，即关于沙皇权利的问题，关于

专制制度的权利的问题，并且指责资产阶级（甚至指责十月党人资

产阶级）蓄谋削减沙皇权利，限制沙皇权力，“把军队首领和军队分

隔开来”等等。

怎样解释沙皇权力，它仍然是过去的完全不受限制的专制制

度呢，还是沙皇权力也要加以限制，哪怕是最起码的限制，——这

就是争论焦点之所在。一年前这种争论之激烈几乎达到“政治危

机”的程度，险些儿要赶走斯托雷平（黑帮分子指责他搞“立宪主

义”），险些儿要解散十月党人的杜马（黑帮分子把十月党人叫作

“青年土耳其党人”１３４）。

于是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批准了海军总参谋部的编制，也就

是说认为这个问题是属于自己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大家都等着看

尼古拉二世是否批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决定。１９０９年４月２７

日，尼古拉二世下圣谕给斯托雷平，拒绝批准编制，并责成大臣们

拟订一个第９６条的实施“细则”。

换句话说，沙皇一次又一次公开坚决站到黑帮分子一边，反对

限制他的权力的任何尝试。他责成大臣们拟出新的细则，这是用无

耻的命令来破坏法律，把法律解释成无足轻重的东西，按照臭名昭

著的俄国参议院的“说明”来“说明”法律。此外，当然还提到细则应

“不超出根本法的范围”，但这些话都是最虚伪不过的表面文章。大

臣们拟订了这样的“细则”，于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些细则

（因为是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４日批准的，所以就称之为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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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细则），所以法律就被抛开了！根据对这个未经任何杜马而被批

准的“细则”的说明，根本法第９６条被一笔勾销了！根据这个“细

则”，陆海军编制的问题杜马无权过问。

这就非常清楚地勾画出俄国的“宪制”是多么虚假，黑帮分子

是多么无耻，沙皇同黑帮分子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专制制度对根本

法的戏弄是多么放肆。当然，１９０７年六三政变已经把这种情况暴

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广大民众对此也了如指掌了。如果说我

们在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对六三法令破坏根本法一事提出

质询（其所以未能提出，只是因为包括劳动派分子在内的资产阶级

民主派在上面签名的人数不够，没有达到提出质询要有３０人签名

的要求），那么，这表明纯杜马式的宣传鼓动受到多么大的限制。尽

管不能对六三法令提出质询，但是并没有妨碍社会民主党人经常

通过自己的发言说明这个法令的性质是国家政变。所以不言而喻，

即使在比较次要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拒

绝揭露专制制度是怎样戏弄根本法和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的。

象海军总参谋部编制这种并不重要、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却特

别突出地说明了我国反革命势力是多么敏感，说明了他们在为军

队担忧。杜马中的十月党报告人舒宾斯科伊先生在他３月２６日的

第二次发言中就非常明确地转到黑帮分子一边，从而暴露了反革

命势力正是由于在为军队担忧，才对代表机关可否稍加干预陆海

军编制的批准问题这样敏感。血腥的尼古拉的这个资产阶级奴仆

喊道：“……大俄罗斯军队首领的名字是真正伟大的名字……”

“……不管你们〈国家杜马代表〉在这里提出些什么主张，不管你们

怎样说要取消某种人的某种权利，但是对于军队，你们是取消不了

它的最高首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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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斯托雷平在他３月３１日的“声明”中，虽然极力使自己

的答复含糊其词，用一些十分空洞、毫无内容、显然虚假的词句大

谈其“安抚”和所谓放松镇压，但是仍然十分明确地站到了黑帮分

子一方来反对杜马的权利。如果说十月党人终于同斯托雷平取得

了一致意见，那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如果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的《言

语报》说斯托雷平的答复“更象是对国家杜马的权利的迁就”（４月

１日《言语报》第８９号紧接着社论的一篇编辑部文章），那我们就

又一次看到立宪民主党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斯托雷平说：“最

近几年的历史表明，革命不能锈蚀掉我们的军队……”说不能锈蚀

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众所周知的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陆海军士

兵起义事件、众所周知的这一时期反动派报刊的反应，证明革命曾

锈蚀过军队，就是说，革命是能够锈蚀掉军队的。军队没有被彻底

锈蚀掉，这是事实。但是，在反革命势力盛极一时的１９１０年，即在

军队发生最后一次“骚动”几年以后，斯托雷平（在上述声明中）说

他“听了前面几个发言人的讲话非常担心”，这种“担心”就在于“不

同的国家要素对待我们的武装力量有某种不一致使人感到不安”，

这就把斯托雷平和同他一起的尼古拉二世皇室的整个黑帮匪徒暴

露无遗了！这证明沙皇匪徒不仅仍在为军队担忧，简直是在为军队

提心吊胆。这证明反革命势力至今继续坚决主张国内战争，认为需

要用军事镇压手段平息人民的骚乱是当务之急。现在再看看斯托

雷平下面这一段话吧：

“历史……教导说，军队一旦不再是服从一个神圣意志的统一

的军队，就会瓦解。如果对此原则采取有害的怀疑态度，如果向军

队灌输以为军队的整饬取决于集体意志的想法，即使只有一点这

种想法，那么军队的威力就会不再以不可动摇的力量即最高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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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础。”在另一个地方又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想……挑起对我

们军队有致命的危险的关于权利问题的争论”（即关于国家杜马权

利问题、“集体意志”权利问题的争论）。

就象杀人犯觉得冤魂索命一样，反革命的英雄们想到了“集体

意志”对军队有“致命的”影响。黑帮分子的忠实奴仆斯托雷平觉得

十月党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正在用使军队服从集体意志

的办法，用使军队产生服从集体意志的“一点想法”的办法来“瓦解

军队”！

如果六三君主制的刽子手和杀人犯们把十月党人看成青年土

耳其党人，那他们是在大白天说梦话，精神完全错乱了。这种梦呓，

这种精神错乱是由于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感到军队非常令人担

忧而产生的一种政治病。如果斯托雷平之流，罗曼诺夫之流以及他

们那一伙先生们对待“集体意志”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多少能够稍微

冷静一点，那么他们马上就会发现，由沙皇不声不响批准杜马和国

务会议关于海军编制问题的决定，比起让杜马就杜马权利的问题、

就有可能“瓦解军队”的问题展开讨论，引起军队的注意的可能性

要小得多。然而，这正是我国反革命派的特点：他们本身的恐惧心

理暴露了他们自己，同时他们也根本无法平静地对待瓦解军队的

问题，正象杀人犯听人说起凶杀案的同谋犯和和凶杀案的情况时

不能平静一样。

把海军编制这个相对来说不重要的小问题当作原则问题提出

来的人正是黑帮分子，正是尼古拉二世，正是斯托雷平先生，看见

他们由于感到恐惧而显得很狼狈，我们只觉得很高兴。我们只要拿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关于“立宪幻想”破灭，关于必须由人民自己根

据无可置疑的“黑暗现实”作出结论的出色谈话同《莫斯科新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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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３１日声明”所作的坦率极了的议论对比一下。

４月３日该报的社论写道：

“……我们去年已经说明，这一事件本身很简单。皇帝陛下没有批准按立

法程序提出的编制，而是通过最高当局把编制定了下来，这个决定权，甚至现

行法律（更不必谈最高当局的当然权利的问题）也规定得清清楚楚……”

是的，是的。俄国君主制的“当然权利”——就是破坏根本法。

整个关键就在这里。

“……然而杜马中的反对派竟敢对此提出质询，涉及最高当局的行动

……”

正是这样！《莫斯科新闻》准确地说清楚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杜

马中不能说清楚的话。这次质询正是认定沙皇（和沙皇属下的大臣

斯托雷平）的行动就是破坏根本法。

接着，《莫斯科新闻》便攻击“革命反对派”和“革命刊物”，攻击

它们坚持通过革命夺取人民权利的理论，并且驳斥了关于“３月３１

日声明”中可能有某些“诺言”的说法。

“……关于‘诺言’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这种说法表明，甚至那些没有正

式名列革命营垒的人的头脑也被革命思想搞得多么糊涂。内阁会许下什么样

的‘诺言’呢？……忠实于最高当局领导的内阁将执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所

以只希望杜马能够更深刻地领会这个声明的全部意义，从而使这个声明有助

于治愈革命‘命令’传染给诸位代表先生们的痼疾。”

确实应该这样：更深刻地领会政府的声明（和立场），用它来

“治愈”立宪幻想，——这恰好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对于破坏第９６条

所提出质询的政治教训。

载于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３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２３—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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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在 国 外 的 统 一
（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在我们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党，它必须有而且必定要有

一个国外基地。任何人只要考虑一下党的处境就会承认这一点。国

内的同志们对“国外”的看法不管多么悲观，但是了解一下此间发

生的情况，特别是最近一次全会以后发生的情况，对他们是会大有

好处的。

国外是否已经实现了统一呢？没有。原因很简单：呼声派那一

方丝毫无意于响应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号召，来消除国外的分

裂局面。派别性的《呼声报》无视中央委员会的一致决定，仍然没有

停刊，尽管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全会上正式声明说（见

全会记录），他至少要让该报暂停出版①。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还没

有来得及采取任何实行统一的步骤，《呼声报》的四个编辑（其中两

个已进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就发表了宣言，几乎不加掩饰地号

召不同意统一。国外的“国外小组中央局”（“国外小组中央局”是一

年半前在巴塞尔孟什维克派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也是这么干的。这

９２２

① 这一声明的原文如下：
“马尔托夫同志声明说，虽然他不能正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

部说话，但他以个人名义声明，如果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出版了最近一号
后暂时试行停刊（一两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再看看中央机关报新的编辑部
工作的结果，那么该报编辑部是不会产生阻力的。”



个“国外小组中央局”甚至现在也不能代表全体孟什维克，而只

能代表孟什维克中呼声派那一部分了。但国外小组中央局在《呼

声报》的支持下能量相当大，足以破坏统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只能向各小组，向护党派分子呼吁，首先是向工人呼吁。但是由

于下面将谈到的一些原因而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做得非常不能令

人满意。现在中央委员会在国外仍然象过去一样，暂时只能指望

布尔什维克的各个小组的支持。不过最近又增加了孟什维克护党

派，即取消派的反对者（大部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日志》的

支持者）。

国外孟什维克原则上的分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是

一个征兆，从这里面可以窥见目前国内所发生的（也许不那么明

显）事情。孟什维克护党派已经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下

面请看从这些决议中摘录的几段话。巴黎的孟什维克反呼声派

（约２０人）写道：“……在该机关报（《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

刊上，例如在唐恩同志《为合法性而斗争》这篇文章中，可以清

楚地看到一个新的方针，这篇文章不要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提

出了一个特殊的、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同‘经济主义’时期争取

权利这个口号一模一样的口号……《呼声报》编辑部至今一直否

认的取消主义思想，在该报最近一号上公开地表露出来了。”日内

瓦的孟什维克护党派（１４人）认为，“停办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

人呼声报》是巩固党的统一的必要条件”。

尼斯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小组（一致）认为，“该机关报（《呼声

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上的一系列文章，已经公开表露了取消主义

思想。小组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立场是有害的，决不给予

支持。小组对于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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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辜负了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任，使取消主义倾向实际上

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圣雷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小组“一致表示

决不支持该报（《呼声报》）的出版，因为他们不同意该报的取消主

义倾向。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的所作所为，使小组怒不可遏”。列

日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斯季瓦·诺维奇的信

和费·唐恩《为合法性而斗争》这篇文章〈载于《呼声报》第１９—２０

号合刊〉，充分说明了该报的反党倾向…… 以《社会民主党人呼

声报》为中心，聚集了各种取消主义的流派。”苏黎世的孟什维克小

组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和伯尔尼小组中的多数人都持有同样的看

法。在其他城市也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支持者。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只有把这些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

和无派别的护党派分子即反对取消主义的人团结在一起，才能取

得成效，才能有助于俄国国内的工作。国外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号召

全体同志这样做的（见巴黎第二小组的决议１３５）。为了团结全体真

正的护党派分子，不可避免地要同破坏统一的呼声派，同退出《争

论专页》编辑部和党校委员会并且也破坏党的统一的召回派－最

后通牒派进行斗争。这一项工作暂时要由护党派分子个人主动承

担，因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暂时还没有能力承担相应的职务。根据

新章程的规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５个委员中有３个指定由“少

数民族党员”担任，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多数委员不是

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因此，往往会发生出乎意外的事情。例如，

在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常会上，形成了反对中央委员会

路线的多数。由一个呼声派分子和两个所谓的“无派别的”少数民

族党员形成的新的多数，拒绝批准在中央全会以后就立即制定的

把各小组统一起来的“方法”（根据全会决议的精神来统一，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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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经费交给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交给派别性的机关报）。这

个多数拒绝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一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建

议，即拒绝在信中向各小组提出以下口号：把所有的经费交给全党

性的机关，而不交给派别性的报纸（即《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这

个决定遭到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两个委员（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一

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抗议，他们已把自己的抗议书转给了

中央委员会。

载于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３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３２—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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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统一的障碍之一
（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当许多国外小组的护党派孟什维克团结起来，愈来愈坚决地

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露骨的取消主义倾向的时候，维也

纳出版的《真理报》的态度仍然暧昧不明。我们在该报第１２号上看

到一篇题为《扫除一切障碍，走向统一》的文章。对于这篇文章第一

次（虽然是羞羞答答和很不全面地）着手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阐明

取消主义的危险的决议，不能不表示赞赏。但这篇文章的整个第一

部分却是一个样板，它说明，在维护党的原则这一点上，某些所谓

无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远远不如护党派孟什维克。

《真理报》说什么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

报〉》①一文中宣布“整个协议已撕毁”，这是公然撒谎。凡是读过中

央机关报第１２号的人都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当时同孟什维克间的协议是在他们承认党的原则和真诚地彻底放

弃取消主义的条件下达成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该报在

俄国的一批同伙撕毁了这个协议：在俄国的是米哈伊尔、罗曼、尤

里等一伙人，他们公开说这个决议本身是有害的（“中央委员会的

决议是有害的”；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也是有害的；党用不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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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因为它已经被取消了），还有《呼声报》，它替前者的言论辩护。

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则坚决反对呼声派这种破坏

协议的行为。不过，《真理报》在提到“一般的”孟什维克时，如果仍

然只指呼声派，避而不谈普列汉诺夫分子和护党派孟什维克，那

么，对于这种行为方式，我们将随时随地加以揭露。

《真理报》说，对于全会以后发生的冲突，它“不能也不想参加

讨论”，第一，因为“没有据以作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实际材料”。

对此我们回答说：如果国外的《真理报》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呼

声派－取消派的所作所为中找到足够的“材料”，那它将永远找不

到这种材料。要看到真理，就不怕正视真理。

“……第二（而且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组织冲突所要求的是组

织干预，而不是报刊干预。”

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是护党派孟什维克“干预”的（这是每一

个党员应该做到的）正是如何评价原则冲突，而不是如何评价组织

冲突。《真理报》的做法恰恰相反，它提出了原则，实际上却不遵守。

事实上，《真理报》这篇文章的整个第一段谈的恰恰是对组织冲突

的“干预”。不仅如此，《真理报》在叙述组织冲突时，还给取消派打

气：它说我们的文章是“最激烈的”，而对呼声派的反党行为却不加

评论；它说党的中央机关报同孟什维克当中的反党分子（即呼声

派）的斗争是派别冲突，这是扯谎；它避而不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四个编辑所发表的分裂主义宣言，这是讲了一半实话；如此等

等。

工人的报纸应当是：要么不谈“组织”冲突，要么就全面地谈，

老老实实地谈。

为掩盖《呼声报》的反党性质所作的种种尝试，这是党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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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障碍之一。对《呼声报》的取消主义保持沉默，或者采取轻率

态度，都只会增加取消主义的危险性。

载于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３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３６—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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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论 家 札 记
（１９１０年３月６日和５月２５日〔３月１９日和６月７日〕）

一

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

“前进”集团不久前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

任务。一群布尔什维克拟订的纲领》的小册子。这一群布尔什维克

就是去年春天《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指出正在建立新派别的那些

布尔什维克。现在，这个“由１５个党员——７个工人和８个知识分

子组成”的一群人（这是它告诉我们的），企图对自己的特殊“纲领”

作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正面说明。这个纲领的文字显然经过集体精

心的仔细推敲，消除了所有不通顺的字句，去掉了尖锐的措辞，强

调的与其说是这一群人同党的分歧，不如说是他们同党一致的地

方。因此，这个正式阐述一个流派的观点的新纲领，对于我们就更

有价值了。

这一群布尔什维克首先叙述它“对我国现时的历史形势的理

解”（第１节第３—１３页），然后又叙述它“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

（第２节第１３—１７页）。但是它对这两者的理解都很差。

就拿第一个问题来说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党的观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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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阐明了。新纲

领的起草人是否同意这个决议所表明的观点呢？如果说同意，那他

们为什么不直说呢？如果说同意，那为什么要起草一个特殊的纲

领，要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特殊“理解”呢？如果说不同意，那为什么

又不讲清楚新集团到底在哪方面反对党的观点呢？

原来问题在于这个新集团连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决议的意义。

新集团不自觉地（或半不自觉地）倾向于同该决议不调和的召回派

的观点。新集团在它的小册子里作了通俗的阐述，但涉及的不是该

决议的全部论点，而只是它的一部分，对该决议的另一部分却不理

解（也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部分的意义）。决议说，曾经引起了

１９０５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新的革命危机正在成

熟（第６条）。斗争的目的仍然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共和国；无产

阶级在斗争中应当起“领导”作用并且要努力“夺取政权”（第５条

和第１项）。世界市场情况和世界政治情况使“国际局势日益革命

化”（第７条）。对这些论点，新纲领都作了通俗的阐述，就这一点来

说，它同布尔什维克，同党，是完全一致的，就这一点来说，它表达

了正确的观点，作了有益的工作。

可是，不幸的是，必须对“就这一点来说”这几个字加以强调。

不幸的是，新集团对该决议的另一些论点并不理解，不理解这些论

点同其他论点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不理解这些论点同对召回主义

持不调和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而这种不调和的态度正是布尔什维

克所具有而为新派别所缺少的。

新纲领的起草人说，革命再度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革命再度应

该推翻专制制度，而且一定能推翻专制制度。说得对。但是现代革

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知道和记住的不仅这一点。他应当很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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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革命正以新的方式到来，我们应当以新的方式去迎接它（应当

不同于过去，不仅是象过去那样，不仅是采用过去的斗争工具和斗

争手段），同时，现在专制制度本身也不是过去的专制制度了。这就

是召回主义的辩护人不愿看到的东西！他们顽固地坚持片面的观

点，因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识这样做，都是

为机会主义者和取消派效劳，都是以一种片面性来支持另一种片

面性。

专制制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在转向资产阶级

君主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第三届杜马是专制制度同一定阶级

的联盟。第三届杜马不是什么偶然的东西，而是这个新君主制体系

的一个必要的机关。专制制度的新土地政策也不是什么偶然的东

西，而是新沙皇政府的政策中一个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必要

的，按其资产阶级性质来说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面临的是

一个具有引起新的革命的特殊条件的特殊历史时期。如果只是按

照旧的方式来行动，如果不善于利用杜马讲坛等等，那就不能掌握

这种特殊性，不能为进行这次新的革命作好准备。

最后的这个论点是召回派弄不懂的。召回主义的辩护人说召

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上述小册子第２８页），他们直到今天

还弄不懂这个论点同整个思想、同承认目前形势的特殊性、同尽量

在自己的策略中考虑到这种特殊性之间的联系！他们反复地说，我

们现在正处于“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第２９页），目前的形势是

“民主革命两个浪潮之间的过渡形势”（第３２页）。至于这个“过

渡”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却无法弄懂。而不懂得这个过渡，也就不能

使这个过渡有利于革命，不能为新的革命作好准备，不能过渡到第

二个浪潮！这是因为为新的革命作好准备不能仅限于翻来覆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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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革命不可避免；作准备就必须根据这个过渡形势的特点来进行

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尽管人们在谈论过渡形势，却不懂这个

过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俄国没有任何真正的宪法，杜马只是宪

法的幻影，它没有实权，不起作用，——这一点，不仅居民群众根据

经验非常了解，而且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第１１页）现在请把这

段话同十二月决议对第三届杜马的估计对比一下吧。决议说：“由

于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成立，沙皇政府同黑帮地主和上层工

商业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公开地得到承认，固定下来了。”

虽然党的刊物一年来对这个决议翻来覆去讨论了又讨论，但

纲领起草人还是不懂这个决议，这难道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吗？

而他们不懂这个决议，当然不是由于脑子不灵，而是由于深受召回

主义和整个召回主义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第三届杜马是黑帮－十月党人杜马。说十月党人和黑

帮分子在俄国没有“实权”，不起“作用”（纲领起草人就是这样说

的），这是很荒谬的。没有“真正的宪法”，专制制度全部实权原封未

动，这丝毫不排斥出现下面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况：这个政权不得不

在全国范围内，在公开进行活动、具有全国意义的机关里组织某些

阶级的反革命联盟，而与此同时某些阶级自己也在下面组织反革

命联盟来支持沙皇政府。既然沙皇政府同这些阶级的“联盟”（这个

联盟竭力为农奴主－地主保住政权和收入）是目前过渡时期阶级

统治和沙皇及其同伙的统治的特殊形式，是在“第一次革命浪潮”

失败的情况下我国的资产阶级演进所产生的形式，——那么不利

用杜马讲坛，也就谈不上利用过渡时期。所以利用反革命的讲坛来

为革命作准备的这一特殊策略，是由整个历史环境的特点产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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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必要策略。如果杜马只是宪法的“幻影”而“没有实权，不起作

用”，那么在资产阶级俄国的发展中，在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发展中，

在上层阶级的统治形式等等的发展中，就不存在任何新阶段，那么

召回派当然原则上就是正确的了！

不要以为我们上面引用的纲领中的那句话是偶然失言。在专

门的一章《关于国家杜马》里（第２５—２８页），我们一开头就读到：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国家杜马都是没有实力和实权的机关，都不

表明国内力量的真正对比。政府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召开国家

杜马，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把群众的激愤情绪从直接斗争的道路引

上和平选举的道路，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些杜马中同能够支持政府

反对革命的社会集团进行磋商……”这真是一派胡言，语无伦次。

如果政府召开杜马为的是要同各个反革命的阶级进行磋商，那么

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正好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没有“实力和实

权”（来帮助革命），而第三届杜马过去和现在都有“实力和实权”

（来帮助反革命）。革命者可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应当）不参加没

有力量帮助革命的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纲领起革人把革命

时期的这种机关同有力量帮助反革命的、“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

的杜马混为一谈，这就犯了天大的错误。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正确

见解恰好用到实际上不能用的场合！因此，这也就是把布尔什维主

义歪曲得面目全非。

纲领起草人甚至专门写了一条——第４条（第１６页）来概括

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在这一条里，这种“面目全非的”革

命性得到了可以说是最精采的说明。该条的全文如下：

“（４）在革命完成之前，工人阶级的一切半合法的和合法的斗争方式和方

法，包括参加国家杜马在内，都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它们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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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和准备力量去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即公开的群众斗争的一种手段。”

这就是说，在“革命完成”之后，各种合法的斗争方式，包括议

会活动“在内”，就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了！

错了！到那时候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前进

派”纲领说得十分荒谬。

其次，这就是说，“在革命完成之前”，除了合法的和半合法的

斗争方式以外，一切斗争方式，也就是一切不合法的斗争方式，可

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

错了！有些不合法的斗争方式，无论在“革命完成”之后（如秘

密宣传小组）或“在革命完成之前”（如夺取敌人的经费，用暴力营

救被捕者，或处决密探等等），“都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

义，它们仅仅是……”（如《纲领》条文所述）。

再其次，条文里所谓“革命完成”是指什么样的革命的完成呢？

显然不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因为那时候既然阶级已经根本

不存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不会有了。可见这里是指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完成。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纲领起草人对于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完成究竟是怎样“理解”的吧。

一般说来，这个字眼可以有两种理解。如果用于广义，那这个

字眼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课题的解决，资产阶级革命

的“完成”，也就是指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础本身的消

除，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法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到１８７１年才算完成（它是在１７８９年开始

的）。如果用于狭义，那这个字眼就是指单独的一次革命，指几次资

产阶级革命中的一次革命，或者说几个“浪潮”中的一个“浪潮”，它

冲击旧制度，但没有冲垮它，没有消除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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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是在１８５０年或在５０年

代“完成的”，但６０年代革命高涨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除。法

国１７８９年的革命，可以说是在１７９４年“完成的”，但１８３０年革命

和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除。

纲领中的“在革命完成之前”这句话，无论是作广义的解释或

作狭义的解释，其含义都是难以捉摸的。不用说，如果现在试图确

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一切可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

时期完成之前采取什么策略，那是非常荒谬的。而对于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年的革命“浪潮”，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纲领本

身不得不承认：“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被它〈专制制度〉打下去了”

（第１２页），我们正处于“两次革命之间的”、即“两个民主革命浪潮

之间的”时期。

“纲领”中的这种没完没了的、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的根源何

在呢？根源就在于这个纲领虽然用外交手腕同召回主义划清了界

限，但丝毫没有跳出召回主义的思想圈子，没有纠正它的根本性的

错误，甚至没有觉察到这种错误。根源就在于“前进派”认为召回主

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把布尔什维主义歪曲

得面目全非的召回主义观点是一种合理的东西，是一种典范，是一

种无与伦比的典范。谁站在这个斜坡上，谁就会不由自主地滑下去

并且滑到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的泥潭里；谁就会把一些词句和口

号重复来重复去，而不会去认真考虑运用这些词句和口号的条件

以及这些词句和口号起作用的范围。

举例来说，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间总是用革命

没有结束这个口号去反对机会主义者呢？因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

下狭义的革命的完成还谈不上。就拿第二届杜马时期来说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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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在这种情

况下，除了从上面发动政变或从下面举行起义之外，是没有直接的

出路的；不管聪明透顶的学究们现在如何摇头，但是在政变之前，

谁也不能担保政府的政变能够成功，政变会进行得很顺利，尼古拉

二世不会因此碰得头破血流。“革命没有结束”这个口号在当时具

有最现实、最重要、实际上最明显的意义，因为只有这个口号才能

正确表明实际情况，才能表明按照事变的客观逻辑，局势将向哪方

面发展。而现在，当召回派自己承认目前的形势是“两次革命之间

的”形势的时候，如果还要认为这种召回主义是“革命派中一种合

理的色彩”（“在革命完成之前”），这难道不是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

吗？

要摆脱一连串难以解决的矛盾，就不应当同召回主义玩弄外

交手腕，而应当摧毁它的思想基础；应当坚持十二月决议的观点并

且对决议作认真的考虑。目前所处的两次革命之间时期，不能解释

为偶然情况。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无疑是专制制度发展的一个特

殊阶段，即资产阶级君主制、资产阶级黑帮议会制和沙皇政府的资

产阶级农村政策的发展以及反革命资产阶级对这一切表示支持的

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时期无疑是“两个革命浪潮之间的”过渡时期，

但是要作好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恰恰需要掌握这个过渡的特点，善

于使自己的策略和组织适应这个艰难的、困苦的、黑暗的、但却是

“运动”进程强加于我们的过渡。利用杜马讲坛，同利用其他一切合

法机会一样，不能算什么高级斗争手段，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可

言。然而过渡时期之所以为过渡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特殊任

务是准备和积聚力量，而不是由这些力量去采取直接的决定性的

行动。要善于进行这种表面上看来并不显眼的活动，要善于利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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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十月党人杜马时代所特有的一切半合法的机关来进行这种活

动，要善于在这个基础上也能坚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一切传统，

坚持社会民主党不久前在英勇的斗争中提出的一切口号，坚持它

的工作的全部精神，坚持它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所采取的决不

调和的态度，——这就是党的任务，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分析了新纲领背离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中阐明

的策略的第一个论点。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投向召回主义思想的论

点，召回主义思想无论同马克思主义对目前形势的分析，或者同革

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本前提，都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来考

察一下新纲领的第二个独特的论点。

这就是新集团宣扬的“创造”并“在群众中传播新的无产阶级

的”文化的任务：“发展无产阶级的科学，加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真

正的同志关系，研究无产阶级的哲学，引导艺术面向无产阶级的愿

望和经验。”（第１７页）

这就是新纲领用以掩盖问题本质的幼稚的外交手腕的典型！

试问，在“科学”和“哲学”中间加了个“加强真正的同志关系”，这岂

不幼稚吗？新集团把自己假设的种种委屈写进了纲领，还责备其他

集团（正统的布尔什维克首当其冲），说它们破坏“真正的同志关

系”。这就是这个滑稽可笑的条文的真实内容。

“无产阶级的科学”这个提法在这里显然也“不妥当而且不合

适”。第一，我们现在只知道一种无产阶级的科学，那就是马克思主

义。纲领起草人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避开这个唯一确切的说法而到

处都用（第１３、１５、１６、２０、２１页）“科学社会主义”一词。大家知道，

在我们俄国，甚至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企图盗用“科学社

会主义”这个词。第二，如果要在纲领中提出发展“无产阶级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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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任务，那就应当说清楚，纲领起草人在这里指的是目前哪种

思想理论斗争以及他们站在哪一方面。对这一点避而不谈，那是一

种幼稚的狡猾手段，因为凡是读过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间社会民主党的

书刊的人，对问题的实质都很清楚。目前，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

域，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１３６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如果

闭眼不看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那至少是可笑的。“纲领”对意见分

歧不应当掩饰，而应当加以说明。

上面引用的纲领中的那些话是我们的起草人弄巧成拙的自我

暴露。大家都知道，所谓“无产阶级的哲学”其实指的就是马赫

主义，——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立即识破这个

“新”化名。杜撰这样的化名是没有用的。用这样的化名打掩护也

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新集团最有影响的著作家核心就是马赫主义

者，在他们看来，非马赫主义的哲学就是非“无产阶级的”哲学。

如果想要在纲领中谈这个问题，那就应当这样说：新集团联

合的是哲学和艺术中的非“无产阶级的”即非马赫主义理论的反

对者。这才是大家知道的那个思想流派的直接的、真实的、公开

的表态，这才是该流派对其他各流派的公开的挑战。既然认为思

想斗争对党有重要意义，那就应当公开站出来宣战，而不应当躲

躲藏藏。

对于纲领同马克思主义暗中进行哲学上的斗争，我们将号召

大家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其实，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的

词句，正是统统用来掩饰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新集团的“独

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哲学写进党的纲领，却又不直接说出它究竟

拥护哪一哲学流派。

然而，也不能说上面所引的纲领中的那些话的实际内容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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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在那些话里面也还有可取之处。这个可取之处可以用一个

词来表述，那就是：马·高尔基。

的确，我们用不着掩盖资产阶级报刊已经大肆宣扬的（经过

他们的歪曲和颠倒的）事实，即马·高尔基是拥护这个新集团的。

而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

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贡献。社会民主党的任何

一个派别都可以因高尔基参加自己这一派而理所当然地引以自

豪，但是根据这一点理由就把“无产阶级的艺术”往纲领里塞，这

就是这个纲领贫乏的证明，这就是把自己的集团贬成一个著作家

小组，正好暴露自己“崇拜权威”…… 纲领起草人连篇累牍地

反对承认权威，而不明说这指的究竟是什么。原来是这样：在他

们看来，布尔什维克坚持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反对召回主义，是

个别“权威”（这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所作的明显的暗示！）搞出

来的，而据说马赫主义的敌人对这些“权威”是“盲目信任”的。

这种攻击当然非常幼稚。然而，恰恰是“前进派”没有正确对待

权威。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领域的权威，这是无可争辩的。企

图“利用”（当然是指在思想方面）这个权威来为马赫主义和召回

主义撑腰，这正好是一个说明不应当怎样对待权威的例子。

在无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尽

管他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而在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

运动的发展方面，这个纲领（它使召回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集团

在党内处于特殊地位并且提出把发展所谓“无产阶级的”艺术作

为特殊的派别任务）却是一个消极因素，因为这个纲领在一位大

权威的活动中所要巩固和利用的恰恰是他的弱点，恰恰是在他对

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一个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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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

有的读者看了这个标题，也许不会立刻相信自己的眼睛。“有

完没有完！我们党内的危机已经够多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

一个新危机，一个统一的危机呢？”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说法，我是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借过来的。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５年（４月２１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拉萨尔派

和爱森纳赫派的统一时曾经这么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认

为这个统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１３７。李卜克内西则认为他们的担心

是不必要的，他断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顺利渡过各种危机，它

也一定会渡过“统一的危机”（见古斯塔夫·迈尔《约翰·巴蒂斯

特·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１９０９年耶拿版第４２４页）。

毫无疑问，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一定会顺利渡过

自己的统一的危机。我们党现在正面临统一的危机，凡是读过中

央全会的各项决议，了解全会以后发生的事变的人都会看到这一

点。如果根据全会的决议来判断，那么这种统一似乎已经完全彻

底地解决了。但是如果根据目前即１９１０年５月初的情况，根据中

央机关报同取消派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所作的坚决斗

争，根据普列汉诺夫和其他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呼声派”所作的

激烈论战，根据“前进”集团对中央机关报最放肆的漫骂（见该

集团刚刚出版的传单：《告布尔什维克同志书》）等情况来判断，那

么，旁观者就不难看出：任何统一都是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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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公开的敌人欢欣鼓舞，拥护召回主义和替召回主义打掩

护的“前进派”破口大骂。取消派的领袖——阿克雪里罗得、马

尔丁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在他们《对普列汉诺夫

〈日志〉的必要补充》１３８中，骂得更加凶狠恶毒。“调和派”则两手

一摊，埋怨起来，说些毫无益处的空话（见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

“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俱乐部”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７日通过的决议）。

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根本性的涉及原因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

们党的统一成了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全会上的（似乎是）全

面的统一现在一变而为（似乎是）全面的分裂，以及对于这样的

问题，比如根据党内和党外的“力量对比”，党今后的发展方向应

当是怎样的，——对于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论是取消派

（呼声派），无论是召回派（前进派），无论是调和派（托洛茨基和

“维也纳派”），都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漫骂和空谈不是回答。

１．两种统一观

取消派和召回派情投意合，对布尔什维克百般辱骂（取消派

还大骂普列汉诺夫）。是布尔什维克不好，是布尔什维克中央不好，

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个人主义的’作风”（见《必要补充》

第１５页）不好，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原来的成员组成的”那个

“不负责任的集团”不好（见“前进”集团的传单）。取消派和召

回派在这方面完全一致；他们结成反对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联

盟（这个联盟不止一次地表现为喜欢在全会上展开斗争，关于这

一点下面专门来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两个极端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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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同样屈从于资产阶级思想，同样反党，他们在党内政策

上，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宣布中央机关报是“布尔什维克

的”机关报的问题上完全一致起来了。但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

克辛斯基破口大骂，无非是掩饰他们完全不懂得党的统一的含义

和意义。托洛茨基（——维也纳派）的决议只是在表面上不同于

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感情流露”。这个决议写得很

“谨慎”，力图让人相信它具有“超派别的”公正性。但是它的真

正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全都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不好，——

这同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历史哲学”是一回事。

维也纳决议的第一段说道：“……一切派别和思潮的代表……

决定〈在全会上〉自觉而慎重地负起责任，在现有的条件下，通

过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合作来贯彻已经通过的决议。”这

里说的是“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在中央机关报内部谁“有责

任贯彻”全会的“决议”呢？显然是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即布尔

什维克和波兰人，正是他们有责任“通过同现有的个人”即同呼

声派和前进派的“合作”来贯彻全会的决议。

我们党内最“棘手的”问题在全会前争论最多，在全会后则

应当争论最少，对这些问题，全会主要决议的有关部分是怎样说

的呢？

它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一方面是否定秘

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另一方面是否定社

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不懂得这两者的重

要性等等。

试问，这个决议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是说呼声派应当真心诚意地坚决不再否定秘密的党，不再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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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它的作用等等，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偏向，应当摆脱这种偏向，同

这种偏向势不两立，进行积极的工作；是说前进派应当真心诚意

地坚决不再否定杜马工作和合法机会等等；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

数派应当在呼声派和前进派真心诚意、彻底坚决地放弃全会决议

详细指出的“偏向”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同他们“合作”呢？

还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有责任“通过同现有的”呼声派

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替取消主义辩护）和

现有的前进派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坚持说

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等等是合理的）的“合作”来贯彻决议

（关于克服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偏向的决议）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决议中的那

些响亮的词句是多么空洞，就完全可以看出这些词句事实上是在

维护阿克雪里罗得之流以及阿列克辛斯基之流所坚持的观点。

托洛茨基的决议一开头就充分体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

神；这是带引号的“调和主义”，是小组庸俗调和主义，看到的只是

“现有的个人”，而不是现有的路线，不是现有的精神，不是党的工

作中的现有的思想政治内容。

要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同真正的党性截

然不同的地方；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在忠心耿耿

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巧妙、愈是动听

地用所谓护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

也就愈大，而真正的党性却在于清除党内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摆在我们面前的党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是向我们“提出了”对于“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问他们

的路线，不问他们的活动内容，不问他们对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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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都要把他们“调和起来”呢？

还是向我们提出了党的路线，提出了我们整个工作的思想政

治方向和内容，提出了清除我们工作中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

任务，提出了不管那些“个人、集团和机关”是否同意，不顾那些不

同意这条路线或不执行这条路线的“个人、机关和集团”的反对而

一定要付诸实现的任务呢？

对于实现任何一种党的统一的意义和条件，都有两种观点。了

解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统一的危机”的发

展过程中，这两种观点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如果不把一种观点同

另一种观点区别开来，那就不可能搞清楚这个危机。

一种统一观把“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调和”放在首位。

他们对党的工作、对党的工作的路线的观点一致是次要的事情。意

见分歧应当竭力避而不谈，不应当弄清分歧的根源、分歧的意义和

分歧的客观条件。把这些个人和集团“调和起来”，这才是主要的事

情。如果他们在执行共同路线方面意见不一致，那就应当把这条共

同路线解释得能为大家所接受。你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庸俗的

“调和主义”，它必然会导致玩弄小组外交手腕。这种“调和主义”把

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避而不谈这些根源，竭

力“调解”“冲突”，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很明显，在秘密的党利

用国外基地开展活动的情况下，这种小组外交手腕就是向那些尝

试搞各种各样的“调和”和“中立”来充当“公平的经纪人”的“个人、

集团和机关”大开方便之门。

请看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是怎样叙述全会

上的这样一种尝试的吧：

“孟什维克、‘真理派’和崩得分子曾提出这样一个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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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个人员组成要能够保证党内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潮保持‘中立’，不让这

两个思潮中任何一方拥有稳定的多数，从而迫使党的机关报在每个重要问题上

都采取能够把多数党的工作者团结起来的中间路线。”

大家知道，孟什维克的建议没有被通过。托洛茨基提自己为候

选人，企图进入中央机关报充当中和剂，但是他失败了。一个崩得

分子被提名担任这一职务的候选人（这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发言

中提出来的），这个提名甚至没有付诸表决。

这就是起草维也纳决议的“调和派”（坏的意义上的调和派）所

起的实际作用，他们的观点反映在我刚才收到的《崩得评论》第４

期上约诺夫的文章中。孟什维克不敢提出以他们的派别占多数的

中央机关报人选，——虽然他们承认（从我上面所引的马尔托夫的

议论中可以看到）党内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潮。孟什维克根本没

有想到要提出以他们的派别占多数的中央机关报的人选。他们甚

至没有打算要建立起有明确方针的中央机关报（很明显，孟什维克

在全会上是没有任何方针的，因此当时人们只不过要求他们，只不

过希望他们能够真心诚意地彻底放弃取消主义）。孟什维克曾经企

图在中央机关报里搞“中立化”，并且提出崩得分子或托洛茨基充

当中和剂。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要起媒人的作用，使“现有的个人、

集团和机关”（不管其中的一方是否已经放弃取消主义）“结成配

偶”。

这种媒人观点就是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调和主义的全部“思

想基础”。如果说现在他们埋怨和哭诉，说统一不成功，那么对这种

说法的理解就应当有很大的保留。这种说法应当理解为作媒不成

功。托洛茨基和约诺夫对统一、对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

管他们对待取消主义的态度）统一所抱的希望“落空了”，这只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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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媒人落空了，只是意味着媒人观点不正确、不现实、毫无价值，

而完全不意味着党的统一落空了。

还有另一种统一观。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许多与“现有的〈应当

出席全会的和实际出席全会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这些或那些

构成无关的深刻客观原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旧有的主要派

别早已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时会

违反“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中一些人的意志甚至违反他们的

意识而为统一建立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我们所处的俄国资产阶

级发展的时代的特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时代的特点以及专制制

度尝试按照资产阶级君主制类型来改造自己的时代的特点，就是

产生这些客观条件的根源。这些客观条件同时使工人运动的性质，

工人先锋队社会民主党的构成、形式和面貌以及社会民主运动的

思想政治任务发生彼此密切联系的种种变化。因此，资产阶级对无

产阶级的影响产生取消主义（＝希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的一

部分的半自由主义）和召回主义（＝希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的

一部分的半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是某种个人

的恶意、愚蠢或错误，而是这些客观原因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和同“基础”分不开的整个现代俄国工人运动的上层建筑。由于认

识到这两种偏向的危险性、非社会民主主义性和对工人运动的危

害性，各种不同派别的分子接近起来了，从而为“扫除一切障碍”实

现党的统一开辟道路。

这种见解认为，统一的进展可能很慢，很困难，可能出现动摇

犹豫和不断发生波折，但是统一不可能没有进展。这种见解认为，

并不一定要统一“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而是不管现有的个人

是否愿意，都要让他们服从统一，淘汰“现有的”人当中那些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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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想认识客观发展要求的人，而提拔和吸收一些不属于“现有”

之列的新人，使旧的派别、思潮、集团的内部发生变化，重新进行调

整和改组。这种见解认为，统一同它的思想基础不能分开，只有在

思想接近的基础上统一才能建立起来，统一也是同取消主义和召

回主义这些偏向的出现、发展、增大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是这些

或那些争论，这种或那种笔仗的偶然联系，而是象因果联系那样的

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２．“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对各种偏向的克服

这就是对于我们党的统一的实质和意义的两种原则上不同

的、存在着根本分歧的观点。

现在试问，这两种观点中哪一种观点是全会决议的基础呢？凡

是愿意认真推敲这个决议的人都会看出，第二种观点是它的基础。

但是在决议的某些地方，显然可以看出根据第一种观点的精神所

作的局部“修改”的痕迹，这些“修改”虽然把决议改坏了，但是丝毫

没有改掉它的基础，没有改掉它的贯穿着第二种观点的主要内容。

为了证明这一点，证明根据小组外交手腕的精神所作的“修

改”确实只是局部性的修改，证明这些修改并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

和决议的原则基础，现在我就来谈谈党的报刊上提到的关于党内

状况的决议中的几个条文和几个地方。我要从结尾谈起。

约诺夫责备“旧派别的领导者”，说他们极力阻挠统一的实现，

说他们在全会上的表现也是这样，“每前进一步都得同他们斗”，他

写道：

“列宁同志不愿意通过‘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去‘克服各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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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倾向’。为了把‘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理论确定为党的一切事业的中心，他简

直不遗余力。他甚至根本无意于在党内取消‘强化的警卫状态’。”（第２２页第

１条）

这是指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４节第２条。这个决议的草

案是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而决议中的这一条经起草委员会研

究后由全会作了改动，这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改的，我反对过这

个提议，但是没有用。在草案的这一条里，尽管我没有一字不差地

写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但是至少表达了这个意思。“通过扩大和

加深去克服”这句话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加的。约诺夫同志提到

我反对这个提议的事，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来说明这些“修改”

的意义，我很高兴。

在全会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思想引起了任何其他问题都未

曾引起的人们极大的（往往是可笑的）愤怒。一提起这个问题，前进

派和孟什维克就大发雷霆。这种愤怒是完全可以从历史上来解释

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从１９０８年８月到１９１０年１月进行

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斗争的。这种愤怒所以

可笑，是因为那些对布尔什维克发脾气的人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

自己错了，只是证明一切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指责都在继续

刺痛着他们。做贼心虚。

托洛茨基提议，不要提两条战线的斗争，而提“通过扩大和加

深去克服”，他的提议得到孟什维克和前进派的热烈支持。

现在约诺夫也好，《真理报》也好，维也纳决议也好，《社会民主

党人呼声报》也好，都在为这个“胜利”而欢欣鼓舞。但是试问，把这

一条里关于两条战线的斗争的词句删去，是不是也就把决议承认

这个斗争的必要性删去了呢？绝对不是，因为既然承认有“偏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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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它们的“危险性”，承认有“解释”这种危险性的必要，承认

这些偏向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那实际上恰恰

就是承认两条战线的斗争！把某个地方（使某一位老兄）“不愉快

的”字眼改掉，但基本的意思保留下来了！结果一句话就把这一条

的一部分搞乱了，冲淡了，搞坏了。

事实上，在这一节里谈什么通过扩大和加深工作去克服，这恰

恰是空话和无用的遁词。这里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扩大和加深

工作，任何时候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在决议的整个第３节里，

也就是在谈特殊的（不是任何时候都绝对必需的，而是在特殊时期

的条件下提出的）“思想政治任务”之前已经详细地谈了。第４节阐

明的仅仅是这些特殊任务，这一节的三条的开头直接指出，“也提

出了”这些思想政治任务。

结界怎样呢？结果是十分荒谬的，似乎扩大和加深工作的任务

也被提出了！好象会有这样的历史“顺序”，就是说这个任务并不是

任何时候都存在！

试问，要怎样才能通过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去克服

各种偏向呢？无论进行任何扩大和任何加深，必然会有一个怎样

扩大和怎样加深的问题；既然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不是偶然现象，

而是社会条件产生的思潮，那它们就可能渗透到任何扩大和任何

加深的工作中。可以用取消主义的精神去扩大和加深工作，比如

《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复兴》杂志１３９就是这么办的；也可以用召

回主义的精神去办。另一方面，要克服各种偏向，真正地“克

服”，就必然要花一定的力量、时间和精力，影响到直接扩大和加

深正常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例如，就是这位约诺夫在他文章的

同一页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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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走散了。现在中央委员会在整顿

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所谓的

〈约诺夫同志！只是所谓的，而不是真正的，不是实在的吗？〉取消派

的行为占有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地位，而马尔托夫同志是坚决否认

有取消派的。”

这个材料字数不多，但很典型，它说明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言

论是多么空洞。为了克服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取消主义行动，中

央委员会花费了应当用于直接扩大和加深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的力量和时间。如果没有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行为，如果那些一

直被我们错误地当作自己同志的人没有取消主义，那么扩大和加

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也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因为党的力量就不

至于为内部斗争所分散。这就是说，如果把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

的工作理解为用真正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直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和经济斗争等等，那么，克服社会民主党人各种偏离社会民主主义

的倾向，对于这一工作就是一个负数，可以说是对“积极活动”打的

一个折扣，因此，所谓通过扩大什么什么去克服各种偏向的说法，

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这句话是表达了一种模糊的愿望，一种善良的、天真的

愿望，就是希望社会民主党人少搞内部斗争！这句话无非是反映了

这种天真的愿望！这是所谓的调和派的一种叹息：唉，但愿同取消

主义和召回主义少作些斗争！

这种“叹息”的政治意义等于零，甚至比零更糟。既然党内有人

觉得“坚决否认”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存在对自己有利，那么这些

人就会利用“调和派”的“叹息”来掩盖祸害。《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只有那些所谓的“调和派”才拥护决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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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善意的空话。实际上他们是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帮凶，实际上

他们不是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是助长偏离社会民主党工作

的倾向，助长祸害，暂时把祸害隐瞒起来，使祸害更难根治。

为了向约诺夫同志说明这种祸害的作用，我提醒他注意《争论

专页》第１号上约诺夫同志的文章中的一段话。约诺夫同志恰到好

处地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比作良性脓肿，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

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

一点不错。脓肿过程会使身体的“毒素”发出来，得到康复。而

阻碍清除身体中的这些毒素，就会有害于身体。希望约诺夫同志对

约诺夫同志自己的这个有益的思想考虑考虑！

３．统一的条件和小组外交手腕

其次，鉴于《呼声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全会的总结的编辑部文

章，我们不得不谈谈有关在决议中去掉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两

个提法的问题。这篇编辑部文章（第１９—２０号合刊第１８页），以非

常的、无比的……勇气（只有我们的呼声派才有这种勇气）声明说，

“取消主义者”一词意思含混，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原文如

此！！）等等，所以，“中央委员会才决定从决议中取消这个提法”。

《呼声报》的编辑们不会不知道对中央关于取消这个提法的决

定这样叙述不符合事实，既然是这样，那么应当把他们的这种叙述

叫作什么呢？编辑当中有两人出席过全会，了解取消这个提法的

“原委”，他们究竟指望什么呢？难道他们指望别人不揭发他们吗？

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中，多数人同意保留这个提法。参加委员会

的两个孟什维克，一个（马尔托夫）赞成取消这个提法，另一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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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不止一次倾向于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则反对取消。出席全会的

所有民族代表（两个波兰人＋两个崩得分子＋一个拉脱维亚人）和

托洛茨基提出如下声明：

“我们认为，实质上是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个

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但是鉴于孟什维克同志们发表了声明，他们也认为

必须同这个思潮作斗争，可是在决议中用这个提法就带有派别性质，是针对

他们（孟什维克）的，——因此，我们为了消除任何不利于党的统一的不必要

的障碍，建议从决议中去掉这个提法。”

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而且是所有的无派别分子，

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取消主义一词实际上是确切的，同取消主义作

斗争是必要的，而《呼声报》编辑部却说，删掉取消主义这个提法是

因为它实际上不恰当！！

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而且是所有的无派别分子，发表书面声

明指出，大家最后同意取消这个提法，对孟什维克的坚决要求作出

让步（确切些说：是对他们的最后通牒作出让步，因为孟什维克曾

经声明，不这样，决议就不能一致通过），是因为孟什维克答应“同

这个思潮作斗争”，而《呼声报》编辑部却写道：决议对“所谓‘同取

消主义作斗争’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同上，第１８页）！！

在全会上，他们答应改正错误，他们请求说：不要使用“针对我

们的提法”，因为我们今后也要同这个思潮作斗争的，——而在全

会以后出的头一号《呼声报》上，他们却把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宣布

为所谓的斗争了。

显然，我们看到，呼声派坚决彻底地转向了取消主义；但是，如

果看看在全会以后发生的情况，特别是看看《我们的曙光》杂志、

《复兴》杂志和米哈伊尔、尤里、罗曼先生之流的主张，把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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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因果关系的整体，那么这种转向就是可

以理解的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并且还要指出托洛

茨基的极端肤浅的观点，他喜欢把一切都归咎于“违背道德和政治

义务”（维也纳决议）。而我们看到，这里显然不是什么个人或集团

的“违背义务”，也不属于道德或法律的行动，而是一种政治行动，

即俄国的反党的合法派在团结起来。

现在应当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即全会从决议中删掉取消主义

的提法这个措施的原因和意义。把这样做说成仅仅是由于托洛茨

基、约诺夫之流的调和分子热心过头了，那也是不正确的。这里还

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全会的大部分决议不是根据少数服从多

数这个通常的原则通过的，而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

派别协商的原则，经民族代表调停通过的。约诺夫同志在《崩得评

论》中所暗示的，看来就是这种情况，他写道：“那些现在抓住形式

不放的同志们很清楚，如果上次全会采取形式主义的观点，那会产

生什么结果。”

约诺夫同志这样说是在暗示。他也象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这种

叙述自己的见解的方式是特别“策略的”，是不带派别性，而且是特

别符合党的原则的。其实，这正是小组外交家的做法，这种做法于

党、于党的原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暗示，对一些人不会起什么

作用，对另一些人会引起小组好奇心，还有一些人会被挑动起来，

去拨弄是非，造谣生事。所以，约诺夫的这种暗示必须戳穿。如果

他在这里说的不是全会在许多问题上都尽力做到协商（而不是简

单地由多数来决定），那么，我们就请他说得更清楚些，并且不要勾

引国外的那些长舌妇。

如果约诺夫在这里说的是全会上各派别的协商，那么，他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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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抓住形式不放的同志们”说的那些话，就明显地向我们表明

了那些貌似调和派的人们的又一个特点，实际上他们在暗中帮助

取消派。

在全会上，经各派别的协商一致通过许多决定。为什么必须这

样做呢？因为事实上的派别关系等于分裂，而在任何分裂的情况

下，为了部分集体（具体说就是派别）的纪律，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牺

牲整个集体（具体说就是党）的纪律。

在当时俄国的党内关系的条件下，各派别如不进行协商（是一

切派别还是主要派别进行协商，是部分派别还是整个派别进行协

商，那是另一个问题），就不可能取得一致。因此妥协就是必需的，

也就是说，在某些条文上必须作出多数人并不以为然，但少数人却

要求作出的让步。去掉决议中取消主义的提法，就是这种带有妥协

性的让步之一。布尔什维克把属于他们派别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

第三者，就是全会的这种妥协性决定的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党的

一部分将它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第三者（代表国际社会民主党）保

管，由第三者决定，这笔款项应给中央委员会还是归还这个派别。

在一个正常的、没有分裂的党里达成这个协定是十分反常的，也是

不可能的，然而达成的这个协定的性质清楚地表明，布尔什维克是

在什么条件下实行协商的。布尔什维克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１１号

上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执行“谴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并承认同

这些思潮的斗争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决议，就

是基本的思想政治条件；而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成就是实现这条

路线的保证之一；如果孟什维克继续出版派别性的机关刊物并继

续奉行派别性的政策，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有权“要求款项的保管人

归还款项”。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这些条件，并且在关于各派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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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中，直接引用了布尔什维克的这项声明。

试问，应不应当实现这些条件呢？这些条件是不是形式主义的

呢？约诺夫同志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形式”，却不懂得进行协商和遵

守协定的正式条件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达成协定（＝布尔

什维克交出款项的条件、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各派别中心

的决议确认的条件）的基础，后者是保持一致的基础。

现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一致通过关于各派别中心的决议，而约

诺夫同志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形式”，那么他也就是以轻蔑的态度

对待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派别中心的整个决定。约诺夫同志的诡辩

无非就是说：中央委员会通过许多决定，其中不仅有根据多数票通

过的，而且也有各个互相对立的流派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

协商而作出的，所以，今后也就不一定必须在形式上执行这些决

定，而少数派是有权要求协商的！既然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有一

部分是通过协商作出的，那么，这些决定就随时可以撕毁，因为协

商是自愿的事情！

这样的诡辩难道不是半明半暗地在为取消派打掩护吗？

但是，约诺夫的诡辩只不过是一种十分可笑的行为，而中央委

员会（全会）努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让步，这个因素在心理上和政治

上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孟什维克和召回派一起疯狂攻击布尔什维

克中央，最凶狠地责备布尔什维克中央。孟什维克也好，召回派也

好，他们都说，使我们同党疏远的，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布尔什维克

中央的“居心叵测”，而不是原则性的意见分歧。①

２６２ 政论 家 札记

① 请参看约诺夫的评语：“马尔托夫同志在全会上同样坚决地反复强调说，右的
‘危险倾向’是居心叵测的布尔什维克捏造的，党内唯一的敌人就是布尔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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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况十分重要，如果不加以说明，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

的统一的危机的进程正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过去不曾

有人坚决为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进行辩护，因为无论孟什维克或

前进派，都不敢采取这样的立场。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文献早已指

出过的（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国际文献中也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批评家”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批评家

的一个特点：畏首畏尾，没有原则，把“新”路线隐藏起来，把取消主

义和召回主义的坚定代表人物掩护起来。孟什维克叫喊道：我们不

是取消派，这是派别性的提法。前进派也随声附和地叫喊，我们不

是召回派，这是派别性的夸张。为了掩饰根本性的政治分歧，并把

这种分歧推到次要地位，他们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直到所谓的

“刑事犯罪”（应读作：剥夺）问题上，千百次地指控布尔什维克中

央。

布尔什维克对此作出回答说：好吧，先生们，让中央委员会审

理你们的一切指控，并据此加以“判决和执行”吧。有五个民族代表

社会民主党人出席了全会，凡是决定，尤其是全体一致的决定，要

以他们的意见为转移。让他们充任审理你们的（即孟什维克的和前

进派的）指控的“审判官”，决定是否满足你们向布尔什维克中央提

出的要求吧。布尔什维克更前进了一步。他们已经同意在决议中

作出孟什维克和前进派所要求作出的最大的妥协。

在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中和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也作了

最大的让步，根据五个民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一致的决定，审理了

一切“指控”，满足了对布尔什维克中央提出的一切要求。

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够剥夺那些反对党的路线，即反对党

的反取消主义路线的人提出任何借口的可能，任何回避从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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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的可能。而他们的这种可能也确实被剥夺了。

如果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之流在《必要补充》里，阿

列克辛斯基之流在前进派的传单上，企图重新把各种各样对布尔

什维克中央的指控、诽谤、诬蔑、捏造和诋毁统统翻出来，那么这些

先生们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宣判了。全会曾经一致审理了他们的一

切指控，作出决议驳回了一切指控，并且确认这些指控不能成

立，——想要否认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善于闹无原则纠纷

的好手都无法否认这一点。既然如此，所有的人现在都很清楚了：

那些重新挑起纠纷的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阿列克辛斯基

之流），简直是一些想用诽谤来掩盖原则问题的政治骗子。只要他

们不是政治骗子，我们也就不会鄙视他们。只要不涉及党执行反取

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路线的问题，我们也就可以放手不管，让阿克

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尽兴地在污水里打滚。

布尔什维克所以要实行妥协和让步，所以对许多方面都不够

彻底的决议表示同意，是因为这对于划清原则界限是十分必要的。

布尔什维克满足了孟什维克和召回派所提出的、得到民族代表的

多数①认可的一切要求，就使一切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使所有的

人（职业骗子手除外）看到，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执行党的反取消

主义和反召回主义路线的问题。在党内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人

要参加党的工作，执行这条路线，都不受阻拦；根据民族代表社会

民主党人的意见作出的这个决定，执行党的路线不存在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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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别的干扰。既然现在取消派再一次作了表演，而且更加

肆无忌惮，那么这就证明，别的障碍是捏造，是转移视线，是用造谣

中伤的手段来回避问题，是小组阴谋家的手段，如此而已。

所以，划清界限和分类划开只是在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始的；这

种分类划开仅仅是在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即在取消我们的

党这个问题上进行的。那些“调和派”对在全会以后开始划清界限

深感震惊、伤心和奇怪，他们感到奇怪，证明他们不过是当了小组

外交手腕的俘虏。小组外交家可能认为，跟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

夫，跟马克西莫夫和第二号前进派分子１４０进行有条件的协商就等

于整个划清界限结束，因为这样的外交家是把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摆在第二位的。相反，那些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个原则性问题

摆在第一位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在满足了马尔托夫、马克西莫夫

等人提出的一切要求之后，在组织等等的问题上给他们以最大的

让步之后，正是这个时候才应当开始真正从原则上划清界限，这没

有什么令人感到奇怪的。

全会以后党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党的统一的崩溃，而是那些

真正能够并且愿意在党内按党的原则工作的人们统一的开始，是

在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民族代表党员、无派别的社会民

主党人的真正的护党联盟中清除同党敌对的叛徒、半自由主义者

和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开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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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一起，同马克西莫夫一起，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曾经为通过一项承认某



４．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１条

为了进一步分析全会决议的缺点，我现在要谈谈党内状况的

决议的第１条。不错，这一条并不涉及对党的统一的这种或那种理

解直接有关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说上几句话，因为对这第一条的

解释，在党内已经引起了不少争论。

在我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根本没有这一条，所以我（《无产者

报》的整个编辑部也是这样）是最坚决地反对这一条的。这一条是

孟什维克和波兰人通过的，有部分布尔什维克曾经不厌其烦地再

三告诫过他们，对这个含混不清的条文的解释必然会引起误会，或

者更糟，会被取消派所利用。

当然，这一条的许多论点空洞无物、意思重复，对此我曾经在

全会上提出过批评。只谈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基本原则是始终

如一的，而不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则是什么，这里谈的究竟是哪些

原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呢，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为什么

是这些原则；只谈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始终着眼于取得最大的成

效，而既不确定当前斗争的最近目标（最近可能取得的成效），也不

确定当前斗争的特殊方法；只谈策略着眼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而不具体地明确地指出这些道路；只重复老生常谈，说策略应当有

助于积蓄力量，使无产阶级既为迎接公开的斗争，又为利用不稳定

 地召回派的学校是党校的决议而进行过斗争，要求中央委员会同这个学校进行
协商！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打破了这个反党联盟。
当然，既然呼声派和前进派都是党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就完全有权组织联

盟。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权利，问题在于联盟是否有原则性。这是一个反对党和反

对原则性的无原则分子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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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的种种矛盾作好准备，——所有这些都是一眼就可看出的

明显缺点，这一条由于存在这些缺点而完全变成了不必要的毫无

用处的累赘。

但是，在这一条中还有更糟糕的地方。这一条给取消派以可乘

之隙。这一点，在全会开会期间各种不同的与会者都早就指出过，

这些人中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而且有一个崩得分子，甚至还有托洛

茨基。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对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第一次有这

样一个机会，可以组成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自觉地、有计划

地和彻底地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这个策略方法。”（这是

什么方法？前面谈的是策略的基本原则，而不是策略方法，更没有

谈到某个具体的方法。）

为什么是第一次呢？——在全会上批评这一条的人问道。如

果说这是因为国家的每一步发展都会给技术水平和阶级斗争的明

确性等等带来某种新的、更高级的东西，那么，这又是一种陈词滥

调。任何时期都永远和必然会带来某种同已往的时期相比是第一

次出现的东西。而我们所处的时期，是反革命走下坡路的时期，是

革命高潮后群众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力量大大削弱的时

期。如果说这样的时期的特点是第一次使无产阶级有机会自觉地

……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那么，这些话必然导致的

结果是：用取消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第三届杜马时期，用纯自由主义

的观点来歌颂这一时期，说它是一个所谓和平的和所谓正常的时

期，胜过狂飙突进时期，胜过革命时期，即无产阶级的斗争采取直

接革命的形式而自由派斥之为“自发势力的丧失理智”的时期。

用取消主义来解释这个极端含混不清的条文是危险的，为了

使大家特别注意这种危险性，我在全会的这次会议上曾经多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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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面声明，强调了发言者讲话中的许多地方。下面就是我的两个

声明：

（１）“列宁要求把梯·同志（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下面的这句话

记录在案：‘如果把这里的话解释为贬低革命的策略（同反革命相

比较），那是非常错误的’。”

（２）“列宁要求把马尔托夫同志对约·（为这一条进行辩护的

布尔什维克）的话的赞语（“对！”）记录在案，约·的话是：引起争论

的这些话并非贬低了，而是提高了革命的意义和革命的方法的意

义（同反革命相比较）。”

这两个声明确认，这位波兰人和这位布尔什维克（得到马尔托

夫的赞同），坚决反对任何用取消主义来解释这一条的做法。自然，

这两位同志也根本没有作这样解释的意图。

但是，付诸实施的是法律，而不是法律的动机，不是立法者的

意图，这是早已人所共知的。这一条在鼓动和宣传中所起的作用，

并不取决于它的某些起草人的善良意图，并不取决于他们在全会

上的声明，而取决于社会民主党俄国国内力量和各种倾向的客观

对比（非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未必会特别注意这个含混不清的

条文）。

因此，我怀着特别的兴趣等待着，看看人们现在将怎样在报刊

上解释这一条，我不急于表示自己的意见，还是先听听未出席全会

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应或者听听呼声派的反应为好。

全会后出版的头一号《呼声报》对评价我们关于将来如何解释

这一条的争论，提供了充分的材料。

《呼声报》关于全会的总结的编辑部文章说：

“要是认为，中央委员会想用这样一些话〈“第一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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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间接谴责我们过去的策略，那当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和荒

唐的，因为这个策略是适合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的。”（黑体是原作

者用的；第１９—２０号合刊第１８页）

好极了！作者公开宣称，取消主义的解释是不可思议的和荒

唐的。但是，我们再往下读就会在同一段中看到下面这样一个论

断：

“这些话正式承认，我们过去的政治生活是比较落后的，是同它的革命表

现形式背道而驰的，再说，这也是革命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话正

式承认，我们过去的策略过于幼稚，而这又是为落后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这

些话还正式承认，无论将来的政治局势怎样，任何企图在运动中恢复封闭的

地下小组的专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全部政策的做法，都将是个大倒退。”

真是妙不可言！

真不知应当从何着手来分析这段内容丰富的“高论”。

就从三次提到的“正式承认”开始吧。每当一项决议正式承

认对过去、对革命、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等等所作的评价的时

候，这个《呼声报》就会发出多少讥笑声啊！这种反对“正式手

续”的叫嚷是否出自真心，请看看下面的例子吧：当呼声派不喜

欢党的某项清楚的决定时，他们便对“正式”解决一些所谓的复

杂的科学问题等等的主张加以嘲笑，就象《社会主义月刊》１４２嘲笑

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德累斯顿决议１４３一样，或者就象当代的比利时

内阁主义者嘲笑阿姆斯特丹决议一样１４４。然而，呼声派分子只要发

现有取消主义可乘之机，就立刻三次对上帝发誓说，这是被“正

式承认”的。

但是，当呼声派分子对上帝发誓的时候，那么，这正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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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弃真理的时候。文章作者自己说他的解释“被正式承认”了，这

实在是太不明智，因为对这一条的解释的争论在中央委员会已经

成了一个辩论专题，而且从正式记录在案的——是的，是的！这

才真是“正式”的！——引用了一个波兰人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

那些话的两份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认为《呼声

报》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们这位叫嚷正式承认的作者只不过是丢

自己的脸罢了。

“第一次”一词是承认“过去比较落后”，——这样说还过得

去，不过一点也看不出为什么这一定是指政治生活，而不是指社

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可是再加上一句：“同革命形式背道而驰”，那

就太疏忽大意而露出路标派的马脚了。可以打赌，１００个自由派

里，至少有９０个读了这句话就会去亲吻呼声派，而１００个工人里，

至少有９０个读了这句话就会不再理睬机会主义者了。“再说”，关

于“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补充使取消派五卷本的参加者露了马脚：

他们想在含混的决议的掩护下使他们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

用的自由派观点蒙混过去。所以，他们才说“我们过去的策略”

“幼稚”，而且是——请注意！——过于幼稚。策略“过于”幼

稚，——这个论断正是根据下面这句话作出的：“‘第一次’自觉

地、有计划地和彻底地〈在群众性的党里〉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

义运动的方法”①。公开斗争时期的策略，即出版、群众结社和革

命党派参加选举相对自由时期的策略，群情激愤、政府政策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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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恩同志也是用这样的精神来解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见本号《争论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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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是对的。关于阿恩同志的这篇在许多方面很有意思的文章，我们回头再谈。



大落时期的策略，对政府取得某些巨大胜利时期的策略，——这

个策略较之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的不幼稚的策略，显然是过于幼稚了！

为了作出这样的解释，叛逆精神要有多强，对于事变的社会民主

主义的理解又要有多贫乏啊！

但是，只凭“第一次”这三个字就对“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

政〈！！〉”进行谴责，那就荒谬透顶了。请看，实行“过于幼稚

的”策略的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个时期，对工人政党的领导比

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更加接近“专政”，而且更多地是由那些比现时的小

组更加“封闭”的“地下”组织即“小组”来实现的！如果要说

这种滑稽可笑的深奥见解是合乎情理的，那就不妨举出下述事实：

在革命时期，机会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的崇拜者感到自己在工人

中间是“封闭的小组”，而他们却认为现在，在为合法性而斗争

（别逗了！）的时候，他们倒不再是“封闭的”了（连米留可夫本

人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不再是“小组”（我们有公开背叛的杂

志），不再是“地下的”了，如此等等。

无产阶级正在组成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第一次看到了

以无产阶级领导者自居的人们这样有计划地和彻底地向往自由主

义背叛行为。

在对这个提出“第一次”的有名条文进行解释方面，那位波

兰同志和那位布尔什维克同志① 都不能不记取这个教训，他们都

已经正式声明，他们认为用取消主义来解释他们的条文是完全错

１７２二 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

① 在全会上这两位同志对第１条的意思作了解释，认为这一条指出了阶级分化
的加剧、工人群众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加强。
当然，这些意思都是正确的，但第１条的论点没有表达这些意思（表达的并
不是这些意思）。



误的。

５．十二月（１９０８年）各项决议的意义以及

取消派对这些决议的态度

  现在来谈谈关于全会决议的缺点的最后一点意见，这涉及第

１条开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为了阐发１９０８年党代表会议各项

决议的基本论点，中央委员会决定……”  这种说法是对孟什维

克让步的结果。我们所以特别要讲一讲这个情况，是因为这又是

一个说明对让步采取极不老实的态度和对党所规定的策略的意义

丝毫不理解的典型例子。

得到委员会大多数赞同因而获得全会肯定多数票的决议草

案，本来是这样写的：“为了肯定和阐发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各项决议

……”  在这方面，孟什维克也提出了要求让步的最后通牒，假

如保留“为了肯定”的提法，他们就拒绝对整个决议投赞成票，因

为他们认为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各项决议是“派别活动”的顶点。我

们作了他们所要求的让步，同意去掉肯定一语后对决议投赞成票。

如果这种让步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孟什维克能够老老实实地

对待党的这个为共同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决定，那对这种让步我丝

毫也不会感到惋惜。我们党只是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各项决议里才

规定了党在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策略、组织和杜马工作的基本任务，

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的。我们承认，当时的派别斗争

很激烈，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坚持当时反对取消派的决议中的个别

尖刻用词。但是，这些决议的一些基本论点，我们是一定要坚持

的，因为在谈党、党的原则、党的组织的时候，如果我们无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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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最重要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唯一的并且为一年来的工作所

证实了的答案（不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是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和

组织工作，都将寸步难行），那就等于在说空话。我们完全承认必

须和大家一起来修改这些决议，根据一切派别的同志们的批评，当

然其中也包括护党派孟什维克的批评，来重新审查这些决议；我

们知道，对这些决议的某些论点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党内仍然会

有争论，而且不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些争论在最近的将

来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但是，只要这种重新审查工作仍然没有

开始，也没有结束，只要对于如何估计第三届杜马时期以及这一

时期提出的任务的问题党还没有作出新的答案，我们就绝对要求

一切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无论他们持什么观点，都必须在自己

的活动中遵循这些决议。

看来，这应当是党的原则的起码常识了？看来，对待党的决

定不可能有另一种态度了？但是，《呼声报》在全会后转向了取消

主义，这种转变使它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利用党内多数让步

的机会转到老老实实的党的立场上来，而是在这个时候立即声明

自己对让步的程度不满！（有一点呼声派显然已经忘记了，谁声明

对一致通过的妥协性的决议不满，要求新的让步、新的修改，而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挑起争论，那他也就给了对方提出自己一方的

修改要求的权利，而我们自然也就要用这个权利。）

上面我引用过的那篇载于《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上的关

于全会的总结的编辑部文章一开始就声明说，决议开头的那句话

是一个妥协。这是实话，但是，这个妥协是孟什维克的最后通牒

逼出来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放弃直接肯定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全

部决议（不只是它们的基本论点）的结果，如果避而不谈这个情

况，那么，这个实话就变成谎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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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报》继续写道：“我们认为，这句话和决议的各个最重

要的条文的明确内容没有什么联系，它标志着党的发展中的一个

转折，同时，它当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过去也是有继承性

的联系的，然而它和‘伦敦遗产’１４６的联系却是最少的〈！！〉。但是，

如果我们认为，一下子便可以在我们党内取得绝对的思想上的一

致，如果我们出于本位主义而使运动的进程延缓了一大步，那我

们就成了不可救药的学理主义者”（！！）。“纠正决议中的这些错误

的事情，我们可以交给历史学家去做。”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说出席全会的呼声派由于自己“向布尔

什维克让步”而受到了自己的俄国合法派波特列索夫之流的斥责，

或者受到了未出席全会的《呼声报》编辑们的斥责，而且似乎他

们是在向这些人道歉。他们说，我们不是学理主义者，——让历

史学家们去纠正决议中的错误吧！

对这个出色的声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

并不是为历史学家制定决议，而是为了在自己的宣传、鼓动、组

织工作中实际贯彻这些决议。党对第三届杜马时期的这一工作任

务没有别的规定。对于取消派说来，党的决议当然等于零，因为

对他们说来，整个党也等于零，在他们看来，整个党（不仅是党

的各项决议）也只有“历史学家”才需要而且才有兴趣去加以研

究。但是，无论布尔什维克，无论护党派孟什维克都不愿意而且

也不会同取消派在一个组织内工作。至于取消派分子，我们请他

们还是到无头派１４７或人民社会党人
１４８
那边去。

如果呼声派对党老老实实，如果他们实际上考虑的是党，而

不是波特列索夫之流，如果他们考虑的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

组织，而不是合法派著作家的小组，那么，他们就不会用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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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表示自己对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决议的不满了。他们也就不会在

现在，即在全会以后，用立宪民主党人特有的不体面的方式对某

些“地下的”“决定”嗤之以鼻了。他们就会对这些决定进行实事

求是的分析，并根据自己的观点，根据他们对１９０７—１９１０年的经

验的看法来修改这些决定。只有这样做才会有利于党的真正的统

一，有利于在同一条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路线上互相接近。呼声派

拒绝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执行取消派的纲领。实际上，取消派

在这个问题上的纲领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纲领就是无视地下的、注

定要灭亡云云的党的决定，同党的决定背道而驰，去从事自由射

手的不定形的“工作”，这些自由射手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而在

各种合法的杂志上、合法的团体里以及其他各种地方，同自由派、

民粹派和无题派一起鬼混。任何决议都不需要，任何“对时局的

估计”都不需要，我们斗争的最近目标和我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

态度也根本不需要确定，——我们把这一切都叫作（尾随米留可

夫！）“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而没有看到，事实上我们由于自

己的不定形、无组织和散漫性已经把“专政”奉送给自由派小组

了！）。

的确，在对党的决议的态度问题上，除了轻蔑地嘲弄和无视

党的决议外，取消派实际上也不可能再向呼声派提出别的要求了。

对于所谓中央委员会关于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党内状况的决议同

伦敦遗产联系“最少”这个观点，是用不着认真分析的，因为这

个观点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一边嘲弄党，一边又说我们要考虑

党的“全部过去”，但是不考虑与现在直接有联系的过去，也不考

虑现在！换句话说：我们要考虑的是那些不规定我们现在的行为

的东西。我们要（在１９１０年）考虑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过去”，只

是不包括过去的下列决定：关于１９０７—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时期的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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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的决定、关于１９０７—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时期的劳动派政党的决

定和关于１９０７—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时期的斗争任务的决定。我们要考

虑一切，只是有一点除外，这就是不考虑现在要想成为真正的党

员、要进行党的工作、要领导党的工作、要实行党的策略、要按

照党的原则指导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必须加以考

虑的东西。

应当指出，崩得允许在他们的机关报上刊登约诺夫同志的一

篇对伦敦遗产进行了同样的取消主义的嘲笑的文章（第２２页），这

是崩得应当引以为耻的。约诺夫写道：“请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

议同目前的形势和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

敢说，这一点连列宁同志及其所有的附和者也都不了解。”

当然罗，我怎么能了解这么高深的东西呢！从１９０７年春到

１９１０年春，资产阶级政党（黑帮分子、十月党人１４９、立宪民主党

人民粹派）的各主要集团，它们的阶级构成，它们的政策以及它

们对待无产阶级和对待革命的态度，都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

我怎么能了解呢？在这方面那些可以提出而且必须提出的、不大

的、局部的变化，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决议已经指出了，我怎么能了解

呢？我怎么能了解这一切呢？

在约诺夫看来，这一切大概都同目前的形势和当前必须解决

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在他看来，党规定什么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

策略都是多此一举。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加负担呢？把党要规定无

产阶级策略的这种愿望称之为“强化警卫”等等，不是更简单么？把

社会民主党人变成一些自由射手，变成一些无拘无束的人，可以

“自由地”、不需要任何“强化警卫”来解决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今天在《我们的污水》杂志上同自由派一起，明天在廉价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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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上同无头派一起，后天在合作社里同波谢分子一

起１５０——这样做不是更简单么。不过……不过可爱的大傻瓜，这究

竟和合法派－取消派所力求达到的目的有什么区别呢？毫无区别！

不满意伦敦决定或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决议而愿意在党内按党的

原则工作的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会在党的刊物上批评这些决议，

提修改建议，说服同志们，在党内为自己争取多数。对这样的人的

意见我们可以不同意，然而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是符合党的原则

的，他们不会象约诺夫、《呼声报》等等那样去扩大混乱。

现在来看看波特列索夫同志吧。

这位向公众表明自己已经脱离社会民主党而独立的“社会民

主党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２期第５９页上大声疾呼：“这

些问题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寸步难行，俄国的

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汲取了当代革命意识的全部精力和

力量的思潮〈可爱的独立派先生，能不能少说些废话呢！〉！俄国

的经济怎样在发展，这种经济发展如何在反动统治下不知不觉地

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乡村和城市中在干些什么，这种发展使俄

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等等等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

的答案，即使是初步的答案在哪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

在哪里？孟什维克派一度全神贯注的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又怎样呢？

孟什维克派对组织问题的研究、对过去的分析、对现在的评价又

是怎样的呢？”

如果这位独立派的这番费劲的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他真正

考虑了说的，那么，他就会看到极为简单的东西。如果不解决这

些问题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寸步难行（这是真的），那么，

就必须由社会民主党来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指追求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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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完美无缺和进行学术研究，而是指要决定采取什么步骤和如

何进行）。这是因为，离开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

能是合法派空谈家的沙龙清谈，虽然这位空谈家有时也在人前炫

耀“我们也是”准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已经对上述的问题

作了初步的回答，而且正是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决议中作出的。

独立派耍了一个巧妙的花招：他们在合法刊物上，拍着自己

的胸脯慷慨激昂地问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步的回答在哪

里？”独立派知道，在合法的刊物上是不可能回答他们的。但在秘

密刊物上，这些独立派的朋友们（呼声派）却又不屑于对这些

“不解决就寸步难行的”问题作出回答。独立派（即社会主义的叛

徒）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既有响亮的空话，又有脱离社会主义和

脱离社会民主党的事实上的独立。

６．论独立派－合法派集团

现在我们来谈谈全会以后发生的事。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

基和约诺夫给了一个相同的简单答案。维也纳决议说：“无论我们

党的外部政治生活条件，还是我们党的内部关系，全会以后都没

有发生任何足以使党的建设工作难以进行的真正变化……”  这

只不过是派别性的复发，尚未根除的派别关系的遗毒，如此而已。

约诺夫“绘声绘色地”作了同样的解释。

“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各奔东西…… 各个旧派别的领

导人获得了自由，摆脱了一切外部的影响和压力。而且这时又赶

来了有力的援兵：一部分人得到最近大肆鼓吹宣布党内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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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援助；另一部分人得到１６个‘为《社会民主

党人呼声报》编辑部非常熟悉的、老的党的工作者’的援助”（见

第１９—２０号合刊上的《公开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投

入战斗？于是就又干起互相残杀的老‘工作’来了。”（《崩得评

论》第４期第２２页）

派别主义者的“援兵”赶来了，于是又打起仗来了，如此而

已。不错，赶来充当布尔什维克的“援兵”的是一个护党派孟什

维克——普列汉诺夫，他“赶来”同取消派作战，但这在约诺夫

看来是一回事。约诺夫显然不喜欢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同

伊·同志（他提议“解散一切”）等等的论战。他指责这个论战，

这当然是他的权利。但是怎么能把这个论战说成是“宣布党内战

争状态”呢？同取消派作战，就是宣布党内战争状态——让我们

记住约诺夫同志的这条“哲理”吧。

国内的孟什维克当了国外孟什维克的援兵。但是这个事实丝

毫也没有促使约诺夫同志认真思考。

根据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这种“对时局的估计”应当得出怎

样的实际结论，这是很明显的。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仅仅

是派别的争论。只要拿出新的中和剂就万事大吉了。一切都用小

组外交手腕的观点来解释。一切实用药方也就是小组外交手腕。

“投入战斗的人”有了，愿意“搞调和”的人也有了：这儿要删去

有关“基础”的提法，这又要在“机关”里加进一位某某人，那

儿又要在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方式问题上对合法派“让步”……

 这就是国外小组习气的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

我们对全会后所发生的变化的看法，是与上述看法不

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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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既然通过了一致赞成的决议，删去了一切“引起争论

的”非难之词，于是取消派就再也无计可施了。现在再不能拿争

论作挡箭牌了。再不能拿不让步和“压服”（或者说：强化警卫、

战争状态、戒严状态等等）作借口了。他们离开党只能是因为他

们搞取消主义（同样，前进派离开党只能是因为他们搞召回主义

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

取消派无计可施，于是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取消

派在俄国的中心——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是半公开的（米哈伊

尔之流）或完全公开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反正都一样——拒绝

了回到党里来的号召。俄国国内的合法派－取消派同党决裂了，他

们已联合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当然他们只是脱离社会

主义而独立，并非脱离自由主义而独立）。米哈伊尔之流的回答，

《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复兴》杂志的言论，都表明各个反党的

“社会民主党人”（确切些说是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联合成

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了。因此托洛茨基和约诺夫两人坚持

搞“调和”的主张现在就显得可笑而且可怜了。他们之所以坚持

这种主张，只能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主

张现在已经不起坏作用，因为除了国外的那些小组外交家，除了

穷乡僻壤的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外，就再也没有市场了。

托洛茨基和约诺夫这类调和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那些使

调和主义的外交手腕在全会上得以大显神通的特殊条件，当作目

前党内生活的一般条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那些在全会

上发挥了作用的外交手腕（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在当时的

条件下两个主要派别都迫切要求实行调和即实现党的统一）当成

了目的本身，当成了长期在“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之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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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周旋的工具。

在全会上外交手腕确实有用武之地，因为当时在护党派布尔

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中实现党的统一是必要的，而不作让步，

不作妥协，就统一不起来。在确定让步的限度时，“公平的经纪人”

不可避免地便成了头面人物——之所以说是不可避免地，是因为

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和护党派布尔什维克看来，只要整个统一的原

则基础还起作用，让步的限度问题就是次要的问题。托洛茨基和约

诺夫这类调和派，在全会上成了头面人物，有可能起“中和剂”的作

用，充当“审判官”来消除争论，来满足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要

求”，于是他们就以为，只要“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还存在，他

们就永远能起这种作用。这是很可笑的误解。在确定为取得一致

所必需的让步的限度时，是需要经纪人的。在已经有了实行统一的

明显的共同的原则基础时，是需要确定让步的限度的。至于在作了

一切让步之后谁将加入这个统一，这个问题当时还是个悬案，因

为，当时在原则上必然会有这样的假设：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愿意

到党里来，一切孟什维克都愿意忠实地执行反取消主义的决议，一

切前进派分子都愿意忠实地执行反召回主义的决议。

现在呢，经纪人已不再需要，他们已经无事可做，因为已经不

存在让步的限度问题。而让步的限度问题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已经

根本不存在让步的问题了。一切让步（甚至超过限度的让步）全会

上都已经作出过。现在的问题，纯粹是同取消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

场问题，而且不是一般地同取消主义作斗争，而是同一个确定的取

消派－独立派集团作斗争，也就是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同波特

列索夫之流的集团作斗争。如果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现在企图在党

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之间搞“调和”，那么在我们看来，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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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看来，托洛茨基和约诺夫

简直就是在背叛党，如此而已。

调和派外交家所以在全会上“得势”，只是因为，只是在于，护

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都希望和平，认为和平的条件

问题是从属于党的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的策略问题的。例如，

我当时认为让步超过了限度，并且在让步的限度上作过斗争（对于

这一点，《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曾经作过暗示，而约诺夫则直

截了当地指出来了）。但是我当时表示同意，并且现在也表示甚至

同意超过限度的让步，只要这些让步不破坏党的路线，只要这些让

步不导致否认党的路线，只要这些让步是引导人们脱离取消主义

和召回主义、回到党里来的桥梁就行。但是，现在米哈伊尔之流和

波特列索夫之流联合起来采取反对党、反对全会的行动，那任何让

步我都不愿意谈了，因为现在党必须同这些完全彻底地变成了取

消派的独立派决裂，必须同他们坚决斗争。同时，我相信我的话不

但代表我个人，而且代表了一切护党派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护党派

孟什维克也已经通过普列汉诺夫及其他人相当明白地说出了同样

的意见。党内的情况既然如此，托洛茨基和约诺夫之类的“调和

派”外交家，就只好或者抛弃自己的外交手腕，或者脱离党投奔独

立派。

只要综观全会后的事态，只要根据实质，而不是仅仅根据无关

紧要的小“冲突”的经过（约诺夫以此为满足是没有道理的）对事态

作出评价，就可以确信，合法派已经完全联合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

义者集团。

（１）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宣称中央（全会）的决议以及中央本

身的存在都是有害的。这个事实公布以来，已经将近两个月，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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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事实并没有人否认。这个事实显然是确实的了。①

（２）国内１６个孟什维克，其中至少有上述三人中的两个和其

他几个最有名的孟什维克著作家（切列万宁、柯尔佐夫等等），得到

《呼声报》编辑部的赞许，在该报上为孟什维克退出党的行为辩护，

发表了一个纯粹是取消主义的宣言。

（３）孟什维克的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登载了波特列索夫先

生的一篇纲领性文章。这篇文章公然写道：“作为一个完整的和有

组织的机关等级制的党是不存在的”（第２期第６１页），又说：不能

取消“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有组织的整体”（同上）。该杂志的撰稿

人有切列万宁、柯尔佐夫、马尔丁诺夫、奥古斯托夫斯基、马斯洛

夫、马尔托夫，——这位尔·马尔托夫既能在一个有自己的中心

（“有组织的整体”都有自己的中心）的秘密党的“有组织的机关等

级制”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又是一个合法集团的一员，而这个集

团却得到斯托雷平的恩准，宣布这个秘密党是不存在的。

（４）孟什维克的通俗杂志《复兴》（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０日第５

期）——该杂志的撰稿人同上——登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编辑部

文章，把《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刊登的波特列索夫的那篇文章大大

吹捧了一番，它引用了我上面引用的那一段话，并且补充道：

“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

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

的反动的空想。它表明一度最富于现实精神的政党的代表人物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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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变成独立派集团的事实。



去了政治嗅觉。”（第５１页）

谁要是把所有这些事实都看作是偶然现象，谁显然就是不愿

正视现实。谁想用“派别性的复发”来解释这些事实，谁就是用空话

来安慰自己。试问这同派别性，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或波特列索

夫之流的集团都早已不搞的派别斗争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对

于不愿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来说，这里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

全会为护党的合法派回到党里排除了一切（实际上存在的或实际

上不存在的）障碍，为建立秘密党排除了一切障碍，同时考虑到利

用合法机会的新条件和新形式。四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和两个《呼

声报》编辑都承认，一切不利于共同的党的工作的障碍已经排除

了。国内的合法派集团已经对全会作了回答。这是一个否定的回

答：我们不愿意从事恢复和巩固秘密党的工作，因为这是反动空

想。

这个回答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事

实。独立的（脱离社会主义而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已经完全联

合起来并完全脱离社会民主党。至于这个集团的组织程度如何，它

是由一个组织构成的，还是由几个彼此间联系十分ｌｏｓｅ（松散、不

坚固）的单个小组构成的，这一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这一点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脱离党而形成独立集团的趋势（这些趋势在

孟什维克中间早已存在），现在已经发展到形成新的政治组织了。

今后，一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愿意自己欺骗自己，就应当

考虑这个独立派集团的存在的事实。

为了说明这个事实的意义，让我们首先回忆一下法国的“独立

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一个最先进的、彻底扫清了一切旧事物的

资产阶级国家里，彻底表现出这个政治派别的趋势。米勒兰、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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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尼、白里安属于社会党，但他们的行动一再背离党的决定，违背

党的决定，而且米勒兰曾经以挽救共和国和保护社会主义的利益

为借口，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终于导致同党决裂。资产阶级以部长

的职位奖赏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三个法国叛徒继续称自己和自己

的集团为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继续用工人运动和社会改良的利益

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当然，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奖赏我国的独立派，因

为他们开始活动的条件太落后了，他们得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它早

就支持孟什维克的“独立主义”趋势）的称赞和帮助，就应当满足

了。但是两个国家的基本趋势是相同的：都是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作

为自己脱离社会主义政党而独立的借口；都是把“为合法性而斗

争”（这是唐恩提出的口号，叛徒的《复兴》杂志曾经热烈地给予支

持，见第５期第７页）说成是工人阶级的口号；实际上，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在法国是议员，在我国是著作家）大联合，他们与自由派交

替发挥作用；不服从党，无论米勒兰和他的同伙，或者《复兴》杂志

和《呼声报》，都宣布党不够“现实”；他们说党是“封闭的地下小组

的专政”（《呼声报》），说党闭关自守，是一个妨害广泛进步的狭隘

的革命会社（米勒兰和他的同伙）。

其次，为了说明我国独立派的立场，可以看看我们俄国的“人

民社会党”形成的历史。这段历史将帮助一些人明白事情的实质，

不致因我们的独立派和米勒兰及其同伙进行“工作”的外部条件千

差万别，便看不见他们的血缘关系。我们的“人民社会党”是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一个合法的和温和的派别，这是大家知道的。在马克

思主义者中间，大概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１９０５年底的社会革命

党代表大会上，人民社会党人曾经要求取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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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政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１９０５年秋和１９０６年春的自由时期，

他们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报纸上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到１９０６年秋，

他们取得合法地位便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但这并不

妨碍他们在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中和在第二届杜马中，有时几乎和

社会革命党人合流。

１９０６年秋，我在《无产者报》上写了一篇关于人民社会党人的

文章，我称他们是“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①事隔三年半，波特

列索夫之流已经向护党派孟什维克证明，我当时的话是正确的。不

过应当承认一点，甚至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及其同伙的行为，在政治

上要比波特列索夫先生和他的集团来得诚实，因为他们在进行了

许多次实际上脱离社会革命党的独立政治活动之后，便公开宣布

自己脱离社会革命党，单独成立政党。当然，这种“诚实”也是由力

量对比决定的：彼舍霍诺夫认为社会革命党软弱无力，并考虑到和

社会革命党非正式联合就会使他有所失；而波特列索夫则认为，政

治上的阿捷夫行为１５１，即继续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而实际上脱离

社会民主党就会使他有所得。

  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认为目前对自己最有利的，就是用别人

的名字作掩护，盗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从内部破坏它，在

实际上反对它，而不是仅仅脱离它而独立。可能我们的独立派集团

将设法尽量长期用别人的羽毛来打扮自己；也可能在党受了什么

打击之后，在秘密组织遭到大的破坏之后，或遇到特大的诱惑，例

如在有可能不靠党就能进入杜马的时候，独立派自己就会扔掉自

己的假面具；——我们不可能预见他们的政治骗术的种种细枝末

节。

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这就是：独立派的这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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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活动对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有害的，致命的；

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加以揭穿，使独立派原形毕露，宣布他们已

经与党断绝一切联系。全会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尽管乍

看起来会觉得这事很奇怪，但恰恰是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的同

意（非心甘情愿的或不自觉的同意），恰恰是向他们所作的最大限

度的甚至是超过限度的让步，帮助我们揭开了取消主义的脓疮，揭

开了我们党内的独立主义的脓疮。任何一个诚实的社会民主党人，

任何一个护党派分子，不管他同情哪个派别，现在都不会否认米哈

伊尔之流的集团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就是独立派，都不会否

认他们事实上不承认有党，不要党，而是在搞反党活动。

独立派分裂出去并成立单独的政党的过程，其成熟的快慢当

然是由许多无法估计的原因和情况决定的。人民社会党人在革命

前就已经有一个特别的集团；所以这个暂时地和部分地归附社会

革命党的集团，分离出来是特别容易的。我们的独立派则还有自己

本身的传统，他们个人同党有联系，这就延缓了他们分裂出去的过

程，但是这些传统正在日益减弱，而且除此以外，革命和反革命又

推出一些不受任何革命的和党的传统的束缚的新人物。同时，周围

存在的“路标主义”思想情绪这种环境也非常迅速地推动意志薄弱

的知识界走向独立。“老”一代革命者正在退出舞台；斯托雷平用尽

全力摧残这一代的代表，因为他们在自由的时期，在革命的年代，

大部分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全部化名和全部秘密活动。监狱、流放、

苦役、流亡国外，使离开战斗行列的人数日益增加，而新一代的成

长又很缓慢。在知识界中，尤其是在“习惯于”某种合法活动的知识

界中，正滋长着一种完全不相信秘密党，完全不愿意花力气去做现

阶段特别困难的和特别不见成效的工作的思想。“患难识朋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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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人阶级正处在新老反革命势力一起发动进攻的困难时期，它

必然会看到，它在知识界的许许多多“一时的朋友”，共度节日的朋

友，只是革命时期的朋友纷纷离去，这些朋友在革命时期是革命

者，但在低落时期就随波逐流，反革命刚一得手，他们就宣布“为合

法性而斗争”。

在欧洲一些国家，例如１８４８年以后，反革命势力曾经彻底清

除了残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社会主义的组织。青年时代曾

经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他们的市侩心理，这

时便心灰意懒了，他们说：过去就这样——将来也如此；捍卫旧的

秘密组织是没有希望的事，建立新的秘密组织就更没有希望了；总

而言之，我们“夸大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力量，我们错

误地认为无产阶级的作用是“万能的”，——所有这些叛徒的《社会

运动》的见解，都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他们离开秘密的党。站在斜坡

上的独立派，他们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不停地往下滑，更没有觉察

到自己正在同斯托雷平亲密合作：斯托雷平从肉体上，用警察手

段，用绞架和苦役来破坏秘密的党，自由派公开宣传路标主义思想

来破坏秘密的党，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独立派则间接帮助破坏秘

密党，他们叫嚷秘密的党已经“陷于瘫痪”，拒绝帮助它，为脱离党

的行为辩护（见《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上１６人的信）。真是每

况愈下。

反革命时期拖得愈长，保卫党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便愈艰苦，对

此我们是不会视而不见的。护党派不缩小危险，而是正视危险，例

如，中央机关报第１３号上克·同志的文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

是，坚决坦率地承认党软弱无力，承认组织涣散，承认情况困难，这

并没有使克·同志（也没有使任何一个护党派分子）在要不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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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进行恢复党的工作这个问题上产生片刻的动摇。我们的处

境愈困难，敌人的数目愈增加（我们的敌人中，前天增加了路标派，

昨天增加了人民社会党人，今天又增加了独立派社会民主党人），

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也就会不分派别愈紧密地团结起来保卫党。许

多社会民主党人，在如何带领有革命情绪的、相信社会民主党的群

众去冲锋陷阵这个问题上，他们可能产生分歧，但是在是否必须为

保存和巩固１８９５—１９１０年建立起来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而斗

争这个问题上，他们却不可能不团结一致。

至于《呼声报》和呼声派，那他们已经十分清楚地证实了去年

７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决议对他们所作的估计。这个决议

说（见《无产者报》第４６号附刊第６页）：“在党内孟什维克的营垒

中，在该派别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完全成了孟什

维克取消派的俘虏的情况下，该派别的少数人在彻底看清了取消

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

的活动重新寻找党的基础……”① 实际上离“结束”取消主义道

路，比我们当时考虑的还要远些，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上面这段

话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已经“成了取消派

的俘虏”这个说法，更是得到了证实，这个机关报是不折不扣的取

消派的俘虏，它既不敢直接维护取消主义，又不敢直接反对取消主

义。他们甚至在全会上一致通过决议的时候，也不是自由人，而是

俘虏，他们的“主人”把他们放出来一段短时间，但是全会后的第二

天他们又恢复奴隶状态。他们既然不敢维护取消主义，便竭力强调

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各种虚构的障碍！），这些障碍虽然与原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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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无关，却妨碍他们放弃取消主义。在这一切“障碍”都被清除之

后，在他们提出的一切不相干的、个人的、组织方面的和经费方面

的要求以及其他种种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才违心地“举手赞

成”放弃取消主义。这些可怜虫！他们不知道：此时此刻，１６人宣言

已经在送往巴黎的途中，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以及波特列索夫

之流的集团维护取消主义更是变本加厉！于是他们又驯服地跟着

１６个人，跟着米哈伊尔，跟着波特列索夫重新投向取消主义！

维护这些人或替这些人辩护的意志薄弱的“调和派”，如约诺

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最大的罪过，就在于他们使这些人更加依赖取

消主义，害了这些人。如果说所有无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

米哈伊尔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行动（而无论托洛茨基或约诺

夫，都是不敢维护这些集团的！）能够使被取消主义俘虏的呼声派

中的某些人回到党里来的话，——那么“调和派”的装腔作势和矫

揉造作是丝毫不能使党与取消派调和的，而只能激起呼声派的“毫

无意义的希望”。

然而，这种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显然是因

为不了解情况。正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约诺夫同志才仅仅提出

是否登载马尔托夫的文章的问题，所以维也纳的托洛茨基派才把

问题归结为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无论是马尔托夫的文章

（《在正确的道路上》……即在正确地走向取消主义的道路上）或是

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都只是局部事件，这些局部事件，如果不

同全局联系起来是不能理解的。例如，马尔托夫的文章清楚地告诉

我们（我们在一年中已经研究透了取消主义和呼声派的各种色

彩），马尔托夫已经转向了（或者说别人使他转向了）。同一个马尔

托夫是不能既在中央关于代表会议的《信》上签名，同时又写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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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道路上》这样的文章的。由于把马尔托夫的文章同一连串事

件割裂开，——在这篇文章之前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这篇

文章之后出版的《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１６人宣言、唐恩的文

章（《为合法性而斗争》）以及波特列索夫和《复兴》杂志上的一些文

章——，由于把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同上述一连串事件割裂

开，所以托洛茨基和约诺夫也就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① 相

反，如果把作为一切事件的基础的东西——俄国的独立派已经完

全联合起来，他们已经同恢复和巩固秘密党这一“反动空想”完全

决裂——放在中心位置，那么一切都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７．关于护党派孟什维主义和对它的评价

为了说明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我们应当研究的最后一

个问题就是关于所谓护党派孟什维主义以及对它的意义的评价问

题。

在这方面，很值得注意的是无派别的（自称为无派别的）约诺

夫和托洛茨基的观点（《真理报》第１２号和维也纳决议）。托洛茨基

坚决地固执地无视护党派孟什维主义（中央机关报第１３号上已经

指出了这一点）②，而约诺夫则泄露了自己同伙的“珍藏的”思想，

他宣称，“普列汉诺夫同志”（其他护党派孟什维克根本不在约诺夫

的眼里）所发表的言论的作用无非就是“支援”布尔什维克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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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本卷第２３３—２３５页。——编者注

再以在秘密的党内合法的个人“权利平等论”为例。在米哈伊尔之流、波特列
索夫之流的行动之后，这个理论的含义和作用，就是承认独立派－合法派集
团，并且要党服从他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斗争，鼓吹“宣布党内战争状态”。

事实驳斥了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立场，单凭这一点，他们也应

当发现自己的立场的错误。从中央机关报第１３号上可以看出，至

少国外七个党的协助小组（巴黎、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列日、尼

斯、圣雷莫）中，普列汉诺夫分子，更正确些说，护党派孟什维克，已

经起来反对《呼声报》了，他们要求执行全会的决定，要求停办《呼

声报》，他们指出了《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的思想立场的取消

主义性质。在俄国国内的工作者中间现在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过程，

虽然这个过程也许不那么明显。避而不谈这些事实是可笑的。如

果不顾这些事实，企图把普列汉诺夫同呼声派的斗争说成是著作

家的“派别”斗争，这就等于（客观上）站在独立派－合法派集团一

边来反对党。

上述“调和派”的立场显然是不正确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

们应当从中看到，他们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全会上的统一

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进行了协商。不应

当被党内事态的表面现象以及这些事态中个人的特点所欺骗，而

应当对目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思想和政治意义作出评价。从表面上

看，同某某呼声派分子进行了协商。其实呼声派转到普列汉诺夫的

立场上来才是协商的基础和条件。这一点从上面对关于党内状况

的决议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① 从表面上看，例如，从中央机

关报的人员组成来看，呼声派当时是党内孟什维主义的代表。事实

上，中央机关报在全会之后，便开始转变为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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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参加全会的四个担任中央委员的孟什维克中，有两人想竭力对呼声派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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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时，孟什维主义是处在它还不可能放弃党的原则的时期。



列汉诺夫派“合作”的机关报，而遭到呼声派的全力的抵制。因此，

党的统一的发展经过一段曲折：起初好象是乱糟糟的大调和，没有

明确规定统一的思想基础，但是后来各种政治趋向的逻辑充分显

示出自己的作用，独立派脱离党的过程因为全会向呼声派作出了

最大让步而加速完成了。

当我在全会上听到和在《呼声报》上（第１９—２０号合刊第１８

页）看到有人对“各强大派别进行协商以反对右的和左的取消派”

这个口号（《呼声报》把这个口号加上了引号，但是不知为什么它没

有直说：在全会前和在全会上我是拥护这个口号的）拼命进行攻击

时，我就暗自想道：“ａｂｗａｒｔｅｎ！”，“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过些时候就

会见分晓！）。呼声派先生们！请等一等，你们这是想在“背着主

人”结帐。问题不在于全会给一切派别（不仅仅是给思想上和政治

上的“强大”派别）提出了参与协商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你们的“主

人”，即独立派－合法派集团，是否允许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几个月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瞎子才会看不见，事实上正是

“各强大派别的协商”构成了党的统一，并且“扫除一切障碍”推进

这个统一。应当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党内实力的实际对比

是这样。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或者党的一切领导机构正式进

行改组，以便反映出这种协商，或者党内生活和党的统一的发展暂

时撇开党的领导机构。

当然，把护党派孟什维克称为“强大派别”，乍看起来似乎很奇

怪，因为目前看来呼声派更强，至少在国外是如此。但是，我们社会

民主党人判断力量的强弱，不是根据国外集团发表的意见，不是根

据孟什维克著作家如何组合，而要看谁的立场客观上是正确的，谁

的立场按照政治形势的逻辑注定要向“独立派”屈服。工人事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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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年，无论在国外，无论在俄国国内都比火星派强大，

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强大派别”。

现在，呼声派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普列汉诺夫，把他们所有的

脏水，包括波特列索夫先生，包括重提１９０１—１９０３（原文如此！）年

马尔托夫如何“受委屈”，都泼向普列汉诺夫，呼声派的这种虚弱就

显得格外明显了。阿克雪里罗得及其同伙于４月在国外出版了一

本对普列汉诺夫进行人身攻击的文集，这是他们政治上无法挽回

的失误，因为在俄国，２月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３月出版的

《复兴》杂志，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另一方面，而普列汉诺夫在中央

机关报第１３号上，已从叙述他同呼声派冲突的经过转到反对呼声

派现时的政策了。呼声派现在一回忆起过去的（１９０１年以前的！）

“委屈”，就激动得手脚乱舞，象还在呼吁好心人来保护他们不受布

尔什维克中心的侵犯的前进派一样。

请看我们的“受委屈的人”是如何愈来愈明显地自我暴露的

吧。他们在１９１０年，只要一提起“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是他们的

专门术语！）的协商就气得发狂，就象一年前马克西莫夫为这件事

气得发狂一样。呼声派象马克西莫夫一样竭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似

乎问题几乎全在于“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协商，而且他们把

普列汉诺夫的行动说成是由于他“瞎任性”（《必要补充》第１６页），

“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以及其他等等。马尔托夫提起普列汉诺

夫作为孟什维克“五年来的活动”（同上）时，力图事后败坏他的名

声，说他反复无常，但是马尔托夫没有觉察到，他这样做首先是使

自己难堪。

在上述的《必要补充》中，《呼声报》的编辑委员会向我们担保

说（第３２页），普列汉诺夫正是在上述的五年中（１９０４—１９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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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伟大的”。请看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吧。孟什维克宣布普列

汉诺夫所以“伟大”，不是由于他在２０年中（１８８３—１９０３年）的活

动（在这一时期，他忠于自己的主张，他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布

尔什维克，而是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而恰恰是由于他后来五年

中的活动，但是孟什维克自己说，这五年普列汉诺夫是“反复无常”

的，就是说，没有坚持彻底的孟什维克路线。结论是：“伟大”就在于

他没有完全陷进孟什维主义的泥坑。

但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回忆的孟什维主义五年来的

历史，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事实，有助于说明孟什维克的分裂并

不是马尔托夫竭力强调的那种微小的、个人的原因造成的。

１９０３年，普列汉诺夫在增补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时，在

《火星报》第５２号上《不该这么办》这篇文章中宣布：他愿意和

机会主义者进行周旋，并且通过这种周旋使他们改正过来。与此

同时，他极尽攻击布尔什维克之能事。１９０４年底他力图把显然已

经滚到自由主义方面去的阿克雪里罗得拖出来（《地方自治运动

计划》），但他的做法是，对宣布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就是“高级

形式的示威”等等这样一些高论，只字不提（见《给中央委员会

的信》，这本小册子仅供党员阅读）。１９０５年春，普列汉诺夫看到

“周旋”没有希望了，于是脱离了孟什维克，创办了《日志》，宣

传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日志》第３期（１９０５年１１月）已经完全

不是孟什维克的刊物了。

普列汉诺夫花费了近一年半的时间（从１９０３年底至１９０５年

春）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周旋，他从１９０６年初起，并且在１９０７年

一年中又同立宪民主党周旋。在此期间，他搞的极端机会主义，大

大超过了其他的孟什维克。虽然普列汉诺夫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宣

布了“周旋手段”，但是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他就建议（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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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６期上）各革命政党进行协商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这

时《无产者报》（在１９０６年８月２９日第２号《策略上的动摇》一

文中）立刻指出，这个立场完全不是孟什维克的①。

１９０７年春，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据切列万宁所

述，我在《十二年来》文集的序言②中已经引用过他的话）和孟什维

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作过斗争。当时他需要“工人代表大会”作

为一种周旋手段，以便发展党而不是反对党。马尔托夫在《必要补

充》中说，１９０７年下半年普列汉诺夫“曾经不得不花费不少口舌”，

坚持孟什维克必须有秘密的（即党的）机关报，反对阿克雪里罗得

（显然，阿克雪里罗得宁愿要合法的、事实上不是党的机关报）。

１９０８年波特列索夫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冲突，是普列汉诺夫与取

消派分裂的导火线。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孟什维克现在的分裂不是偶然

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周旋手段”不能为周旋者因进行周旋而犯的

错误辩护，至于我写的批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的那些话，我一句也

不打算收回。但是“周旋手段”说明为什么一部分孟什维克容易走

到独立派方面去，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却很难甚至不可能这样做。

由于进行周旋而带领工人阶级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的那种社会民

主党人，他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危害，并不比那种因内心倾向于机会

主义而这样做的人带来的危害少。但是，前者可以、能够、来得及在

后者掉进陷阱的地方刹车。俄国有句俗语说：让他去祷告上帝，他

就磕破头皮。普列汉诺夫也可以这么说：让波特列索夫分子和唐恩

分子靠右走去进行周旋，他们却把靠右走当成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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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同上，第１６卷第８６—１０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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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孟什维克及时刹车，这完全证实他们不愧为“护党派孟什

维克”。他们刹车是为了进行维护党、反对独立派－合法派的斗争，

波特列索夫先生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在《必要补充》中

企图回避这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这是徒劳的。

恩格斯也曾经同社会民主联盟１５２（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作过斗

争，——波特列索夫这样来支吾搪塞（第２４页）。可爱的先生，这是

诡辩。恩格斯指出了党的错误１５３，而你们可没有说如何纠正党的错

误，你们甚至不肯直接说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现在是否需要，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是否需要。在斯托雷平面前你们说：不需要（《我们的曙

光》杂志），而在党员面前，在秘密刊物上，你们却不敢这么说，而是

闪烁其词，支吾搪塞。

编辑部断言：“列宁—普列汉诺夫主张向工人运动的新形式宣

战”（第３１页），“我们是从真正的工人运动的状况、条件和要求出

发的”（第３２页）。可爱的先生们，这是诡辩。你们自己也承认，全

会曾竭尽全力肯定这些新形式，而且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以前所进

行的斗争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否需要“新形式”，

是否需要进行合法的工作，是否需要建立合法的团体，——我们的

分歧完全不在这里。我们的分歧在于：合法派如米哈伊尔之流的集

团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他们已经脱离社会民主党而独立，对

这么干的合法派是否仍允许他们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认为

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必须承认党，宣传党的必要性，在党内工作，巩

固党的组织，在各地方和在一切团体中建立秘密支部以便和党建

立正常的联系，等等。你们也很清楚，现在，即在全会之后，我们的

分歧正是在这里。

我们希望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希望同他们协商，以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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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党、反对独立派的斗争，而呼声派却竭力把我们这种做法说成

是“列宁同普列汉诺夫”搞个人联盟。呼声派大骂《无产者报》第

４７—４８号合刊上一篇反对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的作者，说他带有

“佞臣”的腔调，说他利用同普列汉诺夫的“协商来投机”。

我翻开这篇文章，在第７页上有这样一段话：

“当然，普列汉诺夫在革命时期所犯的一切错误的根源，恰恰就在于他没

有把他自己在旧《火星报》上所实行的路线贯彻始终。”

让读者来评一评究竟谁的话更象“谄媚”和“投机”吧：是把布

尔什维克所认为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直接指出来呢，还是宣布普

列汉诺夫恰恰在他作为孟什维克和“反复无常”（按孟什维克的说

法）的那个时期是“伟大”的呢？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写道：“当重要的〈黑体是《呼声

报》用的〉政治行动的时刻重新到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将会和我

们在一起。”（《必要补充》第３２页）

这是政治上很无知的说法，但是，“投机”的意思却是很清楚

的。其所以很无知，是因为对于旧的领袖们来说，现在恰恰就是重

要的政治行动时刻，现在的政治行动要比公开斗争时期重要一百

倍，因为在公开斗争时期，群众自己能更容易找到道路。说“投机”

的意思很清楚，是因为这句话表示他们的决心，一旦普列汉诺夫重

新开始“周旋”，他们就重新承认普列汉诺夫为孟什维克。

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呼声派不明白：他们的这些攻击同例

如阿克雪里罗得说的“我们不愿意卑躬屈节”（在普列汉诺夫面前）

“充当阿谀逢迎的奴仆”（第１９页）这些话放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意

思。你们的举止恰恰象阿克雪里罗得上面所说的这种人，你们对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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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汉诺夫的态度，恰恰合乎这些人的“公式”：“要么飨以老拳，要么

握手言欢。”

你们求他伸过“手”来求了五年，现在你们又“飨以老拳”——

写出３２大页文章来攻击他，而在第３２页上却又“表示决心”：可以

同意重新承认他为孟什维克，再求他伸过“手”来。

至于我们，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普列汉诺夫在“反复无常”的

时期，从来就不是布尔什维克。我们现在不认为，将来也永远不会

认为他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普列汉诺夫以及一切能起来反对独立

派－合法派集团并能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孟什维克，我们都认为是

护党派孟什维克。在目前的困难时期，在理论上维护马克思主义和

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维护党的斗争已经提上了日程，因此我们认

为竭力接近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是一切布尔什维克的责无旁

贷的义务。

８．结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全会决定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局限于全会

设想在全体孟什维克都转到党的立场上来的条件下安排的那个议

事日程。这个条件没有实现，因此我们不应当自己骗自己。

通过同独立派－合法派的斗争团结护党派，——这应当作为

选举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的口号，作为召集和准备这次代表

会议的口号。根据这个任务并且估计到呼声派的反党立场，我们应

当果断地对党的一切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使这些机构不再无理取

闹（一切呼声派都在准备同领导机构无理取闹而且今后还会准备

这样做），而去从事真正的党的建设工作。呼声派不愿意建设党，而

９９２二 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



愿意暗中帮独立派－合法派集团的忙。

布尔什维克为这次代表会议拟订了以下纲领：按照十二月

（１９０８年）决议并根据这些决议的精神建设党；继续完成全会的工

作，对全会的决定进行上面提及的种种修改，这也是全会后的整个

事态发展提出的要求；竭尽全力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和坚持不

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集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帮助无产

阶级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在斗争中学习本领，放开手脚干，——同

时要坚定不移地恢复秘密的支部，秘密的纯粹的党组织，而且主要

首先恢复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学会使它们适应新的条件，因为只

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够指导合法组织的一切工作，才能够把革命的

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贯串到这些工作中去，才能够同叛徒和独立派

－合法派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迎来这样的时刻，那时，我们的党，

我们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保持了１９０５年革命和无产阶级的

伟大胜利的一切传统，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无产阶级队伍，因而能够

率领这支队伍投入新的战斗，去夺取新的胜利。

载于１９１０年３月６日（１９日）和

５月２５日（６月７日）《争论专页》

第１号和第２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２３９—３０４页

００３ 政论 家 札记



致《斗争报》纪念号
１５４

（１９１０年７月）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同志１５５，在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

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要点已发表在我们党

的中央机关报第１２号上），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在我们所处的艰难

时期，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是特别“正常”和健康的。所以

会得出这种印象，是因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构

成是最无产阶级化的，并且主要是由工人自己领导的）已经实现了

客观情况所要求的、向制定特别的策略和完成持续很久的反革命

得势时期的各项组织任务的过渡。在革命时期，拉脱维亚的无产阶

级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专制制度和旧制度的一切势力

的斗争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里不妨顺便提一提，１９０５年官方

的罢工统计（工商业部出版的）１５６表明，里夫兰省无产阶级罢工斗

争的顽强精神是首屈一指的。１９０５年里夫兰省工厂工人总数为

５３９１７人，而罢工者竟达２６８５６７人次，也就是说几乎等于工厂工

人总数的５倍（４．９８倍）！里夫兰省一年中平均每个工厂工人参加

罢工５次。除了里夫兰省，还有：巴库省，平均每个工厂工人参加罢

工４．５６次，梯弗利斯省——４．４９次，彼得库夫省——４．３８次，彼

得堡省——４．１９次。１９０５年莫斯科省参加罢工的工人为２７６５６３

１０３



人次，略多于里夫兰省，但是莫斯科省的工厂工人总数为里夫兰省

的５倍（２８５７６９与５３９１７之比）。由此可见，拉脱维亚无产阶级表

现出的自觉性、团结一致和革命精神要高得多。但是大家也知道，

在向专制制度发动进攻时拉脱维亚无产阶级的先锋领导作用并不

限于罢工斗争，武装起义中它走在前面，为了把运动推向最高阶段

即推向起义它出力最多。为了吸引拉脱维亚的农业无产阶级和拉

脱维亚的农民参加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的伟大革命斗争，它所做

的工作超过了所有别的人。

拉脱维亚工人党在革命时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支先进部

队，在艰难的反革命得势时期也站在前列。我们从上述报告中了解

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既没有因热中于革命空谈而形成特殊流

派（类似我们的“召回派”），也没有因热中于合法机会而形成特殊

流派（类似我们的取消派，否定秘密的党，不愿执行恢复和巩固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在工作中

利用了一切合法机会，如合法的工会、各种工人、团体、杜马讲坛等

等；同时，他们绝不“取消”秘密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相反，他们

到处都保持了党的秘密工人支部，这些支部将会维护和发扬伟大

的革命斗争的传统，坚持不懈地在工人阶级年轻的一代中培养出

愈来愈多的有觉悟的战士。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所以能取得成就，无疑原因首先在于：不

论城市或农村，资本主义都有了较高的发展；阶级矛盾非常明确；

这些矛盾由于民族压迫而更加尖锐；拉脱维亚居民集中，文化发展

程度较高。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俄国工人阶级赖以发展和进行活

动的环境，就差多了。这种不发达的状况目前正在国内的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中造成更为严重的危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们运

２０３ 致《斗争报》纪念号



动中起的作用很大，他们起好作用也起坏作用：他们在研究理论和

策略问题的同时竟“研究”起种种偏离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结成特

殊“派别”（如“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问题来了。

我们相信，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有充分根据可以为自己的成

就感到自豪，但是决不会狂妄到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这些棘手

的问题不屑一顾。

无产阶级的觉悟愈高，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就愈明确，反对工

人运动中任何小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就愈坚决，对不很开展的工

人同志摆脱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影响也就愈加关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取消主义派别是俄国小资产阶级关系

的产物。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都反对革命，拒绝革命，咒骂１９０５年

的策略是“血腥的和徒劳的”策略，它对当权者卑躬屈节，号召人民

只须采取合法斗争的方法。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接

受了反革命自由派的影响。五卷本的革命史（马斯洛夫、马尔托夫

和波特列索夫编辑的《２０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出版了，这部

史书实际上是在宣扬叛徒学说，说什么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估

计过高”，对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等等。其实是无产阶级群

众对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的斗

争中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千百万被压迫和被剥削

的人们的进攻力量估计不足。

现在出版的两本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和《复兴》）宣传说，

恢复并巩固秘密的党，恢复并巩固我们原来的经过多年考验的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反动的空想”。持有这种观点的先生们也在

孟什维克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进行申辩，并且

提出“为合法性而斗争”的口号。孟什维克派最著名的领袖之一普

３０３致《斗争报》纪念号



列汉诺夫退出了该报编辑部，并且不再担任所有这些刊物的撰稿

人，他向这些刊物宣战，并号召孟什维克护党派起来支持和巩固革

命的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这样，我们的党就开始同独立合法派决战。这些人（即合法

派）错误地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他们在破坏社会民主党人

的事业，破坏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把它化为若干不定形

的、没有任何原则的、实际上是使工人阶级成为受自由主义的思想

支配和从属于自由主义的政治领导的合法集团。

１０年前，我们的党曾经同非常类似现在的“取消主义”的所谓

“经济主义”作过斗争。现在，斗争比那时更为困难，因为一切反革

命势力——不仅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而且新的（现代

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都力图消灭无产阶级中的

１９０５年的传统，消灭它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工人阶级既然

能成为１９０５年革命的领袖，无疑也将会克服这一切偏离社会民主

主义道路的倾向。

１９０５年的革命以前，社会民主党人在完全秘密的小组中工作

了２０年，并建立了领导着数百万人向专制制度冲击的政党。革命

以后，我们能够，因此也应该不仅继续进行秘密支部的工作，而且

要百倍地加强这一工作，在这些支部的周围建立起重重合法组织

的密网，利用黑帮杜马讲坛来进行我们的鼓动，把在革命斗争中取

得的教训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并建立一个能够带领千千万万人

向专制制度发动新的冲击的社会民主党。

载于１９１０年７月《斗争报》

（拉脱维亚文）第１０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３０５—３０９页

４０３ 致《斗争报》纪念号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

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１５７

（１９１０年８月１６—１７日〔２９—３０日〕）

代表大会认为：

（１）无产阶级的合作社通过减少中间剥削、通过影响供货人那

里的劳动条件和改善职员的生活状况等，使工人阶级有可能改善

自己的生活状况；

（２）无产阶级的合作社由于能在罢工、同盟歇业、政治迫害等

期间提供帮助，因此在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具有愈来

愈大的重要性；

（３）无产阶级的合作社把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起来，训练他们独

立管理事务和组织消费，并在这方面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社会主义

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

另一方面，代表大会认为：

（１）只要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对掌握生产资料和交换手

段的阶级实行剥夺，还没有实现，合作社所争得的一些改善就极为

有限；

（２）合作社是纯粹商业性的机构，并且要承受竞争环境的压

力，因此有蜕变为资产阶级股份公司的趋势；

（３）合作社不是同资本直接作斗争的组织，有可能造成而且也

５０３



正在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合作社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因此，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

（一）加入无产阶级的合作社组织，全面促进它们的发展，并用

严格的民主精神来办合作社（收低额的入社金，每人一份股金，等

等）；

（二）通过联合组织中坚持不懈的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来促

进工人群众中阶级斗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三）随着参加合作社的人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逐步建立

和加强合作社同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同工会的有机联系；

（四）同时，代表大会指出，生产合作社只有成为消费合作社的

组成部分，才能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产生影响。

载于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列宁全集》

俄文第２、３版第１４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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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
（１９１０年８月３０日〔９月１２日〕）

“前进”集团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当前问题论文集”，书名叫《前

进》。由于有了萨任同志的小册子（《论党的复兴问题》，由“私人筹

资出版”，《前进》文集编辑部发行），由于有了“前进”集团印发的单

页传单和该集团的纲领，党现在有相当充分的材料来对“前进派”

作出判断了。

前进派的纲领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它在我们党的所有的集

团和派别中第一个提出了哲学并且打着一块假招牌。“无产阶级的

文化”、“无产阶级的哲学”，纲领上是这么写的。这块假招牌掩盖的

是马赫主义，也就是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如经验批判主义、经验

一元论等等）来维护哲学唯心主义。第二，在政治方面，该集团认为

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并声称该集团中的某些召回派分

子不同意党在对待国家杜马方面规定的任务。关于这些规定本身

在前进派的纲领里也写得极其含糊不清，因此，只能认为这是为了

迁就召回派的思想。最后，第三，纲领坚决谴责派别活动，并且要求

各个派别联合起来，实现党内的融合。

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如果从后面算起）一个很好的愿望和两

块招牌，它们掩护的是那些表明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并且要无产阶

级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的极恶劣的思想政治派别。《前

７０３



进》文集清楚地表明，这种大杂烩能够提供的是什么样的货色。

文集社论的作者马克西莫夫严格奉行纲领中玩弄的外交手

腕，在谈“无产阶级的文化”时，对他指的是什么不加任何说明。在

他这篇自诩为写得通俗的文章中，这种捉迷藏的手法是特别显眼

的。除了那些亲自认识马克西莫夫，或者已经仔细研究过关于马赫

主义和由马赫主义引起的全部争论的人，没有一个读者能够理解

这种词句的真正含义，这算什么通俗呢？这位马克西莫夫在文集第

４页上还谈论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危险

性”，说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和宣传不正确的、对无产阶级有害的

资产阶级科学和哲学的观念……”，这又算什么通俗呢？

删节号是马克西莫夫加的。话不说完是否意味着不好意思说

出口，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我们很清楚，谈论“资产阶级的哲学”对

无产阶级的危害（特别是在一篇“通俗的”文章里谈论这种危害）而

不明确说出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哲学，这就是玩弄最恶劣的派别

外交手腕。既然你们认为资产阶级哲学问题很重要，既然你们在

“通俗”文集的社论里提出这个问题，那你们就应当敢于直言不讳，

就应当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不应当隐藏自己的观点。

大概萨任同志这位“实践家”很不客气地破坏了马克西莫夫玩

弄的外交手腕。①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第３１页上，要求“保证”“党

８０３ 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

① 在《前进》文集里，另一位“实践家”，彼得堡的“纺织工伊万”也是不大注意外交
手腕而失言。他写道：“顺便说一点，别尔托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
书尤其可能使人得出这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正确的概念。”（文集第５７
页）当然罗！只有俄国造神派和马赫主义者的著作才能提供“关于历史唯物主
义”的最正确的“概念”，这一点哪一个“前进派分子”不知道呢？因此培养了整
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就无法同尤什凯维奇之流、波格丹诺夫之
流、瓦连廷诺夫之流和卢那察尔斯基之流的哲学著作相比了……



员”有“完全的革命思想自由和哲学思想自由”。

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口号。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政

党内部，提出这种口号的只有机会主义者，实际上，这个口号无非

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有腐蚀工人阶级的“自由”。我们向国家（而不

是向党）要求结社自由，并且同时要求“思想自由”（应读作：出版、

言论、信仰自由）。无产阶级的党是一个自由的联盟，建立这个党就

是为了同资产阶级“思想”（应读作：意识形态）作斗争，为了捍卫和

实现一种明确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起码的常

识。马克西莫夫、萨任之流政治上的错误使他们忘记了这个起码的

常识。不是由于他们个人虚伪，而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错误，他

们才宣传资产阶级的口号。这种错误的表现是，一些“前进派分

子”一心想把无产阶级向后拖，朝资产阶级哲学观念（马赫主义）一

边拖；另一些“前进派分子”对哲学漠不关心，只是要求给马赫主义

以……“完全自由”。因此，他们都不得不玩弄外交手腕，胡说八道，

玩捉迷藏，抓住资产阶级口号不放。

实际上，“完全的革命思想自由”是什么意思呢？这无非是指给

召回派和其他半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以自由。换句话说，这里所说

的也就是前进派“纲领”中写的那句话：承认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

的色彩”。这又是在观念上玩弄小小的外交手腕，又是在玩捉迷藏，

又是在耍两面派，这完全是他们错误的思想政治立场造成的结果，

他们说什么我们不是马赫主义者，但是我们主张给马赫主义以“完

全自由”（在党内）；我们不是召回派分子，但是主张给召回派或者

笼统地说给“革命思想”以“完全自由”！还有一桩荒唐事：两个前进

派分子以个人名义（萨任和工人阿尔·）坚决表示，利用各种合法

机会和杜马讲坛很重要和很必要。工人阿尔·写道：“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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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同一切鼓动〈阿尔·同志，究竟是谁在进行这种鼓动呢？难道

不是你们前进派吗？〉，反对任何〈原来如此！〉利用合法机会的人作

斗争，因为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文集第４８—４９页）就是

这位阿尔·一面重复《无产者报》派布尔什维克的这些言论，一面

又破口大骂《无产者报》（放马后炮），说它似乎给前进派脸上涂上

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油彩！这就叫作：一方面实行全线退却，放弃自

己的全部阵地，在报刊上谴责（又是拐弯抹角地）那些朋友们，当初

接受决议（例如关于抵制工厂医生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那些前进派

分子，另一方面用鼓声来掩护自己的退却和投降。真是可怜的派别

外交手腕！

我们再看看“前进派”关于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的问题写了些

什么。“纲领”谴责了派别组织并要求把它们解散。萨任猛烈地抨

击各派别的中央，“国外的领袖们”等等。前进派为派别活动洒下的

泪水可以汇成大海，说的废话简直没完没了。

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呢？自１９１０年１月开“统一”全会时起，

“前进”集团的整个历史就是在国外建立派别组织的历史。请看一

位俄国工作者寄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的一封信（１９１０７月１５

日）的摘录：

“在彼得堡有委员会，此外还有‘前进派’集团，他们设有单独

出纳处和秘书。经费是从国外取得的。在莫斯科”——接着他提到

一个人的名字，此人同某个最有名的召回派分子过从甚密，并指出

这里也在实行同样的政策。

凡是多少了解一点党内情况的人，凡是多少留心“前进”著作

家小集团的立场的人，对这个小集团在国外组织派别的活动都不

会有任何怀疑。臭名远扬的“某地党校”是新派别的国外中心，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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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１９０９年７月①的报刊上公布过了，从那以后，就连最漠不关

心和最不了解情况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点也都深信不疑。臭名

昭著的“纲领”是由８个知识分子和７个工人学员在国外拟订的。

这些工人们匆匆忙忙地同意了“无产阶级的哲学”这一口号并且

承认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他们所起的作用极其明显，

已经用不着再说什么了。这是一个说明国外著作家集团如何建立

派别的最典型的例子。这些著作家们的确很象“可汗”（沃伊诺夫

在《前进》文集上的用语），现在他们也感到自己专横无理了，所

以他们在公众面前就把自己特别宝贵的东西，即马赫主义和召回

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掩饰起来。“前进派”高喊反对“国外的领袖

们”，而自己却建立起一个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国外著作家的附庸

的组织；他们高喊反对派别，而自己却暗中建立了一个毫无生命

力的、宗派主义的经验一元论的新的小派别。他们这种伪善表现

的政治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可能公开地、直接地表示维护派别的

真正领导人的真正宝贵的东西。

现在只举两个尤其令人发指的伪善的例子。在文集的第５３页

上，工人阿尔·说，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些

话当然是强加给一个工人“列宁分子”的，仿佛这个“列宁分

子”曾经用这种精神鼓动过这个“前进派分子”。唉，“工人阿尔

·”耍的手腕太幼稚可笑了！），他说一个前进派分子（又是同这

个“列宁分子”在一起，当然又是受他的教唆）建议“宣布莫斯

科组织脱离俄国中央而独立，不服从中央的指令”。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从１９１０年１月起，不顾取消派－呼声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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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米哈伊尔、罗曼、尤里等人的事是尽人皆知的）和前进派

的反对（那时他们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小派别反对中央），就努力恢

复中央的组织。而现在这些前进派分子居然因为中央委员会俄国

局“毫无作为”而流下鳄鱼的眼泪！这些前进派分子实际上是完

全脱离党而“独立的”，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党的派别分子，他们

在通俗的文集里竟扬言，有必要宣布地方组织是脱离中央而“独

立的”组织。

另一个例子。在该文集里，一位不具名的“党员”冒充内行

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财务报告批评了一通。在第６０页上这位不

具名的假内行写道：“这是些什么‘保管人’〈在报告中谈到从保

管人那里领取经费〉？为什么他们‘现在保管’或‘过去也保管’

中央的经费？这些经费是派什么‘专门用途’的？谁也弄不懂是

怎么回事。”

文集上就是这么印的。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前进”集团的成员们写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个集团有两个

代表出席过一月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有条

件地把经费交给“保管人”（即三位大家都知道的国际社会民主党

的代表１５８）保管的声明。是什么经费，从哪儿来的，谁是保管人等

等，对这一切，全会，也就是所有的派别，也包括前进派在内，是

了解得十分详细的。而前进派为了欺骗工人却在“通俗的”文集

里写道：“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前进》文集上写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部文集的头两篇文章

的署名是马克西莫夫和多莫夫。这两个“前进派分子”很清楚布

尔什维克获得这笔经费和把经费交给保管人的全部经过。他们

“不便”亲自出来说话，“不便”自己宣布“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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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以他们就物色了一伙本身有反党劣迹而仍自称为“党员”

的不具名的假内行来代劳。马克西莫夫和多莫夫利用不具名的假

内行在“通俗的”文集上向工人公然散布谎言，说这些“保管”经

费的是何许人，似乎“谁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先生

们捶胸顿足，竭力反对“派别组织”，反对“国外的领袖们”。

他们通过不具名的“党员”来“批评”中央委员会的财务报

告，而他们自己在文集的第１页上却说，以前“缺乏资金”妨碍

了他们的集团出版报纸，而“现在这个障碍已经排除”。这就是说，

“前进”集团现在已经获得经费了。当然，这是前进派分子的好消

息。最尊敬的“前进派”先生们，你们一面在“通俗的”文集上

利用不具名的假内行来公然散布关于中央委员会的谎言，硬说这

些经费“保管人”是何许人，经费是从哪儿来的等等，“谁也弄不

懂是怎么回事”，同时关于“前进”集团收到的究竟是什么经费，

哪些著作家经管这些款项，你们无论对中央委员会或对其他派别，

都只字不提，这该要有多么“聪明的头脑”呀？想必是党有义务

向前进派汇报，而前进派没有义务向党汇报吧？

我们要反复指出，前进派为什么耍这种两面派，原因并不是

在于某某人的个人品质，而在于他们的整个立场在政治上的错误，

而在于马赫主义著作家和召回派分子不可能直接地、公开地维护

他们视为宝贝的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懂得这种政治情况的人，就

不会因为这些表面现象，因为一大堆个人冲突、纠纷、谩骂等等

而感到惊慌失措、迷茫困惑、忧郁不安。懂得这种政治情况的人，

就不会满意“不必同召回派进行斗争，而应当克服召回主义”这

种调和主义言论（托洛茨基之流），因为这些话空空洞洞、毫无内

容。目前是反革命得势时期，是涣散时期，是造神说时期，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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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主义、召回主义、取消主义时期，这种客观情况，使我们党面

临同正在组织各自的派别的著作家小组的斗争。用空话回避这个

斗争是不可能的。回避这个斗争就是回避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项当

前任务。

载于１９１０年８月３０日（９月１２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５—１６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３１２—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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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
１５９

（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５日〔２８日〕以后）

第 一 篇 文 章

社会统计，特别是经济统计，最近二三十年来作出了巨大的

成绩。有许多问题，而且是涉及现代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涉及这种

制度的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过去都是根据一般的估计和粗略的资

料来解决的，现在如果不考虑按某一确定的提纲收集并经统计专

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的所有地区的大量资料，对这些问题就无

从进行比较认真的研究。尤其是对争论最多的农业经济问题，更

加需要根据准确的大量资料作出回答，何况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对

全国所有农场作定期统计，已经愈来愈习以为常了。

例如在德国，这种统计在１８８２年、１８９５年进行过，最近一次

是在１９０７年进行的。对于这些统计的意义，我们的书刊已经谈过

多次，而探讨现代农业经济的著述或文章，很少有不引用德国的

农业统计资料的。关于最近一次统计，无论德国或我国的书刊都

在纷纷议论。记得瓦连廷诺夫先生去年曾经在《基辅思想报》上

大肆宣扬说，这次统计似乎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考茨基的观

点推翻了，因为它证明了小生产的生命力及其对大生产的优势１６０。

不久以前，沃布雷教授先生在《俄国经济学者》杂志１６１上发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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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题为《德国农业演进的趋势》的文章（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１日第３６

期），他根据１９０７年的统计资料批驳“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工业发

展的公式”，认为这个公式对农业不适用，并且证明，“在农业领

域中，小农场在同大农场的斗争中不仅不会灭亡，相反，每一次

新的统计都确认了小农场取得的成绩”。

因此我们认为，对１９０７年的统计资料进行详细分析是适时

的。固然，这次统计资料的出版工作尚未结束：包括全部统计资

料的三卷书①已经出版，第４卷即关于“整个统计结果的说明”还

没有出版，也不知道是否很快会出版。但是，把研究统计结果的

工作推迟到最后这一卷书出版以后再去进行是没有理由的，因为

全部材料已经有了，并且经过综合，这些材料已经在书刊上被广

泛利用。

我们只想指出一点，照通常的做法，几乎只是限于对不同的

年份中不同规模的（按面积划分）农户的数目及其土地数量作比

较，这种做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敌

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真正分歧的根源要深得多。为了全面阐明分歧

的根源，首先就应当着重对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哪些基本

特征的问题进行探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２日德国

的统计资料特别有价值。这次统计在某些问题上不及１８８２年和

１８９５年的上两次统计那样详细，但是它却第一次提供了空前丰富

的有关农业雇佣劳动的资料。而使用雇佣劳动是任何资本主义农

业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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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以１９０７年德国的统计资料为主要根据，并以其他

国家如丹麦、瑞士、美国最好的农业统计资料和匈牙利最近一次

农业统计资料作补充，首先努力提供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一个概貌。至于德国大农户（按农业面积）的数目及其土地数量

逐渐减少这个事实，只要一接触统计结果就最引人注目，对它的

议论也最多，我们准备在本文的结尾部分进行探讨。这是因为这

是一个复杂的事实，是其他一系列事实发生作用的结果，不先阐

明若干更加重要得多的基本问题，要想弄清楚这个事实的意义是

根本不可能的。

一

现代农业经济制度概貌

德国的农业统计，象不同于俄国的所有欧洲国家的类似统计

一样，都是根据收集关于每个农场的单独材料编写的。而且每作

一次统计，收集的材料通常也随之增加。例如，１９０７年的德国统

计省略了关于用于耕作的牲畜头数这一非常重要的材料（这个材

料在１８８２年和１８９５年都收集过），但是却第一次收集了关于种植

各类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关于本户劳力和雇佣工人人数的材料。

这样取得的关于每个农户的材料，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明每个农

户是完全足够的。这一任务的全部问题、全部难处在于，如何综

合这些资料，才能准确地从政治上经济上说明不同类别或不同类

型的农户的整个情况。如果综合得不好，分类不对或不全，那就

会产生（这在整理当代统计时经常会出现）一种结果，就是在谈

到全国几百万农户的情况的时候，记载每个农场单独的难得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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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宝贵资料却都消失了，看不见了，不知去向了。农业的资本

主义制度的特征体现在业主和工人之间、不同类型的农户之间的

关系上，因此，如果对这些类型农户的特点抓得不准，选得不充

分，那么最好的统计也提供不出现实的政治经济概貌。

由此可见，用什么方法对现代统计资料进行综合或分类，这

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将谈到上述各个

最好的统计所采用过的相当繁多的所有方法。在这里我们暂且指

出，德国的统计，也象其他许多国家的统计一样，提供了全面的

综合材料，而且仅仅根据每个农户农业面积的数量这一条来进行

分类。根据这一条，统计把全体农户（从占有不到１１０公顷①农

业面积的农户开始，到占有１０００公顷以上农业面积的农户为止）

划分成１８类。德国统计的编制者们自己也感到，这样详细的分类

在统计学上是不必要的，是不符合政治经济学上的要求的，因此

他们根据农业面积把所有资料归纳为６大类，加上单独分出的一

个小类，共为７大类。这７类的划分如下：占地１ ２公顷以下的农

户，占地１ ２—２公顷的农户，占地２—５公顷的农户，占地５—２０

公顷的农户，占地２０—１００公顷的农户和占地１００公顷以上的农

户，从最后一类农户中又特别分出了一个小类，即占有２００公顷

以上农业面积的农户。

试问，这种分类在政治经济学上有什么意义呢？土地无疑是

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所以根据土地的数量可以最正确地判定农

户的规模，自然也可以判定农户的类型，如判定它是小农户，中

等农户，还是大农户，是资本主义农户还是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

０２３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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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通常占地２公顷以下的农户叫作小农户（有时候叫作所谓小

块土地的农户或极小的农户），占地２—２０（有时为２—１００）公顷

的叫作农民农户，占地１００公顷以上的叫作大农户，也就是资本

主义农户。

１９０７年的统计第一次收集了有关雇佣劳动的材料，首先使我

们第一次有可能通过大量的资料来检验这个“通常的”假设。统

计常规第一次获得了至少是某种（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远

远不够的）合理因素，也就是第一次对那些在政治经济学上具有

最最直接的意义的资料重视起来了。

的确，大家都在谈论小生产。而什么是小生产呢？对这个问

题最常见的回答是，小生产是一种不使用雇佣劳动的生产。有这

种看法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爱德华·大卫的《社会主

义和农业》这本书称得上是综合资产阶级土地问题理论的最新著

述之一，他在该书俄译本第２９页写道：“凡是我们提到小生产的

时候，我们指的都是那种不经常依靠外力帮助，也不从事副业而

活动的经济范畴。”

１９０７年的统计首先完全确定，这类农户的数目是很小的，在

现代农业中不雇用工人或者不受雇于人的业主，占相当的少数。在

１９０７年的统计所登记的德国５７３６０８２个农户中，只有１８７２６１６个

业主即不到１ ３以独立经营农业为主并且不搞副业。其中有多少个

是雇用工人的呢？没有这方面材料，也就是说，原始卡片上有详

细记录，而在综合时丢掉了！编制者不愿意算出（虽然他们做了

大量极其详细的、但毫无用处的计算），每一类农户中有多少户是

雇固定雇佣工人或临时雇佣工人的。

为了大致确定没有雇佣工人的农户数目，我们把农户数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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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雇佣工人数目的各类农户划分出来。这就是每户土地数量不到

１０公顷的各类农户。在这类农户中共有１２８３６３１个业主，他们以

从事农业为主并且不搞副业。他们有１４００１６２个雇佣工人（假定

只有以从事农业为主和不搞副业的业主才拥有雇佣工人）。只有在

占有土地２—５公顷的各类农户中，不搞副业的独立农民的数目才

多于雇佣工人数目，前者为４９５４３９户，后者为４１１３１１人。

当然，兼营副业的农民也有雇用工人的；当然，也有不仅雇

用一个而且雇用几个工人的“小”业主。但是，不雇用工人的和

不受雇于人的业主，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毕竟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有关雇佣工人人数的资料，德国农业中立刻可以划分三

个基本类别的农户：

Ⅰ．无产者农户。列入这一类的只有少数业主以独立务农为

主，大多数业主是雇佣工人等等。例如，占有土地不到１ ２公顷的

农户有２０８４０６０个。其中独立农民只有９７１５３户，而主要职业是

雇佣工人的（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有１２８７３１２人。占有土

地１２—２公顷的农户有１２９４４４９个。其中独立农民只有３７７７６２

户，雇佣工人５３５４８０人，小企业主、小手艺人、小商人２７７７３５人，

职员以及从事“各种各样不固定”职业者１０３４７２人。显然，这两

类大多数都是无产者农户。

Ⅱ．农民农户。我们把大部分是独立农民，并且本户劳力人

数超过雇佣工人人数的农户列入这一类。这是占有土地２—２０公

顷的各类农户。

Ⅲ．资本主义农户。我们把雇佣工人人数超过本户劳力人数

的各类农户列入这一类。下面是关于这三大类别的全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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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类别

农

户

总

数

其    中 按工人人数划分的农户

独 立

农 民

雇 佣

工 人

这类农

户总数

它 们 的 工 人 数

总 计 本户劳动雇佣工人

Ⅰ．２公

顷以下

Ⅱ．２—

２０公顷

Ⅲ．２０公

顷以上

３３７８５０９

２０７１８１６

２８５７５７

４７４９１５

１７０５４４８

２７７０６０

１８２２７９２

１１７３３８

７３７

２６６９２３２

２０５７５７７

２８５３３１

４３５３０５２

７５０９７３５

３３０６７６２

３８５１９０５

５８９８８５３

８７０８５０

５０１１４７

１６１０８８２

２４３５９１２

总 计 ５７３６０８２２４５７４２３１９４０８６７５０１２１４０１５１６９５４９１０６２１６０８４５４７９４１

这张表给我们提供了现代德国农业的经济制度的概貌。金字

塔的底层是广大的群众，是几乎占农户总数３ ５的无产者“农户”；

顶端是极少数（１ ２０）的资本主义农户。我们先指出一点，这个极少

数的资本主义农户占有的土地超过全部土地和全部耕地的一半。

它们占有１ ５的从事农业的工人和一半以上的雇佣工人。

二

多数的现代“农户”（无产者“农户”）

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农户

在占有土地不超过２公顷的“业主”中，多数人，按其主要职业

来说是雇佣工人。农业是他们的副业。在３３７８５０９个这一类农场

中，有２９２０１１９个把农业当成副业（Ｎｅｎｂｅｔｒｉｅｂｅ）。这一类中的独

立农民，即使把那些除农业外还经营非农业性副业的农民也计算

在内，人数根本不多，仅４７５０００户，只占３４０万户的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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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出，雇佣工人人数①……这一类……超过独立农民

人数。

这一情况表明，统计资料在这里把在小块土地上进行大规模

经营的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农民同大批无产者混为一谈。我们在

下面还要反复谈到这种类型的农民。

试问，这许许多多无产者“业主”在整个农业制度中有什么意

义呢？第一，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农奴制的社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

的社会经济体系两者之间的联系，体现了这两种体系历史上的密

切关系和血缘关系，体现了资本主义有农奴制的直接残余。举例

说，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我们看到有的农场得到小块土地（所

谓Ｄｅｐｕｔａｔｌａｎｄ），这些土地是地主付给雇农作为工资的，这难道还

不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吗？作为经济体系来说，农奴制和资本主义

的区别正是在于，前者给予劳动者土地，后者使劳动者脱离土地，

前者发给劳动者实物（或强迫劳动者本人在自己的“份地”上生产）

作为生活资料，后者发给工人货币工资，作为工人购买生活资料的

费用。当然，德国的这种农奴制残余比起我们看到的俄国有名的地

主经济“工役”制度来，那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毕竟是农奴制

残余。在１９０７年的统计中，德国有５７９５００个“农场”算作农业工人

和日工，其中又有５４０７５１个列入占有土地不到２公顷的“业主”这

一类。

第二，大批的农业“业主”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后备

军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数量微乎其微，靠这些土地维

持不了生活，而土地只能当作一种“副业”。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

４２３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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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后备军的潜在的形式①。如果以为失业后备军似乎只是由没

有工作的工人组成的，那就不对了。依靠自己微不足道的经营维持

不了生活而必须主要依靠从事雇佣劳动来谋取生活资料的“农民”

或“小业主”也属于这一后备军。对于这支贫困大军来说，菜园或种

马铃薯的小块土地是补充他们的工资收入的手段或没有工作时的

生存手段。而这种“极小的”，“小块土地的”所谓业主，资本主义很

需要，因为无须增加任何开支，手里随时都有大批廉价劳动力。根

据１９０７年的统计，在２００万个占有土地不到半公顷的“业主”中，

６２４０００人只有菜园地，３６１０００人只有种马铃薯的土地。这２００万

个业主的全部耕地为２４７０００公顷，其中一半以上，也就是１６６０００

公顷种植马铃薯。１２５万个占有土地半公顷到２公顷的“业主”的

全部耕地为９７６０００公顷，其中三分之一以上——３３４０００公顷种

植马铃薯。人民的营养愈来愈糟糕（以马铃薯代替面包），企业主雇

用劳动力愈来愈便宜，德国农村５００万个“业主”中３００万人的“经

济”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还要补充说明一点，来结束对这些无产者农户的描述，在

这些无产者农户中，几乎１ ３（３４０万户中有１００万户）没有任何牲

畜，２ ３（３４０万户中有２５０万户）没有大牲畜，
９
１０以上（３４０万户中

有３３０万户）没有马。他们在整个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

微：农户总数的３ ５只占有不到
１
１０的牲畜（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

畜计算，在２９４０万头中只占有２７０万头），只占有大约１ ２０的耕地

（２４４０万公顷中只占１２０万公顷）。

列入占有土地不到２公顷这一类农户的，有几百万个无产者，

有的没有马，有的没有牛，有的仅有一个菜园或一块种马铃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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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还有几千个在１—２俄亩土地上经营大规模畜牧业或蔬菜业

等等的大业主即资本家，统计资料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可想而知，

这种做法把问题搞得多么混乱和虚假。至于这一类农户中有这种

业主，那只要看看下面的材料便可一目了然：在３４０万（占有土

地不到２公顷）个业主中，１５４２８个业主每人至少有６个工人（本

户劳力和雇佣工人一起算），而所有这１５０００个业主共有１２３９４１

个工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８个工人。如果注意到农业的技

术特点，那么这里的工人人数无疑表明这是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

产。我曾经根据上一次即１８９５年的统计资料指出（见我的《土地

问题》一书，１９０８年圣彼得堡版第２３９页①），在占有土地不到２

公顷的大批无产者“业主”中有经营畜牧业的大农户。无论按牲

畜头数还是按工人人数的有关资料把这些大农户单独分类，是完

全可能的，但是德国统计人员却宁愿让长达数百页的篇幅中充斥

将占有不到半公顷土地的所有者细分为５个更小的类别的资料！

作为社会认识的最有力武器之一的社会经济统计，就这样变

成了一种畸形的东西，变成了为统计而统计，变成了儿戏。———

多数或者大批农场归入极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无产者农户一

类，这一现象是很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多数欧洲资本主义

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并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例如在

美国，根据１９００年的统计资料，每户平均土地面积为１４６．６英亩

（６０公顷），也就是比德国的多６１ ２倍。而最小的农户，如果把占有

土地不到２０英亩（即不到８公顷）的农户计算在内，那么它们也只

６２３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５卷第８４—２４４页。——编者注



占农户总数的１１０强（１１．８％）。甚至占有土地不到５０英亩（即不

到２０公顷）的农户也只占农户总数的１３。拿这些资料同德国的

资料作比较的时候，应当注意到，在美国对于占有土地不到３英亩

（＝１．２公顷）的农户，只有总收入达到５００美元的作统计，也就是

说，大量的占有土地不到３英亩的农户根本没有登记注册。所以德

国统计资料中的那些最小的农户也不应算数。把占有土地不到２

公顷的所有农户撇开不算，在余下的２３５７５７２个农户中，占有２—

５公顷土地的农户是１００６２７７个，也就是说，４０％以上的农户是最

小的农户。美国的情况就根本不同了。

显然，在没有农奴制传统的情况下（或者在比较坚决地消灭了

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情况下），在地租对于农业生产的压迫已经不存

在（或者已经减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在农业中能够生存下去甚

至能够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也不会形成千百万有一份份地的雇

农和日工。

三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农户

列入农民农户这一类别的是这样一些农户，其中大多数农民

都是独立业主，而这些农户中本户劳力也多于雇佣工人。这些业主

所占有的雇佣工人的绝对数字可观，竟达１６０万之多，占雇佣工人总

数的１ ３以上。显然，在数目庞大的“农民”农户（２１０万户）中有不

少资本主义农场。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种农户的大概数目及其意

义，现在先详细地谈一谈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我们看

看每户劳力的平均数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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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户 劳 力 平 均 数

农户类别 总计 本户劳力 雇佣工人

无产者农户……
０．５公顷以下

１．５—２公顷

１．３

１．９

１．２

１．７

０．１

０．２

农 民 农 户……

２—５公顷

５—１０公顷

１０—２０公顷

２．９

３．８

５．１

２．５

３．１

３．４

０．４

０．７

１．７

资本主义农户……
２０—１００公顷

１００公顷以上

７．９

５２．５

３．２

１．６

４．７

５０．９

总 计 ３．０ ２．１ ０．９

我们从这里看到，在农业中农场的规模，从劳力人数来看，与

工业相比一般要小得多。只有占地超过１００公顷的，每户才有５０

个以上的雇佣工人：这类农户共计２３５６６个，不到农户总数的０．

５％。他们有１４６３９７４个雇佣工人，比２００万农民农户所占有的雇

佣工人略少一点。

在农民农户中，占地１０—２０公顷的一类农户立刻显得很突

出，这里平均每户有１．７个雇佣工人。如果单独计算固定雇佣工

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类的４１２７４１个农户（按工人人数划分

为４１１９４０户）有４１２７０２个固定雇佣工人。这说明没有一个农场不

需要长期使用雇佣劳动。因此我们把这一类划为“大农”即大农民

农户或农民资产阶级。过去通常把占地２０公顷以上的列入这一

类，但是１９０７年的统计证明，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形要比一

般想象的范围广，长期使用雇佣劳动这条界线还要大大往下划。

其次，我们在考察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时看到，在

无产者农户和农民农户中，本户劳力的平均数总是与雇佣工人人

数同时增长的，而在资本主义农户中，在雇佣工人人数增长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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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户劳力人数开始下降这个现象是很自然的，它证明我们的

下述结论是正确的：占地２０公顷以上的农户属于资本主义农户，

在这些农户中，不仅雇佣工人人数超过本户劳力人数，而且每户

本户劳力平均数也比农民的本户劳力的平均数低。

在俄国书刊上，早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开始辩论的时候

就已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作过定论：农民农户的家庭协作是

建立资本主义协作的基础，也就是说，本户劳力特别多的殷实的农

民农户，由于使用雇佣劳动愈来愈多，渐渐变成资本主义农户。现

在我们看到，涉及整个德国农业的德国统计资料证实了这个结论。

我们来看看德国的农民农户。总的来说，它们是以家庭协作

为基础的农场（每户有２．５—３．４个本户劳力），不同于无产者

农户，不同于单人农场。无产者农户应当叫作单人农户，因为每

户的工人平均数还不到两个。农民农户也在进行着一种竞争，就

是看谁的雇佣工人多：农民农户的规模愈大，本户劳力人数就愈

多，雇佣工人人数增长得就愈快。大农民农户的本户劳力数比小

农民农户（占地２—５顷）多１ ２弱，但是前者的雇佣工人却比后者

的多３倍。

我们在这里看到，小业主阶级（其中包括小农阶级）与雇佣

工人阶级的根本区别为精确的统计所证实，而这个区别，虽然马

克思主义者经常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却无论如

何也不能理解。商品经济的整个环境导致的结果是：小农如果不

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农场而斗争，就无法生存下去，而这种斗争

是一种为了更多地使用他人更廉价的劳动力的斗争。因此，每个

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小农养成了资本主义心理，政治上跟着大地

主走，而其中极少数人能够“出人头地”，即成为真正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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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跟着他们走的修正主义者）赞赏这种心

理；马克思主义者则告诫小农，他们除了和雇佣工人联合起来是

没有别的出路的。

１９０７年的统计中关于固定工人和临时工人人数的对比材料，

也非常有意义。总的来看，临时工人恰好占总数的１３：１５１６９５４９

人中有５０５３７２６人。临时工人占雇佣工人的４５％，占本户劳力的

２９％。但在不同类型的农户中，这个比例有根本的变化。下面是

我们通常划分的各类农户资料：

临时工人占劳力总数百分比

农户类别 本户劳力 雇佣工人 总计

Ⅰ
０．５公顷以下

０．５—２公顷

５５

３９

７９

７８

５８

４５

Ⅱ

２—５公顷

５—１０公顷

１０—２０公顷

２２

１１

１４

６８

５４

４２

２９

２４

２３

Ⅲ
２０—１００公顷

１００公顷以上

１１ ３３ ３２

平 均 ２９ ４５ ３３

我们在这里看到，占地不到１ ２公顷的无产者农户（这类农户

共２１０万个！）一栏，无论在本户劳力和雇佣工人中，临时工人都

占一半以上。这主要是从事副业的所有者临时性的副业。同样在

占地０．５—２公顷的无产者农户一栏中，临时工人的百分比也是

很高的。这个百分比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是有一个例

外，这就是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农户的雇佣工人中，这个百分比略

有提高，而由于这类农户的本户劳力人数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临

时工人在全部工人中占的百分比有了显著的提高，从２５％提高到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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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农户和资本主义农户的临时工人总数差别不很大。所有

各类农户的本户劳力和雇佣工人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考

虑到在临时性的本户劳力中，妇女和儿童的百分比特别离（我们

下面就会看到），那么这个差别就会更大。因此，雇佣工人是最活

动的因素……

四

农业中的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

经营农业。在农民农户中，一般说来，妇女劳动也是主要的，

只有在大农民农场和资本主义农场中男子才占多数。

妇女在雇佣工人中所占的比重一般要比在本户劳力中所占的

比重小。显然，各类农户中的资本主义农民都是拥有最强劳动力

的业主。如果说妇女比男子多是业主处境困难和农户景况不佳，因

而不可能使用最佳劳动力的标志之一（根据有关妇女的全部材料

必然会作出这种假设……

五

小生产中劳动的浪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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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现代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

……

七

小生产中的低劳动生产率和过度劳动

经济学书刊常常不够重视关于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料的意

义。第一，人们往往忽视（如果这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应

该说始终忽视）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对与之有关的问题不

进行研究，不善于或者甚至不愿意提出有关的问题。第二，对使

用机器的问题往往孤立地看待，不是把它当作不同类型的农户、不

同的耕作方法，不同经济条件的农户的标志来进行考察。

比如我们通常看到：大生产所使用的机器比小生产所使用的

机器要多得多，机器大量集中在资本主义农户手中，有时资本主

义农户几乎垄断了改良农具，这就表明各类农户在经营土地上的

差别。德国的统计登记了各种机器，其中有蒸汽犁、条播机、马

铃薯栽种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主要使用这些机器，这表明这里

对土地的经营比较好，耕作技术比较精，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一

本关于农业机器的有名的专著１６２的作者本辛格根据专家们关于使

用各种机器的经验资料计算出，甚至在田间操作制度不变的情况

下，单是使用机器这一项便能使农户的纯收入提高数十倍。这种

计算谁也没有推翻，从根本上看，也是推不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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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可能采用改良农具的小生产者，只好仍旧使用旧农具，在

经营土地方面，落在别人后面，靠在土地上投入更大的劳动，靠

更加“勤劳”和靠延长劳动日能够“赶上”大业主的，几百人中

也只有几个，几千人中也只有几十个。因此关于使用机器的统计

资料正是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强调指出的小生产中过度劳动

这一事实。任何统计资料都不可能直接计算出这一事实，但是只

要看看统计资料的经济意义，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由于采用机

器和不能够采用机器，应当形成，而且不可能不形成哪些类型的

农户，这就很清楚了。

匈牙利统计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说明。象１９０７年（以

及１８８２年和１８９５年）的德国统计、１９０７年丹麦关于使用机器的

统计资料、１９０９年的法国调查一样，１８９５年匈牙利统计，第一次

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准确的资料，表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优越性，

表明了农户规模愈大，使用机器的百分比也愈高。从这方面来说，

在这个统计资料里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只是证实了德国的资料。

但是匈牙利统计资料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收集了关于少数改良农

具和机器的材料，而且收集了关于所有或差不多所有农具的材料，

关于最简单的和最必需的农具如犁、耙、大车等等的数字的材料。

根据这种特别详细的资料，就可以准确地断定，关于采用为

数不多的农业机器和“稀有”技术（如蒸汽犁）的材料是有典型

意义的，它可以说明整个经济制度的特点。我们来看看匈牙利统

计资料① 中有关使用犁的材料（蒸汽犁除外，１８９５年整个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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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１７９部蒸汽犁，其中１２０部是掌握在３９７７个最大的农户手中

的）。

下面是关于犁的总数和这一类中最简单、最原始、最不耐用

的农具的总数的统计资料（最简单的有木制辕杆单铧犁；其他还

有：铁制辕杆单铧犁，双铧犁和三铧犁，中耕机，培土器，深耕

犁）。

农户类别 农户总数 犁 总 数 其中
最简单的农具

极小农户（５约赫以下） １４５９８９３ ２２７２４１ １９６８５２

５—１０约赫

１０—２０约赫

２０—５０约赫

５０—１００约赫

５６９５３４

４６７０３８

２３５７８４

３８８６２

３３５８８５

３９８３６５

２８３２８５

７２９７０

２９０９５８

３２９４１６

２１５３８０

４９３１２

小农户总数 １３１１２１８ １０９０５０５ ８８５０６６

中等农户（１００—１００约赫） ２０７９７ １２５１５７ ５５３４７

大农户（１０００约赫以上） ３９７７ １４９７５０ ５１５６５

  
    总 计 ２７９５８８５ １５９２６５３ １１８８９３０

我们可以看到，在５６９０００个小农户（占地５—１０约赫，即２．

８—５．７公顷）中有２３３０００个是根本没有犁的，在４６７０００个中等

农户中有６９０００个没有犁，至于极小农户就更不必提了。只有上

等类别即大农民农户和资本主义农户才有数量足够的犁，同时只

是在占地１００约赫以上的农户（这样的农户只有２５０００个，等于

农户总数的０．９％！）中才以使用较好的改良农具为主。而在农民

农户中则以使用最不耐用、工作效率最差的最简单的农具为主

（农户愈小，这种情况也愈明显）。

撇开占农户的多数（５２％）而所占土地面积微不足道（７％）

的极小农户不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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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多万个小农民农户和中等农民农户（占地５—２０约赫）甚

至用来耕种土地的最简单的农具也不够。

２５万个大农民农户（占地２０—１００约赫）最简单的农具勉强

够用。只有２５０００个资本主义农户（诚然它们占有５５％的耕地面

积）才完全使用改良农具。

另一方面，匈牙利统计资料作了关于每件农具使用于多少约

赫耕地的计算，得出如下的数字（我们仅仅列举关于犁、耙、大

车的统计材料，并附带说明一下，这几种农具在各农户中的分布

情况，和我们前面看到的犁的分布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耕地约赫数

农户类别 每一部犁 每一把靶 每一辆大车

极小农户…………………７ ８ ７

小农户 …………………１２ １３ １５

中等农户…………………２７ ４５ ４０

大农户 …………………２８ ６１ ５３

这说明，无产者农户和农民农户虽然所有的农具都很缺，但

是同这些农户的全部耕地面积相比，这类农具却特别多。农具残

缺不全和农具的维修费用极其昂贵，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小生

产注定的命运。关于每个大城市中的住宅统计材料告诉我们的情

况也完全是这样，居民的底层阶级如工人、小商人、小职员等等，

居住条件最坏，他们的住房最窄最差，每一立方英尺的房租却最

贵。按单位面积计算，任何工厂宿舍或贫民窟的房租都要比涅瓦

大街上任何一所华丽住宅的房租昂贵。

从这里可以对德国也是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下一个结论。如

果关于使用为数不多的改良农具和农业机器的材料向我们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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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农具和机器的使用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而增多，那么这就是

说，农业中的小生产所有的必需的农具都很缺。这就是说，在小

生产中有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一是为了维修无数陈旧简陋的、只

适用于小规模经营的农具而造成劳动的浪费；一是由于极端贫困

农民不得不拼命干，用这些陈旧粗笨的农具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

地来勉强维持。

如果好好思考思考这些资料的社会经济意义，那么这些很普

通而大家又很熟悉的关于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料所说明的就是这些

问题。

资本主义能提高农业技术和推动农业向前发展，但是它要做

到这一点，不可能采取其他方式，只能用欺侮和压榨广大小生产

者，使他们破产的办法。

为了清楚地表明这一过程的社会意义及其速度，最后我们把

１８８２年、１８９５年和１９０７年德国的三次统计资料作一个比较。整

个这一时期，登记注册的有５种农业机器（这５种机器是：蒸汽

犁、播种机、割草机和收割机、蒸汽脱粒机和其他脱粒机），为便

于比较，有必要列出这些机器使用次数的资料，我们得到的情况

如下：

每１００个农户中最主要的农业机器的使用次数

农户类别 １８８２年 １８９５年 １９０７年

Ⅰ  ２公顷以下 ０．５ １．６ ３．８

Ⅱ

２—５公顷

５—１０公顷

１０—２０公顷

３．９

１３．５

３１．２

１１．９

３２．９

６０．８

３１．２

７１．１

１２２．１

Ⅲ
２０—１００公顷

１００公顷以上

５９．２

１８７．１

９２．０

２０８．９

１７９．１

２７１．９

平 均 ８．７ １６．６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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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看起来是很大的：在
１
４世纪中最主要机器的使用次数总

的说来几乎增加了３倍。但是仔细察看一下，我们不禁要说：要

使那些经常都少不了雇佣劳动的少数农户能够普遍使用哪怕是五

种最主要机器中的一种，也需要整整１ ４世纪的时间。这是因为所

谓普遍使用，必须是使用次数超过农户数，而我们看到，仅仅资

本主义农户和大农民农户才有这种情形。它们加在一起共占农户

总数的１２％。

广大的小农民和中等农民经过１ ４世纪的资本主义进步以后

的境况是：前者只有１ ３，后者只有
２
３在一年之中能够使用上述五

种机器中的一种机器。

（第一篇文章完）

载于１９３２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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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

（１９１０年９月２５日〔１０月８日〕）

在本文中，我只打算谈谈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过程，评

述一下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斗争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想。

代表大会开幕前，曾公布了三个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比

利时草案①（载于《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第５号，该报用国际

代表大会规定的三种正式文字不定期出版）首先要求工人社会党

人警惕某些人所谓合作社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是某种解决社

会问题的手段的论调；接着，比利时党的草案认为利用合作社作

为本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对工人阶级很有好处，同时指出合

作社直接带来的好处（防止商人剥削，改善供货人那里的劳动条

件等等），并且希望各国社会党同合作社能够建立“日益密切的有

机联系”。

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的草案是根据饶勒斯的精神拟订的。把合

作社捧上了天，并且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唱一个调子，把合作

社标榜为“社会改革”的“必要”因素；含含糊糊地说什么要把

合作社从个人的联合组织变成团体的总联合会。对无产阶级合作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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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和小业主合作社（农业的）不加区别，鼓吹合作社中立，大谈

其合作社对社会党承担义务的危害。

最后是法国社会党少数派的草案（即盖得草案），这个草案坚

决认为，合作社本身决不是阶级组织（象工会那样），它的意义取

决于对它如何使用。工人大批加入合作社对他们同资本作斗争有

好处，他们可以通过实例在一定程度上认清现存制度的矛盾消除

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因此，这个草案强

调了合作社的有限的意义，它号召各社会党协助无产阶级的合作

社，要求防止对合作社抱幻想，建议合作社内的社会党人同心同

德，向群众说明他们的真正任务是夺取政权，变生产资料和交换

手段为公有财产。

很明显，这方面反映了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阶级

斗争的路线，承认合作社对这个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它是进

行这个斗争的工具，是进行这个斗争的辅助手段之一，并且确定

了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社才真正能起这种作用而不致成为纯粹的商

业性的企业。另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它搞乱了合作社在无

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超越这个斗争的范围来谈合作社

的意义（即把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观和小业主的合作社观混为一

谈），合作社的目的规定得很笼统，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即进步

业主和小业主的思想家都能接受。

遗憾的是，上述两条路线在三个事先拟订的草案中只是有所

反映，而没有清楚明确地形成针锋相对的、通过相互斗争来解决

问题的两派。因此代表大会的讨论高一阵，低一阵，茫无头绪，好

象是自发进行的。时时刻刻都“碰到”分歧，但是没有使分歧完

全明朗化，结果通过的决议就显得思想混乱，没有提供社会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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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的决议本来可以提供而且应该提供的一切。

在合作社问题委员会中很快就出现了两派。一派是饶勒斯和

埃尔姆派。埃尔姆是参加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四个德国代表之一，

作为德国人的代表发言，机会主义腔调十足。另一派是比利时派。

中间派、调和派是奥地利合作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卡尔珀勒斯，他

虽然没有维护明确的原则路线，但是（正确些说，不是“但是”，

而是正因为这样）常常更多地倾向于机会主义者。即使是比利时

代表，他们同饶勒斯和埃尔姆进行争论也多半是出于他们的以真

正无产阶级精神办合作社事业的本能，而不是因为他们清楚地认

识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势不两立，无法调

和。例如安塞尔（合作社问题委员会主席），正因为如此，他在委

员会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精采演说，反对合作社中立，反对夸大

合作社的作用，主张我们必须成为社会党人合作社工作者，而不

是合作社工作者社会党人，但是就是这位安塞尔在起草决议的时

候，竟然令人大失所望，他向饶勒斯和埃尔姆的提法作了让步，不

愿深入研究意见分歧的由来。

还是谈谈委员会的会议情况吧。显然，合作社运动特别发达

的国家的代表对工作的进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比

利时代表和德国代表之间就立刻暴露出分歧，这对后者很不利。比

利时代表毕竟是奉行的无产阶级路线，尽管还不十分彻底，不十

分明确。埃尔姆在会议上以道地的机会主义者面貌出现（特别是

在分委员会上，下面还要谈到）。自然，领导权是属于比利时代表

的。奥地利代表也倾向他们，所以在该委员会工作结束时便宣读

了奥地利比利时决议，而曾提出德国决议案的埃尔姆就直截了当

地宣布说，他的决议案完全可以和饶勒斯的草案取得一致。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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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国代表中有一个强大的反饶勒斯少数派（赞同饶勒斯观点

的有代表２０２人，赞同盖得观点的有代表１４２人），而德国代表中

大概也会出现一个同样强大的反埃尔姆少数派（如果两种观点的

问题明确尖锐地提出来的话），所以奥地利比利时联盟是很有把握

取得胜利的。当然这里问题与其说是要取得狭义的“胜利”，不如

说是要坚持彻底的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观。由于分委员会对饶勒斯

和埃尔姆过分让步，这种彻底性没有达到。

至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在委员会中曾尽力支持奥

地利比利时路线，为此我们还在奥地利比利时的调和草案没有宣

布前，就提出了如下的决议草案：

“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草案

代表大会认为：

（１）无产阶级的消费协作社能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即能减

少一切商业中介人的剥削，影响供货人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条件，改善协作社

职员的生活状况。

（２）这种协作社由于在发生罢工、同盟歇业、政治迫害以及其他情况时

给工人以支持，因此对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具有重大意

义。

另一方面，代表大会指出：

（１）只要目前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还未被剥夺（非此不可能实现社会主

义），通过消费协作社可能取得的改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２）消费协作社不

是同资本直接作斗争的组织，其他阶级也有类似的组织，这可能造成一种错

觉，以为单靠这些组织，不用进行阶级斗争和剥夺资产阶级，就可以解决社

会问题。

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

（一）加入无产阶级的消费协作社，千方百计促进它们的发展，同时维护

这些组织的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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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在消费协作社中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促进工人中阶

级斗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三）与此同时，努力使工人运动的一切形式尽可能全面接近；

代表大会同时指出，生产协作社只有成为消费协作社的组成部分，对工

人阶级的斗争才有意义。”

所有决议草案都送交分委员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各个委员会

都很大，每个国家要派四个代表参加每个委员会，因此由委员会

全体会议来草拟决议全文是根本不可能的）。参加分委员会的共十

人：比利时代表两人（安塞尔和王德威尔得），法国代表一人（饶

勒斯），奥地利代表一人（卡尔珀勒斯），德国代表一人（埃尔

姆），荷兰代表一人（马克思主义者维博），意大利代表、丹麦代

表、英国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沃伊诺夫和我，我们社会

民主党代表团没有来得及开会选举代表，因此我们两人都出席了

会议，而只有一人参加表决）各一人。

分委员会做的就完全是草拟决议案全文的实际工作了。代表

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也就是分委员会草拟的决议案全文，只是文

字上作了一些很小的改动，读者可以在本报这一号的另一个地方

看到这个决议全文。分委员会上斗争的焦点（不同于委员会）不

是合作社同党的关系问题，而是合作社的意义和作用这个更为原

则的问题。关于合作社的作用，比利时代表坚持完全正确的原则

提法，即合作社是（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为“完全剥夺”（ｅｘｐｒｏ

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éｇｒａｌｅ）资本家阶级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可能采用的辅助

工具之一。得到饶勒斯支持的埃尔姆表示坚决反对，并且把他的

机会主义货色和盘托出。他说：一般说来，形势会不会发展到非

进行剥夺不可，还很难说，他个人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对

“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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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里也没有提到剥夺，应该说“Ｕｅｂｅｒｗｉｎｄｕｎｇ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

ｍｕｓ”，即“克服资本主义”。倍倍尔在汉诺威同伯恩施坦的争论结

束时所说的“ｅｓｂｌｅｉｂｔ ｂｅｉ ｄｅｒ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我们象以前

一样，主张剥夺”）１６３这句名言，被德国机会主义的一位领袖忘记

了。由于上述争论才提出了“社会化问题”。饶勒斯以提出最后通

牒的口吻要求对合作社的意义这样写：“合作社有助于工人〈代表

大会通过的决议原文也是这样写的〉为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

的民主化和社会化而作准备”。

这是一种含含糊糊的、模棱两可的、小业主的思想家和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都完全可以接受的词句，而饶勒斯最善于玩

弄这种词句，也最偏爱这种词句。什么叫“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

的民主化”？（后来，草案从分委员会又转到委员会，法国代表把

资料（ｍｏｙｅｎｓ）一词改成了力量（ｆｏｒｃｅｓ），但也无济于事。）农民

生产（我在委员会曾经说过）比大资本主义生产“更民主些”，这

是不是说我们社会党人想要建立小生产呢？什么叫“社会化”？这

可以理解为收归整个社会所有，但也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范围内

的任何局部性的措施和任何改良，从农民协作社直到公共澡堂和

公共厕所。饶勒斯还在分委员会上以丹麦农业协作社为例，认为

这些设施似乎不是资本主义设施，显然这是在重复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的论调。

为了对这种机会主义组织反击，我们（俄国和波兰的社会民

主党人）曾试图不找埃尔姆而找《新时代》杂志副编辑武尔姆。他

也是参加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德国代表。武尔姆不赞成“民主化

和社会化”的说法，提出（非正式地）一系列修改意见，在马克

思主义者和埃尔姆之间斡旋，但是埃尔姆“顽固不化”，因此武尔

姆一无所获。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我才在《莱比锡人民报》（１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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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８月３１日第２０１号附刊３）上看到，在德国代表团里，星期二

就提出了合作社问题。该报记者报道说：“理·费舍问，德国代表

在合作社问题上是否没有分歧。”埃尔姆回答说：“有。这种分歧

一两天是消除不了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总是妥协性的决定，在这

个问题上最终恐怕也得妥协。”武尔姆说：“我对合作社问题的看

法和冯·埃尔姆的看法完全不同（ｄｕｒｃｈａｕｓ ａｎｄｅｒｅ）；但是通过

一个共同的决议看来还是办得到的。”代表团认为既然这样，就不

必再进行讨论了。

这篇报道证实了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明朗化了

的现象。德国代表团的成员由党和工会的代表对等组成。来自工

会的几乎全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当选的通常都是书记和其他工会

“官僚”。总的看来，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德国代表都不能实

行坚定的原则路线，因此有时他们就掌握不住“国际”的领导权。

武尔姆对埃尔姆毫无办法，这只不过再次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危机，这种危机说明坚决同机会主义者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

迫在眉睫。

在合作社对党的经费支援问题上，埃尔姆和饶勒斯在分委员

会上也搞得比利时代表作了过分的让步，同意了下述条文：“每个

国家的合作社有权决定，它们是否应当用自己的资金来直接帮助

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应当帮助到什么程度。”

当分委员会的草案又转交委员会最后批准的时候，我们重点

研究的正是上述两条。我们和盖得一起提出了两点（主要的）修

正：第一，把“（合作社）有助于工人为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手

段的民主化和社会化而作准备”一句改为：“（合作社）有助于在

一定程度上为使生产和交换在资本家阶级被剥夺以后发挥作用而

作准备”。这项修正的文字不够通顺，不过它的意思不是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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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现在不能帮助工人，而是说，合作社现在正在为之作准备的未

来的生产和交换的作用，只有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后才能发挥出来。

第二项修正是针对合作社同党的关系这一条提出的。我们建议要

么增加“这（即对工人斗争的帮助）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总是

适当的”一句，要么把整个这一条去掉，另外换一条，直接建议

合作社中的社会党人宣传和坚持给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直接帮助

的必要性。

这两条修正意见都被委员会否决了，赞成的只有约１５票。社

会革命党人投了饶勒斯的票，他们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一贯如

此。当着俄国公众的面，他们甚至可以责备倍倍尔搞机会主义，但

是当着欧洲公众的面，他们却跟着饶勒斯和埃尔姆跑！武尔姆曾

试图修改决议的结尾，把决议的最后三段调整一下。应该先说，把

合作社合并成一个联合会是合适的（倒数第二段）。接着说，由合

作社决定是否给予党直接帮助（倒数第三段）。最后一段就从“但

是”起（但是，代表大会认为，党、工会和合作社保持日益亲密

的关系是合适的）。这样，从整个上下文看就很清楚，代表大会是

主张合作社给予党以帮助的。埃尔姆连这项修正案也否定了！于

是武尔姆收回了这个修正案。接着维博又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这项

修正案，我们投票赞成，但结果仍被否决。

至于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们

同盖得商量过。盖得认为（德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他的

意见），在全体会议上不必为局部性的修正大动干戈，一般说应当

投票赞成决议。决议的缺点是允许写了一句修正主义的话，不过

这句话并没有取代有关社会主义目标的规定，而是同这个规定并

存；除此之外，工人合作社应该帮助工人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写得

不够有力。这些缺点应该努力纠正，但是因此就在全体会议上发

５４３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



动斗争就没有道理了。我们同意盖得的这个意见，所以决议在代

表大会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

在总结代表大会在合作社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时，我们既不能

向自己，也不能向工人们隐瞒决议的缺点，而应当指出，“国际”

对无产阶级合作社的任务作了一个基本正确的规定。每一个党员，

每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合作社工作者，都

应该遵守通过的决议，并且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贯彻决议的精神。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标志着工人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工人运

动可以说走上了一个主要是向广度发展的阶段，并且开始把无产

阶级合作社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已经露出

苗头，但是修正主义者要提出独立的纲领还为时尚早。同修正主

义者的斗争往后推了，但是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

载于１９１０年９月２５日（１０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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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
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

（１９１０年９月２５日〔１０月８日〕）

由于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的召开，最近许多出版物纷纷刊

载介绍我们党内情况的文章。这里我们只简要地谈谈党的（更确

切些说：反党的）三个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所写的三篇文章。

很遗憾，刊登在我们德国同志的中央机关报（８月２８日的

《前进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其放肆程度而言，堪列榜首。这是一

篇未署名的文章，只有一个小标题：《本报俄国通讯员来稿》。

读者从这篇文章中获悉，“在我们党内起着无法比拟的巨大作

用的俄国侨民，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利益和要求从来没有象现在这

样大的抵触”。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根据

狭隘的派别精神进行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特点是“形式上和表

面上的激进主义”；他们只是由于逐渐演变最后才“承认了”议会

活动，等等。我们这位作者对我们党的多数派极为不满。在作者

看来，我们党的整个情况非常阴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生活

中，我们的作者只发现了一个光明点，这就是“维也纳出版的……

工人报纸《真理报》，它一开始就完全置身于派别争论之外，抱定

宗旨只搞政治鼓动”，等等。

读者，您已经在猜测这篇文章究竟出自哪位“无派别”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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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了吧？您当然是不会猜错的。是的，这正是“无派别的”托

洛茨基不害臊地公开为本派报纸做广告。这正是他向不很了解情

况的德国读者就党内多数派的立场作出象取消派所作的一样的评

价①。

在德国修正主义者的机关报上承担诋毁我们党的任务的另一

个著作家是罗·斯特列尔佐夫。他的文章发表在布洛赫先生主编

的《社会主义月刊》上，倍倍尔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把这位布

洛赫公正地称作民族自由党人。一度曾在《同志报》１６４与普罗柯波

维奇先生共事的罗·斯特列尔佐夫，现在已经公开为取消派辩护

了。“再也没有什么比对他们的责难更荒谬的了。”真正的社会民

主党人，正该是取消派。至于党内多数派，你们都知道，他们

“认为利用所谓合法机会，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工会、合作社、

公开的代表大会等等是多余的”。是的，如果德国读者根据切列万

宁的文章来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而根据斯特列尔佐夫和托洛茨

基的文章来研究我们党内的现状和策略斗争，那他倒一定会得到

一个正确的概念！……

第三篇文章是最后通牒派（他还是造神派）沃伊诺夫的手笔，

发表在比利时同志的机关报《人民报》②１６５上。虽然沃伊诺夫给比

利时同志的是关于“我们党的策略思潮”（他的文章的标题）的错

８４３ 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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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沃伊诺夫经过一番考虑，在这里告诉读者，他是“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的
代表”。

鉴于这篇文章发表在《前进报》这样的机关报上，所以我们出席哥本哈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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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递交的。在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托洛茨基就向我们
公开了这个秘密，说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是他写的。



误概念，但是从某方面来看，他的文章也带来很大好处：它给我

们又一次揭露了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策略的实质。“前进”集团

中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作家，他们公开表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

的目的，而不象“前进派分子”在写文章时那样总是遮遮掩掩。请

你们自己听一听吧，哪一个“前进派分子”现在向你们公开承认，

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现在正热中于实现战斗队等的幻想呢？但是

坦率的沃伊诺夫直截了当地写道，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想“继续和

加强我们的战斗准备”，而右倾的列宁却否定目前设立“例如，指

导员学校的必要性”。哪一个“前进派分子”现在公开说，必须对

杜马党团发出“最后通牒”呢？好心的沃伊诺夫却直言不讳地向

我们宣布，他的朋友们需要“重建党”，以便“向我们的代表提出

最后通篇……”哪一个“前进派分子”会在报刊上报告你们，为

什么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需要办国外“党校”呢？而健谈的沃伊

诺夫却没有忘记告诉，需要“党校”是为了筹备党的“新的代表

大会”，另选一个中央委员会来代替现在的“右倾的”中央委员

会①。沃伊诺夫如此坦率，可是前进派的“外交家们”并不赏识！

托洛茨基、沃伊诺夫和斯特列尔佐夫在反对党的路线的斗争

中亲如兄弟，伸出手来互相支持……

载于１９１０年９月２５日（１０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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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
１６６

（１９１０年９月底—１１月）

本文标题所指的问题，就是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发表在《新

时代》杂志第５０期和第５１期上的文章都涉及过的问题。马尔托

夫阐述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吃力地跟着孟什维克跑，用

特别响亮的词句打掩护。马尔托夫认为，“俄国的经验”无非是

“布朗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粗野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

（应读作：布尔什维主义战胜了孟什维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过

分热心地提倡”区别于“整个欧洲的”策略手段的“俄国方式”。

托洛茨基提出同样的“历史哲学”。斗争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知

识分子迁就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宗派主义情绪、知识分子个

人主义、思想拜物教”被提到首位。而问题的实质则是一场“为

影响政治上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一

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为影响不成熟

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这种理论并不新鲜。这种理论从１９０５

年起（甚至是从１９０３年起），我们在自由派出版的大量书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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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子、文章中就常常见到，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奉送给德国同志

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加以点缀的自由派观点。

当然，俄国无产阶级政治上远不及西欧无产阶级那样成熟。但

是在俄国社会的所有阶级中，正是无产阶级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政治

上表现得最成熟，和１８４８年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卑鄙、软弱、

愚蠢和阴险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所以仇恨俄国无产阶级，正

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１９０５年政治上已经足够成熟，才能够夺走这

个资产阶级对运动的领导权，并且毫不留情地揭露自由派的背叛

行为。

托洛茨基说，如果以为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无产

阶级当中深深地扎了根”，那是一种“幻想”。这就是我们这位托

洛茨基擅长说的响亮空话的典型例子。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

歧的根子不在“无产阶级当中”，而在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之中。

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无视这个内容，也就不可能理解俄国党内斗

争的历史意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意见分歧的理论表述是不是

“深刻地”为无产阶级的这些或那些阶层所理解，而在于１９０５年

革命的经济条件使无产阶级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势不两立，这不仅

仅表现在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土地问题以及革命

的一切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谈俄国革命中的派别斗争时，一

味给人扣“宗派主义”、“粗野”之类的帽子，而对无产阶级、自

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只字不提，这就意

味着降到了庸俗记者的水平。

举一个例子。马尔托夫写道：“在整个西欧，人们认为，只是

随着农民群众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变革的恶果的了解，他们才能

〈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而在俄国有人却给自己描绘出一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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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的无产阶级同一亿农民联合的图景，这些农民都还没有受过

或者几乎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熏陶，因此也没有上过资

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学校。”

这不是马尔托夫的偶尔失言，这是孟什维主义全部观点的核

心。在俄国出版了由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和马斯洛夫编辑的机

会主义的俄国革命史（《２０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这本书从

头到尾贯穿着这些思想。孟什维克马斯洛夫在这部“著作”的总

结性论文中把这些思想表达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无产阶级和农

民的专政是会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发生矛盾的。”布尔什维主义和

孟什维主义分歧的根源正是要在这里来寻找。

马尔托夫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学校偷换了资本主义学校

（附带说一句：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并不存在别的资

产阶级）。资本主义学校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资本主义使农民

摆脱乡村愚昧状态，唤起并推动他们去作斗争。“资本主义资产阶

级的”学校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１８４８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

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没有农民，

它就无力反对贵族”（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９日《新莱茵报》上

发表的文章）１６７。这是说，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有

步骤地死心塌地地出卖了农民，实质上站到地主和沙皇政府一边

反对正在进行斗争的农民，直接阻碍农民斗争的发展。

马尔托夫在资本主义“教育”农民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字

眼的掩护下，替自由派（把农民出卖给贵族的）“教育”农民（同

贵族作革命斗争的农民）进行辩护。

这就是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词

句点缀的自由主义。倍倍尔在马格德堡说过１６８，在社会民主党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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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民族自由党人，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德国。

还必须指出，俄国自由主义的多数思想领袖都受过德国书刊

的教育，他们特地把只承认“资本主义学校”而否认革命阶级斗

争的学校的布伦坦诺和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搬到俄国来。俄

国一切反革命的自由派如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弗兰克、伊兹

哥耶夫之流都拿这类“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相炫耀。

马尔托夫把处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农民起义时代的俄国同早已

结束封建制度的“西欧”相提并论。这种歪曲历史面貌的做法实

在少见。“在整个西欧”，有没有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支持农民

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①这一要求的社会党人呢？没有。

“在整个西欧”，社会党人决不支持小业主为夺取土地占有权而进

行的反对大业主的斗争。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在整个西

欧”，资产阶级制度，包括资产阶级土地关系在内，早已确立并且

已最终定型了，而在俄国，目前正在进行革命，正在为确立这个

资产阶级制度而斗争。马尔托夫又拣起自由派早已过时的老一套，

自由派总是把在这个问题上引起革命冲突的时期来同这个问题早

已解决因而不存在革命冲突的时期相提并论。

孟什维主义之所以哭笑不得也就在于，它在革命时期不得不

通过与自由主义绝不相容的提纲。如果我们支持“农民”没收土

地的斗争，那就是说，我们认为胜利是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和

政治上对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都是有利的。而无产阶级领导的

“农民”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

３５３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

① 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
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
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１５０—１５１页）。——编者注



民的革命专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如何论述

实行革命专政的必要，以及梅林如何对那些责备马克思，说他想

通过专政来实现民主的人发出公正的嘲笑１６９。）

认为这两个阶级的专政“会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发生矛盾”这

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这种专政才能够彻底肃清

一切封建残余，才能够保证生产力最迅速的发展。而自由派的政

策则是把大权交到俄国的容克手中，任他们把俄国“经济发展的

进程”大大放慢。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间，自由派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完全暴

露了出来。１９０５年春秋两季以及１９０６年春季，农民起义波及俄国

中部１ ３到
１
２的县份。农民捣毁了２０００个地主庄园（很遗憾，这

还不到应该捣毁的庄园的１ ５１）。只有无产阶级曾经忘我地帮助过

这个革命斗争，全面地指导它，领导它，并且通过群众性的罢工

使这个斗争联合起来。自由派资产阶级从来没有给过革命斗争一

次帮助，而宁愿“安抚”农民，使他们同地主和沙皇“和解”。这

以后，在头两届杜马（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的议会舞台上，又重复

了同样的情形。自由派一贯阻碍农民的斗争，出卖农民，而只有

工人代表才指导并支持农民反对自由派。自由派同农民和社会民

主党人的斗争贯穿第一和第二两届杜马的全部历史。布尔什维主

义与孟什维主义的斗争，这场支持或推翻自由派对农民的领导权

的斗争，是同这段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认为知识

分子的影响和无产阶级不成熟等等是我们分裂的原因，这就象孩

子一样天真地重复自由派的神话。

因此，托洛茨基关于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分裂是由于“社

会革命阶级迁就议会活动的受到限制的（狭窄的）条件的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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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引起的，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是由于知识分子迁就无产

阶级引起的论调是根本荒谬的。托洛茨基写道：“这个迁就过程的

实际政治内容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是受到很大限制（狭窄）

的，而这个迁就过程的形式不受拘束，所投射的思想阴影也很大。”

这种真正“不受拘束的”空谈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思想阴影”

罢了。马尔托夫也好，托洛茨基也好，他们都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搅

混在一起，他们都把正在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同早已

结束这种革命的欧洲相提并论。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实际政

治内容是发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去同在国内已经建立了完全统

治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在俄国，目前还仅仅是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

家的问题，或者建立象容克君主国（如果沙皇制度战胜了民主势

力）的国家，或者建立象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民主势

力战胜了沙皇制度）的国家。而在现代俄国只有在农民群众跟着革

命无产阶级走而不是跟着阴险的自由派走的情况下，民主势力才

有可能胜利。这个问题在历史上还没有解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

命还没有结束，因而在这个范围内，也就是在为确立俄国资产阶级

制度的形式而斗争的范围内，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工作的“实际政治

内容”，比起那些已经根本不存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资产

阶级革命早已结束的国家来，“受到限制”要小一些。

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促使自由派向工人散布，说工人

在革命中的作用“受到限制”，说派别斗争是知识分子引起的，而不

是深刻的经济矛盾引起的，说工人政党应当“不是解放斗争的领导

者，而是阶级的政党”，这一切是很容易理解的。正是这样一种说法

最近被取消派－呼声派提出来了（列维茨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

上的文章），并且博得了自由派的赞赏。“阶级的政党”这个字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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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照布伦坦诺—桑巴特的意思来理解的，就是说，只关心你们本

阶级就行了，把领导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分子起来同沙皇政府及阴

险的自由派作斗争这种“布朗基主义的梦想”丢掉吧。

二

马尔托夫关于俄国革命和托洛茨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现状

的论断，具体地证明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先谈谈抵制。马尔托夫称抵制是“政治弃权”，是“无政府

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手段，而且他谈的只是１９０６年。托洛茨基

说：“抵制主义倾向贯穿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如抵制工会，

抵制国家杜马，抵制地方自治等等”，他认为这是“害怕消失在群众

中的宗派情绪的产物，是不可调和的弃权的激进主义”等等。关于

抵制工会和地方自治的事，托洛茨基是在公开撒谎。至于说抵制主

义贯穿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这同样是撒谎；布尔什维主义完

全形成为一个派别，是在１９０５年的春天和夏天，即在第一次出现

抵制问题之前。１９０６年８月，布尔什维主义在本派别的正式机关

报上宣布，必须实行抵制的历史条件已经成为过去①。

托洛茨基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

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从来没有能够形成比较固定的观点。

但是，他对这个革命的历史进行的歪曲就更厉害了。如果谈抵

制，就应该从头开始，而不是从结尾开始谈。革命的第一次（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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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一次）胜利，是坚持抵制口号的群众运动取得的。忘掉这一

事实只会对自由派有利。

１９０５年８月６日（１９日）的法令决定建立一个咨议性机关即

布里根杜马。自由派，甚至最左的自由派，都决定参加这个杜马。社

会民主党以压倒孟什维克的多数决定抵制这个杜马并号召群众直

接冲击沙皇制度，举行群众性的罢工和起义。由此可见，抵制问题

不是仅仅属于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由派同无产阶

级斗争的问题。当时所有的自由派报刊表明，自由派害怕革命的发

展，因而竭力谋求同沙皇政府达成“协议”。

当时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

罢工（分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和农民运动的统计数字作了最好的回

答。我们列出一些主要数字来说明下面的全部论述。

每季度罢工人数（单位千）①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共  计

其中包括

经济罢
工人数
政治罢
工人数

８１０

４１１

３９９

４８１

１９０

２９１

２９４

１４３

１５１

１２７７

２７５

１００２

２６９

７３

１９６

４７９

２２２

２５７

２９６

１２５

１７１

６３

３７

２６

１４６

５２

９４

３２３

５２

２７１

７７

６６

１１

１９３

３０

１６３

农民运动波及的县

份的百分比
１４．２％３６．９％ ４９．２％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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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

力量。在革命前的整整十年中，俄国总共只有４３１０００人参加罢工，

平均每年４３０００人，而在１９０５年一年中，参加罢工的人达

２８６３０００人次——而工厂工人的总数是１６６１０００人！这样的罢工

运动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１９０５年第三季度，也就是第一次出现

抵制问题的时候，正是罢工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运动）要掀

起更加汹涌澎湃的新浪潮的过渡时刻。究竟是帮助这个革命浪潮

向前发展并引导它去推翻沙皇政府呢，还是容许沙皇政府玩弄咨

议性杜马来转移群众的视线，——这便是当时抵制问题的实际的

历史内容。所以可以断定，把俄国革命史上的抵制同“政治弃权”、

“宗派主义”等等联系起来的这种徒劳的尝试，是多么拙劣，多么象

自由派那样愚蠢！运动坚持了当时针对自由派提出的抵制口号，使

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从１９０５年第三季度的１５１０００人增加到同年

第四季度的１００万人。

马尔托夫宣称１９０５年罢工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广泛的资

产阶级人士中有一股日益增长的反政府潮流”。“这些广泛的资产

阶级阶层的影响很深远，它们一方面直接怂恿工人举行政治罢

工”，另一方面又促使厂主“支付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黑体是

马尔托夫用的）。

我们把枯燥的统计数字拿来与这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悦耳

的恭维作一个对比。１９０５年，工人罢工的收获比１９０７年的多。下

面就是这一年的资料：１４３８６１０个罢工者提出经济要求，其中

３６９３０４个工人斗争胜利了，６７１５９０个工人妥协了，３９７７１６个工人

斗争失败了。这就是实际的（而不是象自由派神话中所说的）资产

阶级“影响”。马尔托夫完全自由主义地歪曲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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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真正态度。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偶尔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

或者有一点反政府的表现，工人才取得胜利（“经济”上的和政治上

的），而是因为工人胜利了，资产阶级才采取反对派立场，并且支付

工资。最可爱的马尔托夫，阶级冲击的力量，千百万人罢工、农民暴

动、军队起义的力量，才是原因，这才是“主要原因”；而资产阶级的

“同情”则是结果。

马尔托夫写道：“１０月１７日展示了杜马选举的前景，为集会、

成立工人联合会、出版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创造了可能性，并指出了

如何进行工作的方向。”但糟糕的是，“谁也没有想过采用‘疲劳战

略’的可能性问题。整个运动被人为地推向严重的具有决定性意义

的冲突”，也就是被推向十二月罢工和十二月“流血的失败”。

考茨基曾经和罗·卢森堡争论过关于德国在１９１０年春天由

“疲劳战略”转向“颠覆战略”的时刻是否已经来临的问题，当时考

茨基直接明确地说，在政治危机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这一转变是

不可避免的。而马尔托夫抓起了考茨基的大旗，竟在事后鼓吹要在

革命最激烈的时刻采用“疲劳战略”。不，亲爱的马尔托夫，你这不

过是在重弹自由派的老调。１０月１７日所“展示”的，不是和平立宪

的“前景”（这是自由派的神话），而是国内战争。这场战争不是某党

某派的主观意志的安排，而是１９０５年１月以来事态发展酝酿起来

的。十月宣言所标志的并不是斗争的终止，而是斗争双方势均力

敌：沙皇政府已经无法进行治理，而革命还无法把它推翻。这种情

况客观上必然要导致一场决战。国内战争无论在１０月或１１月都

已经是事实（而和平的“前景”却是自由派的谎话）；表现出这场国

内战争的不仅是大屠杀，而且还有对不听话的军队、对俄国１ ３土

地上的农民以及对边疆地区实行的武装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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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２月的武装起义和群众罢工是“人为的”那些人，也只能人为地

算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的天然的政党就是自由派的政党。

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７１年曾经说，在革命中常常有这样的

时候，不战而降，把阵地交给敌人，会比在斗争中遭到失败更使群

众意志消沉１７１。在俄国革命史上，１９０５年１２月还不仅仅是这样的

一个时候。１２月是全国各地１２个月以来愈演愈烈的群众性的冲

突和战斗的自然而又必然的终结。甚至枯燥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

这一点。单纯的政治罢工（即未曾提出任何经济要求）人数：１９０５

年１月——１２３０００人，１０月——３２８０００人，１２月——３７２０００人。

有人却要我们相信，这种发展是“人为的”！有人却给我们编了一则

神话，说军队起义再加上这种群众政治斗争的发展，有可能不是必

然转变为武装起义的！不，这不是革命的历史，这是自由派对革命

的诬蔑。

三

关于十月罢工马尔托夫写道：“恰好在这个时候，在工人们群

情激愤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力图把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同经济

斗争融合的主张。但是，和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意见相反，这里所

表现的并不是运动的代点，而是运动的弱点。”用革命手段实行八

小时工作制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并且“瓦解了”工人。“１９０５年１１

月邮电职员的总罢工也走向这样的结局。”马尔托夫就是这样来写

历史的。

只要看看上面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这样写的历史在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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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革命的整个三年中，每当政治危机激化的时候，不仅出现政

治罢工斗争的高潮，而且出现经济罢工斗争的高潮。这两种罢工斗

争的结合说明的并不是运动的弱小，而是运动的强大。自由派资产

者的观点与此相反，因为他们正是希望工人参加不致吸引广大群

众投入革命、投入反对资产阶级斗争这样一种政治。正是在１０月

１７日以后，自由派的地方自治运动彻底分裂了：地主和工厂主公

开组织了反革命的“十月”党，残酷镇压罢工者（而“左派”自由主义

者即立宪民主党人，则在报刊上指责工人“丧失理智”）。马尔托夫

跟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跑，认为工人的“弱点”在于他们恰

好在这个时候竭力使经济斗争具有更大的进攻性。而我们认为工

人（尤其是农民）的弱点在于他们转入进攻性的经济斗争和武装政

治斗争不够坚决、不够广泛、不够迅速，这种斗争是整个事态发展

的必然产物，而根本不是某党某派主观意愿的产物。我们的观点与

马尔托夫的观点之间有一条鸿沟，而这种“知识分子”观点之间的

鸿沟，与托洛茨基所说的正好相反，只是反映了１９０５年年底两个

阶级之间实际存在的鸿沟，也就是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和背叛成

性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鸿沟。

还应当补充一点，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失败的情况并不是马尔

托夫抓住不放的１９０５年年底才有，这种情况在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

还要多一些。统计数字告诉我们，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这十年间，５１．６％

的罢工（按罢工人数计算）工厂主取得胜利；而１９０５年——２９．

４％；１９０６年——３３．５％；１９０７年——５７．６％；１９０８年——６８．

８％。这是不是意味着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的经济罢工是“丧失理智”，是

“不合时宜的”，是“运动的弱点”呢？不是的。这是意味着，由于

１９０５年群众革命斗争的攻击力量不够强大，失败（既在政治上又

１６３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



在“经济”上）是必然的，但是，无产阶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未能对

敌人至少发动两次新的攻击（１９０６年的第二季度和１９０７年的第

二季度，仅仅参加政治罢工的人就各有２５万）的话，那么还要失败

得更厉害；那么政变就不是在１９０７年６月发生，而会提前一年甚

至一年多；那么１９０５年工人的经济胜利果实就会更快被夺走。

群众革命斗争的这种意义马尔托夫是绝对懂不了的。关于

１９０６年初的抵制，他追随自由派说：“社会民主党暂时置身于政治

战线之外了”。单从理论上来看，对１９０６年抵制问题的这种提法是

把非常复杂的问题惊人地简单化和庸俗化了。１９０６年第二季度实

际“战线”是什么样的呢？是议会内的还是议会外的呢？请看一看

统计数字吧：“经济”罢工人数从７３０００人增加到２２２０００人，政治

罢工人数从１９６０００人增加到２５７０００人。农民运动所波及的县份

的百分比从３６．９％增加到４９．２％。大家知道，１９０６年第二季度的

军队起义较之第一季度同样是声势更浩大，次数更频繁了。其次，

大家也知道，第一届杜马是世界上（２０世纪初）最革命同时又最无

力的议会；它的决议没有一个是付诸实现了的。

客观事实就是这样。自由派和马尔托夫在评价这些事实时却

说杜马是实际的“战线”，而起义、政治罢工、农民和士兵的骚动，那

统统是“革命浪漫派”的无谓之举。而思想深刻的托洛茨基则认为，

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派别分歧是“知识分子”“为影响不成熟的无

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认为，客观的资料证明１９０６年春天真

正的群众革命斗争出现了如此重要的高潮，所以社会民主党当时

必须承认只有这样的斗争才是主要的斗争，并且必须全力以赴支

持和发展这一斗争。当时沙皇政府似乎用保证召开杜马从欧洲弄

到了２０亿贷款，当时沙皇政府匆忙颁布了反对抵制杜马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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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特殊政治形势完全证明了无产阶级从沙皇手

中夺取俄国第一届议会召开权的尝试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当时

“置身于政治战线之外”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自由派。自由派

的立宪幻想（自由派正是通过在群众中散布这些幻想而在革命中

发迹的），已经最明显不过地被第一届杜马的历史打破了。

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都拥有多

数，并且煊赫一时地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但是自由

派的这些“胜利”正好清楚地表明，自由派一直都是置身于“政治战

线之外”的，他们是一群深深腐蚀群众民主意识的政治小丑。如果

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跟着自由派嚷嚷，说革命的惨重失败是“不该

这么办”的教训，我们就回答他们说：革命所取得的唯一的真正的

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唾弃了自由派出的主意，不参加布里根杜马，

而领导农民群众举行了起义。这是第一。第二，俄国无产阶级在三

年（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中通过以自己的英勇斗争为自己、为俄国人民

争取到其他国家的人民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才争取到的东西。俄国

无产阶级使工人群众摆脱了背叛成性的、软弱得可鄙的自由主义

的影响。它为自己争得了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的领导

权，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它使俄国的被压迫被剥削

阶级获得了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本领，不进行这种斗争，人类在世

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获得丝毫重大的进步。

无论反动势力如何喧嚣一时，自由派如何满怀仇恨、破口大

骂、暴跳如雷，无论社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如何动摇彷徨、缺乏远见、

缺乏信心，俄国无产阶级的这些胜利果实都是不会丧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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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在革命以后发展起来了，这也不是

由于“知识分子迁就无产阶级”，而是由于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

了变化。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革命使得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关于

俄国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问题上的对抗加剧，趋于公开，被提上日

程。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不能不非常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

而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对待新社会各

阶级的态度的反映。

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这三年的特征是反革命取得胜利，专制制度重

整旗鼓以及第三届杜马即黑帮和十月党人的杜马的召开。新制度

的形式所引起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不占舞台主要地位。无

产阶级保卫自己的、同反动势力和反革命自由主义势不两立的无

产阶级政党这一起码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这个任务不是轻而易

举可以完成的，因为无产阶级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迫害，激起

了自由派的极端仇恨，自由派恨社会民主党夺走了他们在革命中

对群众的领导权。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很严重。组织被破坏。大批老的领导人（特

别是知识分子领导人）被逮捕。新型的、担负党的事业的社会民主

主义工人脱颖而出，但是他们需要克服种种不寻常的困难。在这种

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正在失去许多“同路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

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投向社会主义者，这是很自然的。现在他们脱

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而去。这一过程在两个派别中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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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布尔什维克中的“召回派”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派别是１９０８

年春出现的，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立即遭到失败，经过长时期的斗

争而被布尔什维克派的正式中央否定之后，他们又在国外组织了

一个特别的派别“前进派”。这个涣散时期的特点在于，聚集在这个

派别中的，既有纲领上明文规定要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打着保护

“无产阶级的哲学”的招牌）的“马赫主义者”，又有“最后通牒派”即

羞羞答答的召回派，还有为各种“引人注目的”口号所迷惑、把这些

口号背得烂熟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一窍不通的形形色色的“自由

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

而孟什维克中，这种小资产阶级“同路人”脱离的过程则由取

消派来完成，这个派别现在通过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我们的曙光》

杂志、《复兴》与《生活》１７２两杂志以及通过“１６人”和“３人”（米哈伊

尔、罗曼、尤里）的立场已经完全形成，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

声报》实际上充当了俄国取消派的奴仆，并且在党员群众面前充当

了取消派的外交掩护人。

托洛茨基不理解发生在反革命得势时代的这种涣散现象，不

理解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这一现象的历史经济

意义，而向德国读者大谈其两个派别的“涣散”、“党的涣散”，“党的

解体”。

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表明，第一，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一窍不

通。为什么中央全会认为取消主义也好，召回主义也好，都是“资产

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绝对理解不了

的。请切实想一想，那些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流派受

到党的谴责而分离出去，这究竟是党的涣散和党的解体呢？还是党

的巩固和党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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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种错误在实践上表明了托洛茨基派的广告“政策”。托

洛茨基所要干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派别，现在，由于托洛茨基把

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从《真理报》中排挤出去，这一点已被大家识破

了。托洛茨基为了替自己的派别做广告，竟大言不惭地对德国人

说，“党”在涣散，两个派别在涣散，而他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拯救一

切。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以维也纳俱

乐部名义发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最新决议也特别清楚地表明，

信任托洛茨基的只有取消派和“前进派”。

托洛茨基在德国人面前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

颜无耻的地步，有下面的例子为证。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的“工人群

众”认为“社会民主党是站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黑体是托洛茨基

用的〉”，他还提出“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这种说法。

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们听了这些话又怎能不跑去亲吻托

洛茨基呢？

但是，不仅整个革命史，甚至工人选民团对第三届杜马的选

举，已经把这些话驳倒了。

托洛茨基写道，要在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孟什维克派和布

尔什维克派，根据他们从前的思想和组织方式，是完全没有能力

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个别集团”倒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所有这一

切都是在这两派范围以外进行的，并没有受它们的组织影响”。“甚

至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极其重要的合法组织，也是在完全不受孟什

维克派的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写的。但

事实是：从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成立开始，布尔什维克派就

通过享有党中央委员会全权的自己的受托人不断地做工作，推动、

帮助在杜马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给他们出主意，对他们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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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由两派（作为派别，它们在１９１０年１月已自动解散了）的代表

组成的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托洛茨基向德国同志详细地讲了“召回主义”的愚蠢，把这一

流派描绘成整个布尔什维主义所固有的抵制主义的“结晶”，然后

又简单地提了一句，说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屈服于”召回主义，而是

“坚决地，或者确切些说，非常激烈地反对它”，德国读者当然不能

想象出这种叙述的奸诈用心。托洛茨基狡诈的“保留”就在于他省

略了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细节”。他“忘了”说，还在１９０９年春

天布尔什维克派就在自己正式代表会议上把召回派分子推开了，

开除了。但恰恰这个“细节”是托洛茨基不便说的，因为他要说的是

布尔什维克派（还有党）的“涣散”，而不是说的非社会民主主义分

子的脱离呀！

我们认为马尔托夫现在是取消派的领袖之一，他愈是“巧妙

地”用假马克思主义词句来替取消派辩护，他就愈加危险。但是马

尔托夫公开叙述的是那些给１９０３—１９１０年群众性工人运动中的

一个又一个思潮打上了自己的印记的观点，而托洛茨基则仅仅代

表个人的动摇而已。１９０３年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１９０４年他脱离

孟什维主义，１９０５年又回到孟什维克那里，一味用最最革命的词

句相炫耀；１９０６年又离开了；１９０６年年底他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

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又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１９０７年

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说，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区别，“与其说是

政治倾向方面的区别，不如说是个人色彩方面的区别”。托洛茨基

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里剽窃

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根本不同

意取消派和召回派，而在实践中却什么都同意呼声派和前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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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托洛茨基向德国同志们说，他代表“整个党的倾

向”，那我就要说，托洛茨基只代表自己那一派，并且仅仅享有召回

派和取消派的某些信任。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

１９１０年１月，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与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建立了

密切的联系，并指派了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编辑部。１９１０年９

月，党中央机关报登载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因托洛茨基奉行

反党政策而与其断绝关系的消息。在哥本哈根，普列汉诺夫作为护

党派孟什维克的代表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笔者作为布尔

什维克的代表曾同一位波兰同志１７３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抗议

托洛茨基在德国刊物上这样来描述我们党的情况。

现在让读者来评一评，托洛茨基是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

党的”倾向呢，还是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整个反党的”倾向。

载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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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罢工统计
１７４

（１９１０年９月底—１１月）

一

我国书刊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工商业部的著名出版物《工厂

工人罢工统计》（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０５—１９０８年）。这些出版物中

收集的材料非常丰富，非常宝贵，对这些材料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全

面的分析还需要花很多时间。上述出版物所作的分析，只是这个工

作的第一步，是远远不够的。在本文中我们打算向读者介绍一次较

为详尽的分析的尝试所得出的初步结论，而在另外的地方再作全

面的叙述。

首先，下面的事实完全可以肯定：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俄国罢工

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下面是一些国家每年罢工人数的资

料（单位千）：

平均数 俄国 美国   德国   法国

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１９０８年

１９０９年

４３

２８６３

１１０８

７４０

１７６

６４

６６０   ５２７   ４３８

１８９４—１９０８年这十五年的最高数

９６３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是不寻常的三年。这三年中俄国罢工人数的最

低数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时期曾达到过的

最高数。当然，这并不是说俄国工人比西方工人更开展或力量更强

大。但是这说明，人类迄今尚不清楚，工业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中

能够发挥出何等巨大的力量。事变的历史进程的特点在于，无产阶

级的这一能量破天荒在一个正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落后的国家里

大致显示出来了。

要弄清楚在俄国这样一个同西欧相比工厂工人人数并不多的

国家，罢工人数怎么会那么多，就应当注意反复罢工。下面就是每

年反复罢工数以及罢工人数同工人人数的对比资料：

年份 罢工人数占工人

反复罢工占罢工

总数的百分比

总次数的百分比

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 １．４６—５．１０％ ３６．２％

１９０５年 １６３．８ ８５．５

１９０６年 ６５．８ ７４．５

１９０７年 ４１．９ ５１．８

１９０８年 ９．７ ２５．４

我们从这里看到，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三年的罢工人数是不寻常

的，反复罢工发生之频繁，罢工人数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之

高也是引人注目的。

统计材料同时给我们提供了发生罢工的企业和参加罢工的工

人的实际数。下面就是每年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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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罢工的企业中罢工

参加者在工人总数中

所占的百分比

１０年（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总计 ２７．０％

１９０５年 ６０．０

１９０６年 ３７．９

１９０７年 ３２．１

１９０８年 １１．９

这张表也和上面的表一样，它们都说明，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罢工

人数减少的幅度，总的说来要比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小得多。我们在

下面的叙述中还会看到，在某些生产部门和某些地区，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罢工运动不是衰落，而是增强了。现在我们只指出，各省实际参

加罢工的工人人数的资料说明了下面的有趣现象。１９０５—１９０６

年，绝大多数工业发达的省份参加罢工的工人百分比都下降了；但

也有一些省份这个百分比提高了，这就是那些工业最不发达的所

谓最偏僻的省份。例如远北方诸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１１０００个

工厂工人：１９０５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占０．４％；１９０６年——７８．

６％），沃洛格达省（６０００个工厂工人；在这两年分别占２６．８％和

４０．２％），奥洛涅茨省（１０００个工厂工人；０——２．６％）；其次有黑

海省（１０００个工厂工人；４２．４％——９３．５％）；伏尔加河流域的省

份中有辛比尔斯克省（１４０００个工厂工人；１０％——３３．９％）；中部

农业区中有库尔斯克省（１８０００个工厂工人；１４．４％——１６．９％）；

东部边疆地区中有奥伦堡省（３０００个工厂工人；３．４％——２９．

４％）。

这些省份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罢工参加者的每分比上升了，其意义

是很明显的：１９０５年浪潮还来不及冲击到这里的工人，他们只是

在那些比较先进的工人进行了一年之久的世界前所未见的斗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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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开始被卷入运动的。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会一再碰到这个

对于了解事变的历史进程十分重要的现象。

相反，在某些工业非常发达的省份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罢工参加者

的百分比提高了，例如彼得堡省（１９０６年６８．０％；１９０７年８５．

７％—— 几乎同１９０５年的８５．９％相等），弗拉基米尔省（３７．

１％——４９．６％），巴库省（３２．９％——８５．５％），基辅省（１０．

９％——１１．４％）以及其他许多省。如果说，从许多省份１９０５—

１９０６年罢工者百分比的增长中，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后卫队错过斗

争发展高峰时期，那么另一些省份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这一百分比的上

升则向我们表明，先锋队在奋力重整旗鼓，中止业已开始的退却。

为了使这个正确的结论更加确切，我们把第一和第二类省份

的工人人数和罢工实际参加者人数的绝对数字列举如下：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参加罢工的工人的

百分比有提高的省份

这类省份的数目 这些省份的

工厂工人人数

实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０ ６１８００ ６５６４   ２１４８４

平均每省有６０００个工厂工人。实际参加罢工的工人共增加

１５０００人。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参加罢工的工人的

百分比有提高的省份

这类省份的数目 这些省份的

工厂工人人数

实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１９ ５７２１３２ １８６９２６   ２８５６７３

平均每省有３万个工厂工人。实际参加罢工的工人增加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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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减去１９０６年未作统计的巴库省石油工人（大约不超过

２—３万人），那么大约增加７万人。

后卫队在１９０６年和先锋队在１９０７年所起的作用，在这些资

料中是很清楚的。

为了更精确地判断这些罢工的规模，应当列举俄国各地区的

资料并且把罢工人数和工厂工人人数作对比。下面就是这些资料

的综合数字：

工 业 区

１９０５年
工厂工
人人数
（单位千）

历年罢工人数（单位千）

１８９５—
１９０４年
总 和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１９０８年

Ⅰ．彼得堡区
Ⅱ．莫斯科区
Ⅲ．华沙区
Ⅳ—Ⅵ：基 辅、

伏 尔加河
流 域和哈
尔科夫区

２９８
５６７
２５２

５４３

１３７
１２３
６９

１０２

１０３３
５４０
８８７

４０３

３０７
１７０
５２５

１０６

３２５
１５４
１０４

１５７①

４４
２８
３５

６９①

总 计 １６６０ ４３１ ２８６３ １１０８ ７４０ １７６

各地区工人参加运动的情况并不平衡。总的来看，１６６万工人

参加罢工２８６３０００人次，也就是说，每１００个工人参加罢工１６４人

次，或者换句话说，１９０５年有一半以上的工人平均罢工两次。但这

些平均数一方面掩盖了彼得堡区同华沙区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

① 把这些数字和前几年的统计资料比较是不完全合适的，因为１９０７年第一次

把石油工人计算在内，增加大约不超过２—３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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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掩盖了这两个区同其余所有各区的根本区别。彼得堡区和华沙

区共有占总数１ ３的工厂工人（１６６万人中占５５万人），但两个区

的罢工者占总数的２ ３（２８６３０００人中占１９２万人）。这两个区１９０５

年每个工人平均罢工近四次。其余各区，１１１万工人参加罢工

９４３０００人次，从比例来看要比上述两个区少３ ４。由此可见，自由派

散布的并且得到我们的取消派共鸣的似乎工人对自己力量估计过

高的论调，是多么不正确。相反，事实证明了工人对自己的力量估

计不足，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如果整个俄国罢工斗

争都象彼得堡区和华沙区的那样干劲十足，那样不屈不挠（我们这

里仅仅指这种斗争形式），那么罢工总人数将多一倍。换句话说，这

个结论应该是：工人在运动的这一领域只估计到自己的一半力量，

因为另外一半他们还没有利用过。从地理上看，西部和西北部已经

觉醒，但中部、东部和声部有一半还在沉睡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

促进落后者的觉醒每天都是有所作为的。

根据各区的资料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运

动低潮是普遍存在的，虽然是不平衡的；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华沙区则

出现特大低潮，而莫斯科区、基辅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区稍好一些，

但彼得堡区和哈尔科夫区却有增长。这些情况说明，从人民当时的

觉悟程度和准备程度来看，上面谈到的运动形式在１９０５年已经完

成自己的使命；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客观矛盾没有消失，这个运动

形式应该过渡到高级形式。而经过一年的休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

话）或聚集力量的时期以后，在１９０６年，新的高潮在我国部分地区

已经出现，已经开始了。如果自由派和追随他们的取消派在评价这

一时期时，以藐视的口吻说什么这是“浪漫主义者的期待”，那么马

克思主义者就要说，自由派拒绝支持这一局部的高潮，他们也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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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掉保卫民主成果的最后一点可能性。

关于罢工者分布的地区问题，还应当指出，绝大多数集中在六

个工业高度发达的省，其中的五个省有大城市。这六个省是：彼得

堡省、莫斯科省、里夫兰省、弗拉基米尔省、华沙省和彼得库夫省。

这六个省１９０５年共有工厂工人８２７０００人，就是说几乎占工厂工

人总数１６６１０００人的一半。而这些省在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这十年间罢

工者总共２４６０００人，就是说，约占罢工者总数４３１０００人的６０％；

１９０５年２０７２０００人，就是说，约占２８６３０００人的７０％；１９０６年

８５２０００人，就是说，约占１１０８０００人的７５％；１９０７年５１７０００人，

就是说，约占７４万人的７０％；１９０８年８５０００人，就是说，不到总数

１７６０００人的一半。①

因此，这六个省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三年中所起的作用，要比

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后的时期所起的作用大。这就清楚了，大城市其

中包括两个首都，在这三年中发挥的力量比其他地方大得多。分布

在农村以及比较小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他们占全国工人总

数的一半，但是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罢工者只占全国罢工总人数的

４０％，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只占２５—３０％。因此，我们对上述结论作一点

补充，可以说大城市已经觉醒了，而小城市和农村在很大程度上还

在沉睡中。

除此之外，关于一般农村，也就是关于居住在农村的工厂工

人，还可以举出城市中和城市以外的罢工次数（不是罢工人数）的

统计资料。下面就是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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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次数

城市中 城市以外 总 计

１０年（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总和 １３２６ ４３９ １７６５

１９０５年 １１８９１ ２１０４ １３９９５

１９０６年 ５３２８ ７８６ ６１１４

１９０７年 ３２５８ ３１５ ３５７３

１９０８年 ７６７ １２５ ８９２

官方统计的编制者在列举以上资料时还指出，根据波果热夫

先生的著名调查，俄国有４０％的工厂在城市中，６０％在城市以

外１７６。因此，如果在平常时期（１９０５—１９０４年）城市的罢工次数比

农村的罢工次数多两倍，那么城市的罢工次数占企业总数的百分

比就达到农村的４１ ２倍。这个比数在１９０５年大致是８∶１，１９０６年

９∶１，１９０７年１５∶１，１９０８年①６∶１。换句话说，城市的工厂工人在

罢工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同居住农村的工厂工人相比，１９０５年比过

去各年要大得多；不仅如此，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这种作用愈来愈

大，也就是说，农村的工厂工人参加运动的人数比例愈来愈小了。

居住农村的工厂工人在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这十年中，所作的斗争准备

最差，１９０５年以后最先转入退却，表现得最缺乏坚持性。先锋队，

即城市的工厂工人在１９０６年曾经特别作了一番努力，而在１９０７

年又作了比１９０６年还要大的努力，来制止这一退却。

下面我们看看罢工者按生产部门分布的情形。为此我们提出

以下四种主要的生产类别：（Ａ）五金工人；（Ｂ）纺织工人；（Ｃ）印刷

工人、木材加工工人、皮革工人和化学生产工人；（Ｄ）矿产加工工

人和食品生产工人。下面是各年的资料：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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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类 别
１９０４年
工厂工
人人数

各年罢工人数（单位千）

１８９５—
１９０４年
总 和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１９０８年

Ａ
Ｂ
Ｃ
Ｄ

２５２
７０８
２７７
４５４

１１７
２３７
３８
３９

８１１
１２９６
４７１
２８５

２１３
６４０
１７０
８５

１９３
３０２
１７９
６６

４１
５６
２４
５５

总 计 １６９１ ４３１ ２８６３ １１０８ ７４０ １７６

五金工人在１９０５年以前的十年中作的准备最充分。这十年在

他们中差不多有一半人（２５２０００人中有１１７０００人）罢过工。由于

他们的准备最充分，他们在１９０５年也站在最前面。他们的罢工人

次超过他们人数的２倍多（８１１比２５２）。在分析１９０５年各个月份

的统计资料时，这个先锋队的作用更显得突出（要在一篇短文中详

细分析这些统计资料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在另外的地方再作分

析）。１９０５年的各个月份中，五金工人同所有其余生产类别一样，

罢工人数的最高峰不是在１０月，而是在１月。先锋队以最大的干

劲掀起运动，从而“震动了”其他群众。在１９０５年１月份一个月之

中，五金工人有１５５０００人罢工，就是说，占总数（２５２０００人）的２ ３；

一个月的罢工者人数比在此以前十年的总数还要多得多（１５５０００

人比１１７０００人）。但是这种几乎是超人的干劲使得先锋队到１９０５

年年底便筋疲力尽了：在１９０６年五金工人运动衰落的幅度居首

位。他们的罢工人数减少最多：从８１１０００人减少到２１３０００人，就

是说，几乎减少了３ ４。１９０７年先锋队又重新聚积力量，总的来说罢

工人数减少得不多（从２１３０００人减小到１９３０００人），而在金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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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这一生产类别的三种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即机械制造、造船和铸

铁部门中，罢工人数还从１９０６年的１０４０００人增加到１９０７年的

１２５０００人。

纺织工人是俄国工厂工人的主力，占总数的１２弱（１６９１０００

人中有７０８０００人）。就１９０５年以前十年中所作的准备来说，他们

居第二位：他们之中１３的人罢过工（７０８０００人中有２３７０００人）。

就１９０５年运动的力量来说也居第二位：每１００个工人中罢工者约

有１８０人次。他们卷入斗争要比五金工人晚：１月份，他们的罢工

人数比五金工人的略多一些（１６４０００人比１５５０００人），而１０月份

就超过一倍多（２５６０００人比１１７０００人）。虽然俄国工厂工人的这

个主力卷入运动较晚，但他们在１９０６年坚持得最久：这一年的衰

落是普遍的，但是纺织工人的衰落最小，只减少了１ ２（６４００００人比

１２９６０００人），而五金工人则几乎减少了３ ４（２１３０００人比８１１０００

人），其他工人减少了３ ５—
５
７不等。只是到１９０７年，这个主力也筋

疲力尽了：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这一生产类别运动的衰落最厉害，罢工

者减少１２以上（从６４００００人减少到３０２０００人）。

我们对其余各生产部门的资料不作详细分析，仅指出一点，就

是Ｄ类排在最后，他们的准备最差，参加运动的情况也最差。如果

以五金工人为标准，那就可以说，Ｄ类在１９０５年一年中就“亏欠”

１００多万个罢工者。

五金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关系很有代表性，类似先进分子和广

大群众的关系。由于在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没有自由的组织、自由的报

刊以及议会讲坛等等，群众在１９０５年只可能在斗争的进程中自发

地团结起来。这个团结的过程是：罢工的浪潮一浪高一浪，而先锋

队在运动的初期为了“震动”广大群众，曾经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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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运动高潮到来时他们就显得比较疲惫。１９０５年１月份共有

４４４０００罢工者，其中五金工人１５５０００人，即占３４％，而在１０月份

罢工者总数为５１９０００人，其中五金工人１１７０００人，即占２２％。很

明显，运动的这种不平衡性，因力量的分散和不够集中而无异于力

量的某种浪费。这种情况说明，第一，高度集中力量，可以提高效

果；第二，由于所研究的时期的客观条件，在每一个浪潮的初期进

行一系列的摸索即所谓勘探、试验等等，这是必不可少的，是为了

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所以，自由派以及追随他们的马尔托夫之流的

取消派，从他们的“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的理论出发，

责备我们“做了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尾巴”的时候，这班先生正是自

己对自己作判决，并且不由自主地对我们大加恭维。

为了结束对每年的罢工统计资料的述评，我们还要列出一些

数字，说明罢工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以及罢工造成的损失。

罢工参加者的平均数：

１０年（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中 ２４４个工人

１９０５年 ２０５个工人

１９０６年 １８１个工人

１９０７年 ２０７个工人

１９０８年 １９７个工人

  １９０５年罢工规模缩小了（指参加人数），是由于大批小企业参

加斗争，降低了参加者的平均数。１９０６年罢工规模的进一步缩小，

看来是反映了斗争力量的减弱。１９０７年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进步。

如果我们看看纯粹的政治罢工的参加者的平均数，那么得到

的各年份的数字就是：１９０５年——１８０人；１９０６年——１７４人；

１９０７年——２０３人；１９０８年——１９７人。这些数字更清楚地表明了

１９０６年斗争力量的减弱和１９０７年新的增长，或（也可能是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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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要是最大的企业参加了１９０７年的运动。

每个罢工工人的罢工天数：

１０年（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中 ４．８天

１９０５年 ８．７天

１９０６年 ４．９天

１９０７年 ３．２天

１９０８年 ４．９天

  这些数字表明，斗争的顽强性以１９０５年为最高，后来就急剧

下降，直到１９０７年，只是１９０８年才又有回升。必须指出，西欧罢工

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相比之下要高得多。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８年这五

年中，每个罢工工人的罢工天数意大利是１０．３天，奥地利是１２．１

天，法国是１４．３天，英国是３４．２天。

如果单独列出纯粹的政治罢工，那我们就得到以下的数字：

１９０５年每个罢工者７天，１９０６年１．５天，１９０７年１天。经济原因

引起的罢工，其特点往往是斗争持续时间较长。

当我们注意到历年罢工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程度各不相同

时，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关于罢工者人数的资料还不足以比较出

各年运动的规模。只有下述每年罢工天数才能准确地确定运动的

规模：

其中属于

纯粹政治罢工的

１０年（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总和 ２０７９４０８ —

１９０５年总和 ２３６０９３８７ ７５６９７０８

１９０６年总和 ５５１２７４９ ７６３６０５

１９０７年总和 ２４３３１２３ ５２１６４７

１９０８年总和 ８６４６６６ ８９０２１

  这样，仅１９０５年这一年准确算出的运动规模达到以前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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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的１１倍多。换句话说：１９０５年的运动规模达到以前１０年运

动的每年平均规模的１１５倍。

这个比数告诉我们，在官方的学者中（也不仅仅在他们中）经

常可以碰到这样的人，他们把所谓“和平的”、“有机的”、“演进的”

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速度当作一切时候的标准，当作现代人类可

能达到的发展速度的标志，这种人的眼光是何等短浅。实际上所谓

“有机的”时代的“发展”速度是最大的停滞的标志、是发展的最大

障碍的标志。

根据罢工天数的资料，官方统计的编制者计算出工业所蒙受

的损失。这种损失（减产）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这十年总共为１０４０万卢

布，１９０５年为１２７３０万卢布，１９０６年为３１２０万卢布，１９０７年为

１５００万卢布，１９０８年为５８０万卢布。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三年减产的

损失共值１７３５０万卢布。

工人在罢工期间少领工资而受的损失（按各生产部门日工资

平均额确定），在这几年中总计如下（单位千卢布）：

生 产 类 别
（见上面第
１８页①

）

１９０５年
工 厂
工人数
（单位千）

罢工使工人受到的损失（单位千）

１８９５—
１９０４年
总 和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１９０８年

Ａ
Ｂ
Ｃ
Ｄ

２５２
７０８
２７７
４５４

６５０
７１５
１３７
９５

７６５４
６７９４
１９９７
１０９６

８９１
１９６８
６１０
３５１

４５０
６５９
５７６
１３０

１３２
２２８
６９
２２

总 计 １６９１ １５９７ １７５４１ ３８２０ １８１５ ４５１

① 见本卷第３７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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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三年中，工人的损失共２３２０万卢布，就是

说，达到在此以前１０年期间总数的１４倍多①。官方统计的编制者

算出，工厂工业的在职工人（而不是罢工者），在头１０年中所受的

损失，每人平均每年约１０戈比，１９０５年约１０卢布，１９０６年约２卢

布，１９０７年约１卢布。但是这个算法忽略了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

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异。下面就是根据上面表格中的数字作出的比

较详细的计算：

生产类别

每个工人工业工人的罢工损失数额（单位卢布）

１８９５—１９０４
年１０年总和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１９０８年

Ａ
Ｂ
Ｃ
Ｄ

２．６
１．０
０．５
０．２

２９．９
９．７
７．２
２．４

３．５
２．８
２．２
０．７

１．８
０．９
２．１
０．３

０．５
０．３
０．２
０．０５

总 计 ０．９ １０．４ ２．３ １．１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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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必须注意，在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工人已让这种损失的一部分由企业主来负
担。统计本来应当说明从１９０５年起罢工的特殊原因（按官方统计编目原因项
下的３ｂ）：要求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１９０５年提出这个要求的有６３２起，１９０６
年有２５６起，１９０７年有４８起，１９０８年有９起（１９０５年以前根本没有提过这个
要求）。工人为这个要求斗争的结果只有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才有记载，而且主
要是由上述原因引起的只有两三起事件：１９０６年，主要为这个原因而罢工的
工人有１０９６６个，其中２１７１人取得罢工胜利，２６２６人遭到失败，６１６９人以达
成妥协结束罢工。１９０７年，主要为这个原因而罢工的工人有９３个，没有一个
人取得罢工胜利，５２人遭到失败，４１人以达成妥协结束罢工。根据我们所知
道的关于１９０５年罢工的一切情况可以推测，１９０５年，由于这一原因而举行的
罢工比１９０６年更有成效。



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个五金工人（Ａ类）罢工受到的损失１９０５

年几乎达到３０卢布，比平均数大２倍，达矿产加工工人和食品工

人（Ｄ类）损失的平均数的１０倍多。我们上面作出的关于五金工人

在这种形式的运动中到１９０５年年底力量已经耗尽的结论，特别明

显地为这一统计表所证实：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Ａ类损失数额减少７８

强，而其他各类只减少２３—３４。

关于罢工的各年份统计资料我们就分析到这里，在下一篇文

章中我们将研究按月统计的资料。

二

对于研究波浪式的罢工运动来说，按年分时期显得太长。根据

我们所掌握的统计资料，现在可以说，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三年中，每

一个月都抵得上一年。这三年的工人运动抵得上３０年。１９０５年没

有一个月罢工数低于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这十年期间每年的罢工者最

低数，而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这样的情况每年只有两个月。

很遗憾，无论官方统计按月份整理的资料，还是按省份整理的

资料，都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许多综合材料必须返工。由于这一原

因，同时也考虑到篇幅关系，我们暂时只涉及各季度的资料。关于

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划分问题，我们要指出，官方统计所提供的

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的资料不完全适合于作比较。混合罢工

——按官方统计编目即提出经济要求的第１２项和提出经济要求

的第１２项（ｂ）——在１９０５年算作政治罢工，而以后算作经济罢

工。我们把１９０５年的这类罢工也算作经济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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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人数（单位千）１７８：

年 份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季 度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总 计

其 中

经济罢工

政治罢工

８１０

６０４

２０６

４８１

２３９

２４２

２９４

１６５

１２９

１２７７

４３０

８４７

２６９

７３

１９６

４７９

２２２

２５７

２９６

１２５

１７１

６３

３７

２６

１４６

５２

９４

３２３

５２

２７１

７７

６６

１１

１９３

３０

１６３

  用线条框出的时期是出现最大高潮的时期。从表上一眼就会

看到，这些时期与这三年中非常突出的重大政治事件是相吻合的。

１９０５年第一季度——１月９日事件和它的影响；１９０５年第四季度

——十月和十二月事件；１９０６年第二季度——第一届杜马，１９０７

年第二季度——第二届杜马；１９０７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高潮最不明

显，这是由于审讯第二届杜马工人代表而发生的１１月政治罢工

（１３４０００个罢工者）造成的。因此，这三年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向

俄国历史的另一阶段过渡的时期，恰恰是一个例外，它证明了下面

的规律：如果罢工浪潮的高涨在这方面并不意味着普遍的社会政

治高涨的话，那么进一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罢工浪潮也不存在，

而只有个别孤立的示威性的罢工。

这三年的规律是，罢工浪潮的高涨标志着国家整个社会政治

演进的决定性的转折点。罢工统计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这个演进

的主要动力。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种运动形式是唯一的或最高的

形式——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从运动的

这一形式出发对社会政治演进的局部问题作出直接的结论。但是

这意味着，我们看到一幅代表事态总趋势的主要动力的阶级的运

动统计图（当然这幅图是很不完整的）。其他阶级的都围绕着这个

中心运动，跟着它走，受它指引或由它决定方向（朝积极的方面或

４８３ 论 俄国 罢 工统 计



朝消极的方面），以它为转移。

只要回忆一下这三年中俄国政治历史的主要时期，就会确信

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看１９０５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在这个

季度的前夕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有名的地方自治－宴会运

动。把工人在这个运动中的行动看作“高级形式的示威”是否正确

呢？关于不引起自由派“惊慌”的言论是否正确呢？把这些问题摆

到罢工统计的框子里（１９０３年：８７０００人；１９０４年：２５０００人；１９０５

年１月：４４４０００人，其中有１２３０００个政治罢工者），那么答案也就

清楚了。上述关于地方自治运动的策略的争论，只是反映了自由派

运动和工人运动客观上存在的对抗性。

我们在一月① 高潮以后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有名的二

月命令１７９，开始对国家机构实行某些改革。

请大家看一看１９０５年的第三季度。政治史上居于首要地位的

是８月６日法令（所谓布里根杜马）。这个法令能不能付诸实施呢？

自由派认为，能付诸实施，并且根据这种看法决定推行自己的行动

路线。马克思主义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这种观点没有得到那些客观

上实践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们的赞同。１９０５年最后一个季度的事态

解决了争论。

从四个季度的数字来看，似乎１９０５年年底有一个高潮。事实

上却有两个高潮，两个高潮之间是一个短短的运动退潮期。１０月

份有５１９０００个罢工者，其中有３２８０００个纯粹政治罢工者，１１月

份有３２５０００个罢工者（其中有１４７０００个政治罢工者），１２月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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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季度材料来看，只有一次高潮。事实上有两次高潮：１月有４４４０００个罢工
者，５月有２２００００个罢工者。这两个月之间，３月份出现最低数，只有７３０００个
罢工者。



４３３０００个罢工者（其中有３７２０００个政治罢工者）。在历史书刊上

发表过自由派和我们的取消派（切列万宁之流）的一种观点，他们

认为十二月高潮中有“人为的”因素。统计数字驳斥了这种观点，并

且表明纯粹政治罢工的人数恰恰以这个月为最高，达到了３７２０００

人。那些迫使自由派作出一定的评价的种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从纯粹科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月的纯政治罢工者总数几乎相当

于前１０年罢工者总数的９ １０的规模这样大的运动，即使说它有一

点点是“人为的”，也都是荒谬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１９０６年春天和１９０７年春天最后两个高

潮①。这两个高潮同１９０５年一月高潮和五月高潮（也是前者超过

后者）有一个共同的区别，这两个高潮是退却性的，而１９０５年的两

个高潮是进攻性的。一般说来，这也是这三年中后两年和前一年的

区别。因此，对于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的上述两个时期数字提高的正

确估价应当是：这种提高标志着退却者中止退却并且尝试重新转

入进攻。这些高潮的客观意义就是这样，这一点我们现在从整个

“狂飙突进的三年”的最终结果来看，已经清楚了。第一和第二两届

杜马无非是当下面中止退却的时候上面进行的政治谈判和政治示

威。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派的目光是多么短浅，他们竟把这

些谈判看成是某种孤立的、独立的东西，不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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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当指出，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这十年的俄国罢工历史表明，经济罢工的高潮一般
都在每年第二季度。在这十年中间，罢工者每年平均为４３０００人，而按季度计
算：第一季度１００００人；第二季度１５０００人；第三季度１２０００人；第四季度６０００
人。１９０６年春天和１９０７年春天的高潮并非夏季是俄国罢工的高潮这个“一
般”原因所能解释，这只要比较上述一些数字就能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政
治罢工人数。



止退却的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导致结果的好坏。由此可以清楚地看

到，现在轻蔑地谈论退却时“浪漫主义者的期待”的马尔托夫之流

取消派，他们客观上是依附于自由派的。统计数字向我们表明，这

里并不是“浪漫主义者的期待”，而是实际上的确存在的退却的中

断、退却的中止。要是没有这种中止，那么这个历史上完全的不可

避免的１９０７年六三事件（因为退却仍然是退却），就可能提前一年

甚至更早发生。

我们联系政治历史的主要时期对罢工运动的历史进行了考

察，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相互关系。官方统

计提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极有意义的资料。我们先看看这三年每

年的总计数：

罢工人数（单位千）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经济罢工 １４３９ ４５８ ２００

政治罢工 １４２４ ６５０ ５４０

总 计 ２８６３ １１０８ ７４０

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经济罢工同政治罢工有着极其密

切的联系。它们同时上升同时下降。进攻时代（１９０５年）运动强大

的标志是，政治罢工好象是建立在不亚于它的强大的经济罢工的

广泛基础之上，单是这一年的经济罢工就远远超过了１８９５—１９０４

年这十年的总数。

在运动出现低潮的时候，经济罢工人数要比政治罢工人数下

降得快。１９０６年，尤其是１９０７年的运动，其弱点无疑是缺少经济

斗争的广泛可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政治罢工人数一般下降得较

慢，尤其是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下降得不多，这种情况看来是说明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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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我们所熟悉的现象：先进阶层以最大干劲来中止退却并且变退

却为进攻。

这个结论完全可以用不同生产类别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

对比资料来证实。为了避免在本文中罗列五花八门的数字，我们只

拿１９０５年各季度五金工人和纺织工人作一个对比，并且这一次我

们将引用官方统计的综合材料①，这一年的混合罢工算作政治罢

工，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指出。

罢工人数（单位千）

１９０５年各季度 Ⅰ Ⅱ Ⅲ Ⅳ

 Ａ 类

（五金工人）

经济罢工

政治罢工

１２０

１５９

４２

７６

３７

６３

３１

２８３

总 计 ２７９ １１８ １００ ３１４

 Ｂ 类

（纺织工人）

经济罢工

政治罢工

１９６

１１１

１０９

１５４

７２

５３

１８２

４１８

总 计 ３０７ ２６３ １２５ ６００

先进阶层和广大群众的区别极为明显。从年初到年底，先进分

子中的纯粹经济罢工者一直是少数。但在第一季度，这一类的纯粹

经济罢工者数字也很大（１２万），显然，对五金工人中的不少人须

要加以“震动”，他们是从提出纯粹的经济要求而开始投身运动的。

在纺织工人中我们看到，运动初期（第一季度）纯粹经济罢工者占

绝大多数，在第二季度就成了少数，不过在第三季度又成为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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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这个综合材料，１９０５年经济罢工人数为１０２１０００人，政治罢工人数为
１８４２０００人，也就是说，１９０５年经济罢工者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比１９０６年的
小。我们已经解释过，这是不准确的。



１９０５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五金工人中纯粹

经济罢工人数占罢工者总数的１０％，占五金工人总数的

１２％；——而在这一时期纺织工人中纯粹经济罢工者占罢工者总

数的３０％，占纺织工人总数的２５％。

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楚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之间究竟是什

么样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它们没有密切的联系，那就不可能有真

正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而这种联系的具体形式是，一方面，

在运动初期和在吸引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

主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推广并扩大

运动，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

仔细研究一下在这三年中新人究竟怎样被卷入运动，是非常

有意思的。这方面的统计在基本材料中有，因为对每一次罢工都单

独作了资料卡。但是官方统计对这些材料的加工整理非常不能令

人满意，卡片上很多极其宝贵的材料都没有加以整理，不知去向。

下面这份关于罢工次数在各类企业数中所占的百分比的表格，提

供了大致的轮廓：

罢工 次 数 在 企 业 数 中 所 占 的 百 分 比

１０年总和

企业类别 （１８９５—

１９０４年）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１９０８年

２０个工人以下 ２．７ ４７．０ １８．５ ６．０ １．０

２１—５０工人 ７．５ ８９．４ ３８．８ １９．０ ４．１

５１—１００工人 ９．４ １０８．９ ５６．１ ３７．７ ８．０

１０１—５００工人 ２１．５ １６０．２ ７９．２ ５７．５ １６．９

５０１—１０００工人 ４９．９ １６３．８ ９５．１ ６１．５ １３．０

１０００工人以上 ８９．７ ２３１．９ １０８．８ ８３．７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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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前面关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生产类别的资料中见到的先

进阶层，现在出现在关于不同类别企业的资料中。在所有这几年

中，有一个一般规律，就是企业的规模愈大，企业参加罢工的百分

比就愈高。同时１９０５年有两个特点，第一，企业愈大，反复罢工的

次数也就愈多；第二，１９０５年同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这十年相比，企业

愈小，百分比提高也愈快。这清楚地表明，吸引新人、吸引从未参加

过罢工的阶层的工作进行得特别迅速。这些新人是在运动发展的

最大高潮时期被迅速地卷入的，因此他们表现得最不坚决：１９０６—

１９０７年，企业参加罢工的百分比，以小企业下降得最厉害，而大企

业中下降得最少。先锋队力求中止退却，为此作的努力时间最久，

态度最坚决。

但是我们还是回过来看看关于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对比的资

料。上面（第１９页）①列举的关于这三年中的季度资料首先表明，

一切巨大的高潮不仅和政治罢工人数的上升有关，而且也和经济

罢工人数的上升有关。只有１９０７年春季的高潮有点例外，经济罢

工者的最高数不是出现在这一年的第二季度，而是出现在第三季

度。

在运动初期（１９０５年第一季度）我们看到经济罢工的人数大

大超过政治罢工的人数（６０４０００人和２０６０００人）。运动的高峰时

期（１９０５年第四季度）掀起了经济罢工的新浪潮，显然不及一月浪

潮大，但政治罢工占很大的优势。第三次高潮即１９０６年春季的高

潮，再一次表明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人数都有很大的增加。仅仅

举出这些资料就足以驳倒那种认为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联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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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弱点”的看法。这种看法自由派讲过很多次；取消派分子切

列万宁在谈到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时也重复了这种看法；不久前马尔托

夫在谈到这个时期时又重复了这种看法。特别是他们经常以争取

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遭到失败为例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１８０。

这个失败的事实是不容争辩的，而任何失败都说明运动的弱

点，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但是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

争的联合正是“运动的弱点”；马克思主义观点则认为弱点在于这

个联合不够，在于经济罢工者还不够多。统计材料清楚地证实了马

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揭示了这三年的“一般规律”：经济斗争增

强，运动就增强。而这个“一般规律”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

征存在着逻辑联系：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会有一些很落后的阶层，只

有运动达到白热化，才能唤醒他们，而且也只有提出经济要求，他

们才能投入斗争。

我们把１９０５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高潮同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后

的两次高潮作一比较，也就是同１９０５年第一季度和１９０６年第二

季度的高潮作一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１０—１２月的高潮，从经济

基础的广度来看，即从经济罢工者占罢工者总数的百分比来看，不

及前一次高潮和后一次高潮。毫无疑问，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赶走

了很多能够同情工人的其他意愿的资产阶级分子。但同样毫无疑

问的地，这个要求吸引了很多以前还没有被卷入运动的非资产阶

级分子，１９０５年最后一个季度，他们有４３万人参加经济罢工，而

在１９０６年第一季度这个数字下降到７３０００人，但１９０６年第二季

度又重新上升到２２２０００人。这就说明，弱点不在于缺少资产阶级

的同情，而在于缺少或没有及时得到非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

自由派总是害怕这种形式的运动总会赶跑某些资产阶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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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指出，这种形式的运动总会吸引广泛的非资

产阶级分子。Ｓｕｕｍｃｕｉｑｕｅ——各有各的看法。

官方关于罢工结果的统计资料是很能说明工人同企业主的斗

争波折的问题的。这份统计的总计数如下：

罢工者在罢工中得到的各种结果的百分比

罢工结果 １０年中

（１８９５—

１９０４年）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１９０８年

有利于工人 ２７．１ ２３．７ ３５．４ １６．２ １４．１

互相让步（妥协） １９．５ ４６．９ ３１．１ ２６．１ １７．０

有利于业主（不利

于工人）

５１．６ ２９．４ ３３．５ ５７．６ ６８．８

由此首先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运动威力最大，工人的胜利也就

最大。对于工人来说１９０５年得利最大，因为这一年罢工斗争的冲

击力最大。这一年妥协次数也特别多：双方都还不适应新的、不寻

常的条件，企业主在此起彼伏的罢工影响下显得惊慌失措，因此罢

工以妥协而告终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１９０６年斗争得愈来

愈难分难解，妥协次数就大大减少；但是总的说来工人还是常常取

得胜利的：赢得胜利的罢工者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失败者所占的百

分比。从１９０７年起，妥协的次数减少了，工人失败的情况就不断加

多。

我们看看绝对数字，那就清楚了，在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这十年中，

总共有１１７０００个工人赢得罢工胜利，而１９０５年一年就增加了２

倍多：３６９０００人，１９０６年则增加将近１ ２：１６３０００人。

但是，对于研究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三年中罢工斗争的波浪式运

动来说，把一年作为一个时期太长了。我们也不列出每个月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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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免占用过多篇幅，我们只列出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年的季度资

料。１９０７年可以略去，因为在这一年的罢工结果中我们没有看到

间歇、低潮和高潮，只看到工人一味退却，资本家一味进攻，而这些

情况在上面列出的年度资料中已经完全反映出来了。

  年份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季度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罢工结果

有利于工人 １５８ ７１ ４５ ９５ ３４ ８６ ３７ ６

妥  协 ２６７ １０９ ６１ ２３５ ２８ ５８ ４６ ８

有利于业主 １７９ ５９ ５９ １００ １１ ７８ ４２ ２３

总 计① ６０４ ２３９ １６５ ４３０ ７３ ２２２ １２５ ３７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需要详加研究。

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工人的冲击力愈大，他们的斗争也就愈有成

效。上面的资料能不能证明这一点呢？１９０５年第一季度不及１９０５

年第二季度对工人有利，虽然第二季度运动减弱了。但是这个结论

是错误的，因为第一季度的资料包括一月高潮（３２１０００个经济罢

工者）和二月低潮（２２８０００人）与三月低潮（５６０００人）。单就１月这

个高潮时期来说，我们看到，工人在这个月胜利了：８７０００个罢工

者赢得胜利，８１０００个罢工者失败，１５２０００人以达成妥协结束罢

工。这一时期的两个低潮的月份（２月和３月）给工人带来了失败。

第二时期（１９０５年第二季度）是高潮时期，在５月达到了顶

峰。斗争的高潮意味着工人的胜利：７１０００个罢工者赢得胜利，

５９０００人失败，１０９０００人以妥协结束罢工。

① 官方统计中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每月总计数；因此这些总计数是根据各生产

部门的资料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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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时期（１９０５年第三季度）是一个低潮时期：罢工人数要

比第二季度少得多。攻击力的减弱意味着业主的胜利：５９０００个工

人罢工失败，只有４５０００人取得胜利。罢工失败的工人所占的百

分比达到３５．６％，也就是比１９０６年高。这说明，１９０５年工人所

受到的“普遍同情气氛”（自由派大肆渲染这种气氛，说这是工人

胜利的主要原因，马尔托夫不久前也说资产阶级的同情是“主要

原因”），在工人的攻击力减弱的时候，丝毫没有使他们免遭失败。

自由派对工人说，当你们在社会上得到同情时，你们才强大有力。

而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说，当你们强大有力时，你们才在社会上

得到同情。

１９０５年最后一个季度看来是一个例外：工人在最大高潮时期

遭到了失败。但是这个例外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这个季度既包

括１０月份，即工人在经济上也取得了胜利的高潮时期（＋５７０００

个工人赢得罢工胜利，－２２０００个工人失败），又包括经济斗争走

向低潮而工人遭到失败的１１月（＋２５０００人，－４７０００人）和１２

月（＋１２０００人，－３１０００人）。而且１１月份是一个发生骤变的月

份，形势最动荡，对立势力最旗鼓相当的月份，也是对整个俄国

历史（其中包括业主同工人关系史）的一般结论和一般动向最难

判断的月份，这个月在１９０５年所有的月份中是妥协次数占百分比

最高的月份：这个月有１７９０００个经济罢工者，其中１０６０００人即

５９．２％以达成妥协结束了斗争。①

１９０６年第一季度又出现了一个表面上看来是例外的情况：经

济斗争处于最大的低潮，而工人取得的胜利最大（＋３４０００人，－

４９３ 论 俄国 罢 工统 计

① 经济罢工者１０月份总计为１９万人，１１月份１７９０００人，１２月份６１０００人。



１１０００人）。这方面也包括了工人失败的整个１月份（＋４０００人，

－６０００人）和工人胜利的整个２月份（＋１４０００人，－２０００人）和

３月（＋１６０００人，－２５００人）。经济罢工人数在这一时期一直在

下降（１月份为２６６００，２月份为２３３００，３月份为２３２００），但整

个运动的高潮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罢工者总数１月份为

１９００００，２月份为２７０００，３月份为５２０００）。

１９０６年的第二季度是运动处于巨大的高潮和工人取得胜利

的时期（＋８６０００人，－７８０００人）；５月和６月取得特大胜利——

６月份经济罢工人数为９万人，达到１９０６年的最高数，——但４

月份却是一种例外，尽管运动发展超过３月份，但工人仍旧遭到

失败。

从１９０６年第三季度开始，总的来说经济斗争一直处于低潮，

并且持续到年底，而与此相适应的是工人的失败（１９０６年８月份

出现了一个不大显著的例外，在这个月工人最后一次在经济斗争

中取得胜利：＋１１３００人，－１０３００人）。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对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年经济斗争的种种

波折作一简短的总结。在１９０５年，整个罢工斗争包括经济斗争在

内，很明显地出现过三次主要的高潮：１月、５月和１０月。这三

个月经济罢工者总数为６６７０００人，在全年总数中（１４３９０００人）不

是占１４，而是占将近１２。而所有这三个月中，工人都在经济上

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在罢工中取得胜利的工人超过在罢工中

遭到失败的工人。

１９０６年总的说来上半年和下半年界限分明：上半年出现过退

却的中止和大高潮，下半年则是大低潮。上半年经济罢工者总数

为２９５０００人，而下半年则为１６２０００人。上半年给工人的经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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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带来的是胜利，下半年则是失败。

这个一般总结充分证实了下面的结论：即使在经济斗争中，起

决定作用的也不是“同情的气氛”，不是资产阶级的同情心，而是

攻击的力量。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和１９１１年１月

《思想》杂志第１期和第２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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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
１８１

（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以前）

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仍然存在严重危机。党组织涣散，

知识分子几乎普遍逃离党组织，在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中

出现混乱和动摇，在先进的无产阶级中相当广泛的一部分人垂头

丧气和消极冷漠，对于找到出路摆脱这种处境毫无信心，这就是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社会民主党人当中也有不少意志薄弱和信念

不坚定的人，他们总是动不动就感到目前的混乱局面难以捉摸，恢

复和巩固党，即恢复和巩固肩负着革命任务并具有革命传统的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他们决定不再过问，而把自

己封闭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或封闭在只是做些“文化”工作的狭

隘小组里，等等。

危机虽在继续，但其结局现在已经很清楚，党已明确地指出

了出路所在，并且在朝这个方向走，混乱和动摇已表现为出现了

相当明确的思潮、倾向和派别，对此党已作出十分明确的评价。而

反党思潮的明朗化以及对它们作出明确的评价，也就等于混乱和

动摇已经消除了一半。

要不陷入绝望和悲观，就必须了解危机的十分深刻的根源。这

次危机是不能逾越不能回避的，只有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消除，因

为这次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特殊阶

７９３



段的产物。专制制度的统治仍然原封未劝。暴力日益凶残。无权

状况日益严重。经济压迫变本加厉。但是，专制制度只靠老办法

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它不得不作新的尝试，尝试在杜马中或通过

杜马同黑帮地主－农奴主、十月党人资本家公开结成联盟。凡是

没有丧失思考能力的人都明白这种尝试是没有指望的，都明白新

的革命危机在增长。但是这种革命危机是在新的情况下酝酿形成

的，就是说，现在各阶级和各政党的自觉性、团结性和组织性有

了极大的提高，这是１９０５年革命以前不曾有过的情况。俄国的自

由派已经由一个抱有善良愿望的、温和的、充满幻想的、软弱无

力的、不成熟的反对派变成一个受过议会活动锻炼的强大的知识

分子资产者的政党，而这些知识分子资产者自觉地反对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反对农民群众对农奴主老爷们实行革命镇压。哀求君

主制让步，以革命（自由派自己既恨革命又怕革命）相威胁，一

贯背叛解放斗争投靠敌人，这就是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由其阶级本

性所决定的必然归宿。俄国农民证明，只要无产阶级发动群众性

的革命斗争，农民是能够参加斗争的，同时也证明了他们本身固

有的始终在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之间摇摆的特性。俄国的工人阶

级证明，在争取自由（即使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斗争中，它是

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的领导者。现在继续争取自由的伟

大任务，也只有在无产阶级引导被剥削劳动群众所进行的革命斗

争中才可能完成，而且才一定会完成。工人阶级在新的情况下活

动，在更加自觉更加团结的敌人的包围之中，就必须重建自己的

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正在从工人中选拔领导者来代替知

识分子出身的领导者。社会民主党新型的工人党员正在成长，他

们可以独立主持党的各项事业，并且能够团结、联合和组织相当

８９３ 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





１９１０年１０月列宁

《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一文手稿第１页

（按原稿缩小）



于以往十倍、百倍的无产阶级群众。

我们的《工人报》首先就要面向这批新型的工人。这批工人

已经长大成人，不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小孩子哄，也不再喜欢别

人给他们喂奶糊了。他们需要了解有关党的政治任务、党的建设

和党内斗争的一切情况。他们正在从事党的巩固、恢复和重建的

工作，决不害怕党的不加掩饰的真情。他们在《前进》文集或托

洛茨基的《真理报》上读到的泛泛的革命词句和令人腻味的调和

主义高论，对他们没有好处，只有害处，因为不论是前者还是后

者，都没有准确清楚、直截了当地阐述党的路线和党的状况。

党目前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主要困难不在于党被严重

削弱和组织经常遭到完全破坏，也不在于党内派别斗争激化了，而

在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中的先进阶层对这一斗争的实质和意义还

认识得不够清楚，还没有好好地团结起来卓有成效地进行这一斗

争，还不够积极不够主动地干预这一斗争，以便建立、支持和巩

固党的核心，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摆脱混乱、瓦解和动摇，走上

坚定的道路。

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１９１０年中央全会的各项

决定对此作了发挥）完全指明了这条道路。这个核心由正统的布

尔什维克（召回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反对者）和护党派孟什维

克（取消主义的反对者）的联盟组成，这个联盟现在主持着，实

际上而不仅是形式上主持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工作。

有人对工人说，这个联盟只是助长和激化派别斗争，即向取

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而“不是”去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作斗

争。这是空话，这是哄小孩子的，不把工人当成年人，而把他们

当小孩子。在党被削弱、组织被破坏、国外基地必不可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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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任何思潮都容易形成事实上完全脱离党而独立的国外派别，这

个真相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隐瞒这个真

相是可笑的（甚至是犯罪的），因为这些工人要根据党的一定的、

明确的路线来重建自己的党。现在最令人厌恶的派别斗争形式在

我们这里占统治地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正因为要改变

这种斗争形式，先进工人才不应该对改变不愉快的斗争的不愉快

形式这个不愉快的（对肤浅的门外汉，对在党内作客的人来说）任

务嗤之以鼻，托词回避，而应该理解这一斗争的实质和意义，安

排好各地的工作，以便在有关社会主义宣传、政治鼓动、工会运

动、合作社工作等等每个问题上都确定一个界限（越过这个界限

就开始偏离社会民主党，而转向自由主义的取消主义或半无政府

主义的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等等），并且遵循这些界限所确定

的正确路线进行党的工作。我们提出的《工人报》的主要任务之

一，就是帮助工人对目前俄国现实生活中的每个最重要的具体问

题确定这些界限。

有人对工人说，正是１９１０年１月的中央全会（全体会议）的

统一尝试，证明了在党内进行派别斗争是徒劳无益的，是无出路

的，他们说党内的派别斗争“破坏了”统一。说这种话的人不是

不了解情况，就是根本不善于思考，再不然就是想用这样那样的

响亮动听但言之无物的词句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对全会感到

“失望”的只是那些害怕正视现实和以幻想自我安慰的人。不管

“调和主义的杂烩”在全会上有时多么厉害，但是结果恰恰达到了

唯一可能和唯一需要的统一。如果说取消派和召回派在关于同取

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斗争的决议上签了字，而第二天却又“更加卖

力地”重操旧业，那么这只是证明了党不能指望这些非护党分子，

这只是更清楚地揭穿了这些人的真面目。党是自愿的联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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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行统一的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抱有一点诚意来执行党的总路线

的时候，确切些说，只有当他们（在自己的思想上、自己的倾向

上）愿意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统一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当

统一是企图混淆和模糊对这条路线的认识的时候，当统一是企图

用虚假的纽带把那些坚决要把党拖向反党方向去的人联结在一起

的时候，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就会带来危害。全会使布尔什维主

义和孟什维主义各主要集团之间达到了统一，并且使统一得到巩

固，这即使不是全会的功劳，也是全会的结果。

凡是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小孩子哄的工人都不会不了解，

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就象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一样，决不

是偶然的倾向，它们都有自己很深的根源。只有那些“为工人”编

造奇闻的人才说这些不同的派别是“知识分子的”争吵造成的。这

两种倾向给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和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最初

年代（从许多方面来看是最重要的年代）都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事

实上这些倾向是俄国从农奴制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经济

改造和政治改造过程本身的产物，是各种资产阶级的影响给无产

阶级造成的后果，确切些说，是无产阶级所处的存在着资产阶级

各阶层的那种环境造成的后果。由此可见，采取只消灭两种倾向

中的一种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因为这

两种倾向是在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活动最公开、最广泛、最有群众

性、最自由、最有历史意义的时期形成的。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

两个派别实际接近的基础，并不在于说些呼吁统一、呼吁消灭派

别等等的好话，而只在于这两个派别的内在发展。１９０９年春天我

们布尔什维克最后埋葬了“召回主义”，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护

党派孟什维克也开始同取消主义进行同样坚决的斗争，从那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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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在实现这种接近。两个派别中的觉悟工人大多

数都站在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一边，这是无疑的。因此，基

于这一点，无论党内斗争怎样严重，有时又是那样困难，而且又

总是使人不快，我们都不应该看到现象的形式就忘掉现象的实质。

谁要是看不见在这个斗争（在当时党所处的情况下这个斗争不可

避免地表现为派别斗争）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的觉悟工人所形成

的党的基本核心的团结过程，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们布尔什维克创办《工人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达到这

种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核心的团结。我们事先已征得护党派孟什维

克（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同意，他们答应给予我们支持。本报

不得不作为布尔什维克创办的派别刊物、派别事业而问世。也许

有人在这里又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叫嚷这是“后退”到派别

活动。但是只要我们详细阐明我们对实际上正在进行的、真正重

要而又必需的党的统一的实质和意义的看法，我们也就指出了这

类反对意见的价值，事实上这类反对意见只不过意味着混淆关于

统一的问题和掩饰这些或那些派别性的目的。我们衷心地希望

《工人报》能够帮助工人们十分清楚十分透彻地理解党的整个现状

和党的各项任务。

《工人报》就要出版了，我们希望，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好，

地方组织也好，现已与党失去联系的一些觉悟工人小组也好，都

给予帮助。我们希望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帮助，尽管我们知道，好

几个月来，它未能在俄国正常地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之所以未能

做到，正是因为除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外，它无从得到

协助，反而常常遭到其他派别的直接反对。中央委员会面临的这

个艰难时期是会过去的，为了使这个时期快些过去，我们决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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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一味“等待”中央委员会恢复和巩固等等，而应该根据一些小

组和一些地方组织的倡议，立即着手安排工作（即使一开始规模

很小很小），也就是把巩固党的路线和争取党的真正的统一抓起

来，为此中央委员会也作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希望得到地方组织

和一些工人小组帮助，因为唯有他们积极参与办报，唯有他们给

予支持，写评论，写文章，提供材料，反映情况和发表意见，才

能使《工人报》站稳脚跟并保证出版。

载于１９３７年５月５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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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的 教 训
（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

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俄国工人阶级给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强大打

击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无产阶级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发动

了千百万劳动者起来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无产阶级在１９０５年

的几个月之内就争得了工人等了数十年、“上司”还是没有赐给的

那些改善。无产阶级为全俄人民争得了（虽然只是暂时地争得

了）俄国从来没有过的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它从自己的前

进道路上扫除了冒牌的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颁布了立宪宣言，并

且一举造成了非由代表机关管理俄国不可的定局。

无产阶级所争得的伟大胜利并不是彻底的胜利，因为沙皇政

权尚未被推翻。十二月起义以失败告终，于是沙皇专制政府就在

工人阶级的进攻逐步减弱，群众斗争逐步减弱的时候把工人阶级

的胜利果实相继夺走了。１９０６年工人的罢工、农民和士兵的骚动，

虽然比１９０５年减弱了许多，但终究还是很强大的。在第一届杜马

时期，人民的斗争又发展了起来，于是沙皇解散了第一届杜马，但

不敢马上修改选举法。１９０７年工人的斗争更加减弱了，这时沙皇

解散了第二届杜马，举行了政变（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沙皇违背了

他所许下的非经杜马同意决不颁布法律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诺言，

修改了选举法，使地主和资本家、黑帮政党及其走狗在杜马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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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稳占多数。

革命的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给了俄国人民以伟大的历史

教训。在纪念１９０５年五周年之际，我们要力求弄清楚这些教训的

主要内容。

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教训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

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们怎样“同

情”工人，无论单枪匹马的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

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

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只要这个斗争一减弱，

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要被夺走。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

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第二个教训是：仅仅摧毁或限制沙皇政权是不够的，必须把

它消灭。沙皇政权不消灭，沙皇作出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沙皇

在革命进攻加强的时候就作些让步，进攻减弱的时候他就把这些

让步统统收回。只有争得民主共和国，推翻沙皇政权，政权归于

人民，才能使俄国摆脱官吏的暴力和专横，摆脱黑帮－十月党人

杜马，摆脱农村中地主及其走狗的无限权力。如果说现在，也就

是在革命后，农民和工人的灾难比以往更加深重的话，那么这就

是当时革命力量薄弱，沙皇政权没有被推翻种下的苦果。１９０５年，

在此之后的头两届杜马的召开及其被解散，都给人民许多教益，首

先教会了他们要用共同斗争来实现政治要求。人民觉醒起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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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开始是要求专制政府让步：要沙皇召集杜马，要沙皇

撤换大臣，要沙皇“赐予”普选权。但是专制政府没有作出这种

让步，也不可能作出这种让步。专制政府用刺刀回答了请求让步

的行动。于是人民开始认识到必须进行斗争反对专制政权。现在

斯托雷平和老爷黑帮杜马，可以说是更加有力地把这种观念灌进

农民的脑袋里。他们正在灌而且一定会灌进去。

沙皇专制制度本身也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它已经知道不能

指靠农民对沙皇的信任了。现在它和黑帮地主以及十月党工厂主

结成联盟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现在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就要有

比１９０５年强大得多的革命群众斗争的进攻。

这种强大得多的进攻是否可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

要谈谈第三个而且是最主要的革命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我们已

经看到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是怎样行动的。在１９０５年以前，有很

多人以为全体人民都同样追求自由，都想得到同样的自由；至少

是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对争取

自由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它们所争取的自由也

是各不相同的。革命吹散了迷雾。１９０５年底，以及第一届和第二

届杜马时期，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他们实际上是

公开亮相，亮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究竟能为什么而斗争，他

们斗争的实力、顽强精神和能量究竟有多大。

工厂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同专制制度进行了最坚决最顽强

的斗争。无产阶级１月９日开始了革命，举行了群众性罢工。无

产阶级发动１９０５年１２月武装起义，奋起保护了惨遭枪杀、鞭笞

拷打的农民，从而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１９０５年罢工工人约３００

万（如加上铁路员工、邮政职工等等大概有４００万人），１９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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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万，１９０７年——７５万。这样强大的罢工运动在世界上还

未曾有过。俄国无产阶级表明，在革命危机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

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最大的１９０５年罢工浪

潮还远远没有消耗尽无产阶级的全部战斗力。例如在莫斯科工厂

区，５６７０００工厂工人罢工６４万人次，而在彼得堡工厂区，３０万

工厂工人罢工达１００万人次。可见，莫斯科区的工人还远远没有

发挥出象彼得堡工人那样的顽强斗争精神。在里夫兰省（里加

市）５万工人罢工达２５万人次，就是说，每个工人１９０５年平均罢

工５次以上。目前全俄工厂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起码有３００万，

而且人数逐年都在增加，如果运动有１９０５年里加那样强大，那他

们就能派出１５００万人次的罢工大军。

任何沙皇政权也经不起这样的进攻。但是，谁都知道，这样

的进攻不可能按照社会党人或先进工人的愿望人为地呼之即出。

这样的进攻只有当全国都卷进危机、风潮迭起、爆发革命的时候

才可能出现。要为这种进攻作好准备，就必须把最落后的工人阶

层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必须长年累月地进行顽强的、广泛的、坚

持不懈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各种

团体和组织。

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力是居于俄国人民的其余一切阶级之

首的。工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具备了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

去进行斗争。资本把大批工人集中在大城市，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训练他们同心协力。工人经常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家阶级发生

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也逐渐成为社会党

人，从而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

和一切压迫。工人逐渐成为社会党人，他们奋不顾身地同阻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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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前进的一切障碍作斗争，首先是反对沙皇政权和农奴主－地主。

农民在革命中也起来同地主，同政府作斗争，但是他们的斗

争力量太弱了。据统计，工厂工人参加过革命斗争即罢工的占多

数（达到３５），而农民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无疑只占少数，大概不

超过１５或１４。农民斗争不够顽强，比较分散，不够自觉，往往

仍然指望慈父沙皇发善心。实际上，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年农民只是把

沙皇和地主吓唬了一下。应该消灭他们，而不是吓唬他们，把他

们的政府——沙皇政府连根拔掉。现在，斯托雷平和地主黑帮杜

马竭力把富农培植成为新的地主－独立农庄主，作为沙皇和黑帮

的同盟者。但是，沙皇和杜马愈是帮助富农掠夺农民群众，农民

群众的觉悟就愈提高，而他们对沙皇的信任（农奴制下奴隶的信

任，闭塞无知的人们的信任），也就愈少。农村中农业工人一年比

一年多，他们除了与城市工人结成联盟共同斗争外找不到别的自

救办法。农村中遭到破产、一贫如洗、忍饥挨饿的农民一年比一

年多，——一旦城市无产阶级发动起来，这些农民中就会有千百

万人更坚决地、更齐心协力地起来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

自由派资产阶级，即自由派地主、工厂主、律师和教授等等，也

参加过革命。他们成立了“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他们在自

己的报纸上向人民大许其愿，高喊自由。他们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

马中占有多数代表席位。他们许诺“用和平手段”去争取自由，而责

备工农的革命斗争。农民和许多农民代表（“劳动派”）相信了这种

许诺，驯服地跟着自由派走，而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采取回避态

度。这是农民（和许多城里人）在革命时期所犯的一个极大错误。自

由派一只手帮助（即使如此，也是很少有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将

另一只手始终伸给沙皇，向沙皇保证要保持并巩固他的政权，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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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同地主和解，“安抚”“好闹事的”工人。

当革命进入同沙皇决战，进入１９０５年十二月起义的时候，自

由派就全体一致地卑鄙地背叛了人民的自由，离开了斗争。沙皇专

制政府利用自由派这种背叛人民自由的行为，利用对自由派高度

信任的农民的无知，击溃了起义的工人。当无产阶级被击溃之后，

任何杜马，立宪民主党的任何甜言蜜语，他们的任何许诺都拦不住

沙皇去消灭残留的一点点自由，去恢复专制制度和恢复农奴主－

地主的无限权力。

自由派受了骗。农民获得了沉痛然而有益的教训。当广大人

民群众还信任自由派，还相信可能同沙皇政权“讲和”，回避工人的

革命斗争的时候，在俄国是不会有自由的。当城市无产阶级群众起

来斗争，推开那些动摇和叛变的自由派，领导农业工人和破产农民

前进的时候，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俄国自由的到来。

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奋起进行这种斗争，一定会重新来领导

革命，俄国全部经济状况以及革命年代的全部经验就是保证。

五年前，无产阶级给予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打击。俄国人民见

到了第一道自由的曙光。现在，沙皇专制制度又重整旗鼓，农奴主

又卷土重来，作威作福，工人和农民依然处处横遭暴力蹂躏，到处

可以看到当局亚洲式的专横跋扈和人民惨遭凌辱。然而沉痛的教

训是不会不起作用的。俄国人民已经不是１９０５年以前的人民了。

无产阶级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斗争训练。无产阶级将带领他们走向

胜利。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

《工人报》第１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４１６—４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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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报告的提纲

（《路标》的成就及其社会意义）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６日〕以前）

一、《路标》和立宪民主党人卡拉乌洛夫的杜马演说攻击的是什么

哲学。

二、被《路标》一笔抹杀的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三、为什么自由派仇恨俄国“知识分子”革命及其法国的“相当长久

的”范例？

四、俄国的《路标》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俄国资产

阶级的“神圣事业”。

五、俄国民主革命在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同盟者”之后

赢得的是什么？

六、《路标》和米留可夫在彼得堡竞选大会上的演说。米留可夫在这

些大会上是怎样批评秘密的革命报纸的。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关于该报告的

海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４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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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及其意义》报告的提纲

（不晚于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１．国际资本，它的国际组织，工人运动的国际性。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２．第一国际

  １８６４—１８７２年。

３．第二国际

１８８９年——巴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１０年——哥本哈根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３３个国家；约１０００名代表。

４．各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团结工人阶级和确定其路线方面的意义：

阿姆斯特丹１８２。

５．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捷克人和奥地利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

产阶级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政策。

６．
·
合
·
作
·
社

（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观点

（Ａ）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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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合作社在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剥夺

（Ｃ）社会党人在合作社里的所作所为）。

７．
·
支
·
持
·
波
·
斯
·
革
·
命运动——抗议对

·
芬
·
兰的进攻。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２５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９卷第４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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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提纲
（１９１０年９月２３日或２４日〔１０月６日或７日〕）

（１）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学校”。

（２）抵制主义。抵制布里根杜马。

（３）共和国和自由主义。

（４）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及其“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第９０９

页）。

（５）法国—布朗基的。

（６）１９０５年１２月武装起义的“人为性”。

（７）卡·考茨基是“孟什维克”等。

《
·
呼
·
声
·
报》的马尔丁诺夫。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３８卷

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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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这是有关《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一组列宁文献。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于１９０９年６月８—１７日（２１—３０日）在

巴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无产者报》“小型”编辑部成员列宁、格·叶·季

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亚·波格丹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

（这两人也是“小型”编辑部成员）、阿·伊·李可夫、维·康·塔拉图塔、

维·列·尚采尔，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代表米·巴·托姆斯基（彼得堡）、

弗·米·舒利亚季科夫（莫斯科地区）、尼·阿·斯克雷普尼克（乌拉尔）。

出席会议的还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阿·伊·柳比莫夫、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秘书亚·巴·哥卢勃科夫、第三届国家杜马代

表尼·古·波列塔耶夫。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有地方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

克中央的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召开的，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注

意的中心是关于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问题，这两派的代表是波格丹诺夫

（马克西莫夫）和尚采尔（马拉）。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得到舒利亚季科夫（多

纳特）的支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一系列问题上

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

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关于社会民主

党内的造神说倾向；关于马克西莫夫就《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载于《无

产者报》第４２号）提出的抗议；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

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在卡普里岛创办的党校；关于布

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

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关于马克西莫夫分裂出去的问题。在会议召开的

前夕，举行了一次没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代表参加的非正式的布尔什

维克会议，研究了列入议程的各项问题。列宁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详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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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了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的情况，他所提出的论点，构成了扩大编辑

部会议通过的决议的基础。

会议坚决谴责了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号召所有布尔什维克同

它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会议也坚决谴责了造神说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

理的思潮，并责成《无产者报》编辑部同一切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

进行斗争。会议谴责了召回派和造神派建立派别性的卡普里党校的行为。

会议确认布尔什维克中央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的正确性。会议

提醒布尔什维克不要进行召开“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鼓动，因为这

客观上将导致党的分裂。会议号召不停止同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同时主张同党的所有组成部分接近，加速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

会。由于波格丹诺夫拒绝服从会议决议，《无产者报》编辑部宣布不再对他

的政治活动负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他从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开除出

去。会议决议重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利用国家杜

马讲坛的性质和目的的决议，强调必须把工人阶级的所有合法的和半合

法的组织变成由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和

组织工作的据点。会议还通过了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定，在决定中规

定了中央的新的结构和任务。

《无产者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１９０６

年８月２１日（９月３日）—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出版，共出了

５０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

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２０

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

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第２１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２１—４０

号在日内瓦，第４１—５０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２０号中有些号

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

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

了１００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

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

央委员会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１。

２ 达摩克利斯剑一词出典于古希腊传说。据说，古代西西里岛叙拉古暴君迪

奥尼修斯一世曾用一根马尾系着一把利剑挂于自己的宝座上方，然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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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宠臣——羡慕他的权势和尊荣的达摩克利斯坐在宝座上。达摩克利

斯发现头上的利剑后，顿时吓得面色苍白，连忙祈求国王恩准离座。以后

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剑来比喻时刻存在的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危险。——

４。

３ 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是指俄国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１９０９年

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办的一所学校。

１９０８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召回派、最后

通牒派和造神派就以“给工人办一所学校”为名，着手建立他们自己的派

别中心。１９０９年春，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领袖亚·亚·波格丹

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组成了创办这所

“党校”的发起人小组。他们援引代表会议关于必须“从工作中培养社会民

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这一指示作幌子，把马·高

尔基和著名工人革命家尼·叶·维洛诺夫拉进他们的小组，并利用工人

强烈要求接受党的教育的愿望，通过一些党的中央机关负责人同俄国的

一些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在召回派、特别是召回派在莫斯科的

领袖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的协助下，由这些组织给它派了

１３名学员入校。这所学校于１９０９年８月开学。在该校讲课的有波格丹诺

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马·尼·利亚多夫、米·尼·

波克罗夫斯基和瓦·阿·杰斯尼茨基。列宁回绝了该校的组织者要他到

卡普里去当讲课人的正式建议。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该校发生了分裂。以学校委员会成员维洛诺夫为首的

一部分学员同波格丹诺夫派划清界限，向《无产者报》编辑部揭露该校讲

课人的反党行为，因而被开除。他们于１１月底应列宁的邀请来到巴黎，听

了一系列讲座，其中有列宁讲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斯托雷平

的土地政策》。

１９０９年１２月，该校的讲课人和留在卡普里的学员一起组成了反布

尔什维克的“前进”集团。

列宁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和《可耻的失败》两文（见

本卷第７３—１０７页和第１３０—１３２页）中详述了该校的历史，并对它作了

评论。——６。

４ 造神派是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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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宗教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

基、弗·亚·巴扎罗夫等。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

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

“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主

义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

·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以及１９０８年２—４月、１９１３年１１—１２月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２版第１８、４５、４６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６。

５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１８９７年９月在维

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

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

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１８９８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

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

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１９０６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１９０１年起，崩得是俄国工

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

（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

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

临时政府，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

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

政权合作。１９２１年３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

（布）。——７。

６ 这里说的是孟什维克护党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

派别，于１９０８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１９０８年１２

月，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决裂；为了

同取消派进行斗争，１９０９年他恢复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一刊

物。１９０９年在巴黎、日内瓦、圣雷莫、尼斯等地成立了孟什维克护党派

的小组。在俄国国内，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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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巴库都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反对取消派，赞成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

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他们同布尔什维克

一起参加地方党委员会，并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明星报》撰稿。

列宁的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策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合法工人组

织中的影响。

１９１１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党

同机会主义者和解。１９１２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

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７。

７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的

国外机关报，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

了２６号（另外还于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９１２年７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

声报〉小报》６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

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

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

普列汉诺夫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与该报实际决裂，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正式退出

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７。

８ 指斯·沃尔斯基（斯坦尼斯拉夫、“叶尔”、安·弗·索柯洛夫）提交莫斯

科委员会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表示对《无产者报》编辑部不信任，要求召

开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来选举布尔什维克新的思想中心。他的决议案遭

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一致的反对”（见本卷第９９

页）。——１１。

９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于１９０７

年７月２１—２３日（８月３—５日）在芬兰科特卡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２６人，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９人，孟什维克代表５人，波兰社会民主党

代表５人，崩得代表５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２人。第五次（伦

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也出席了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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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六三政变后的政治形势下紧急召开的。列入会议

议程的有以下问题：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

协议问题；选举纲领问题；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代表会议听取了３个报告。报告

人分别是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反对抵制）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赞

成抵制）以及代表孟什维克的费·伊·唐恩。在表决中，布尔什维克抵制

派的决议草案有９票赞成，１５票反对；孟什维克的反抵制决议草案有１１

票赞成，１５票反对，布尔什维克中的抵制派在其决议草案被否决以后投

票赞成列宁的决议草案，结果列宁的决议草案有１５票赞成，１１票反对。

会议最后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决议，这一决议号召党参加选举

运动，不仅同右派政党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见《苏联共产党代

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

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问题，代表会议作了如下决定：社会

民主党人在选举的第一阶段不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选举协议，在决选时，

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和以后

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达成协议以反对右派政党。在工人

选民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

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

会议还就选举纲领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

会根据代表会议就参加选举和参加国家杜马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来制定选

举纲领。”（同上，第２２４页）

会议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关于工人阶

级政党同工会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代表会议决定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

４个决议草案都作为资料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其中第３

个草案即布尔什维克的草案，是以列宁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拟订的。

这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制定了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条件下的

策略原则。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以《关于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１、２２、２３日

党代表会议的通告》形式公布。——１２。

１０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４２４ 列 宁 全 集 第 十九 卷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

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１９０８年２月在俄国创刊，第２—３２号（１９０９年２

月—１９１３年１２月）在巴黎出版，第３３—５８号（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９１７年

１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５８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

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

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１９１１年

６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１２月起

《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８０多篇列宁的文章和

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潮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

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

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

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

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

并加强了党的力量。——１２。

１１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１—２７日

（１９０９年１月３—９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２４名代表，其

中有表决权的代表１６名：布尔什维克５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２名，彼

得堡组织代表２名，乌拉尔组织代表１名），孟什维克３名（均持高加索

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５名，崩得３名。布尔什维克另

有３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

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

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

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

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

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

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行之以

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

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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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

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７卷第３２９—

３３９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

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

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

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５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

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

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

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

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

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

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

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

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

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

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

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

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

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

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

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１２。

１２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曾坚持工会中立的错误观点。关于这个问题，可

参看列宁的《工会的中立》一文（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４１１—

４２１页）。——１３。

１３ 指１９０９年２月１２日（２５日）《无产者报》第４２号发表的《走的不是一

条路》一文。——１３。

１４ 列宁指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在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的报告时的发言。由于报告中提到罗莎·卢森堡严厉谴责召回主义和最

后通牒主义，波格丹诺夫便在发言中援引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卢森堡反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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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这一旧事，企图以此诋毁她对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批

评。——１３。

１５ 维·列·尚采尔（马拉）和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都在１９０７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候

补委员，并在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的会议上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

员。——１４。

１６ 新《火星报》是指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１１月１日）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该报第５２号由格·瓦·

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１９０３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６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

编辑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

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

１９０５年５月《火星报》第１００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１９０５

年１０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１１２号。

关于《火星报》，见注７６。——１６。

１７ 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代表没有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
会议（１９０８年全国代表会议）一事。报告人约·彼·戈尔登贝格（维什

涅夫斯基）把这一缺席解释为出于个人的、偶然的原因。——１９。

１８ “内行人”是指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充当谋士角色的知

识分子集团，这些人大多是取消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如亚·尼·波

特列索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等。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
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参加杜马党团工作的机会，企图把杜马党团的

活动引上反党的道路。——１９。

１９ 指组织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协助小组一事。会议决定成立杜

马党团协助委员会。列宁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并在其中进行了大量工
作，如曾为党团写了《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

（见本卷第１５８—１６４页）。——１９。

２０ 列宁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打算出版的一种报纸。后来，在

杜马党团参与下，１９１０—１９１２年出版了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

报》。——２０。

２１ 列宁的决议草案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党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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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一决议的基础。该决议载于《苏

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１分册第２８３—２８６页。——２１。

２２ 非正式会议是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前夕在列宁住所里召开的

没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会议。见注１。——

２２。

２３ 这一补充写进了该决议的第１部分第３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

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８３—

２８４页）。——２５。

２４ 《远方》杂志（《 》）是取消派在彼得堡出版的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

共出了３期。第１期于１９０８年出版，第２期和第３期于１９０９年出

版。——２６。

２５ 维·列·尚采尔（马拉）发言反对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哲学文章，认为

“中央机关报不是登载这种文章的地方”。——２７。

２６ 列宁的建议写进了《关于合法出版物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９５

页）。——２８。

２７ 这里说的是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草

案全文如下：“１．为了使各地方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了解和协调，应

每月或每两月召开一次有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参加的各区域代表

的协商会议。２．上述协商会议有关策略问题的决定和决议对所有布尔什

维克地方组织均有约束力。３．如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对这些决定和

决议中的某一项提出异议，协商会议应向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

委员会上评。４．如果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认为被提出

异议的决定不能批准，则应把问题提交所有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进行全

党投票，全党投票的意见为最终决定。”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

斯基）发言认为这个草案中有两点他不能接受；草案中谈到决定的约束

力和全党投票的地方，由于存在着引起纠纷的土壤，是完全不能容许

的。——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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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列宁是在会议讨论米·巴·托姆斯基的草案时提出这个建议的。——

２９。

２９ 列宁的这条建议写在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便条的背面。建议中提到的

总务委员会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即布尔什维克

中央执行委员会。——２９。

３０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

１９０１年底—１９０２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

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

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

·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

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１９０１—１９０４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

志（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

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

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

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

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

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

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

织。

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

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

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

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

一造成了１９０６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

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

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

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社会

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

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

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

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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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１９２２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３４。

３１ 指全俄国民大学协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国民大学协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８年１月３—６日

（１６—１９日）在彼得堡举行。在讨论国民大学的工作和组织问题时，布

尔什维克领导的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团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给予工人组

织单独派代表参加国民大学理事会的权利，承认工人组织有权决定课程

大纲，有权指定它们所希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讲课人，承认每个民族都

有用本民族语言讲课的权利。代表大会以１１０票对１０５票否决了这些要

求，于是工人代表便退出了代表大会。

国民大学是俄国的一种成人教育机构。第一所国民大学是１８９７年

在莫斯科开办的普列奇斯坚卡学校。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期间，各地普

遍成立了国民大学。布尔什维克曾广泛利用这种合法的文化教育工作方

式在工人和农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３５。

３２ 指全俄合作社机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合作社机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６—２１日（４月２９

日—５月４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８２４名代表，其中约

有５０名是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大会听取

了关于国际合作社运动、关于合作社运动的作用和任务、关于消费合作

社在俄国的法律地位等报告。

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不顾孟什维克的阻挠，组织了社会民主党党

团，领导了工会组织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反对在会上占多数的资产阶级

合作社派的斗争。

在许多工人发言人讲话以后，警察当局下令禁止在代表大会上谈论

阶级斗争、工会、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期间援助工人、合作社的报刊和宣

传等问题，甚至禁止谈论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选举和代表大会的例行

召开问题，并且命令列席大会的警官立即逮捕所有“发表社会主义讲话

和提出社会主义提案的人”。代表大会为此闭会以示抗议。——３５。

３３ 指全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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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１０—１６日（２３—２９日）在

彼得堡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大批女工代表和劳动知识妇女的代表。

来自立宪民主党并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一批代表企图使代表大

会贯彻这样一个口号：“妇女运动应该既是非资产阶级的，也是非无产阶

级的——它对于全体妇女来说是统一的。”参加工人团的一些取消派和

合法派代表支持这一主张，但大多数女工在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影响下坚

决加以反对。女工们不顾警察当局和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阻挠，揭示

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号召劳动妇

女和男工们并肩战斗，并且表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才能摆

脱贫困和无权状态。

在女工们的压力下，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劳动、关于

农村妇女地位、关于手工业合作社、关于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关于反对

酗酒等项决议。在讨论现代社会中妇女的政治地位和公民地位这一主要

问题时，女工们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在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自治机

关选举中均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而不分性别、

信仰和民族。代表大会主席团拒绝宣读这个决议案，而代之以按自由派

资产阶级精神草拟的决议案。女工们为此退出了代表大会以示抗

议。——３５。

３４ 指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根据莫斯科工厂

医生协会的倡议，于１９０９年４月１—６日（１４—１９日）在莫斯科举行的。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５２名工人，他们主要是由大工业中心（彼得

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

克等）的工会选出的。

按照代表大会组织者的意图，代表大会应当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

“和解的节日”。然而在工人代表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排除了取消派

的干扰，带领工人们在代表大会上执行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工人代

表就工厂医疗卫生的具体问题发言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则性

和纲领性的要求。

代表大会没有开完。由于警察当局断然要求在讨论中不得涉及“激

起阶级斗争”的问题，禁止表决关于住宅问题的决议（因为“决议案中

谈到了社会主义和土地公有化”）并且剥夺一些工人代表其中包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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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代表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的发言权，所有的工人代表和一部分医

生代表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因此，主席团决定闭会。——３５。

３５ 这封信曾以《合法派的沉醉》为题刊载于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３日（２６日）

《无产者报》第４５号。该信抗议合法派迷恋于“小事”，为了适应斯托雷

平制度甚至禁止在工人俱乐部里作经济问题的讲演。——３７。

３６ 六三政变（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的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发动的一

次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

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

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１９０７年６月２日

（１５日）逮捕了他们。６月３日（１６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１９０５年１０

月１７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

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

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４４％减

到２２％，工人复选人由４％减到２％），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

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６５％，其中地主复选人占

４９．４％），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

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

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２９

席减为１０席，波兰王国由３７席减为１４席）。六三政变标志着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

始。——４１。

３７ 指费·伊·唐恩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名义在１９０８年７月

１日《前进报》第１５１号上就涅·切列万宁的《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一

书发表的声明。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

该报于１８７６年１０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

克莱维尔。１８７８年１０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１８９０年１０月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１８８４

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

人民报》），从１８９１年１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

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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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进行斗争。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

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

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３３年停刊。——４３。

３８ 《２０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是孟什维克的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

·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于

１９０９—１９１４年出版。原计划出５卷，实际上出了４卷。格·瓦·普列汉

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

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１卷而于１９０８年秋退出。——

４３。

３９ “高加索代表团”是指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孟

什维克取消派代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诺·维·拉

米什维里。他们都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故有此称。——４４。

４０ 《崩得评论》（《 》）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不定

期），１９０９年３月—１９１１年２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５期。——４９。

４１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一

事。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

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匈牙利革命以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

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

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于４月２１日向俄国求援。５月，俄国干涉军１４万人侵入了

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８月１３日，匈牙利军队

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５０。

４２ １９０９年夏天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欧洲之行是为了显示曾于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协力镇压俄国革命的欧洲反动势力的团结一致，因而引起了欧洲进

步舆论的愤慨。首先发难的是瑞典社会党人，他们在议会提出了充满无

产阶级团结精神的质询。列宁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于１９０９年５月２６

日请求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对瑞典社会党人的创举予以支持，并

号召工人阶级一致抗议沙皇的欧洲之行（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５

卷）。社会党国际局为此发表了呼吁书，号召所有欧洲工人抗议沙皇的

访问。呼吁书得到工人群众的广泛响应。在许多国家，群众集会和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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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此起彼伏，议会中的社会党和工人党党团纷纷向本国政府提出质

询。无产阶级的积极行动使尼古拉二世未敢在欧洲各国首都露面，从而

实际上挫败了这次访问。——５１。

４３ 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叶·彼·格格奇柯利在第三届国家杜马讨论７３

名代表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２日（２５日）就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在警察协

助下成立战斗队并犯下许多罪行一事提出的质询时的发言。格格奇柯利

在发言中宣称：“谁要想与同盟以及被雇用的杀人凶手作斗争，谁要想与

俄国和俄罗斯生活中存在的无法无天现象作斗争，谁要想刷新俄国，他

就应当同疫病和毒害的根源作斗争。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能有所收获。

先生们，我们相信，只有当培植杜勃洛文之流、马尔柯夫之流以及其他

等等先生们的制度不复存在，只有当专制制度崩溃，并在这个基础上君

主制也土崩瓦解的时候……”就在此处，主持会议的弗·米·沃尔康斯

基公爵打断了格格奇柯利的发言，并且要他收回最后两句话。——５１。

４４ 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和通信机关。根据１９００年巴黎代

表大会的决议成立，设在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

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德，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

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

夫斯基。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

际局。１９１４年６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

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

存在。——５２。

４５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

（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的成员。该党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成立。中央委员

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

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

·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

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

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

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

“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

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１９０６年春，它曾同政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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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

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

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

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

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

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

府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

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

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１９２１年５月，

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５２。

４６ 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青蛙和犍牛》。一只

生性爱忌妒的青蛙要和犍牛比谁的肚子大，就拼命鼓肚子，结果撑

破肚皮，送了性命。——５２。

４７ 《莫斯科呼声报》（《 》）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１５年６月３０日（１９０７年１月５日—１９１５年７月

１３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

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阿

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弗·

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俄国

大资本家的资助。——５３。

４８ 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

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５３。

４９ 《俄国报》（《 》）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１９０５年１１月—

１９１４年４月在彼得堡出版。从１９０６年起是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

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列宁称《俄国报》是“卖身求

荣的警察报纸”。——５３。

５０ 路标派即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中宗、亚

·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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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弗兰克。１９０９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

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

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

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１９０５年的革命运动，感

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

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

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本卷第１６７—１７６页）。——５３。

５１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

是在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不久于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５—１２日（１８—２５

日）在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２７名，其中

布尔什维克代表１０名，孟什维克代表４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５名、

崩得代表５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３名。

会议议程包括关于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关于派别中

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

级报刊等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

策略问题的报告。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发言不同意列宁对六三制度和党

的任务的看法，主张支持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十月党人。代

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名义提

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革命策略。代

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

报刊的决议。这项决议是针对孟什维克的政论家们特别是格·瓦·普列

汉诺夫的，他曾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批评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鉴于孟什维克中

央背着党中央委员会同地方委员会直接联系，大会通过了关于派别中心

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联系的决议。代表会议还决定，社会民

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团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团。

这次代表会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决议，从而在反

动时期争取群众的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装了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５３。

５２ 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１８１０年设立。１９１７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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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

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

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

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

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

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

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５４。

５３ 这篇短评是列宁代表《无产者报》编辑部对马·尼·利亚多夫的信加的

按语。利亚多夫于１９０９年７月６日（１９日）写信给《无产者报》编辑

部，声称《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同他的“原则立场”截然

相反，深深地激动了他的“同志伦理和革命伦理”观念，为此他声明：

“１．对新成立的多数派思想中心不负任何道义上和思想上的责任；２．今

后同《无产者报》编辑部无任何关系，并且不做这个机关报的撰稿人；３．

不再受任何派别纪律的约束，因为现在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正是这种

纪律的支柱。”利亚多夫的信同编辑部的按语一并刊载于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１

日（２４日）《无产者报》第４６号。——５６。

５４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见注１１。——５７。

５５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分裂还是为争取在

党内的影响而斗争？》一文。该文载于１９０９年８月《社会民主党人日

志》杂志第９期。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是格·瓦·

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１９０５年３月—１９１２年４月在日内瓦出

版，共出了１６期。１９１６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１期。在第１—８期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

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

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９—１６期（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

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

孟什维克立场上。１９１６年该杂志出版的第１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

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５７。

５６ 《真理报》（《 》）是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报纸，１９０８—１９１２年出版。

开头３号在利沃夫出版，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２５号。除前两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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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出版外，该报不代表俄国

的任何党组织。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家“私人企业”。该报编辑是列

·达·托洛茨基。

该报以“非派别性”的幌子作掩护，从最初几号起就反对布尔什维

主义，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宣扬革命者同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党

之中的中派理论。１９１０年中央一月全会以后，该报采取赤裸裸的取消派

立场，支持反党的“前进”集团。１９１２年，托洛茨基及其报纸成了反党

的八月联盟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５８。

５７ 玩偶小人一词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

故事。故事说，俄国某县城有一位制造玩偶的能工巧匠，他做的玩偶不

仅形象生动，而且能象真人一样串演各种戏剧。这些玩偶小人没有头脑，

没有愿望，却能横行霸道，使真正的人听其摆布。作家通过这个故事鞭

挞了俄国社会中那种没有灵魂却又作威作福、欺压人民的寄生者。——

６０。

５８ “有何吩咐？”原来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语，因

此也被人们讽刺地用作趋炎附势的同义语。俄国作家米·叶·萨尔

蒂科夫－谢德林曾把对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称作《有何

吩咐报》。——６０。

５９ 指退出孟什维克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格·瓦·普列汉诺夫。

随着《呼声报》逐渐转到取消派方面，身为该报编辑之一的普列汉诺夫

同编辑部发生了意见分歧。１９０８年１２月，普列汉诺夫实际上就已停止

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工作。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３日（２６日），他正

式退出了该报编辑部。——６０。

６０ 奥西普是俄国作家尼·亚·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人物，该

剧主角赫列斯塔科夫的仆人。当赫列斯塔科夫故作姿态，向给他送糖送

酒的商人们表示他只收借款，不收任何贿赂时，奥西普则劝主人全都收

下，并且代他动手接受“礼物”，连捆扎礼品的小绳子也不放过，说“小

绳子在路上也用得着”。——６３。

６１ 这篇短评是作为《无产者报》编辑部对《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的公开信》的按语刊印出来的，《公开信》发表于１９０９年９月５日（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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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无产者报》第４７—４８号合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这封公开信（写

信日期注明为１９０９年８月１７日（３０日））是在卡普里党校的反党活动

和派别性质暴露出来以后写的。执行委员会在信中提醒学员们必须同莫

斯科郊区委员会和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并且要求他们全面汇报学校的

活动情况。——６５。

６２ 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的补选。国家杜马彼得堡代表、立宪民

主党中央委员亚·米·科柳巴金因在立宪民主党萨拉托夫省代表大会

上发表所谓反政府讲话而于１９０８年被萨拉托夫高等法院判处６个月监

禁。１９０９年５月国家杜马通过无记名投票把他除名。补选就是因此而举

行的。——６７。

６３ 德国的“自由思想党人”是指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成员。德国自由思想党

是１８８４年由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进步党同从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

的左翼合并而成的。１８９３年，自由思想党分裂为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

想人民党两个集团。１９１０年这两个自由思想派组织又合并为进步人民

党。自由思想党人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敌人。他们表面上是帝国政

府的反对派，实际上支持它，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军国主义化和殖民地掠

夺的问题上。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自由思想党人同德国反动政党保守党和民

族自由党结成紧密的联盟（“霍屯督联盟”即“毕洛联盟”）。——６８。

６４ 列宁说的法国激进派是指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

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简称激进社会党）是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

政党，于１９０１年６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１８６９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

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

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

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

６８。

６５ 《言语报》（《 》）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１９０６年

２月２３日（３月３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

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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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

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１０月

２６日（１１月８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

《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１９１８年８月

最终被查封。——６８。

６６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

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１９０６年４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

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

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

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

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

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购买土地，

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

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

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

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

１９１７年６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

这里说的左派联盟是指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

和劳动派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时达成的协议。——７０。

６７ 伊万努什卡是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他常常因讲不合时宜的话而挨

打。——７４。

６８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

斯麦政府从１８７８年１０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

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

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

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１０００多种书刊被查禁，３００多个工人组织被解

散，２０００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

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

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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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８年到１８９０年，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国会选举中得票数增加了两倍

多。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被废

除。——７５。

６９ 列宁指的是１９０８年１０月《工人旗帜报》第５号发表的《一个工人的信

（根据对时局的估计谈谈党的工作计划）》这篇文章。该文说：“存在党团

一事似乎已成为一个证据，说明革命已被葬送，即使不是在口头上，至

少在实际上已被葬送。”该文是经莫斯科的召回派领袖安·弗·索柯洛

夫（斯·沃尔斯基）“校订”过的。——８４。

７０ 工人事业派是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工人

事业》杂志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１８９９年４月—１９０２年２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１２期（９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

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

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

工人思想派是经济派的一个集团，以出版《工人思想报》得名。该

报于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１９０２年１２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

出版，共出了１６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

·米·塔赫塔廖夫、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

工人思想派赤裸裸地鼓吹机会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

争，把工人阶级的任务限制在“眼前的利益”和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个别、

局部改革的范围内。工人思想派推崇自发的工人运动，反对建立独立的

无产阶级政党，贬低革命理论和革命自觉性的作用，并断言社会主义思

想能够从自发运动中产生。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见《列宁

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２０９—２３８页和第６卷第１—１８３页）等著作中批

判了工人事业派和工人思想派的观点。——８４。

７１ 《工人旗帜报》（《 》）是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报纸，１９０８年

３—１２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７号。第１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

部工业区区域局机关报出版，第２—６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

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第７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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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

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有索·雅·策伊特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

捷潘诺夫、德·伊·库尔斯基和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

《工人旗帜报》从第５号起就党对杜马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

团的态度问题开展讨论，在第５号上发表了一个召回派分子的文章（署

名：一工人），在第７号上发表了批评召回派的《一个党的工作者的信》。

列宁对它们都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７卷第２６６—２８２页

和第３４０—３４３页）。——８６。

７２ 《信条》是经济派于１８９９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

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康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

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１８９９年８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

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

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

４卷第１４４—１５６页）。与会者１７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

《抗议书》（其中引用了《信条》的全文）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在国外作为

《工人事业》杂志第４—５期合刊单印本被刊印出来。——８８。

７３ 这里说的是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多次任法国外交部长、外交大臣的沙

·莫·达来朗－贝里戈尔。据说，１８０７年，当西班牙驻法国大使提醒他

实践曾对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许下的诺言时，他却回答说：“人有舌头是

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８８。

７４ 伦敦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７年４月３０

日—５月１９日（５月１３日—６月１日）举行。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３４２名，代表约１５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

的代表３０３名，有发言权的代表３９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

维克８９名，孟什维克８８名，崩得代表５５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

主党代表４５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２６名。大工业中心的

代表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组织的代

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

参加了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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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议程的讨论几乎占用了四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

克、崩得分子就是否把主要的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列入代表

大会议程展开辩论。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

持下，使一个最重要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

度问题列入了议程。大会通过的全部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

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

“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失业、经济危

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节，军国主

义）；军队中的工作；其他。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关系，关于国家杜马、关

于工会和党、关于游击行动的问题及组织问题只讨论了以各派名义在

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和决议案。关于失业、关于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

关于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等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

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

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在这一决议中，代表大会对所有

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论述了革命社会民主党

对这些政党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

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

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

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

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

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这

一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

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

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

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５人、孟什维克４人、波兰社会民主

党２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１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３名中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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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代表大会

还批准２４名中央候补委员。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

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

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

央。——９０。

７５ 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是俄国喀山省的一个县城，现称约什卡尔奥

拉。——９１。

７６ 《火星报》（《 》）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

办。创刊号于１９００年１２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

黑、伦敦（１９０２年７月起）和日内瓦（１９０３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

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

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

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１９０１年４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

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

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

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

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１９０２年１月在萨马拉

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

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

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

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

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从４６—５１号是

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克的立

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１９０３

年１０月１９日（１１月１日）退出了编辑部。因此，从第５２号起，《火星

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它为新《火星报》。第５２号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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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星报》，则被称为旧《火星报》。——１０１。

７７ 鹅拯救过罗马出自古代传说：公元前３９０年高卢人夜袭罗马城南的卡皮

托里城堡时，神殿里的鹅群首先被惊动；它们的叫声唤醒了守兵，罗马

城才得以保住。——１０２。

７８ 《前进报》（《 》）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工人报纸。１９０６

年９月１０日（２３日）—１９０８年１月１９日（２月１日）由《无产者报》

编辑部在维堡秘密出版，共出了２０号。从第２号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一些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前进报》用广大工农读者易懂的通俗语言宣

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阐述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以

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市、区代表会议的决议，解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同时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机会主义策略的危害。该报同工人读者

联系密切，曾刊载过列宁的许多篇文章。——１０２。

７９ “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

稚而犯的错误和过失。——１０２。

８０ 列宁写的《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的工贼》一文已经失落。——１１６。

８１ 列宁引用的是Ｂ．Ｏ．沃洛谢维奇从彼得堡寄给《无产者报》编辑

部的信。沃洛谢维奇是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许多

地方做过党的工作。１９０９年是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岛区责任组织员、

彼得堡委员会委员。——１１７。

８２ 《彼得堡选举》一文是论述１９０９年９月举行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的补选结

果的，载于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日（１６日）《无产者报》第４９号，没有署名。

这条按语是针对尼·伊·约尔丹斯基的《走投无路》一文而写的，该文

载于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４日（９月６日）《新的一日报》第６号。——１２３。

８３ 《新的一日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报纸（周

报），１９０９年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１２月１３日（２６日）在彼得堡出

版，共出了１５号。该报实际的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约·彼·戈尔登贝

格（梅什科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分子尼·伊·约尔丹斯基两人组成，

后来，在约尔丹斯基退出后，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尤·米·斯切克洛

夫参加了编辑部。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第三届国家杜马补选运动中利

用了这个报纸。列宁在该报发表过两篇文章：《再论党性和非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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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路标〉》（见本卷第１０８—１１０页和第１６０—１７６页）。该报被警察局

查封。——１２３。

８４ 指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的恩格斯１８９５年４月１日给卡·考茨基的信和

同年４月３日给保·拉法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第４３２

页和第４３６页）。

《新时代》杂志（《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

１８８３—１９２３年在斯图加特出版。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１８８５—１８９５年

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

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

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

·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宣传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

到机会主义立场，１９１０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

物。——１２３。

８５ 《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是列宁在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２１—２２日

（１１月３—４日）召开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上提

出的。鉴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之间为反对取消主义已经开始

接近，列宁建议把自己的《关于巩固我们党和党的统一的办法》一文

（已经失落）作为编辑部文章刊登出去。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成

员阿·瓦尔斯基在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给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

的信中谈到上述编辑部会议时说，列宁在文章中要求对取消主义进行坚

决斗争，并坚持必须维护和巩固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编辑部的多数

（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尔·马尔托夫和瓦尔斯基）

不同意将列宁这篇文章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而建议署上作者的名字，

作为争论文章发表。于是，列宁把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总问题提交

编辑部讨论，并提出了这个决议草案。草案当时也被否决。——１２４。

８６ 列宁作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代表，在１９０９

年１１月７日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上发了言。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

见列宁的《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一文（本卷第１８５—１８９页）。

在《列宁全集》俄文第２、３版和第４版中，这个发言是按《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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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定期公报》第２号发表的报告刊印的。在本版依据的俄文第５版

中，发言是按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４日《莱比锡人民报》第２６４号附刊４发表

的更完整的记录刊印的。

《莱比锡人民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报纸（日报），１８９４—１９３３年在莱比锡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

·梅林和罗·卢森堡多年担任它的编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２年该报是德国独

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１９２２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

报。——１２５。

８７ 博勃里科夫分子是指沙皇政府芬兰总督尼·伊·博勃里科夫１８９８—

１９０４年间在芬兰推行的警宪制度的拥护者。——１２６。

８８ 这里说的是１９０６年７月爆发的斯维亚堡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

斯维亚堡起义是指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７日（３０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

斯附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

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获

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７月１６日通过了列宁起

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３卷第３２８

页）。当布尔什维克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时，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

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７个炮兵

连（共有１０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

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３天，但

终因准备不足，在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

交付法庭审判。４３人被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指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９日（８月１日）爆发的喀琅施

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１９０６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

的准备。１９０６年７月９日（２２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
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７

月１８日（３１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

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
示反对。在已不可能劝阻群众推迟行动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

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９日

（８月１日）夜２４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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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兵（１０００余人）与海军第１和第２总队的水兵（约６０００人）几乎

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４００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

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作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

党的干扰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晨，起义

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３０００多人被捕（其中有８０名非军人）。

根据战地法庭判决，３６人被枪决，１３０人服苦役，１２５１人被判处不同期

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通过了关

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

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１２９。

８９ 列宁在本文中只分析了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立场，而

没有分析他提到的列·达·托洛茨基的文章。由此看来，本文是列宁打

算写的一篇论文的第一部分；论文的第二部分已经失落。

这里说的托洛茨基的文章，是指载于１９０９年８月波兰《社会民主党

评论》杂志第１４—１５期合刊的《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一文。

关于文中说的来信，参看《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和瓦
解》一文（见本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页）。——１３３。

９０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

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

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１３４。

９１ 布伦坦诺式的、桑巴特式的、司徒卢威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对

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歪曲，这种歪曲的要害是，“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

主义的学说”而否定他关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

会和平”以及不通过阶级斗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硬说可

以通过组织改良主义的工会和进行工厂立法来解决工人的问题，调和工

人和资本家的利益。

另一个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威纳尔·桑巴特在自己的活动初期是一

个“淡淡涂了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典型思想家，随

后便以资本主义的直接辩护士出现。他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抽掉其中

的革命实质，掩饰资本主义剥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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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把资本主义描绘为一种和谐的经济制度，把资产阶级社会描绘

为“各阶级的和谐一致”。

在俄国传播类似布伦坦诺和桑巴特的理论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

主要代表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

利益服务。他抽取马克思主义中可以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接受的一切，而

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革命性。他同国外庸俗政治经济学

的代表人物流瀣一气，硬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无微不至地满足人的一切

要求，号召“向资本主义学习”，公开宣扬马尔萨斯主义。司徒卢威是叛

变行为的大师，他从机会主义，从“批评马克思”开始，在几年时间里

就滑到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上去了。——１３６。

９２ 这句话引自孟什维克取消派费·伊·唐恩在１９０８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局势和党的任务问题的发言。——

１３７。

９３ 这里引用的是俄国民粹派分子彼·尼·特卡乔夫给《前进》杂志编辑的

信，１８７４年４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了单行本，书名为《俄国的革命宣传

的任务》。书中这句话是：“……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

是现在就干，就是很久以后再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参看《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第６０６页）——１３９。

９４ 指沙皇政府于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２２日）颁布的《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

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项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

通过后称为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法令）。作为对这项法令的补充，沙皇政府

于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８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

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

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

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

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

托雷平制定这些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

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列宁称１９０６

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１８６１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

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

尽管沙皇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九年中（１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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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总共只有２５０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

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

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

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

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

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１３９。

９５ 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

主主义政治组织，于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１日—８月１日（８月１３—１４日）在
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１９０５年１０—１２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４７０

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２０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１９０５年１１

月６—１０日（１９—２３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

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

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

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

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

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１９０７年初被解

散。——１３９。

９６ 这里说的是彼·阿·斯托雷平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５日（１８日）第三届国家

杜马会议讨论有关土地问题的法案时的声明。他说：“政府按照第８７条

提出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法令，使自己负起了巨大的责任，它指靠的不是

穷汉和醉汉，而是有钱的强者。”——１４０。

９７ 指１９０６年４月１０—２５日（４月２３日—５月８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列宁的党章第

１条条文，屏弃了尔·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１４３。

９８ 指涅·切列万宁在１９０９年８—９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６—１７号

合刊上发表的《谈谈我的取消主义》一文和该报编者对该文加的按语。参

看《〈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一文（见本卷第１５０—１５２

页）。——１４５。

９９ 这是取消派诋毁列宁的话。

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

地主。他粗暴蛮横，厚颜无耻，嗜财如命，是愚蠢贪婪的农奴主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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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１４７。

１００ 列宁撰写此文时，使用了他在涅·切列万宁的《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

望（土地问题和斗争中的政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第三届杜马，它出

现的原因和它的前途）》一书上作的批注，特别是他在该书封底上写的

《最重要批注综述》。这些批注载于《列宁文稿》第１２卷第５００—５４２

页。——１５０。

１０１ 本文是列宁对资产阶级报纸散布的关于马·高尔基被开除出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的无稽之谈的回答。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莫斯科工业家的机

关报《俄国晨报》首先登出了《马·高尔基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这条

无署名消息。１１月２０日，该报又刊载了列宁提到的那篇以《安·巴·

契诃夫对高尔基的评论》为题的访问记。在访问记中，艺术剧院导演列

·安·苏列尔日茨基断言，契诃夫对高尔基的入党感到惋惜。后来，高

尔基在给苏列尔日茨基的信中反驳了这种捏造，他说：“安东·巴甫洛

维奇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入党的事，我是在他逝世一年以后入党的。”（见

《高尔基全集》（３０卷本）１９５５年俄文版第２９卷第１００页）——１５３。

１０２ 《闪电报》（《Ｌ′Ｅｃｌａｉｒ》）是法国报纸，１８８８—１９２５年在巴黎出版。

《激进报》（《ＬｅＲａｄｉｃａｌ》）是法国报纸，１８８１年起在巴黎出版。

《柏林每日小报》即《柏林每日小报和商业时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Ｔａｇｅ

ｂｌａｔｔ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报纸，１８７２—１９３９年在柏林出

版。——１５３。

１０３ 《俄国晨报》（《 》）是俄国报纸（日报），１９０７年９月—１９１８

年４月在莫斯科出版（１９０８年未出版）。该报自称“非党民主派报刊”，

实际上代表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曾是进步党人的机关报，

接受里亚布申斯基家族银行的津贴。１９１８年４月初，该报因诽谤苏维

埃政权而被查封。１９１８年４月中旬—６月底曾以《俄国曙光报》的名称

出版。

《俄罗斯言论报》（《 》）是俄国报纸（日报），１８９５年

起在莫斯科出版（第１号为试刊号，于１８９４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

·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１９０２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

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

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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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

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１９１７年

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１９１８年１月起，该报曾一

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１９１８年７月最终

被查封。
《新时报》（《 》）是俄国报纸，１８６８—１９１７年在彼得堡出版。

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采取进步自由

主义的方针。１８７６—１９１２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

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１９０５年起是黑帮报纸。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完

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１０

月２６日（１１月８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

典型。——１５３。

１０４ 这个文献是列宁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底写的一篇文章的开头，它的结尾部

分已经失落。本文是为《无产者报》第５０号写的，但没有刊登出来。１９０９

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无产者报》第５０号刊登的是列宁另写的

《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一文的第一部分（见本卷第１３３—１４１

页）。同一号的《工人运动消息》栏刊登了列宁在本文中分析和引证的

“一位旧火星派分子和老布尔什维克”署名“特拉”的彼得堡来信。——

１５５。

１０５ 这里说的是沙皇俄国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

倡导的一套对付革命的工人运动的策略。祖巴托夫分子建立亲政府的

合法工人组织，诱使工人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力图把工人运

动引入纯粹经济要求的轨道。——１５９。

１０６ 本文发表以前，列宁曾于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在法国列日以《反革命资

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为题作过公开报告；１１月２６日在巴黎又作过题为

《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路标》的成就及其社会意义）》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４１５页。——１６７。

１０７ 《莫斯科新闻》（《 》）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１７５６

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１８４２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

三次，１８５９年起改为日报。１８６３—１８８７年，由米·尼·卡特科夫等担

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１８９７—１９０７年

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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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１１月９日）被查封。——１６９。

１０８ 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

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的选举权。——１７３。

１０９ “发财吧”一语出自法国七月王朝（１８３０—１８４８年）政府首脑弗·皮·

纪·基佐的一次讲话。七月王朝时期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中的金融

贵族集团，它规定了很高的选民财产资格，不仅工人和农民，而且小资

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也被剥夺了选举权。在人们要求进行选举改革

时，基佐回答说：“不会有改革的，发财吧，先生们，你们会成为选民

的。”——１７４。

１１０ 《莫斯科周刊》（《 》）是俄国和平革新党的机

关刊物，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在莫斯科出版，编辑是叶·尼·特鲁别茨科伊

公爵；经常撰稿人有尼·尼·李沃夫、瓦·阿·马克拉柯夫、格·尼·

特鲁别茨科伊等，参加杂志工作的有路标派分子尼·亚·别尔嘉耶夫、

米·奥·格尔申宗、彼·伯·司徒卢威等。——１８１。

１１１ 《论坛报》（《ＤｅＴｒｉｂｕｎｅ》）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１９０７年

在阿姆斯特丹创刊。从１９０９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１９１８

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１９４０年停刊。——１８７。

１１２ 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８—２４

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２５个国家的８８６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

表。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

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殖民地问题上，以荷兰社会民主党人亨·万科尔为首的殖民地

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派，不顾少数派的抗议，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认

为代表大会不应在原则上谴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把荷兰的殖民政策说成典范，

宣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不但要带着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要

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一机会主义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

团多数的支持。只是由于俄国、波兰的代表，德国、法国、英国的部分

代表以及没有殖民地的各小国的代表的共同努力，才推翻了委员会的

决议，通过了在实质上改变了决议内容的修正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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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

代表大会及其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

卷第６４—７５页和第７９—８５页）。——１８７。

１１３ 英国社会民主党原称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参看注１５２。——１８８。

１１４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

合并而成的，１８７６年７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

当时称美国工人党，１８７７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

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

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中于议会选举

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

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９０年代初，以丹·

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９０年代末起，宗

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

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

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

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

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

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１８８。

１１５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１８９３年１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

拉·麦克唐纳、斐·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

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

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

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

会主义政党。１９００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１８８。

１１６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１８９２年１１月）确定的纲

领方针为基础于１８９３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

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

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给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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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

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１９０５年２月起，以马·亨

·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１９０６

年１１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

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

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国际主

义的立场，于１９１８年１２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

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１９０９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

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

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

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

团）。１９１８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

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１９２０年７月参加

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１９２６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

１１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１８８。

１１７ 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维·德布兹在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年创

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

员联合组成的，１９０１年７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

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

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

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

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１９１２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

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

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

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１９１９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

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１８９。

１１８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

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

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１９０９年１２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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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

前进派在１９１０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

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

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

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１９１２

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

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１９１３年实际上瓦解，

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１９０。

１１９ 指１９１０年１月２—２３日（１月１５—２月５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１９０９年秋天就特别尖锐

地提出来了。１９０９年１１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

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

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

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

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

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

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

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日（１４日）致

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

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

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

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

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

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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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

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

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

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

《党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

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

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

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

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

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

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

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

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

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

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

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

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

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

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

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

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

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

的决定。因此，１９１０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

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

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

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政论家札记》一文

（本卷第２３６—３００页）。——１９３。

１２０ 《取消派的反党的〈呼声报〉》一文是列宁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２

号写的编辑部文章，１９１０年３月下半月印了单行本，然后刊印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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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人报》。——２０１。

１２１ 《争论专页》（《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

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根据该党中央委员会１９１０年一月全

会的决议创办，１９１０年３月６日（１９日）—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２

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３号。编辑部成员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

最后通牒派、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

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争论专页》刊登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 《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等文

章。——２０１。

１２２ 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给国外全体同志的

信，１９１０年３月３日（１６日）曾印成单页。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１９０８年８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

表机构，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

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

外组织上缴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

导，１９０８年８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

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

局的阻挠，在１９０９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

表大会。１９１０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

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５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中央委

员会的代表３人，布尔什维克代表１人和孟什维克代表１人。后来取消

派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占了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

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尼·亚·谢马什

柯被迫于１９１１年５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１９１１年６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

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

的、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

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

委员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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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代表。１９１２年１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２０６。

１２３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４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

元前３５６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

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

称。——２０６。

１２４ 在这封宣扬取消派观点的公开信上署名的孟什维克是：谢·奥·策杰

尔包姆（奥古斯托夫斯基）、马·绍·马卡久布（安东）、弗·康·伊科

夫（瓦季姆）、柳·尼·拉德琴柯（弗·彼得罗娃）、波·索·策伊特林

（格奥尔吉）、弗·奥·策杰尔包姆（格奥尔格）、维·阿·古托夫斯基

（叶夫根·哈—阿兹）、格·英·普里戈尔内（克拉莫尔尼科夫）、波·

阿·金兹堡（德·柯尔佐夫）、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娜塔·米哈伊

洛娃）、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米·列·黑辛（罗慕尔）、斯

·伊·波尔土盖斯（索洛蒙诺夫）、费·安·利普金（切列万宁）、彼·

阿·勃朗施坦（尤里）、 ·Ａ·皮列茨基（ ·皮—基）。——２０６。

１２５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其任务

是领导俄国国内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建立，最初在基辅，１９０４年设在莫斯科，从１９０５年

起设在彼得堡。俄国局下设组织组、技术组、财务后勤组、军事组和一

个协调各组工作的执行委员会。１９０５年１１月，由于领导中央国外部分

的列宁回国、俄国局的职能改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在

１９０７—１９１０年反动时期，俄国局的活动曾一度恢复，但由于许多成员

的被捕和俄国局内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怠工，很快又陷于停顿。１９１２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重新建

立了俄国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局做了大量工作，把布尔什

维克团结在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周围。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时

期，俄国局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一起领导了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二

月革命后，它又领导了消灭旧制度和巩固革命成果的斗争。１９１７年４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选出了在俄国公开活动的

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后，俄国局不再存在。——２０７。

１２６ 指维·巴·诺根。——２０７。

１２７ 俄国委员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俄国活动的机构，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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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俄国

委员会起初于１９０８年８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上成立，由５

人组成（１名孟什维克，１名布尔什维克，３名民族组织代表）。根据１９１０

年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俄国委员会改由７人组成（４

名中央委员和３名民族组织代表）。章程还规定，俄国委员会拥有中央

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和自行增补委员的权利。中央一月全会后，由于孟什

维克取消派的怠工，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俄国局尽一切努力召集

俄国委员会，但始终未能成功。——２０７。

１２８ 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

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

１９０４年１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

·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

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１９０５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

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

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１９０５年１０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

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

的无题派。——２１１。

１２９ 恩格斯于１８９２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

写道：“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

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１７９３年在法国和

１８４８年在德国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３４９—３５０

页）——２１２。

１３０ １９０４年的宴会运动是指１９０４年秋天解放社组织的一次地方自治自由

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政府运动。俄国国内已经成熟的革命危机

和沙皇政府在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中的失利加剧了自由派地主和

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反政府风潮。在实行诉讼法规四十周年之际，彼得

堡、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当局允许下纷纷举行宴会，自由主义反对派

的代表在这些宴会上发表演说，大谈实行自由和立宪的必要性。在宴会

上还通过决议，请求政府实行某些政治改革来防止革命。布尔什维克揭

露了宴会运动的反对革命的性质和孟什维克打算利用宴会运动的机会

主义策略（参看列宁《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一文（《列

宁全集》第２版第９卷第５９—７８页））。——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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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是俄国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

篇小说《序幕》中主人公沃尔根的话，见该书第１卷第７章。——２１３。

１３２ 《３月３１日声明》是俄国报纸对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在

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４月１３日）第三届国家杜马会议上的讲话的称呼。

这个讲话是为答复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就沙皇政府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４日

（９月６日）颁布的关于应用根本法第９６条的程序的《细则》所提质询

（由３２名代表签署）而发表的。该《细则》禁止杜马过问有关陆军和

海军部门的一切问题。——２２１。

１３３ 指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在１９１０年３月１４—２０日（３月２７日—４

月２日）于彼得堡召开的贵族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国家

杜马中发生的对社会制度和贵族的攻击”的报告。鲍勃凌斯基在这个报

告中似乎不反对人民代表制的原则本身，但却指出必须从国家杜马中

清除“污秽”，亦即从杜马讲坛上清除一切“扰乱人心”的演说，并立

即摘引了一系列左派代表的演说，作为“污秽”的典型。３月２６日

（４月８日），在国家杜马会议上讨论对沙皇政府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４日（９

月６日）颁布的关于应用根本法第９６条的程序的《细则》的质询时，社

会民主党代表叶·彼·格格奇柯利从杜马讲坛上抨击了贵族联合会代

表大会主席的这个报告。

贵族联合会于１９０６年５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

立，存在到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

２２２。

１３４ 青年土耳其党人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参加

者的泛称，也专指１８８９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者

的政治组织“统一与进步”的成员。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限制苏丹的专

制权力，把土耳其从封建帝国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家，加强土耳

其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挽救陷于瓦解

的奥斯曼帝国和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它的领土。１９０８年７月，青年

土耳其党人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上层资产阶级革命，迫使土耳

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１９０９年４月忠

于苏丹的军队发动的叛乱被粉碎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了新政府。青

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后很快就失去了革命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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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了君主政体，并执行反动政策。它与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

相勾结，成为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统一与进步”党（由“统一与进步”组织改组而

成）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自行解散。——２２４。

１３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决议于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０日（４月

１２日）通过，并印成单页。决议谴责取消派企图破坏中央一月全会

（１９１０年）的各项决定，号召全体护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孟什维克

护党派，切实实现全会的决定，为争取统一和反对分裂派和取消派而斗

争。决议要求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拥护者履行全会的决定和取

消反党的“前进”集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５日（１８

日）成立。它是布尔什维克从与孟什维克合组的巴黎小组退出后组成

的。后来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前进派分子也加入了这个小组。——２３１。

１３６ 马赫主义者即经验批判主义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

书里说：“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

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见《列

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８卷第１３页）

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

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

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其代表者是孟什维

克中的尼·弗·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

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

判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免遭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２４５。

１３７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７５年给威·白拉克和奥·倍倍尔的信中就爱

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问题发表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４卷第１２９—１３３、１１９—１２６、１５０—１５２页）。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初期德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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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１８６３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

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

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合作社为联

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

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

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１８６９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

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

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

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１８７５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

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２４７。

１３８ 《对格·瓦·普列汉诺夫〈日志〉的必要补充》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一

份反对普列汉诺夫的传单，１９１０年４月由《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

辑部出版。——２４８。

１３９ 《我们的曙光》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

会政治刊物（月刊），１９１０年１月—１９１４年９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

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

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

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

文主义立场。

《复兴》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

物（双周刊），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１９１０年７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

稿的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接替

《复兴》杂志出版的是《生活》杂志。——２５６。

１４０ 指维·列·尚采尔（马拉）。——２６５。

１４１ 饶勒斯派是指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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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

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

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

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

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

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１９０２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

会党。

爱尔威派是２０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古·爱尔威为首的

“极左”派。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１９０７年）上，爱尔威提

出用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列宁尖锐地批评了爱尔威主义的半

无政府主义观点，指出它“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见《列宁全集》第

２版第１６卷第７３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爱尔威开始向右转化，

１９１４年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立场。

盖得派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

·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１９世纪７０年

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

人。该派于１８７９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１８８０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

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

立场。１９０１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２６５。

１４２ 《社会主义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

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１８９７—１９３３年在柏林出

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

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２６９。

１４３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１９０３年９月１３—２０日）通过的

《关于党的策略》这一决议。决议是以２８８票对１１票的压倒多数通过

的，其中说：“党的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我们固

有的、久经考验的、战无不胜的、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策略，这就

是用对现存制度让步的政策来取代推翻我们的敌人以夺取政权的政

策。”——２６９。

１４４ 指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１９０４年８月）通过的《社会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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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国际准则》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

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关于阿姆

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见注１８２。——２６９。

１４５ 《高加索来信》的作者柯·斯大·同志即斯大林。他的这封尖锐批评梯

弗利斯取消派的信写于１９０９年１２月（见《斯大林全集》第２卷第１７８—

１８５页），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孟什维克成员拒绝在党中央

机关报上刊登，后来同高加索孟什维克的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阿

恩）对这封信的答复一起刊登在１９１０年５月２５日（６月７日）《争论

专页》第２号上。——２７０。

１４６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

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

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０６—２０７页）。——２７４。

１４７ 无头派是列宁对无题派的蔑称。在俄语里“无头”和“无题”谐音：

“无头”的本意是头脑迟钝。

无题派是指１９０６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

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

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

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

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

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

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

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２７４。

１４８ 人民社会党人是１９０６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

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

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

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

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

“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

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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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１９１７年６月，同劳动派合

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

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１９１８年后不复存在。——２７４。

１４９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

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

的右翼。该党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

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

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

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

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２７６。

１５０ 《我们的污水》杂志是列宁对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见注

１３９）的蔑称。

廉价文人代表大会是对全俄作家和新闻记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

蔑称。这个代表大会于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１—２８日（５月４—１１日）在彼得

堡举行，出席的有来自《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世界》杂志的孟什

维克取消派的代表。代表大会原定要讨论争取出版自由的决议，可是

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它就立即唯命是从地把这一议程撤销了。

波谢分子是指俄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弗·亚·波谢的追

随者。波谢曾主张在俄国成立对社会民主党独立的工人合作社组

织。——２７７。

１５１ 阿捷夫行为意为叛卖。叶·菲·阿捷夫是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曾领导

该党的从事恐怖活动的战斗组织，同时充当奸细，与警察司合作，多次

出卖该党党员和战斗组织成员，保护沙皇政府的首脑人物免遭暗杀。

１９０８年被揭露。——２８６。

１５２ 社会民主联盟（Ｓ．Ｄ．Ｆ．）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

主联盟的基础上于１８８４年８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

·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

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

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

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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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１９０７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

主党。１９１１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

社会党。１９２０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

作。——２９７。

１５３ 指恩格斯的《伦敦的五月四日》以及他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２９日和１８８９年５

月１１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两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

第 ６９—７６页、第 ３６卷 第 ５６５—５６９页 和第 ３７卷 第 １９３—１９４

页）。——２９７。

１５４ 这篇文章是为《斗争报》第１００号写的。

《斗争报》（《Ｚｉｈｎａ》、《Ｃｉｎａ》）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的中

央机关报，１９０４年３月创刊。１９０９年８月以前在里加出版（经常中

断），以后在国外出版。该报撰稿人中有拉脱维亚共产党组织者之一彼

·伊·斯图契卡、拉脱维亚人民诗人扬·莱尼斯等。１９１７年４月起，

《斗争报》成为合法报纸，先后在彼得堡、里加和其他城市出版。１９１９

年８月起，因反革命在拉脱维亚暂时得势而再次在里加秘密出版。１９４０

年６月，苏维埃政权在拉脱维亚取得胜利后，该报成为拉脱维亚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机关

报。——３０１。

１５５ 指马丁·奥佐林。奥佐林是工人，在１９０８年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

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该党的代表于

１９１０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３０１。

１５６ 指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工厂监察员瓦·叶·瓦尔扎尔编的《１９０５

年工厂工人罢工统计》一书。该书由沙皇俄国政府工商业部于１９０８年

出版。——３０１。

１５７ 列宁写的这个决议草案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向哥本哈根国际社

会党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

３０５—３０６页）的基础。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８日—９月３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

美洲、南部非洲和澳洲３３个国家的８９６名代表。同奥地利、英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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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国一样，俄国在大会上拥有２０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包括立陶

宛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１０票，社会革命党７票，工会３票。代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亚·

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

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为了预先讨论和草拟各项问题的

决议，大会成立了５个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工会、国际团结
和奥地利工会运动统一委员全；反战委员会；工人立法和失业问题委员

会；关于社会党统一、关于死刑、关于芬兰、阿根廷、波斯等各种问题

的决议制订委员会。

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他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一文（见本卷第３３８—３４６页）中分
析了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围绕着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

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与合作社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的斗

争。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和裁军》这一反战问题的决议重申了

１９０７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要求各国
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

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

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

族都有自决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各国工

人反对战争的威胁。
为了团结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大会期间倡议召开了出

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国的茹·盖

得和沙·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

埃·武尔姆，波兰的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西班牙的

巴·伊格莱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
人。——３０５。

１５８ 指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３１２。

１５９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是列宁的一部关于德国资本主义农业

的巨著的一部分。根据列宁写在另纸上的目录，文章计分７章。文章于

１９３２年按照当时发现的部分手稿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１９卷以及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９期上初次发表。此后又发现了原缺的第１章

（《现代农业经济制度概貌》）的结尾和第２章（《大多数的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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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无产者“农户”）实际上是什么》）的开头，以及署名“弗·伊

林”的文章结尾。这样，《列宁全集》俄文第４版第１６卷便首次全文刊

载了第１、２、７章，并根据列宁原拟的目录加上了各章的标题。

本文迄今尚未找到的部分是：第３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农

户》）的结尾，第４章（《农业中的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开头和结

尾，以及第５章（《小生产中劳动的浪费》）和第６章（《现代农业中

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

本文的部分草稿收入《列宁文稿》第１２卷第５７８页。——３１５。

１６０ 列宁指的是取消派分子尼·瓦连廷诺夫的《关于最近一次德国统计》一

文。该文发表于１９０９年９月７日（２０日）《基辅思想报》第３０８号。

《基辅思想报》（《 》）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文

学报纸（日报），１９０６—１９１８年在基辅出版。１９１５年以前，该报每周出

版插图附刊一份；１９１７年起出上午版和晚上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３１５。

１６１ 《俄国经济学者》杂志（ ）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和金融问

题刊物（周刊），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在彼得堡出版。——３１６。

１６２ 指奥·弗·本辛格的《农业机器对国民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影响》一书。

对本辛格这部学术专著，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

曾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５卷第１１０—１１３

页）。——３３２。

１６３ 这句话引自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１８９９年１０

月９—１４日）上就大会议程中的主要问题“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

击”所作的报告。——３４３。

１６４ 《同志报》（《 》）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１９０６年３月１５

日（２８日）—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０日（１９０８年１月１２日）在彼得堡出版。

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

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

克也为该报撰稿。——３４８。

１６５ 《人民报》（《ＬｅＰｅｕｐｌｅ》）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１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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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

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３４８。

１６６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是针对１９１０年９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

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普鲁士的争论和俄国的

经验》和列·达·托洛茨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趋势》这两篇文

章而写的。他们的这些文章歪曲了党内斗争的真实意义和俄国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年革命的历史。

列宁原来打算在《新时代》杂志上答复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并为

此写信给该杂志的编辑卡·考茨基。但是考茨基和该杂志另一领导人

埃·武尔姆不肯在他们的杂志上刊登列宁的文章，而建议由该杂志的

经常撰稿人之一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出面写文章回答马尔

托夫。列宁得知这一消息时，这篇文章已写了一半。他认为仍应由他来

答复托洛茨基，于是又写了一篇专门针对托洛茨基的文章寄给了考茨

基。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里说：“您尊敬的夫人在您生病期间写信

给我，甚为感谢。我曾想给她写信，但又想我与其在信里叙述自己对托

洛茨基文章的意见，倒不如把自己的文章寄上。这篇文章我不仅是寄给

您的，也是寄给您夫人的，作为对她的信的答复。”（这封信的末页影印

件登载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２日柏林《前进报》的《晚报》副刊）但这篇

文章《新时代》杂志仍拒绝刊登。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直到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２日）

才在《争论专页》第３期上发表。

有关这篇文章的问题，参看列宁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７日（３０日）给卡

·拉狄克的信，１９１０年９月２４日（１０月７日）给马尔赫列夫斯基的信

和１９１０年９月２６日（１０月９日）给拉狄克的信（均见《列宁全集》第

２版第４５卷）。

本卷《附录》里收有《〈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提纲》

（见第４１８页）。——３５０。

１６７ 这句话引自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９日《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废除封

建义务的法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第３３１页）。

《新莱茵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

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在

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

·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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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

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

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１８４８年９—１０

月间一度被查封。１８４９年５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

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

３５２。

１６８ 列宁指的是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１９１０年

９月１８—２４日）上就巴登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表决国家预算问题发表的

演说。倍倍尔在演说中尖锐批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同时，宣称：“我

认为，我们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如果我们当中有民族自由党人，他们就

应当离开，他们不能留在党内。”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参看《两个世

界》一文（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０卷）。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支柱之

一，积极支持德国政府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镇压工人运动的政

策。——３５２。

１６９ 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以《危机与反革命》为题的一组文章中的第３篇（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第４７４—４７７页）。列宁提到“梅林对那些

责备马克思，说他想通过专政来实现民主的人们的公正嘲笑”，是指弗

·梅林为他自己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

著》第３卷写的引言。——３５４。

１７０ 指１９１０年沙皇俄国政府工商业部出版的《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三年内工厂

工人罢工统计》一书。书中的材料是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工厂监

察员瓦·叶·瓦尔扎尔整理和编写的。——３５７。

１７１ 列宁指的是恩格斯在《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一文中阐述的原理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第８０—８４页）。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４月

１７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３３卷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参与下所写《德国

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这组文章最初于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

由马克思署名登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直至１９１３年马克思和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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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是恩格斯写的。——３６０。

１７２ 《生活》杂志（《 》）是俄国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孟什维克取消派

的机关刊物，１９１０年８月和９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两期。——３６５。

１７３ 指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３６８。

１７４ 《论俄国罢工统计》一文是列宁对大量罢工统计材料进行独立研究的成

果。列宁是在１９１０年９月底直接从事罢工运动统计材料的研究工作的

（见列宁《俄国罢工统计》笔记，载《列宁文集》俄文版第２５卷第１３０—

１５４页）。列宁打算根据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一本３００页左右的有关俄

国革命史的书，然后把它译成德文。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这篇文章刊载于在莫斯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刊物《思想》杂志

第１期和第２期。——３６９。

１７５ 最后的莫希干人一语源出美国作家詹·菲·库伯的小说《最后一个莫

希干人》。小说描写北美印第安土著中的莫希干人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奴

役和欺骗下最终灭绝的故事。后来人们常用“最后的莫希干人”来比喻

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一组织、派别的最后的代表人物。——３７５。

１７６ 指亚·瓦·波果热夫著的《俄国工人的数量和成分统计》一书。——

３７６。

１７７ 下表内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引自瓦·叶·瓦尔扎尔编的《１８９５—１９０４

年十年间工厂工人罢工统计资料》一书，是１９０１年的，而不是１９０４年

的。根据《１９０５年工厂工人罢工统计》一书（１９０８年圣彼得堡版），１９０４

年工厂工人总数为１６５１９５７人（第１７页）。这一数字上的差异不致给基

本结论带来实质变化。——３７６。

１７８ 这张表列宁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也引用过（见本卷第

３５７页），但在那里，列宁按照政府统计汇编把混合罢工算作政治罢工，

而在本文中，列宁纠正了官方统计的不确切性，把混合罢工算作经济罢

工。因此，在两表中表示１９０５年各季度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人数不

同，而其总数则相等。——３８４。

１７９ 指１９０５年２月１８日（３月３日）颁布的两个诏令：尼古拉二世给内务大

臣亚·格·布里根的关于吸引从居民中选出的人士参加立法提案的制

订和讨论的圣谕；责成大臣会议审议个人和机关关于涉及增进国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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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和人民福利问题的请愿书的致参议院的署名上谕。——３８５。

１８０ 列宁指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涅·切列万宁的《革命中的无产阶级》

一书（１９０７年莫斯科版），亦即弗·哥尔恩、弗·梅奇和切列万宁合著

的《俄国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一书的第２编。在这本书中，切列

万宁把争取“以夺取手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称为“只会给革命带来危

害的不幸想法”。他说，“本来能够早些预见到，用强制手段规定八小时

工作制会遇到资本家的拼命抵抗，在这种基础上同他们斗争会把他们

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里，这种斗争会加强政府的立场，无产阶级会在这种

斗争中耗费大量力量而只有极少取胜的机会。”尔·马尔托夫在１９１０

年７月《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７期和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６日《新时代》杂志第

１５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３９１。

１８１ 这是列宁起草的《工人报》出版通告。

《工人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的通俗机

关报，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１９１２年７月３０日（８月１２日）

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９号。创办《工人报》的倡议者是列宁。出版

《工人报》则是在１９１０年８月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

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社会民

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等）的联席会议上正式决定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列

宁、格·瓦·普列汉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

·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

·波克罗夫斯基等。

列宁是《工人报》的领导者。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积极为该报撰稿的有谢·伊·霍普纳尔、普·阿·贾帕里

泽、尼·亚·谢马什柯、斯·格·邵武勉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

编辑部秘书。马·高尔基曾给该报巨大的物质上的帮助。在国外的各布

尔什维克团体中成立了《工人报》协助小组。这些小组给予该报极大的

物质支援，并协助运送报纸到俄国。该报登载过１１篇列宁的文章。该报

很受俄国工人欢迎，印数达６０００份。工人们纷纷为该报募捐，并积极给

该报写稿。该报在《党的生活》、《各地来信》两栏经常刊登工人和地方党

组织的来信和通讯。

《工人报》完成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

代表会议的巨大工作。这次代表会议在特别决定中指出《工人报》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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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宣布《工人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

员会正式机关报。——３９７。

１８２ 列宁指的是１９０４年８月１４—２０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

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社会党代表４７６人。大会谴责当时

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指出它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大会讨论

了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党的统一、总罢工、殖民政策等问题。大会通

过了茹·盖得提出的谴责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决议。但是，大会通

过的关于每一国家的社会党人必须统一的重要决议中，没有包含承认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原则基础和防止革命派受制于机会主义派

的必要条件等内容；大会关于殖民主义问题的决议没有谈到争取民族

自决的斗争，而建议社会党人努力使殖民地人民获得符合他们发展程

度的自由和独立；在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中把群众罢工而不是把武装

斗争看作“极端手段”。——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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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

（１９０９年６月—１９１０年１０月底）

１９０９年

１９０９年６月—１９１０年１０月

列宁侨居巴黎。

不晚于６月７日（２０日）

主持《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和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的非正式会议，

在会上通报了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的状况。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成了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的基础。

６月８日—１７日（２１日—３０日）

主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在讨论中发言谈召回主义、最后通牒

主义以及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等问题；对某些决议提出修正案，并针对一

系列主要问题提出决议草案。

６月８日（２１日）

出席《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主席；在讨

论《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

鼓动》决议时两次发言。

６月９日（２２日）

主持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问题时两次发言；在维·列·尚采尔发言时，要求将他关于召回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的联系的话记入记录；提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的决议草案。

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成员阿·瓦尔斯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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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瓦尔沙夫斯基）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工作。

６月１０日（２３日）

上午，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三次会议，在讨论造神说问题时发言。会议

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草案。列宁提

出《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草案。

晚上，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四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卡普里党校问

题时发言。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草

案。

６月１１日（２４日）

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五次会议，在讨论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

时发言。

６月１２日（２５日）

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六次会议，在讨论布尔什维克派的统一问题时发

言。

晚上，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七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

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发言。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

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６月１３日（２６日）

上午，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八次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

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再次发言，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建议

公布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决议提纲，并被选入该决

议起草委员会。

晚上，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九次会议，建议解决关于杜马党团协

助委员会的问题，并提出关于出版中央委员会的通俗机关报的决议草

案。

６月１３日和１５日（２６日和２８日）之间

对《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的决议作补充。

６月１５日（２８日）

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十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党的刊物问题和关于在中

央机关报上发表哲学文章问题时发言；被选进杜马党团协助委员会；就

调解委员会的报告两次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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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６日（２９日）以前

在给罗·卢森堡的复信中告知，由于知识出版社完全落到马赫主义者手

中，布尔什维克同它断绝了一切关系。

６月１６日（２９日）

晚上，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建议延长调解委员会职权期

限，紧缩布尔什维克中央的预算，给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报纸拨款；对阿

·伊·李可夫提出的关于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并

在讨论这个草案时发言。

６月１７日（３０日）

上午，出席扩大编辑部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在讨论关于改组布尔什维克

中央的决议草案时发言，建议对建立《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国外执行委

员会这一条进行表决，还对关于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书记处的人数和任

命办法提出建议；再次被选入《无产者报》编辑部。

６月１７日和７月３日（６月３０日和７月１６日）之间

写《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

６月１７日（３０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１９０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历）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要求

把给戈尔的短信寄去，并附去《每日邮报》的剪报。

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

把出席《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莫斯科地区代表、身患重病的弗·

米·舒利亚季科夫送到巴黎郊区的疗养院，布尔什维克尼·亚·谢马什

柯在那里当医生。

６月１８日和７月１１日（７月１日和２４日）之间

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为发表马·尼·利亚多夫１９０９年７月１

日（公历）的来信写按语，利亚多夫在这封信中反对《无产者报》扩大编辑

部会议的决议。

６月２０日（７月３日）

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经济委员会写收到给病人弗·米·舒利亚季科夫３０

法郎的收据。

６月２２日（７月５日）

写收到布尔什维克中央经济委员会２００法郎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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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３日和７月１１日（７月６日和２４日）之间

写《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一文。

６月２６日（７月９日）以前

写信给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的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谈妹妹玛·伊

·乌里扬诺娃得病和即将手术治疗一事，并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建议

不要把动手术的事告诉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姐姐安·伊·乌里

扬诺娃－叶利扎罗娃。

６月２９日和７月７日（７月１２日和２０日）之间

收到卡·胡斯曼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２日（公历）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请求

把寄给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法译文看一遍，并请他把党章的

译文寄去。胡斯曼通知说，社会党国际局准备出版的第二国际各党的纲

领和章程汇编要用这些文件。

６月底—７月

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书记亚·巴·哥卢勃科夫谈话，就同混入党内的奸

细进行斗争的问题作指示。

１９０９年上半年

在索邦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阅读哲学和自然科学书籍。

７月３日（１６日）

列宁写的《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同会议决议一并发表

在《无产者报》第４６号的附刊上。

７月３日和１１日（１６日和２４日）之间

写《取消取消主义》一文。

７月６日（１９日）

收到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从阿卢普卡寄来的印有克里木风景的明

信片。

写信给在阿卢普卡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妹妹玛·伊·乌

里扬诺娃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告知打算去布列塔尼休养，并附去自己的

新住址。

７月７日（２０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批评社会党国

际局所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译文很不完善，说已把它交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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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波波特去校订和修改；建议社会党国际局在１１月开会；附去自己的新

住址。

７月１１日（２４日）

列宁的文章《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社

论）、《取消取消主义》和《为〈无产者报〉编辑部发表马·利亚多夫的信加

的按语》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４６号上。

７月１２日（２５日）以前

同来到巴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菲·伊·戈洛晓金

谈话，了解戈洛晓金对《无产者报》政治路线的态度、对召回主义和最后

通牒主义的态度。

７月１４日（２７日）

警察局在科洛姆纳进行搜查时，发现并没收了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

思的批评家”》、《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告贫苦农民》

等著作。

７月１５日或１６日（２８日或２９日）

收到卡·胡斯曼１９０９年７月２７日（公历）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请求

寄去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的名单和他们的地址。

７月１６日（２９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将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

团成员名单通知社会党国际局，并附去杜马的地址。

７月１７日（３０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向他介绍出狱的布尔什维克季·

博格达萨良，并请求给他找工作。

７月２１日（８月３日）左右—９月１日（１４日）

列宁偕全家（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

娜以及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在距离巴黎５０公里的邦邦村

（塞纳－马恩省）休养。

在休养期间继续进行工作，审阅寄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来的

材料。

８月５日（１８日）以前

收到卡普里党校组织者的来信，信中邀请列宁去卡普里岛（意大利）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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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校的学员讲课。

８月５日（１８日）

从法国邦邦村致函卡普里党校组织者，回绝去该校讲课的邀请；告知在

《无产者报》第４６号附刊和第４６号发表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和《取消取消主义》一文反映了他

对党校的态度；邀请党校学员到巴黎来听布尔什维克讲演人的讲演。

致函在巴黎的阿·伊·柳比莫夫，告知给列瓦（米·康·弗拉基米

罗夫）寄去自己给卡普里党校组织者的信；坚决反对资助列·达·托洛

茨基在维也纳出版法文《真理报》，反对在《无产者报》印刷所印刷《真理

报》。

８月１０日（２３日）

收到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锡涅利尼科沃车

站寄来的信，信中询问玛·伊·乌里扬诺娃手术后的情况，并询问一个

月后她能否回俄国。

８月１０日和１３日（２３日和２６日）之间

收到卡·胡斯曼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３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附

有波·赫尔齐克信件的抄件，信中还建议在８月１７—１８日（３０—３１日）

胡斯曼来巴黎参加国际工会代表会议期间讨论赫尔齐克被指控充当奸

细的案件问题。

８月１１日（２４日）

致函在巴黎的格·叶·季诺维也夫，告知收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７—８号；拟定《无产者报》下一号（４７—４８号合刊）的计划；说明他打算为

下一号报纸写哪些文章；对列·达·托洛茨基的行为表示愤慨，认为托

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

致函在锡涅利尼科沃车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玛·伊

·乌里扬诺娃的健康状况和自己在邦邦村的休养情况。

８月１１日和１６日（２４日和２９日）之间

写《谈谈彼得堡的选举（短评）》一文。

８月１２日和１７日（２５日和３０日）之间

收到阿·伊·柳比莫夫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５日（公历）寄来的信，信中附有卡

普里党校委员会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的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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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卡普里党校委员会１９０９年８月１６日（公历）给《无产者报》扩

大编辑部的信，信中请求布尔什维克中央在教材和经费方面对党校给予

支援，并说委员会将毫不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对党校的思想监督。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给卡普里党校委员会的信的草稿中指出，党

校委员会应寄来关于党校组织和经费、讲课人和学员的组成、教学大纲

和学习期限等情况的详细而准确的报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解决布

尔什维克中央对党校实行“思想监督”的问题；说给党校委员会寄去了

《无产者报》第３９—４６号、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关

于党校的铅印的信。

８月１３日（２６日）

用法文复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收到了他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３日

（公历）的来信以及波·赫尔齐克信件的抄件，说明自己对赫尔齐克的案

件以及对他在审判后的行为的态度；对８月１７日（３０日）和１８日（３１

日）不能在巴黎会见卡·胡斯曼表示遗憾。

８月１３日和１７日（２６日和３０日）之间

收到卡普里党校委员会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６日（公历）以党校学员和讲课的

名义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的抄件。

８月１４日（２７日）

致函在法国阿尔卡雄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收到了他的两封信和他

给《无产者报》的文章，指出这篇文章需要删节；告知自己打算给《无产者

报》写一篇关于彼得堡选举的文章；说打算在９月２日（１５日）以后返回

巴黎；建议加米涅夫来巴黎并恢复《无产者报》俱乐部的工作。

８月１６日和９月５日（８月２９日和９月１８日）之间

写《谈谈彼得堡的选举（短评）》一文的附言。

８月１７日（３０日）

从邦邦村复函卡普里党校学员，告知收到了他们寄来的党校的教学大纲

和两封信，指出这个党校的反党性质和派别性质，说明党校的讲课人是

召回派和造神派，重申自己拒绝去党校讲课，而邀请学员来巴黎。

８月１７日和９月５日（８月３０日和９月１８日）之间

写《被揭穿了的取消派》一文。

写短评《关于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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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０日—２５日（９月２日—７日）

写《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

８月２０日和２５日（９月２日和７日）之间

致函在巴黎的阿·伊·柳比莫夫，同意发表给卡普里党校学员的复信和

柳比莫夫在报告中引用它；告知正在写《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

别》一文，批驳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等召回派。

８月２１日和２６日（９月３日和８日）之间

从邦邦村致函在巴黎的阿·伊·柳比莫夫，提醒柳比莫夫把写作《被揭

穿了的取消派》一文所需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９期寄来，并说必须

从以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写给卡普里人的复信草稿中删掉

关于邀请代表的那一节。

８月２５日（９月７日）

致函在巴黎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秘书，告知把自己的《论拥护召回主义

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的最后一部分寄给了《无产者报》编辑部，并说打

算写论普列汉诺夫的文章。

８月２９日（９月１１日）

收到卡·胡斯曼１９０９年９月１０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询

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尚未译成的原因，请求尽快翻译出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答应尽快寄去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纲领和章程的译文，说明自己对波·赫尔齐克案件的意见，并寄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地址。

８月３１日（９月１３日）

列宁寄赠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一批书刊，其中有３８种社会民主党的小册

子和传单，以及第４３号《无产者报》和《黎明报》。

８月下半月

写《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的工贼》一文（该文没有找到）。

不早于８月

收到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从瑞士寄来的

信，信中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拉脱维亚国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社会

民主党通报》第１期的反应，告知再过半月他将迁到巴黎来，请求寄去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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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去巴黎附近的德拉韦尔拜访保尔·拉法

格和劳拉·拉法格。列宁同保·拉法格谈自己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一书。

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给在叶卡捷琳堡的伊·阿·

泰奥多罗维奇。

不晚于９月１日（１４日）

从邦邦村回到巴黎。

９月１日和４日（１４日和１７日）之间

出席布尔什维克的非正式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中央对卡普里

党校的态度、关于维也纳《真理报》、关于中央机关报创办通俗报纸的条

件等问题。

９月１日和７日（１４日和２０日）之间

复函在莫斯科的米·巴·托姆斯基，尖锐批判卡普里岛的召回派党校，

强调必须引导该校学员来巴黎听课，揭露列·达·托洛茨基的派性。

９月２日和１４日（１５日和２７日）之间

写《再论党性和非党性》一文。

９月３日—４日（１６日—１７日）

收到卡·胡斯曼１９０９年９月１５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感

谢列宁催促沙·拉波波特翻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说书已经

大致准备好，但还需要写篇评论。

９月４日（１７日）

以《无产者报》编辑部名义，就召回派在国外散发署名“萨沙”的传单一

事，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这份传单对布尔什维克中央进

行了粗暴的、诽谤性的攻击。列宁要求审查传单中提出的诬告，并对这些

诬告作出正式决议。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说写评论的事过几天就能完

成。

９月５日（１８日）以前

收到自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撤销了１９０９年８月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当前选举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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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牒派的决议。

９月５日（１８日）

列宁的《谈谈彼得堡的选举（短评）》、《被揭穿了的取消派》和《关于莫斯

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三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

４７—４８号合刊上。

９月７日（２０日）

警察局在卢茨克中学进行搜查时，没收了列宁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小册子。

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列宁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

４７—４８号合刊附刊上。

不早于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收到卡·胡斯曼１９０９年９月２３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说

社会党国际局大多数成员组织寄来了他们的纲领和章程的法译文，还谈

到给译者稿酬的问题和俄国议会小组在社会党国际局中的代表问题，要

求提交给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不要迟于１９１０年２月。

９月１１日和１７日（２４日和３０日）之间

致函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伊·彼·波克罗夫斯

基，说卡·胡斯曼提出关于议会小组在社会党国际局中的代表问题（这

封信没有找到）。

９月１１日和１０月３日（９月２４日和１０月１６日）之间

写《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文。

９月１４日（２７日）

列宁的《再论党性和非党性》一文发表在《新的一日报》第９号上。

９月１７日（３０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给他寄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纲领和章程的译文；对胡斯曼提出关于议会小组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

表问题表示惊讶，说已就这件事致函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

代表；答应尽一切可能准备好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

９月１９日（１０月２日）

在巴黎作关于彼得堡第三届国家杜马补选（９月选举）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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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于９月１９日（１０月２日）

阅读卡普里党校委员会１９０９年９月２８日（公历）的来信，信中答复布尔

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请卡普里党校学员来巴黎的建议。列宁在

信上作记号。

在答复卡普里党校委员会９月２８日（公历）来信的复信草稿中，对

来信的口气表示不能容忍，这封来信的目的是要反对《无产者报》编辑部

提出的建议：组织和领导在国外建立宣传员学校的工作移交给党中央委

员会或《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列宁在信中说，感到回答卡普里人是不

必要的，建议他们把来信公之于众。

致函马尔克（阿·伊·柳比莫夫），请他给《无产者报》编辑部寄一封

公开信来，谴责多莫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取消派立场。

９月２１日和１０月３日（１０月４日和１６日）之间

写《〈彼得堡选举〉一文的按语》，该文是为阐明彼得堡第三届国家杜马补

选结果而写的。

９月２７日（１０月１０日）

收到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国外委员会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７日（公历）的来

信，信中邀请列宁去日内瓦参加法庭审判工作（大概是审理波·赫尔齐

克案件）。列宁在复信中以工作忙为由回绝了这一邀请。

复函约诺夫（费·马·科伊根），告知自己不能参加崩得国外委员会

组织的法庭，建议吸收英诺森（约·费·杜勃洛文斯基）或其他人参加法

庭。

９月下半月—１０月５日（１８日）以前

致函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询问格·阿·库克林图书馆从日

内瓦迁至巴黎的问题是怎样决定的，请求把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图书馆的目录寄来，责备维克多（维·康·塔拉图塔）

迁居日内瓦。

１０月以前

在准备回俄国进行党的工作的工人小组里，领导学习土地问题。

１０月２日（１５日）

写便函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经济委员会，请求付给沙·拉波波特翻译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补充部分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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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３日（１６日）

列宁的《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文和《〈彼得堡选举〉一文的按语》发

表在《无产者报》第４９号上。

１０月４日或５日（１７日或１８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参加１０万人游行示威，抗议处死被指控

策划巴塞罗那起义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

１０月６日（１９日）

收到维·阿·卡尔宾斯基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公历）从日内瓦寄来的

信，信中告知同意将格·阿·库克林图书馆迁往巴黎，条件是图书馆保

持其独立性，不隶属于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是将它

并入巴黎的一个图书馆。

１０月１０日和３１日（１０月２３日和１１月１３日）之间

写《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一文。

１０月１２日（２５日）

收到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信中说她和母亲玛·

亚·乌里扬诺娃仍然没有租到寓所，还说自己身体不好，打算治病。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已收到她和妹妹

的来信、《批判评论》杂志以及出版人给他的汇款，请求德·伊·乌里扬

诺夫告知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健康情况。

１０月１５日（２８日）

在列日给一些社会民主党小组的党员作《论党内状况》的报告。

不晚于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

在列日逗留期间同布尔什维克 ．．查索夫尼科夫谈话，告诉他卡普里

党校分裂、米哈伊尔（尼·叶·维洛诺夫）及其他５名学员被学校开除，

反对同孟什维克在原则问题上作任何妥协。

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

在列日作公开报告，题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１０月２１日（１１月３日）以前

写《关于巩固我们的党和党的统一的方法》一文（这篇文章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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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１日（１１月３日）

起草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

１０月２１日—２２日（１１月３日—４日）

参加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

由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拒绝把列宁的《关于巩固我们的党和党的统

一的方法》一文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列宁提出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

的决议草案。草案被编辑部中的取消派和调和派以多数票否决。

１０月２２日（１１月４日）

由于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拒绝把列宁的《关于巩固我们

的党和党的统一的方法》一文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还否决了他就这个

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列宁发表关于退出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的声明。

致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要求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

他的关于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声明及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

议草案，并要求告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否在最近一期上将采用他的

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方法问题的讨论文章。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收到了妹妹玛·

伊·乌里扬诺娃的信和一套《俄国报》，询问他们新居安排得怎样，告知

即将去布鲁塞尔几天，并说已经收到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

夫的来信。

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５日）

从巴黎去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会议。

在布鲁塞尔收到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卡·胡斯曼转给

他的电报，电报要求在共同讨论之前暂缓发表关于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

部的声明。

１０月２３日和２６日（１１月５日和８日）之间

在布鲁塞尔会见伊·费·波波夫。波波夫将自己的一篇关于比利时工人

党的内阁主义的文章交给列宁，以便在《无产者报》或《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发表。

１０月２４日（１１月６日）

通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回自己关于退出编辑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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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社会党新闻工作者第三次国际代表会议的

工作，发布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新闻工作者组织的消息。

１０月２５日（１１月７日）

在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会议上就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分裂问题发

言，赞成吸收从该党机会主义多数派中分裂出来并采用“社会民主党”作

为名称的革命派加入第二国际。

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８日）

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国际议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工作。

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８日）以后

从布鲁塞尔返回巴黎。

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１３日）

列宁于１０月２５日（１１月７日）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荷兰社

会民主工党分裂问题的发言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德文）第２６４号附

刊４上。

列宁的《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９号上。

１０月

代表《无产者报》编辑部给卡普里党校部分学员复信，告知收到了他们寄

来的两封谈到党校中发生分裂的信，表示欢迎部分学员同波格丹诺夫分

子划清界线，对脱离召回派的学员提出许多建议和指示，答应对他们在

巴黎继续学习给以物质帮助和其他方面的帮助。

同派往敖德萨的工人布尔什维克Ｂ．Ａ．杰戈季谈话，请他向敖德萨

的同志们转告一系列指示，说工人稿件对《无产者报》和《社会民主党人

报》是很重要的。

不早于１０月

就准备１９０９年６—９月份决算问题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经济委员会写书

面指示，拟制决算概算表。

１０月和１９１１年４月之间

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９０９年圣彼得

堡版）一书，在书上作记号，并将该书同普列汉诺夫１８９０年在文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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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上发表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作比较。

读尤·米·斯切克洛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生平和活

动（１８２８—１８８９）》（１９０９年圣彼得堡版）一书，并在书上作记号。

１１月１日（１４日）

同英诺森（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一起提出必

须在近期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问题。

１１月３日（１６日）

同工人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尼·叶·维洛诺夫）谈话，他是在卡普里党

校发生分裂后来巴黎的。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告知自己同尼·叶·维洛诺夫

在巴黎会见和谈话的情况；感谢高尔基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不仅

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希望他摆脱沉重的心情；表示

深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

不早于１１月３日（１６日）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同被卡普里党校开除而来到巴黎的伊·伊·潘克

拉托夫等人结识并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俄国各个组织的工作情况、

工人的情绪，同他们一起安排讲课和座谈的日程。

１１月３日和２８日（１１月１６日和１２月１１日）之间

写短评《可耻的失败》。

１１月３日（１６日）以后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回信，信中邀请列宁去卡普里岛。高尔基在信中

对卡普里党校的活动以及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造神派分裂的原因作了

错误的估价。

１１月６日（１９日）

审阅《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出纳员的决算。

不早于１１月７日（２０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认为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

和造神派分裂的原因和性质的看法是错误的，指出导致分裂的起因是对

目前整个形势的看法不同；拒绝接受去卡普里岛的邀请。

１１月１３日（２６日）以前

写《〈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报告的提纲（《路标》的成就及其社会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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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３日（２６日）

在巴黎作题为《〈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报告（《路标》的成就及其社

会意义）》。

１１月１７日和２１日（１１月３０日和１２月４日）之间

阅读刊登在《柏林每日小报》上的一篇诽谤性的文章《高尔基被开除出社

会民主党》和在巴黎的《闪电报》上的同一题目的通讯。

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２日）

复函在彼得堡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简要说明党内的

状况，指出新的一般民主主义对沙皇制度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联系这

个问题分析了俄国革命的道路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分析了斯托雷平

的土地政策。

１１月１９日或２０日（１２月２日或３日）

阅读刊载在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２日）《前进报》上的《耸人听闻

的消息》一文，该文驳斥了资产阶级报纸编造的阿·马·高尔基被俄国

社会民主党开除的谣言。

不晚于１１月２０日（１２月２日）

出席巴黎布尔什维克会议；发言批判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维护亚·亚

·波格丹诺夫的观点。

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４日）以前

给被卡普里党校开除的学员讲课，题目是《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４日）

致函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谈国外和俄国资产阶级报刊

凭空捏造的关于阿·马·高尔基被社会民主党开除的谣言；询问家里的

情况和母亲的健康；说自己常去图书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学习

法文；请妹妹把列宁留在萨布林诺的书寄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会议，作关于社会党国

际局第十一次常会的报告；被选为小组委员会委员。

１１月２４日或２５日（１２月７日或８日）

致函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收到了她和妹妹玛·伊·

乌里扬诺娃的信；担心住所寒冷会影响母亲的健康；请妹妹给他弄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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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莫斯科省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农业的新统计资料。

１１月２４日和２８日（１２月７日和１１日）之间

写短评《资产阶级报界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

１１月２６日（１２月９日）

致函俄国地方自治局、市政机关和政府机关的统计工作者，请求给寄一

些统计资料，以便继续研究土地问题特别是俄国农业资本主义问题。

１１月２６日和１２月２４日（１２月９日和１９１０年１月６日）之间

写《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一文。

１１月２７日或２８日（１２月１０日或１１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请她利用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俄国自然

科学家和医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通过熟人弄到他所需要的统计

出版物：关于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特别是目前的统计和按户调查的材

料；关于手工业者和工业的材料；关于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的法令和份地

分配的材料。

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以前

阅读涅·切列万宁的《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１９０８年莫斯科版）一

书，并在书上作记号、画着重线和写批语；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与切列万宁》一文中批判了切列万宁的书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对他的偏袒。

读谢·伊·古谢夫的来信。古谢夫受《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委派，去

彼得堡、敖德萨和其他城市向各地的布尔什维克传达《无产者报》扩大

编辑部会议的决议。列宁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涣散和混

乱》一文中引用了这封信。

写《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一文。

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列宁的《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

护党任务》、《〈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资产阶级报纸关

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５０号上。

列宁的《可耻的失败》一文以《无产者报》第５０号的单行本的形式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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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下半月—１２月１３日（２６日）

写《论〈路标〉》一文。

１１月—１２月

列宁在国立图书馆里从事研究工作。

秋天

积极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协助小组的工作，为党团写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

１２月２日（１５日）以后

收到伊·费·波波夫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

信中请求回答为什么《无产者报》或《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刊登他在

布鲁塞尔交给列宁的关于比利时工人党的内阁主义的文章。

１２月３日（１６日）

复函在彼得堡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详细分析俄国现

阶段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１２月１１日（２４日）

出席欢迎第二批来巴黎的卡普里党校学员的会议。

１２月１２日（２５日）

警察局在梯弗利斯进行搜捕时，发现了列宁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

领》和《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小册子。

１２月１２日和３０日（１２月２５日和１９１０年１月１２日）之间

给第二批来巴黎的卡普里党校学员讲课，题为《论目前形势》和《斯托

雷平的土地政策》。

１２月１３日（２６日）

列宁的《论〈路标〉》一文发表在《新的一日报》第１５号上。

１２月２０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２日）以前

收到自梁赞寄来的关于统计资料的信，这封信是对列宁寄往莫斯科给地

方自治局、市政机关和政府机关的统计工作者的信的回答。

列宁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参观博物馆和蜡像陈列馆并去

看戏。

１２月２０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２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向她祝贺新年，说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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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法语，感谢寄来莫斯科市的统计资料，请求再寄来有关莫斯科市的

第一、二、三届杜马选举的统计资料。

１２月２０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２日）以后

去巴黎近郊观看飞行表演。

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６日）

列宁的《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和《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等

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０号上。

１２月２５日和２９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７日和１１日）之间

在巴黎观看保尔·布尔热的剧本《街垒》。

１２月３０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１２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即将召开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中央全会，过几天就要忙起来；感谢寄来关于统计资料的书籍。

１２月底

同原卡普里党校学员就党的任务和“前进”集团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

总结性的谈话。

写短评的大纲《论“前进”集团》。

复信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从瑞维西回来时出了

车祸，正同肇事者打官司。

１２月

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做准备工作，出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

维克每周的联席会议，参加讨论并发言。

年底

收到母亲作为纪念品送给他的象棋，这副象棋是列宁的父亲伊·尼·乌

里扬诺夫制作的。

同从巴库来到巴黎的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谈话，听她讲述关于巴

库、关于巴拉哈内工人、关于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等情况。

在巴黎会见爱沙尼亚小提琴家——布尔什维克爱德华·尤利乌斯

·瑟尔姆斯，建议他继续学习音乐，以自己的艺术为革命事业服务。

１９０９年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结识伊·费·阿尔曼德。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他

们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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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０年

１月２日—２３日（１月１５日—２月５日）

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在中

央全会上多次发言；提出谴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关于党内状况》的

决议；批判全会上孟什维克对这个决议提出的修正，并就此提出一系列

的书面声明；被全会选为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委员和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１月９日（２２日）以前

收到古斯塔夫·迈尔的来信，信中建议列宁为《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写一

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概述。

１月９日（２２日）

用德文复函古斯塔夫·迈尔，说由于繁忙，无法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

动史概述；介绍有关这个问题的参考材料；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存

在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而托洛茨基则站在中派立场。

１月１７日或１８日（３０日或３１日）以前

收到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的来信，得知弟弟摔伤腿的不幸消息。

１月１７日或１８日（３０日或３１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收到了她的几封来信

和莫斯科市的统计资料；谈到巴黎发大水的情况；关心母亲和弟弟的身

体。

１月１９日（２月１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工作的结果。

１月２３日和２月１日（２月５日和１４日）之间

出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

央全会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委托列宁写一篇评价中央全会的文

章。

写《论统一》一文，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的工作。

１月２３日和２月１７日（２月５日和３月２日）之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会议上作关于一月中央全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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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议就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１月２３日和４月２２日（２月５日和５月５日）之间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建议把全体护党派的力量联合起来。

不早于１月２８日（２月１０日）

抄录关于《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农业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和《财政部年

鉴》的书目资料。

１月３１日（２月１３日）以前

会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工作的奥·巴·涅夫佐

罗娃。

１月３１日（２月１３日）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收到了她和姐姐安·

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寄来的信和象棋，建议母亲离开莫斯科去

度夏。

１月底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讨论尔·马尔托夫的《在正确的道路上》一

文时，坚决反对文章的取消主义内容，建议在报上刊登这篇文章时要加

编辑部按语或将文章转给《争论专页》。

２月１日（１４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列宁的《论统一》一文，同

取消派发生激烈争论。

２月４日（１７日）

写信给在米赫涅沃车站的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说他寄来的棋题很

容易就解开了，建议他解一盘有趣的排局；探问他的健康情况。

２月９日（２２日）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他中央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

起在祝贺奥古斯特·倍倍尔７０寿辰的信上签名。

２月１３日（２６日）以前

阅读“前进”集团１９０９年出版的小册子《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并在小

册子上作记号和画着重线。

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翻译的罗·卢森堡的《奥古斯特·倍倍

尔》一文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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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出版不定期争论专

集的决议作文字加工。

２月１３日（２６日）

列宁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决议的文章《论统一》发表在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１号上。

不早于２月２４日（３月９日）

审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二版（１９０８年版）。

２月—３月初

在《给“保管人”（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的一封信的草稿》

中，提到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年党内斗争中的最重要的阶段和事件，说明布尔什

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一月中央全会后对待党的统一问题所持的立场，提出

同孟什维克合作的条件。

３月２日和１１日（１５日和２４日）之间

阅读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以及中央委员维·巴·诺根从俄国寄来的信，这

些来信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取消派分子）拒

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３月４日（１７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身分收到社会党国际

局书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通知说，俄国政府要求比利时引渡一个

叫Ｂ．．加伊瓦斯的人，此人被控告在俄国犯了抢劫罪；来信还强调了加

伊瓦斯案件的政治性质。

３月５日（１８日）

将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信转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写信给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巴黎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协助小组执委会，要

求搜集证明Ｂ．．加伊瓦斯案件属于政治性案件的材料。

签署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撰稿人参加在彼得堡出版合法

报纸的合同草案。文件强调指出，这一报纸必须执行党的路线。

３月６日（１９日）

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的第一部分《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

〈纲领〉》发表在《争论专页》第１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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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７日（２０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讨论一月中央全会的会议上，发

言批判取消派和召回派分子，主张和孟什维克护党派联合，争取党的统

一。

３月８日（２１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没有关于

Ｂ．．加伊瓦斯的材料，答应打听有关他的消息，并将所得到的情况转告

加伊瓦斯的律师。

致函在维也纳的列·波·加米涅夫，说在一月中央全会后，由于孟

什维克编委的派性行为，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内造成了困难局面；请他

尽快写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告知拟于近

期着手出版合法杂志；严厉批判列·达·托洛茨基发表在《真理报》第

１０号上的文章。

３月１１日（２４日）以前

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我们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次全体会议》一文，

该文刊登在１９１０年《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１１期上。

３月１１日（２４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编委的会议。会议研究关于组

织反击孟什维克取消派对中央机关报和党的统一的攻击问题。列宁在这

次会议上写《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一

文。

３月１２日（２５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研究他的文章《反党的取消派

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讨论文章时，同孟什维克编

委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发生尖锐冲突。

３月１２日—１４日（２５日—２７日）

列宁的《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一文载

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２号的单行本。

３月１４日（２７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尼·叶·维洛诺夫，认为必须加强布尔什维克同反

对取消派的护党派孟什维克的联合，因此提出开展宣传鼓动，使普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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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分子退出取消派，并以普列汉诺夫分子代替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

取消派分子；随信寄去刊载《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

人呼声报》）》一文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２号的单行本。

３月１５日（２８日）以前

同阿·瓦尔斯基一起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更换中央机关报《社

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成员。

３月１５日（２８日）

拜访阿·瓦尔斯基，同他谈话时，念扬·梯什卡赞扬列宁的《反党的取消

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一文的来信。

致函在柏林的扬·梯什卡，坚决反对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

行委员会派弗·列德尔代替阿·瓦尔斯基任该党驻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的代表；告知收到了罗·卢森堡的几篇文章。

３月１６日（２９日）

致函在意大利圣雷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表示赞同普列汉诺夫在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１１期中所提出的关于在反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

义的斗争中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联合起来的主张；建议同普列

汉诺夫会面，商谈党内状况。

３月１６日和２３日（３月２９日和４月５日）之间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决定把从梯弗利斯收到的文章

（指约·维·斯大林的《高加索来信》）和对这篇文章的答复交付《争论专

页》刊印。

３月２０日（４月２日）以后

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来信，信中同意会见列宁（由于普列汉诺夫

生病，这次会见没有举行）。

３月２３日（４月５日）以前

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代表共同致函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询问国外局有多大权限解决由于孟什维克

取消派编委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的派性行为而引起的中央机

关报编辑部的内部冲突。

３月２３日（４月５日）

签署并寄出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关于中央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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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内部冲突问题的声明。

列宁的《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

《为什么而斗争？》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２号上。

３月２４日（４月６日）

复函在维也纳的列·波·加米涅夫，认为布尔什维克同护党派孟什维克

在思想上联合起来是重要的；对列·波·加米涅夫３月１８日（３１日）在

维也纳《真理报》上发表的《为统一而斗争！》一文提出批评意见。

３月２５日（４月７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尼·叶·维洛诺夫，告知给他寄去了巴黎护党派孟

什维克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的决定通过的必须停止出

版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决议；对他脱离马赫主义表示高

兴。

不晚于３月２６日（４月８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秘密会议，提出关于将拒绝

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三名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开除出党的决议案。

决议案被通过。

３月２７日（４月９日）

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就反对取消派的护党斗争问

题交换意见。

３月２８日（４月１０日）

签署给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信，信中斥责波兰社会民主党的

代表在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取消派分子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动摇立场。

致函阿·伊·柳比莫夫，批评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支持中央委员会

国外局中的取消派分子。

签署给阿·伊·柳比莫夫的信，信中对前一封信不公正地指责他支

持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取消派分子表示歉意。

写信给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非常高兴同她以及妹

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在斯德哥尔摩会面，并就去斯德哥尔摩的旅行路

线提出建议，同时告知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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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９日（４月１１日）

复信给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认为必须同孟什维克中的普列汉

诺夫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强调指出，党将不断认真地克

服各种危险倾向，清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列宁将载有他的《政论家札记》一文第一部分的１９１０年《争论专页》

第１号寄给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

３月

致函扬·梯什卡，谈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内的分歧问题。

４月４日（１７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委托列宁为下一号报纸撰写文

章，评论杜马关于基本法第９６条的辩论。列宁在《他们在为军队担忧》一

文中阐述了这一问题。

４月７日（２０日）以前

在寄往俄国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通知维·巴·诺根说：

很快将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三名编委的名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

委员会寄去正式信件，建议改选编辑部，因为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在编

辑部内进行反党活动。

４月８日（２１日）

出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格·瓦·普列

汉诺夫为下一号——第１３号报纸所写的文章。

４月１３日（２６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列宁为下一号——第１３

号报纸所写的一篇文章。

４月１４日（２８日）以后

阅读由扬·梯什卡寄来的罗·卢森堡和安·潘涅库克论总罢工在德国

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的文章。

４月１７日（３０日）以前

得知尼·叶·维洛诺夫病重的消息后，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局提出申请，要求为维洛诺夫的治疗提供物质帮助。

４月１７日（３０日）

致函在达沃斯的玛·米·佐林娜，告知正在为她的丈夫尼·叶·维洛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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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治病，争取党内补助；建议维洛诺夫留在达沃斯直到痊愈。

４月１９日（５月２日）以前

在巴黎会见布尔什维克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

４月１９日（５月２日）左右

以中央机关报三名编委的名义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说

编辑部内取消派分子的反党行为给编辑部造成了困难，主张以护党派孟

什维克来代替取消派分子，以建立有工作能力的党的编委会。

４月１９日（５月２日）

写信给在萨拉托夫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自己在

巴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说由于党内斗争激化自己的写作工作大大减

慢；还谈到俄国侨民的困难状况。

４月２３日（５月６日）以前

致函在俄国国内的维·巴·诺根，谈党内工作问题。

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列宁的《对芬兰的进攻》、《他们在为军队担忧》、《党在国外的统一》、《党

的统一的障碍之一》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３号上。

４月２７日（５月１０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名编委受列宁委托，写声明交给出席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代表约·费·杜勃洛文斯基、

维·巴·诺根、列·波·加米涅夫，声明中揭露孟什维克破坏全会通过

的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的条件。

４月—５月８日以前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参加议会竞选活动的集会，听法国统一社

会党活动家让·饶勒斯和爱德华·瓦扬等人的讲演。

５月１３日（２６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下一号报纸的有关事宜。

签署证言记录，证明没有任何根据指控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维·康

·塔拉图塔（维克多）从事奸细活动。

５月２４日（６月６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告和

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和就大会议题提出的建议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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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好；随信给卡·胡斯曼寄去两份关于举行５月１日游行示威的号召

书，一份是在俄国出版的，另一份是在国外出版的。

５月２５日（６月７日）

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发表

在《争论专页》第２号上。

６月２日（１５日）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要求寄去有关被指控犯有抢劫罪的俄国社

会民主党人于１９０７年初在国外被捕的文件和材料。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无法找到有关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于１９０７年初在国外被捕的文件和材料，说他可以托一个同志

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６月５日（１８日）

写短信给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自己和娜

·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骑自行车去巴黎近郊郊游，并向母亲以及姐姐

和弟弟问候。

写信给在芬兰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收到她的来信并将

给她写信和寄去新出的书刊。

６月１０日（２３日）以前

拟定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的代表名单，这个名单经报纸编辑部中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以后交孟什

维克编委表决。

６月１５日（２８日）

自巴黎启程去卡普里岛会见阿·马·高尔基。

６月１５日和１８日（６月２８日和７月１日）之间

自马赛乘轮船去那不勒斯。

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

从那不勒斯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讲述乘船旅行情况，告知

自己要去卡普里岛。

６月１８日—３０日（７月１日—１３日）

在卡普里岛住在阿·马·高尔基处，同高尔基谈话，指出马赫主义召回

派分子的观点的派别性质；讨论高尔基出版杂志的问题；会见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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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此外，还详细了解了关于渔民

生活、学校、宗教等各种社会问题。

７月１日（１４日）

自卡普里岛启程返回巴黎。

７月６日或７日（１９日或２０日）

在巴黎出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代表举行

的会议。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于３名布尔什

维克委员在俄国被捕而造成的严重局势。

７月７日（２０日）

致函在柏林的扬·梯什卡，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于

３名布尔什维克委员被捕而形势危急；请求派一个波兰人中央委员和雅

·斯·加涅茨基一起到俄国去召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７月２２日—８月２３日）

列宁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岳母在比斯开湾沿岸小城波尔尼克休

养。

７月１５日（２８日）

写信给在芬兰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询问母亲的健康情况，询问

能否在斯德哥尔摩或哥本哈根同她们会面；告知自己在波尔尼克休养。

７月１９日（８月１日）

从波尔尼克致函在巴黎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行部主任

． ．科特利亚连科，请求为该报编辑部预订下列书籍：《人民自由党

党团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三次会议（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１０日—１９１０年６月５

日）上。总结报告和代表发言》和《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指

出用平信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是不谨慎

的；询问这个报告的附录的出版情况。

通过 ． ．科特利亚连科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寄去组织委员会关

于召开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材料和信件，信中请求把代表大会的消息通

知崩得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的这封信没有找到）。

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

从波尔尼克致函在巴黎的阿·伊·柳比莫夫，请求转告中央委员会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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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秘书：关于准备提交代表大会报告的问题可以直接同卡·胡斯曼联

系。

７月２３日（８月５日）以前

校订弗·姆格拉泽（特里亚）的报告，这篇报告将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附件。

７月２６日（８月８日）以前

从波尔尼克致函在巴黎的 ． ．科特利亚连科，指出务必在８月２３日

（公历）以前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法

文本。

７月２６日（８月８日）

致函在巴黎的 ． ．科特利亚连科，请求给他寄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校样。列宁随信给 ． ．科特利亚连

科寄去自己的《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一文，以便在下一号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从波尔尼克致函在哥本哈根的米·韦·科别茨基，告知想趁参加代

表大会之便在哥本哈根国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研究丹麦农业问题的

资料。

７月２７日或２８日（８月９日或１０日）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提出要尽快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第二

国际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寄去。

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０日）

用法文复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已采取必要措施及时出版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并在代表大会开会之

前将报告寄到哥本哈根；感谢他提供情况和寄来社会党国际局公报第３

号。

７月２８日和８月１０日（８月１０日和２３日）之间

致函在巴黎的 ． ．科特利亚连科，告知没有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提交给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条样，请求把报告的校样寄来。

７月３０日和８月１０日（８月１２日和２３日）之间

收到米·韦·科别茨基从哥本哈根寄来的信，信中告知关于哥本哈根图

书馆的情况，并说愿意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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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哥本哈根的米·韦·科别茨基，感谢他提供的情况和愿意给

予帮助，说自己将于８月２６日（公历）晨抵达哥本哈根并打算同他会见；

请他代租一间便宜的房间；还谈到想去斯德哥尔摩。

７月底

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就列宁关心的弗·姆格拉

泽（特里亚）的报告问题通知说，这个报告已经中央机关报编委通过、译

成法文，并将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给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

附件刊印出来。

７月

列宁的《致〈斗争报〉纪念号》一文发表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斗争报》第１００号上。

８月１日（１４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玛·费·安德列耶娃，说中央机关报决定把弗·姆格

拉泽的报告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附

件刊印出来；向阿·马·高尔基等人问好。

８月１０日（２３日）

从波尔尼克去哥本哈根出席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

８月１１日（２４日）

在去哥本哈根的途中，在巴黎会见格·瓦·普列汉诺夫。

８月１３日（２６日）

抵达哥本哈根出席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用法文给从俄国来的伊·彼·波克罗夫斯基开证明，证明他是第三

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８月１３日—１５日（２６日—２８日）

用德文在代表证上填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名字，证实他是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代表；给其他代表也办了同样的证

明。

参加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组的工作，审查新提出的委托

书；以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国组代表的身分，签署给雷瓦尔党委

会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代表 ．马尔特拉的委托书。

写信给米·韦·科别茨基，随信寄去两张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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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出入证：一张是给米·韦·科别茨基的，另一张请他填上伊涅萨·

阿尔曼德的姓名。

８月１３日和３０日（８月２６日和９月１２日）之间

在哥本哈根皇家公共图书馆进行工作，主要是研究有关丹麦农业生产方

面的书刊。

８月１５日—２１日（８月２８日—９月３日）

参加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工作，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委员会之

一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出席各次全体会议，同大会代表交谈。

参加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组的工作，分组会讨论代表大会

全体会议的许多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关于工会

运动统一的决议的修正案、关于仲裁法庭和裁军决议等。

８月１５日和２１日（８月２８日和９月３日）之间

同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民主党左派（茹·盖得、罗·卢森堡、格·瓦·普

列汉诺夫等人）进行磋商，以便团结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分子，同国

际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波克罗夫

斯基等人商谈创办《工人报》和《明星报》的问题。

同代表大会俄国组内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进行斗争。

参加为大会代表组织的郊游和其他游览活动。

８月１６日（２９日）

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各国小组代表会议，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

（１）审查代表委托书；（２）任命各委员会。

８月１６日—１９日（８月２９日—９月１日）

参加代表大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参加合作社问题委员会下设的

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拟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对代表大会合作社问题

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列宁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同茹·盖得商谈表决关于合作社的

决议的问题。

８月１９日（９月１日）

在代表大会上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组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请格·

瓦·普列汉诺夫作为党的代表之一参加社会党国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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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０日（９月２日）

函告社会党国际局：根据１９１０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

会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除列宁外，还有

格·瓦·普列汉诺夫。

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和阿·瓦尔斯基一起，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

行委员会发出抗议书，抗议《前进报》第２０１号发表列·达·托洛茨基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情况的诽谤性文章。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代表举行的会议，

参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８月２１日（９月３日）

参加在哥本哈根市政大厅内为庆祝代表大会工作结束而举行的聚餐；同

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共同签署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妇女运动的

女活动家季娜·基尔科娃的贺信。

８月２１日和３０日（９月３日和１２日）之间

读１９１０年９月３日刊登在《莱比锡人民报》第２０４号上的关于哥本哈根

代表大会的文章，并在上面作记号。

在哥本哈根写《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

讨论》一文，并将文章寄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便刊登在《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１７号上。

８月２２日（９月４日）

写信给在芬兰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已经结

束，告知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的时间。

不晚于８月２９日（９月１１日）

在启程去斯德哥尔摩之前，收到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小组一个布尔什

维克组员的地址。列宁利用这个地址同社会民主党小组建立了联系。

８月３０日（９月１２日）

列宁的《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１５—１６号合刊上。

８月３０日—９月１日（９月１２日—２４日）

在斯德哥尔摩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协助小组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哥

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会议请列宁为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作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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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公开报告。

８月３０日—９月１２日（９月１２日—２５日）

在斯德哥尔摩同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

会见，同她们一起游览该市名胜古迹和郊区。

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研究有关农业合作社问题的书籍并写书

评。

８月３１日（９月１３日）

在码头迎接从芬兰亚波坐轮船来斯德哥尔摩的母亲和妹妹。

９月２日（１５日）

在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各小组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批

判取消派。

９月３日（１６日）

从斯德哥尔摩致函米·韦·科别茨基，说自己将于９月２６日（公历）抵

哥本哈根，请求为他在当日晚组织一次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公开的

或党内的报告会。

不晚于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写《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及其意义》报告的提纲。

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作《关于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公开报告。

不晚于９月１２日（２５日）

从斯德哥尔摩致函罗·卢森堡，这封信涉及到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

上展开讨论的关于政治总罢工的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９月１２日（２５日）

送母亲和妹妹乘轮船从斯德哥尔摩去芬兰；列宁启程去哥本哈根。

９月１３日（２６日）

清晨抵达哥本哈根。晚上给俄国侨民工人小组作关于第八次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的报告。

９月１４日（２７日）

从哥本哈根启程前往巴黎。

９月１５日（２８日）

返抵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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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５日（２８日）以后

利用德国农业统计资料写《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

９月１７日（３０日）以前

致函卡·考茨基，询问能否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列宁的一篇批驳尔

·马尔托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在报刊上进行诽谤的文章（这封信没有

找到）。

９月１７日（３０日）

致函卡·伯·拉狄克，答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内讨论下一号

报纸刊登他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文章的问题；指出拉狄克在《莱比锡

人民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有理论错误，告知自己打算写一篇文章驳斥

尔·马尔托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回答他们最近在关于俄国革命运动

的几篇文章中所进行的无耻诽谤（列宁就这一问题写了《俄国党内斗争

的历史意义》一文）。

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３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会议。会议讨论同普列汉诺夫

派共同出版《工人报》的问题。列宁在发言中号召研究党内斗争的阶级

根源和联合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列宁和会议的多数参加者赞成出版

《工人报》。

９月２１日（１０月４日）

致函在法国巴黎近郊夏提荣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布尔什维克代表尼·

亚·谢马什柯，提议同他会面，商谈尽快召开布尔什维克会议，以便解

决出版《工人报》的问题。

９月２３日（１０月６日）

收到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的来信，信中说布尔什维克必须在《新时

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尔·马尔托夫。列宁于同日收到《新时代》杂

志编辑艾·武尔姆的来信和他转来的马尔赫列夫斯基准备在杂志上发

表的批判尔·马尔托夫的文章。

９月２３日或２４日（１０月６日或７日）

对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批判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写补充意见。

９月２３日（１０月６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要求把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国际议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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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名单寄去，并要求向社会党国际局

交纳党费。

致函在彼得堡的伊·彼·波克罗夫斯基，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

胡斯曼要求把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国际议会委员会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社

会民主党代表名单寄去。

９月２４日（１０月７日）

致函在柏林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告知收到了他的来信和文章；说自

己正在写一篇长文章（《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驳斥尔·马尔托夫

和列·达·托洛茨基；说打算写一本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教训，关于阶级

斗争的小册子；询问能否在德国出版这本小册子；对马尔赫列夫斯基的

文章提出补充意见；激烈批判马尔托夫歪曲无产阶级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

的历史作用和任务。

９月２４日（１０月７日）以后

就尔·马尔托夫和列·达·托洛茨基的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几篇荒谬

文章致函在柏林的卡·考茨基，说希望能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

驳斥托洛茨基（这封信没有找到）。

９月２５日（１０月８日）

列宁的《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和《谈

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两

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７号上。

９月２６日（１０月９日）

用德文致函卡·拉狄克，告知《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已经写

了约三分之一或者一半了；询问能否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这篇文章

或就这个题目发表几篇小品文。

９月底—１１月

研究俄国罢工统计；研究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瓦·叶·瓦尔扎尔编

写的一些著作。

写《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和《论俄国罢工统计》两篇文章。

９月—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

会见从俄国来的谢·伊·霍普纳尔，向她了解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叶

卡捷琳诺斯拉夫党的工作情况和工人革命斗争情况；建议霍普纳尔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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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什维克报刊上阐述这几个问题。

９月—１１月

同瓦·瓦·沃罗夫斯基和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商谈在

莫斯科安排出版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杂志——《思想》杂志的问题。

不早于９月

对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给尼·亚·罗日柯夫的信

作补充，批判罗日柯夫在建立合法政党的设想中所反映的取消主义观

点。

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９１３年

从有关俄国、德国和匈牙利土地统计和俄国罢工统计的书籍中作摘录。

１０月１日（１４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表示完全赞成同孟什维克普列

汉诺夫派接近；告知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商谈出版通俗报纸的情况；

说正在竭尽全力在俄国创办合法杂志，以及自己打算到瑞士一些城市去

作报告。

１０月４日（１７日）

用法文致函卡·胡斯曼，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参加国际议会委员会的

杜马代表向社会党国际局交纳党费的问题。

１０月１１日（２４日）以前

收到布尔什维克尼·古·波列塔耶夫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要求寄去

出版合法报纸的钱款。

１０月１１日（２４日）

把尼·古·波列塔耶夫信中关于要求寄款出版合法报纸的一段摘录出

来转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１０月１３日（２６日）

签署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声明支持尼·古·波列塔耶夫根据社会

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委托所提出的关于寄钱办报的要求，并且表示布尔什

维克同意为此拨出１０００卢布。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下一号——第１８号

报纸的内容。会议委托列宁写《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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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５日和１１月７日（１０月２８日和１１月２０日）之间

写《两个世界》一文。

１０月１６日和２５日（１０月２９日和１１月７日）之间

写《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一文。

１０月２４日（１１月６日）

在巴黎会见从俄国来的社会民主党人Ａ．Ａ．里亚比宁（彼得罗夫），向

他了解农民的状况和情绪；委托里亚比宁转交给卡·胡斯曼一封信，信

中要求把各党交给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报告各转来一份，以便在俄国散

发这些报告。

１０月２５日（１１月７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列宁的《为穆罗姆采夫

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一文。列宁反对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

对文章提出的修改；退出会场；在致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会议主席弗·列

德尔的声明中说，退出会场的原因是马尔托夫发表反党的诽谤性的言

论，支持召回派分子。

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８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第１８号报纸。

致函在彼得堡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说听到了关于筹备出

版《明星报》的消息，但没有收到他本人寄来的任何消息；主张报纸应

该刊登布尔什维克作者从国外寄去的全部材料；请他更加经常地、详细

地报告有关出版报纸的消息。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１０日）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给尼·古·波列塔耶夫的信上写附言，告

知寄去出版《明星报》的钱款，并对出版报纸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致函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对拖延出版《明星报》表示不安；

谈编辑部的组成问题；请他协助组织出版《思想》杂志。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就编辑部组成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以前

写《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

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

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工人报》第１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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